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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学术与学术思想史


  面对人类所积累的知识的整体，每一位愿意独立思考的学生都可能问他/她的老师：我凭什么相信你讲授的这一课程所代表的极细小的知识片断是真确的呢？推而广之，在我以有限生命追逐无限知识的过程中，我凭什么相信我所追逐的那一极细小的知识片断不是虚幻的？如果很不幸地，我毕生阅读的核心部分事后表明是虚幻的，我的生命意义是否消失？


  诸如此类性命攸关的问题，老师们通常不会在所授课程的第一讲里披露给学生，他们担心会压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但是，难道老师们可以不允许学生怀疑他们武断地讲授的那些极细小的知识片断吗？难道当代的教育，其宗旨不是要开发学生们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吗？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应回避上列的那些问题。


  开篇所述的问题，我称之为“知识的合法性问题”，或者，遵循哲学认识论的传统，称之为“知识的定义问题”。柏拉图曾问：什么是“知识”？对柏拉图的这一问，西方学者提供了三种解答：其一，知识是主观观念与客观事实的符合，称为“符合论”，其二，知识是逻辑自洽的观念体系，称为“融洽论”，其三，知识是有根据的确信。这第三种解答其实试图包容前两种解答，故称为“符合—融洽”论。我以为金岳霖先生追求“真且通”的知识论，也属于上列第三种。


  根据我的观察，学生们及其家长们，由其行为所揭示出来的他们对上述的知识合法性问题的解答，可概括为下列三种：其一，凡时髦的知识，就值得学习和信赖。也就是说，他们为他们喜欢学习的知识片断找到的根据，是社会时尚——因为时髦的知识或许在最近的将来也是可以带来可观收益的知识。其二，凡权威认可的，就值得学习和信赖。也就是说，他们为他们喜欢学习的知识片断找到的根据，是学术权威——因为经过权威认证的知识在未来足够长远的时间里产生的回报或许足以抵消学习知识所支付的成本。其三，我觉得这是笛卡尔在《探究真理的指导原则》里最早阐明了的一种知识态度，即“学究天人之际”的态度。根据这一知识态度，没有什么知识是长期可信赖的，学习知识的目的仅仅在于全面地开发心智，让心智在一切方向上充分涌流。


  上列三种解答，我向学生们和他们的家长们推荐的，通常是第二种。因为它比较稳妥，不似第一种那样浮躁，也不似第三种那样令人无所适从。换句话说，他们应遵循每一学科的知识共同体长期认可的那些权威认可的标准，凡符合这些标准的知识片断，就具有可以信赖的知识合法性。


  于是，我们在每一门课程里学习的知识，往往是人类最新获得的知识片断。但为了求证这些知识片断的知识合法性，我们应追溯这些最新知识的学术源流，务求确信它们是出自学术权威或可逻辑地追溯至权威们的思想。


  学术的主题固然可以而且往往是与最新获得的知识相关的，但学术主题的知识合法性却必须从学术思想史当中求得。我以为，这就是我当初坚持开设一门“经济学思想史”课程的理由。


  我观察中国和西方各经济学院系所设的课程，有“经济学”，有“经济史”，有“经济思想史”，有“经济学说史”，甚至可有熊彼特所论的“经济分析史”，却似乎没有“经济学思想史”。


  对经济活动的分析与预测，是经济学的论域。对经济活动的观察和记录，是经济史的论域。对经济活动的思考和反省，是经济思想史的论域。对经济理论的观察和记录，是经济学说史的论域。对经济分析方法的观察和记录，是经济分析史的论域。对经济学的思考和反省，是经济学思想史的论域。


  阿伦特论证过，思想总是事后发生的，它没有能力预测未来。通常所谓“思想史”的视角，其特征是将研究对象X（一个观念、一项事件、一位作者）置于X由之发生的那一历史情境S内，从而研究者可以理解二元关系{S, X}的意义。


  经济学思想史是将思想史方法运用于经济学，于是这里出现了许多二元关系{{S, X}}，所谓二元关系的集合。


  这里收录的讲义，根据我在北京大学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双学位”本科生讲授经济学思想史的录音，由助教丁建峰和部分听课同学整理。在这里，被研究的对象X，可以代表某一经济学家，或经济学的某一基本概念，或某一经济学理论。与X对应的历史情境S，需要根据我自己的理解加以选择。其实，历史从来就是被选择和被建构的。我选择的{{S, X}}，当然也就反映了我的个人偏好。这一讲义，也就成为“我的”讲义了。


  不论如何，其他人的或我的经济学思想史讲义，这些讲义的汇总，就是我们这一代学者为经济学基本概念提供的知识合法性论证。我曾反复修正过经济学基本概念的清单，现在列出的，或许是最近一次更新的：财富、效用、增长、价值、价格、幸福、正义、自由。


  应当感谢参与整理了这套讲义的同学们，他们的名字是：


  丁建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生）、王维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双学位）、韦环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双学位）、刘云波（北京大学元培实验班）、刘泽宇（东北师范大学）、张慧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双学位）、李鑫（中国政法大学）、肖珊珊（北京大学心理系硕士生）、周子尧（北京大学元培实验班）、易如（北京大学环境学院）、赵赛一（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双学位）、袁慧诗（北京大学环境学院）、麻剑锋（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蒋帅（中央财经大学）。


  读者应当明白，这本讲义是写给本科生的。事实上，我在北京大学讲授的“经济学思想史”早已从本科生课程改为研究生课程。所以，我希望尽快为研究生们撰写一部经济学思想史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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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上）：日常生活与经济思想


  （2004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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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日常生活的反思


  今天我们上“经济学思想史”的第一课，这一讲的题目叫做“日常生活与经济思想”。谈到这里，我需要提醒大家，今天是9月11日——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日子。“9·11”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呢？是生存困境，生存困境总是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日常生活上来。“日常”，也就是“现在”或者“当下”，所以，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历史是什么？为什么要关心历史？”另一个问题——也是这门课的主题——就是“思想史”：思想史和历史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历史如何沿着时间的路径展开，而同时又和思想交汇在一起呢？


  从古希腊到康德，西方知识传统主要分为这样几个类别：第一类是“物理世界”的知识，古希腊文里以为第一个字母；第二类是“心理世界”的知识，在古希腊文里以为第一个字母；第三类是一切“过去世界”的知识，即[image: 015-02]，它在古希腊文里有“穿越”的意思，但是，希腊文字典没有告诉我们穿越的是什么，是穿越时间，还是穿越表层。这样一种分类到康德以后有人有异议，所以我们只说到康德。给各位一个思想史的议题——康德之后的知识传统是怎样分类的，或者说，还有没有分类？在上述分类中，自然是“物理”的，但同时也蕴涵着自然史，是发生学的、历史的；意识是心理的和历史的；我们的身体，在笛卡儿之前，或者康德以前，是物理的，而今天，我们说它是物理的、心理的和历史的，是这三个集合的交集。日常生活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身体在当下的活动和在过去的活动——而思想是对当下的反省和对过去的反省。


  这是我们的开场白，下面是一些故事——或许能引发大家对这门课的兴趣，其内容出自现在的一本畅销书——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的《财富千年》，该书的作者辛西娅·克罗森是《华尔街日报》的资深编辑。我摘录了一些，给大家念一下：


  ……1436年，英国最富有的工业巨头年收入为865英镑，而商人只能挣12英镑。1688年，一个领主的家庭年收入大约为3200英镑，而一个仆人只能得到15英镑（牛顿1667年就任三一学院研究员的时候，每年挣24英镑，比一个仆人也多不了多少——作者）……所以，并不奇怪，富人的平均寿命一般高于穷人。然而，抛开某些特定指标，并没有证据表明幸福程度的提高与财富的增加成正比。在许多富有的男女的病历上，充斥着精神崩溃、家庭冲突、酗酒、自杀等故事。……早餐麦片大王查尔斯·威廉·波斯特遭遇精神崩溃，最后自杀身亡。柯达胶卷创办人——今天在柯达胶卷盒子上还写着他的名字——乔治·伊斯特曼也有着同样的结局。……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中写道：“显然，一个人将什么称作‘我’，将什么称作‘我的’，这中间的界线很难画出来。”……深植内心的不安全感在折磨富人。“如果我是我的所有，而假如我失去了我的所有，那么我是谁？”弗洛姆询问，“因为我可能失去我的所有，我就有必要不断担心我将要失去的我的所有。我害怕盗贼、经济波动、革命、疾病、死亡、爱情、自由、变化与未知因素。”……弗洛伊德写道：“人们一直让金钱与污物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最广泛的联系，好像存在于各种不明显的排便情结和对金钱的兴趣之间。”……米尔斯写道：“如果说富人不快乐，那是因为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快乐。”……在欧洲各地，饥荒有时会造成人吃人的现象，甚至发生父母吃掉子女的惨剧。虽然难以想像，但是在1000年前，人肉确实能够在欧洲某些地方的市场上找到。……人性中是否存在某种正常的占有欲？是占有欲强的人天生就具有神经质和不安全感呢，还是实际上是自然选择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结果？……黑猩猩一旦得到两三块钱，就会停止工作。毫无疑问，动物也有财产：巢穴、地盘、储藏的食物等。然而，1931年对昆虫、鸟类、啮齿类动物和猿的占有行为进行研究得到的结论是，动物对物品的占有十分局限……人类表现出的贪欲几乎是无限的。


  这就是日常生活引出来的问题，对于这些日常生活的反省提供了那些辨识根本问题的机会。


  经济学思想史：概念梳理


  零散的经济思想有别于系统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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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子

  


  我从中国的经济思想史资料里摘录了一些中国人的反思——思想是对日常生活的反省，而经济思想则是对日常经济活动的反省，例如《论语》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孟子》的“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就是关于经济伦理的论述。杨朱是当时非常重要的思想家，据说，那时天下的学人，“不归杨则归墨”。他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这是一种利己思想。《管子》的“地不均平和调，则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则事不可理也”，论述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墨子》的“王刀无变，耀有变。岁变耀，则岁变刀”[1]据说，这是中国最早的货币理论。刀，指货币；耀，指粮食的价格；岁，是收成。他是说，既然货币的样式、量都没变化，为什么粮食的价格总是变化呢？因为粮食收成变了，“岁变耀，则岁变刀”，这句话说得非常玄。你说它是货币理论？那比弗里德曼或者那些货币理论的先驱人物至少早了1500年，但这些只是零零散散的经济思想，不是经济学。


  非核心议题的数据分析不是经济学思想


  经济学是对经济活动的核心议题的反省所导致的知识，不是简单的思想。比如说，如果我们反省的主要的日常活动是市场经济，那么，价格理论就成为核心议题。在斯密以前的时代，甚或斯密本人的时代，很多人这样认为，农业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那什么是核心议题呢？地租和赋税。围绕这两个主题，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如果奴隶与城邦国家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那么，政治就成为核心议题，就是亚里士多德给我们的命题，经济学其实是政治的一部分，并且叫做“家政”、“家政学”。今天，服务业是主要的经济形式，像贝克尔说的，我们进入了人力资本的时代，人力资本成为核心议题，在这个核心议题的基础上，知识理论就成了经济学理论的新的形式和发展方向。这些是经济学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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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是《货币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1年）上的一篇论文的摘要，两位作者非常有创新精神，他们用傅立叶变换来研究经济周期——最早观察经济周期的人专门观察太阳黑子活动，他的名字叫做杰文斯（W.S. Jevons），你们以后会有很多人对他感兴趣的。你们如果学过电工学原理，就会对频谱分析比较了解，其实，这篇文章应该写给清华大学经济系的学生们。例如：Xi是中国GNP时间序列，它的自相关函数是γ（t），对此做傅立叶变换得到f（ω），把它分解为基波，一次的和二次的，四次的……这样叠加起来。傅立叶变换的结果，那就是f（ω），ω是频率。然后在ω的一个相对的、预先设定的带宽之内，我们看到了有一个能量的储备。能量的波动，这两位科学家认为，就是经济周期的实质。你想想看，从一个火星人的角度看，地球上的经济周期，无非是能量转换的速率发生了变化。有没有道理呢？要看对历史数据的拟合，所以他们用了欧洲各国的多年的数据——19世纪末叶欧洲13国的工业生产数据——用已经建立起来的模型，来解释已经公认的关于商业周期的特征性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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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图中靠近原点π/4附近出现的第一个峰值，对应于大约3年到5年的商业周期，乘上2，变成π/2，就是新的商业周期。你们自己可以画一组正弦和余弦曲线，会发现可以逼近任何波形，不管是经济周期的，还是商业周期的，还是说话的波形。


  再看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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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RUN（俄罗斯）的图中，两排最高的波形，对应的是π/2，也就是7—10年的商业周期，而里面小的波形代表3—5年。在AUS（澳大利亚）的图中，小的商业周期是比较显著的。这两张图挺有意思，而作者的结论是什么呢？下面是两张汇总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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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的图中，第一个最大的峰值，对应着7.W年的peak to peak（从峰值到峰值）的经济周期，第二个稍小一点的，对应着4.29年的周期，最小的那个，是2.35年，很显著，至少7—10年的商业周期非常显著。右边的图是各国之间的相关的频谱分析、波动，分别是7.87年、4.24年和2.34年的周期。


  作者的主要结论是：频谱分析可以揭示出两个周期的类型，一个是7—10年的，一个是3—5年的。次要的结论是：农业占比重较大的欧洲各国之间的经济周期的相关性比较小，而发达的工业国家，比如德国、英国、美国等，它们受到汇率联系的影响，因而其商业周期的相关性比较明显。


  我们凭直觉就知道这篇文章不是经济学思想史的文章，为什么呢？因为知识不同于思想。前者是科学建构，而后者提供问题意识——这是不可或缺的，我们经常看到，从海外归来的学富五车的学者，由于缺乏本土问题意识，提出一些很可笑的问题，所以，问题意识非常重要。表达问题意识的一个例子，就是刚才引的墨子的话，所谓“岁变耀，则岁变刀”，它是经济思想，但不是经济学，因为它首先就缺乏一种建构，即一步一步地构造出“岁变耀”和“岁变刀”之间的因果关系，如牛顿力学一样。更进一步来说，墨子的语言都不是科学语言，因为没有任何定义。什么是“耀”，什么是“刀”？刀到底是名词呢，还是动词，还是形容词？很多用汉语表达的经济思想，受到这方面的局限，而科学建构首先需要科学话语，其次需要主体间客观性的表述——由于陈述有主体间客观性，所以它是可检验的。这两点正是知识不同于思想的地方。什么叫主体间客观？就是不仅仅是你知道这件事是真的，你还要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是真的，而如果你讲的这件事是你梦里面发生的，那么你想让别人相信就非常的困难，所以，主体间共识的记录、历史事件的记录，才满足科学的第二个条件。陈述，不能是纯主观的。


  经济史不同于经济学思想史


  埃文斯（Evans）是“二战”前美国很重要的一位经济史家，下面的图出自他1941年发表在《经济史杂志》（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上的一篇文章，刻画了1870—1940年美国东部各州注册公司的数量的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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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线，代表不同的州，而每个州在各个时间段内注册公司的数量都在图中表示出来了，这就是一种记录。记录，就是有记可查。在这种具有主体间客观的记录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推测。


  他把公司数量的波动和商业周期结合起来讨论。在商业周期的图里，向上的箭头代表商业周期的景气时期，向下的代表不景气时期；而在公司数量的图里，向上升的线代表公司数量的增加，反之则代表减少。他把公司数量的波动，对应到另一套有据可查的数据里面，就是商业周期的年代。比较这些箭头的方向，他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很有意思，我们今天学习经济周期理论都知道这个结论，就是企业家在接近每一次萧条的底部的时候，就开始组织新的公司，这时候，公司的注册数量就上升。为什么？我引用一位教我中国经济最多的老师的话——谁在冬天把冰棍卖得最火爆，谁就是企业家。这就是为什么在不景气达到极点的时候，企业家，真正的企业家，开始筹划新的产品，注册新的公司。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在上个世纪中期，美国的经济学家就有这个观点了。到谷底时公司注册数目增加，当然还有一个因素，就是Push-on，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没有头寸了，如现在的券商一样，纷纷倒闭。倒闭以后一定有人接盘，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谷底之前的几个月，新公司的数量就以增速开始上升。这是一个主体间客观的陈述，是经济史的，但不是经济思想史的。


  进一步的，埃文斯的第三个研究步骤，是要看在长时段里的趋势。刚才我们看到的是1870—1940年的，显然，在20世纪初的时候，公司数量有一个总体的上升，这不能用商业周期来解释，所以，他把更早一些时间段的画出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1840—1920年的中间时间段，公司注册的总量忽然上升。我们现在知道，100年之前，就是在1740—1820年间，英国的公司数量也发生了同样的迅速上升，这被称为“公司爆炸”。100年后，在美国，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作者随后给出了一些解释。


  这是经济史作为经济思想的反省对象的一个典型，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案例。埃文斯把三个主要工业州的六个基础产业状况，在刚才那个时间段，也就是最关键的20年里面，画出了曲线——水、电、煤气、釆矿、不动产等，然后给出了他的一些解释。他解释的内容，对我们来说是不重要的，但他解释的样式给我们提供了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这还不是经济学思想。


  经济学思想是对经济学核心议题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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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思想是对经济学核心议题的反省。对价格理论的反省导致“价值”学说，对“资本—劳动”关系的反省导致“马克思主义”，对税收理论的反省导致布坎南的“立宪经济学”。下面的文章，是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它发表在1996年的《社会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上。这篇文章是要批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的商业企业提出的商业伦理观，作者反思了全部的商业伦理和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经济学，列出了下列七条自由主义商业伦理观，这里说的自由主义是Liberalism。形象地说，Liberalism就是克林顿主张的自由主义。它不同于哈耶克等人主张的古典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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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主义的ethos，也就是伦理观，由下列七个方面来刻画，我翻译一下：自由主义，不同于古典（保守）自由主义，主导着美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和价值塑型；社会以原子个人的自由为基础；个人仅仅是自利的，所以，经济社会的一切关系都是工具性的（相互利用的）；自由市场就其本质而言是稳定的和自矫正的，在政府与商业之间有天然（合理）的劳动分工，商业的惟一伦理责任是实现经济资源有效配置并且最大化股份持有者的财富（利润），这一责任被表述为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这是自由主义的商业伦理观念，然后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批评。


  演化视角下的长期经济史


  实际上，有两种看法来解释这个世界，一种是演化的，一种是理性建构的。近代以来的科学理论，在解释历史或解释世界的时候，往往偏爱理性建构，而到了今天，我们又回到了演化理论，亦即试图用演化理论来取代完备的理性理论。这个思路是经济学家非常熟悉的，但这有一个问题，是不是真的能够取代，我不敢保证，所以用了“试图”二字。但不管怎样，演化给我们提供了观察日常生活的一个视角。


  生物学基本方程与生物的繁衍规律


  下面的文章，发表于《理论生物学杂志》（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2004年9月刊（挂到网上，是7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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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文章又是一个创新，凡是用稀奇古怪的方法研究经济学问题或者非经济学问题的都能引起我们的注意。作者试图把马尔萨斯的观点，引进到生物学的演化过程当中去，所以这篇文章是要用马尔萨斯人口定律来描述生物学，主要是微生物组织的繁衍过程。在理论生物学文献里面，大概在最近几年，有一个思路，是说为了描述微生物群落在一个营养基液盘里经过一段时间繁衍之后的空间结构，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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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需要的理论假设，现在经典到只有一个，就是子代在出生的时候父母还活着，而死去的时间晚于父母，只需要这样的一个生灭过程假设就能够推演出这套空间结构。这当然是一个非常简单和强有力的假设，这篇文章的作者注意到这个现象以后，试图把它和马尔萨斯律（Malthusian Curb）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当种群的繁衍太密集了以后，在局部的地区中，营养就不够了，或者说资源就稀缺了，稀缺到一定程度就会阻碍进一步的繁衍，然后用计算机仿真就可以了。经济学从这里开始是合适的，在逻辑上是一个起点，一会儿我们还可以看到更彻底的经济学的起点。


  这是一条很常见的曲线，就是受到局部地区的资源限制的任何一个种群，它的繁衍模型。这只是一个，还有其他的繁衍模型，这是在资源经济学里最常见的，所谓可再生资源。这个繁衍模型的横轴代表的是存量，这个种群的数量，它的纵轴是增量，就是随时间的变化率。所以，我们可以想像一个养鱼池，这养鱼池的资源是给定的，所以受资源的限制，在养鱼池里面你放养一些鱼苗，然后每隔一个月作一次鱼的数量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到，鱼会繁衍，然后，如果没有外力干预，它会越来越多，所以当存量上升的时候，鱼和鱼之间相遇的机会就多，交配的概率就上升，当然产下子代的概率就上升了，这条线就向着左上侧倾斜，一直到了出现“拥挤效应”的时候。这时候，因为养鱼池里的资源是有限的，而总的存量已经很大，由于资源的缺乏，生育率开始下降。人口学家曾将类似的模型套用到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来解释那时的总和生育率的突然下降，下降到非常低的水平，三年自然灾害之后，总和生育率又有一个突变，这都是人口学的规律。随着人口的密集度上升，资源越来越稀缺，生育率下降，甚至可能是负的，即死亡率大于生育率，这对于生物学来说十分重要。因为，种群有一个能够繁衍的最小范围，比如说人类社会，在新石器时代，小于6个人的社群，就会瓦解或消亡，一般来说，都是20人以下，6个人以上。这里就有一个下限，存量太小，就生不出孩子来了，生育率就变成负的了，就只死不生了。这是一个基本的生物学的规律、人口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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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篇文章的作者试图论证，从微生物的群落到人类社群，再到宇宙间物质的宏观分布，都表现为类似的疏密有致的情形——如果你把这张幻灯片放到天文馆里放映，天文学家会告诉你，这是宇宙的物质分布图。这些疏密有致的分布，在无生命界称为“聚类”，在生命界则称为“社会”。这一现象，我们现在还没有统一的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聚类呢？


  经济史的逻辑出发点


  于是，经济史的初始条件，它的逻辑出发点，是三个：


  （1）地球生态系统（eco-system），这是最初始的经济史的条件。


  （2）哺乳动物种群的食物结构，或者营养结构（trophic structure）。如果人都可以不吃饭，要人类的经济活动干什么呢？所以哺乳动物种群的食物结构是经济史的第二个逻辑出发点。


  （3）灵长目的社会结构。灵长目是一种社会性动物，它不是一般的哺乳动物。灵长目的社会结构，比如黑猩獲、猿、四足猿或两足猿的社会结构，是十分复杂的。人类社会结构从广义上来看，也可以被看做一种灵长类的社会结构。


  这三个初始条件，构成经济史的出发点。


  哺乳动物生态系统的社群结构的发生学


  我们来看这篇文章，也发表于《理论生物学杂志》，大概是2004年7月份的这期，因为它是6月份挂到网上的。


  题目是：地上的以哺乳动物为主的生态系统的社群结构的发生。


  这是我们关注的出发点，也就是哺乳社群的发生史。


  第一作者Manuel Mendoza在生物学界很有名了，曾经做过相当多的工作。这个研究釆用了大量的实证数据，加上大量的计算机系统仿真——复杂系统仿真，得到了结果。


  他们试图解释地球上不同生态系统内，每一种类型的生态系统里面，经过漫长的演化，发展出了不同的哺乳动物的社群结构。所以灵长目不能产生在任意的生态系统内部，它只能发生在特定的生态系统里面。人类也是这样。


  他们的数据来自非洲的自然公园。我们知道野生动物公园在非洲保护得相当好，他们收集了约80个这样的公园里的数据，然后，把这些野生动物中哺乳动物的种群的食物结构或营养结构按照生态系统分类。size，主要指的是动物的体重。我们还是按照科学家的看法，把所有的事情都折算成能量，所以，你吃多少东西，长多大个，表现为你的重量——本质是能量的消耗。至于你多聪明，这不重要，因为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初始条件，所以他这里说的是trophic size，也就是一方面是营养结构，一方面是体重结构，研究它们的演化差异。所有这些大的哺乳动物种群，首先按照它们的食物结构分为10类，有杂食动物，有食草动物，有纯粹食草的，有专门吃果实的，有肉食的，肉食又分为吃肉食动物的肉食动物，有专门吃食草动物的肉食动物，还有腐食的等等，非常复杂。按照非洲的数据能够提供这些样本，再进一步把这10类动物按照体积划分成4个档，所以我们现在就有40个类别，但是过半数的类别是空的，因为找不到相应的样本，所以，只有19个类别。在最近几年的研究工作中，作者们已经找到了一些规律，最重要的就是：哺乳动物社会的营养结构，很多不依赖于任何其他的参量，只取决于生态系统，这个结论相当强。日照能不能改变营养结构？不相关。它只和这个生态系统有关。几乎不依赖于其他任何变量或参量，很有地理决定论的味道，至少是在初期。这段英文主要是介绍他们2002年的研究结果，然后，他们接着这个研究结果，用已经收集到的80个自然保护区的哺乳动物的体积结构和食物结构或营养结构，作所谓的Factor Analysis，即要素分析，找到三个最重要的要素。由于生态系统惟一决定了哺乳动物社群的营养结构，所以，作要素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要素分析并不告诉我们具体的现象学的含义，它只是把这19个种类的动物尺寸和营养结构放在一个19维的空间里。然后，要素分析显示：对应于不同生态系统（前三项要素能够解释生态系统之间相关方差的65%）的哺乳动物种群的“营养一体”结构有显著差异，可以忽略掉其他的要素对残差的解释，只看这三个要素的解释力。研究公共卫生领域时经常用这套要素分析法，每一个要素和其他两个要素是正交的，也就是不能被其他两个要素的轴表示出来——线性表达的，所以呢，这三个要素就非常重要了，因为他们通过经验数据的比较发现这三个要素代表着这样三个生态系统，我们一步一步地解释。把哺乳动物的社群所在的生态系统，看做是能量流在生态系统内的分布所决定的哺乳动物社会结构，这是他们大致想做的事情。这些哺乳动物的类别（定义在文章里）：Browsers，吃嫩叶的动物；General grazers，吃草的动物；Fresh grass grazers，吃嫩草的动物；Mixed feeders，我们翻译成杂食动物；Frugivores，吃水果的动物；Omnivores，就是什么都吃的动物了；Hyper carnivores，大型的肉食动物；Omnivores-Carnivores，杂食性的动物，但主要以肉类为食。还有一类是Bone cracker，啃骨头，吃骨髓的动物，比如鬣狗（Hyena），这种动物在非洲比较多。Primates是灵长类，它们就单独作为一类，不再另分类了。然后，把它们按体重分类，小于65公斤的是一类，65—300公斤的算一类，300—1000公斤的算一类，大于1000公斤的算一类，这里面删去空集，还剩下19个样本类别，这19个样本类别里面的每一个集合的物种数量，是19维空间里的点的坐标，每个点就代表了一个生态系统的动物分布，要解释的就是这些点是怎么发生的，对它们作要素分析，找到了能够解释65%方差的三个要素，然后再作经验的判断。大致而言，第一个要素，概括干旱沙漠生态系统；第二个要素，概括干旱草原生态系统，就是稀树草原；第三个要素，概括干旱山地生态系统——全是常青的树林。这些点，在很大程度上被聚类到黑的、灰的和白的三个区域，如图：拟合得相当好，这是营养体重的分布点，因此可以用三种生态环境来加以解释，这是今年发现的。


  接下来，作者用一个复杂系统的模型试图解释演化过程，即要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三个聚类。能量流在地球上，从外部能量系统，比如太阳，照射到地球上，产生了乔木、灌木和草，草养活了一群杂食动物和草食动物，以及吃树叶的动物，它们作为食物，又养活了一群肉食动物，当然还有更高层次的肉食动物，这就是哺乳动物的社会结构，非常残酷。下面的两张图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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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张图里，用参数作仿真，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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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的增量是图的纵轴，右边的展开，成为线性的微分方程，x1是吃树叶的动物，x2是吃草的动物，负的系数bi乘上一个平方项代表拥挤效应，gixixj代表草食动物间的生存竞争，第四项是指动物的数量乘上所有以它为食的动物的数量，代表掠食者对动物种群的影响。以下的方程可以作类似的理解，以这一组方程作动态的仿真，我们从经验数据里确定参数，我们看到取了树叶的生长率a1和草的生长率a2，参数定下来，动力系统就可以解了，可能会形成极限环，好多均衡的吸引子（attractor），或者进入混沌。我们可以看图，在网格状的这两个区域里，是混沌。当a1、a2进入网格状的区域里，我们就看到了混沌，失去了稳定，这种生态系统实际上是观察不到的，而在黑色、灰色和浅灰这三个区域里面的参数组合，是有极限环，或者有稳定点，或者有其他的吸引子。这是参数空间里的状况，在相平面里，我们只举一个例子，从这个初始条件出发，这个被吃的杂食动物，它属于第四类体积，即大型的杂食动物，有一个吃它的，肉食动物里面的第三类，也是大型的肉食动物。这个捕猎和被捕的动物在未定的时候，它们的数量关系通常是一个极限环，但在这儿，从初始条件无法形成极限环，它收敛到一个点，单点上是永远稳定的。在图上表示的，也就是19维空间的一个点在二维空间里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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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看上面这张图：树叶生长率的参数从0，按照104为一个小台阶，在计算机仿真里每一年从0增加4，这样多少年之后演化到30的时候，中间，大型哺乳动物在19维空间里的类别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例如，从第五类出发，当树叶的增长率小于5的时候，它在第五类那里，大于5的时候突然就变到了第一类底下，然后就难以找到了，到了后面，又有一个混沌区，在15到20之间进入混沌，超过20以后，不管是哪个类别的，有一些收敛的吸引区，逐渐地收敛到一个固定的点。所以从无序的边缘开始演变，我们总可以获得“秩序”。


  这是另一个种群的仿真，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区间出发的所有曲线最后都收敛。如果大自然把这个生态系统的这项参数就定在，例如，小于24之前，那么就有这么多的稳态的哺乳动物的营养和体积结构。但是它不是连续的，只有这几种，再往后就变成混沌了，就不能存在了。


  这是地球上的哺乳动物社群基本的演化方式，为什么作者们研究哺乳动物呢？因为，2003年，Sinclair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只有哺乳动物具有改变养育它的生态环境的能力，也就是可以反作用于生态。我们已经知道，哺乳动物的营养结构取决于生态系统，结果哺乳动物仍然有能力改变它自己的生态系统，这就非常重要了。Ecological Landscaping，这种能力只有哺乳动物有，这是2003年以来的人们越来越注意环境问题的原因。


  人类文化的演化与非血缘关系的合作


  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人类文化的演化。不同于动物演化，人类文化的演化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人类社会普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即市场交易和政治上的合作。合作被认为是在其他物种中间不多见的一种现象，非血缘关系的群体之间的合作，几乎仅见于人类社会，这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的一个看法。这一看法为大量的研究所证实。


  但是，是什么样的演化过程使这种合作方式普遍见于人类社会呢？这篇1997年的文章作了一个大致的总结。这篇文章所概括的领域，其实叫做演化心理学，是20世纪80年代才建立的一门学科。演化心理学的主要任务，至少到今天，按照对这个学科的重要文献的阅读，我个人觉得是研究生物基因的演化过程，同时伴随着社会文化的演化过程，这是哈耶克很早就讲过的。这篇文章指出，子代从母代获得两种遗传，基因的遗传和文化的遗传，但是文化如何遗传是一个问题，生物学家往往反对这样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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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的遗传机制叫做social learning（社会学习），今天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Payton Young是在这个领域作前沿研究的。社会学习属于演化心理学的研究领域。演化心理学家的出发点是什么呢？是社会心理学或者说社会的学习过程和心理过程，用荣格的话说，它深植于我们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今天的脑成像仪告诉我们，在理性的大脑皮层的下面，有一个叫做中脑系统的部位，它是上亿年前的哺乳动物时期形成的脑结构，根本不服从任何计划的理性。在这个结构里面，有所有主要的社会学习的“部件”。我们通过它们识别敌友，我们从刚生下来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对于不友好的成年人就有感觉，我们在十岁以前具有音乐和绘画的天才，可以“看”到音乐和“听”到颜色，但是，十岁之后，由于社会的学习和文化的重塑过程，这种潜在的能力在大部分人身上消失了，只有少数人成为天才。


  演化心理学创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它的出发点是这些当代脑科学的基本事实。它是由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两位科学家创立的，我在社会思想研究班里介绍了他们相当多的文章。他们认为，我们的深层心理结构决定了我们的认知、社会学习和社会交往过程的主要的初始条件。我们对危险的动物总是有一种天然的恐惧感，我们见到蛇就会恐怖，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我们的天敌，这种天敌观念在灵长目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了。所以，我们对蛇的恐惧感早就是非理性所能控制的。很多的深层心理结构，至少对社会和文化的合作模式的演化有关的深层心理结构，形成于1—10万年前，也就是新石器时代。所以，演化心理学的第一个出发点是要研究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当时人类所面临的基本生存问题，比如说洪水猛兽。地球上几乎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洪水猛兽的传说，这是荣格早就发现的所谓“原初类型”（prototype）。我们还要研究当时的集体生活是什么样的，人们是在洞穴里面居住，还是在树上？如果在洞穴里，会碰到哪些问题？每一个社会群体的规模是6个人以上呢，还是20人以上，100人以上呢？我们必须借助于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发现来研究这些问题，这方面有很多重要的文献。


  演化心理学的第二个支点是认知科学和心理学的。在这两个领域之间发生了很多跨学科的研究，揭示出来今天人类合作过程中的深层心理结构，这就是演化心理学，在这篇文章里叫做“社会学习”。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实际上，我们身上遗传的不仅仅有生物基因，而且还有文化基因。文化基因是社会生物学家Edward Wilson创造的一个概念，英文叫做meme，今天有一本英文杂志叫Memetics（《文化基因学》）。今天，文化基因学有了长足进展，有很多人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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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列举了对演化心理学，或者对文化和基因共生演化这样一种看法的七条主要批评。这篇文章基本上很好地回应了这些早已存在多年的批评。所以我说这篇文章是一个很重要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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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利他行为的解释”这篇文章发表于2003年的《演化与人类行为》杂志，四个作者中的前三位都是非常著名的，Herbert Gintis和Samuel Bowels是桑塔菲（Santa-Fe）学派顶尖的经济学家。Robert Boyd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文化人类学家。第四个作者我不太熟悉，通常，前三位作者的合作伙伴不是这个作者，而是一个叫做Richardson的，他是芝加哥大学文化委员会的主任。这几个作者最近开始合作研究合作秩序是如何发生的，借助于演化心理学的成果，然后作计算机仿真。我们这一讲总是遇到计算机仿真，因为今天的研究已经被计算机彻底改变了，如果你不懂得仿真，就等于没有生活体验，计算机仿真就是告诉你真实的样子可能是这样；你换一套参数，又出来一个真实的世界。所以我们不要看不起计算机仿真，虽然，我们经济学家通常是看不上计算机仿真的，觉得那是dirty world，我们这是pure world（纯粹的世界），可你的pure world缺乏直觉，直觉是来自生活的。


  在这篇重要的文献里面，四位作者要解释的是什么呢？晚近的经验研究揭示出了人类行为在交往过程中的基本形式。没有血缘关联的那些个人之间的合作不能够用“自私的基因”理论来解释，也不能够用所谓“亲缘利他主义”来解释。“自私的基因”和“亲缘利他主义”理论是经典生物学家同意的理论：一只小鸟为了它的幼雏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亲缘利他主义；每个人都有自我保存的本能，这是“自私的基因”，是利己主义。这些理论都可以解释人类行为的一部分，但是人类行为的绝大部分是不认识的人之间的互相信任与合作。这种合作在人类中间普遍存在，但是不普遍见于其他物种，为什么？囚徒困境多次合作的合作解，不足以解释这样的合作的发生。因为当两个人囚徒困境博弈的时候，我们知道，只要贴现率足够小，重复次数足够多，就可能出现一种策略叫做“合作”，但是还可能有其他的均衡策略。我们还知道，当囚徒困境博弈的人数是n的时候，随着n的逐渐增加，合作策略出现的概率迅速下降到零，所以我们看到在大量的文化里，免费搭车是一个常见现象。另外的一个事实是，最可歌可泣的合作行为往往发生在一次性囚徒困境博弈中。这是心理学家到现在为止无法解释的。我们能够说的，就是这两个人长期在一起生活，他们考虑到未来的收益，所以博弈是理性的，可能会有合作。但是一次性囚徒困境博弈又如何呢？当外敌入侵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次性的囚徒困境博弈，这时，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当汉奸？这是Herbert Gintis最早提出来的一个历史的案例，为什么？经济学家没有提供解答，至少他们的解答不令人信服。


  这四位作者试图找到一个具有更广泛解释力的理论。他们在以前的十年里提出一个概念，叫strong reciprocity，你们可能会把reciprocity翻译为互惠性，但是在这里不适用，我倾向于把它翻译为“强对等性”。它是一种对等关系。在这四位作者的具体的理论框架里，存在着三种类型的人。第一种人是纯粹的合作者，他一味地合作，而不问对方是否背叛他。你合作，可是别人出卖了你，这是你被背叛了，被出卖了，也许你下次就坚决不跟他合作。纯粹合作者则不然，他下次还跟这个背叛者合作，不区别敌人和朋友。第二种人是自私的人，他们是机会主义者，千方百计骗你让你和他合作，然后争取一切机会首先出卖你。今天我们的社会里充满了这样的行为，所谓“杀熟”，越“熟”越杀你。我们不要小看这种力量，用计算机仿真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深层的心理结构里，有33%这样的文化遗传基因。第三种行为类型，叫做strong reciprocity，就是强对等行为，它的定义是这样的：当我见到了或者我体验到了背叛我的合作行为的行为的时候，我就要惩罚这种行为，哪怕这种惩罚降低了我个人的适存度。这种行为方式叫做“强对等主义”。强对等主义者愿意降低自己的适存度来建立合作秩序，这是最难得的一种行为方式，这是一种体验，一种直观，仿真结果表明，它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深层心理结构里各占三分之一。


  这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三张面孔：第一张面孔是圣人，也就是谁出卖我们或者背叛我们都无所谓，我们永远合作，像雷锋一样；第二张面孔是自私的，是魔鬼，是邪恶，我们抓住一切机会出卖别人，为了获得更高的生存概率，第三张面孔是正义的面孔，我们要以降低自己适存度的代价来惩罚一切不合作者。这三种倾向在统计意义上各占三分之一。这篇文章要论证的，无非就是这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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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们在前面十年的工作经验中，揭示出了如下结论，它们可以用上图表示出来。强对等主义者在一个社会人口中占的比例，明显依赖于两个主要因素，首先，它依赖于这个惩罚背叛合作者所需支付的代价，也就是说正义的执行者需要付出代价。是半个月的工资，还是一条生命？讲到这儿，我想引用社科院哲学所的老学者唐逸以前讲过的一个故事。那是在1997年，那时候北大周围很乱，中关村大街还没修，只有一条自行车道，再加上一条坑坑洼洼的柏油路。在一天下班的时候，有一辆私家车在辅道里面逆着自行车流横冲直撞。当时有一个记者，带着他的十岁的儿子，在人行道上走，看到这辆横冲直撞的汽车，于是他就拦截它，批评司机说他不应当逆行。司机的火气很大，他会武术，走下车来三拳两脚把记者打死了，旁边围观的人很多，记者的十岁的儿子就从钱包里掏出仅有的一点点钱，求身边的叔叔阿姨帮助他们，但是没人关注，没人上来解围。这件事刊登在报纸上，这个人到现在我估计也没抓住，因为当时很混乱。但是唐逸讲的故事我是深信不疑，因为这是报纸上已经发表了的事情，而且我相信哲学家讲故事都是很精确的。图中的横轴就是惩罚背叛合作者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这代价越高，当成本等于1的时候，就是说你要丧失你的生命。适存度最高就是1，若成本为1，你就不能生存，所以在仿真中间，随着惩罚成本的增加，强对等主义者在整个人口中的比重会逐渐下降，但是并不完全消失。第二个结论是，当背叛合作的人所支付的成本下降的时候，曲线就会往下移动。也就是说，若背叛的成本降低了，强对等主义者在人口中的比例就会缓缓地下移，因为这时你帮助建立合作秩序没有意义。这是我们从上面的图中可以看到的两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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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出自《墨子·经说下》：“买，刀耀相为贾。刀轻则耀不贵，刀重则耀不易。王刀无变，耀有变。岁变耀，则岁变刀。”


  
第一讲（下）：物质活动与精神诉求


  （2004年9月18日）


  引论


  今天的主题是物质活动与精神诉求。我们先把昨天讲过的主要看法和主要观点重复一下。昨天我们论述了“生存困境”。每个人都面临着一些生活的问题，这些问题当然吸引我们最多的注意力。可以说每个人每天日常生活的范围都是一个“局部”。基于局部的个人体验，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特定世界观，这在英文里叫做opinion（意见）。柏拉图区分了“知识”和“意见”，他认为，每一个基于局部经验的看法叫做doxa，亦即“意见”。在柏拉图之前，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辩证法的奠基人赫拉克利特把从各个不同局部提出的“意见”之间的对话中自行显现的世界秩序叫做“logos”，这秩序可以是自然的秩序，即cosmos（宇宙），也可以是思想的或者生活的秩序。用今天的语言，就是“理”或者“真理”。它的形式语言的描述就是“逻辑”（logic）。对“意见”的超越，柏拉图称为“知识”——特指认识真理的过程（epistem），又称为“理论”（theoria）。但是知识不是我们教的英文的knowledge，knowledge在希腊语里有单独的意思，表示“亲切”。知识在古希腊语里面的词根是epistem，是英文“认识论”（epistemology）一词的词根。Epistem在希腊文里特别指称一种过程，即“真理自行显现”的过程。从这种过程中显现出来的知识又称为理论（theoria），故而，在古希腊人看来，“理论”是从“天上”来的，和神相通，不是我们局部的经验，而是对整体的把握。这一整套前学术史的考察所揭示出来的问题意识，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罗素说，两千年的西方哲学史都是柏拉图的脚注，这话很值得回味。


  经济学和经济学思想史介绍


  经济学是一门“知识”，昨天讲过了，它不仅仅是思想。它是对经济活动的系统性反思，反思营造了一种问题意识。在这些问题意识营造的这种意识氛围中，提出来的重要的问题，导致的科学建构的语言，叫做“经济学知识”。当然知识就可以有它的对立面，也就是意见。比如，没有学过经济学的人，比如一位口若悬河的出租车司机，经常在车上和乘客议论中国的经济，但这些观点是从该司机的局部体验提出来的，它们只是意见，不是知识。经济学作为知识，是对这类意见的“超越”。但是由于当代经济学的分工越来越细密，专业化的过程把经济学家的反思越来越局限到人类活动的经济方面，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重新局部化的知识。


  经济学作为专业的知识，忽略了人类活动的其他方面，政治的、经济的，甚至历史的。所以在经济学思想史里面做的工作，要求我们超越经济学的专业化视角，对经济学进行反思，把经济学本身当做一种“意见”——按照原初的意见和知识的看法，我们有理由把今天专业化了的经济学“知识”，在更高的层次上当做一种“意见”，然后从与各专业学科（包括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等）的“意见”的对话中，让更高层次的真理自行呈现出来。


  我们这门“经济学思想史”课程其实是想洞见这样的真理，这也是昨天提出的一个问题——既然日常生活吸引了我们注意力的主要部分——比如“9·11”事件，或者找工作、失业等家庭问题，为什么我们还关心历史呢？思想史和历史的关系是怎样的？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我补充一下，黑格尔说：真理是一，是整全（记住赫拉克利特的话：逻各斯自行显现，但只是从全体意见的对话中）。黑格尔又说：逻辑与历史是同一的。我们刚才已经介绍过了logos自行显现的过程，它不是从任何一个角度显现出来的，它是从全体意见的对话中显现出来的，这就是“一”，就是整全，真理就是这样显现出来的。故而，logos的语言表达，可以称为“逻辑”，它与历史是同一的。


  什么是根本问题


  对日常生活问题的反省提供了辨识“根本问题”的机会。如何发现这样的问题呢？假如说，某人坐在教室里，下定决心——我这一生，要做一门大学问，找到一个根本问题是可以救中国的，然后解决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了就拿诺贝尔奖。抱着这种态度去寻找根本问题，那是找不到的。根本问题之所以能成为根本问题，必源于“自行显现”。你自己找，那只是从一个角度出发，那是找不到的，你必须要去倾听生活，从各个角度让它自行呈现。什么样的环境能够提供让根本问题自行显现的机会呢？下面这句话提供了一个线索，并且符合我们的逻辑直觉：我们关注的问题或者说我们等待它们显现出来的那些问题越根本，可以想像，参与对话的、卷入这类问题那些对话的这些意见，就越趋向于“整全”。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最近发起了一起争论——郎咸平和张维迎的争论，多少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法律学家都卷进来。为什么呢？因为国有资产按照什么样的形式改革可以少流失，可以更公平，这当然是一些比较根本的问题，所以就吸引了众多参与对话的人，在这场对话当中表达出来的意见就越趋向于整全。根本问题给我们的一种直觉是：参与对话的意见越趋于整全，这个问题就越趋于根本。


  人类的认识能力似乎只能辨识那些在长期的日常生活中被反复提出来的问题。在这些问题里面，我们试图去把握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构成了思想史。孔子在“轴心时代”提出来的问题，后边的人也免不了要想，挥之不去。常见的情况是，根本问题是通过历代思想者之间的对话，而不是通过同代人之间的对话呈现出来的。我们把这样的对话称为思想史，因为它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不同的“思者”发出意见，在对话当中，这些“意见”不断趋于“整全”。


  故而，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思想史课程，其实是要讲解“社会理论”，也叫做“社会思想研究”。在经济学思想史这门课程里，我们将介绍那些首先是思想家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第一身份”是思想家，其次才是经济学研究者，例如大卫·休谟或亚当·斯密，借着他们的言说，我们可以了解那些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那些指导我们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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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资源限制的种群繁衍模型：增量与存量的关系


  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


  上一讲我们从演化理论的角度，勾勒了生物与人类的演进历程。现在就让我们考察一下物质生活的历史和人类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这是我们问题意识的来源之一。


  首先，让我们来看农业的发生。在人类长达两三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并没有农业，人们只是依靠狩猎和釆掘生存。农业产生于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也就是最后一次冰川期结束的时候。农业的诞生带来了定居人口，于是有了储存财富的各种方式。卫生条件不断改善，人口开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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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文章的作者研究了最早的经济史记录，即3500年前巴比伦神庙的泥板文书，那时候有了银行活动，神庙女祭司们积累了足够多的私人财富，可以从事公共活动之外的私人放债和收取利益。庙宇收入的重要来源是王室捐赠，文书表明，当时谷物借贷的年利率是20%。这是比较普遍的历史现象，这些数据对中国的历史研究有参照的价值。这篇文章记录，有若干年，谷物借贷的利率是33%，后来又下降到了20%，所以，均衡的利率对于谷物来讲就都是20%。这是很枯燥的一篇文章，但是很重要，因为它揭示了最早的银行活动。


  
  西欧人口变化的两千年比较
[image: 045-01]


  上图引自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中译本，第20页），它描绘了过去2000年西欧人口的变化。在公元元年到公元1000年，人口保持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相抵消的零增长稳态。这样维持了1000年，到了公元11世纪的时候，变化发生了。人口增长开始出现了向上的拐点。这里最重要的原因是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比如，人们学会了使用不会闹霍乱的水源——不洁净的水是传染病的第一原因，喝干净点儿的水，就足以使人口的净增长率大于0了。到了14世纪中期，欧洲人口突然锐减，我们可以判断这一段是欧洲黑死病的时段。据当代有关学者考证，黑死病是成吉思汗带入欧洲的。然后，人口开始逐渐恢复。到了18世纪的时候，工业革命发生了。工业革命使得维持生命的技术条件尤其是医院的条件进一步改善，一直到今天。这是长期经济史的第一张图。这里面有两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如果我们把欧洲社会当做哺乳动物灵长类欧洲人的群体来研究的话，那么他们的人口种群的爆炸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前。请大家记住这个特点。


  麦迪森引用了普林斯顿大学的长期人口史专家的著作。下面两张图描绘的是瑞典人的年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我们把这两张图结合起来，就得到了第三张图（右上角的图）。如图所示，由于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瑞典的死亡率在1740年以后开始逐渐下降，到1820年工业革命基本完成的时候，我们看到，瑞典的死亡率急剧下降，对应着第一张图的欧洲人口的迅速上升阶段；到了1960年的时候，每千人的死亡率降低到10，基本上达到了稳定状态。因为主要的致死原因变成了老年病，不是改善公共卫生条件就可以降低死亡率了。出生率的图在左下角。我们看到，出生率的下降远远滞后于死亡率的下降。从1880年以后，瑞典的出生率才开始有下降的趋势。为什么呢，因为统计研究表明决定出生率下降的第一位因素是母亲的受教育的程度，你们谁觉得这样的研究成果有点令人惊讶？因为作为经济系的学生，你们的第一反应一定是人均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是第一因素，但是，统计表明，出生率下降的决定因素首先是母亲的受教育程度，第二位因素是避孕技术的进步，第三位因素才是人均收入。所以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人口爆炸没有完成的国家，我估计，中国已经接近于完成了这个过程，我们现在正在经历初步的老龄化社会，但是还有一些国家至今尚未完成这个过程，例如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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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爆炸有一个数学的含义，数学的度量方式就是积分，即右上角图中的CBR（粗出生率）—CDR（粗死亡率），我们可以用积分来计算这两条曲线之间的面积，可以算出人口爆炸过程中增加的人口数量。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解决这部分人口的出路。劳动力突然爆炸了，但若人口增长模式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人口就会很快老龄化。如何在两代人之后——也就是人口老龄化之后，维持人们的生计？方法是把新增的劳动力转化成资本——人力资本或者物质资本。经济发展政策的目标，就是要在这两代人或者50年的时间里，成功地把过剩的劳动存量转化成资本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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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ffrey G. Williamson是哈佛大学的一位重要经济学家，他在两份重要的经济史刊物之一的《经济史探索》（The Exploration of Economic History）杂志上，描述了刚才我说的这个人口爆炸过程。


  但是这幅散点图说明什么呢，说明宣传计划生育的那套理论好像不能让我们信服。如图，纵轴是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横轴是人口增长率。从图上可知，人口增长率对人均收入增长率没有任何影响。但是东亚奇迹确实发生了，一部分经济学家，例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几位老师，倾向于认为是发展战略对头，这个观点我很尊重，但没有被完全说服，我自己也没有提出什么道理来，我不懂这些东西，只是给你们介绍一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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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看到，在东亚经济奇迹发生之前是什么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民族国家的崛起和生育高峰。1945年以前，东亚的人口出生率很低，战后有一个生育高峰，每个家庭生了好多个孩子，所以储蓄率为负值。这是我们根据莫迪格利亚尼的“生命周期理论”可以预期发生的现象。到了1960年以后，为什么东亚就崛起了呢？先是日本，然后是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然后是中国内地。我们有50年劳动力非常廉价的时期，因为这时战后生育的孩子都长大了，然后就有一个相应的经济奇迹。储蓄率非常高，因为劳动力丰富了，在两代人的时间里，东亚各国和地区居然把众多过剩的劳动力转化成了高额储蓄。储蓄的基本形式就是资本品，于是，到了现在，它们可以维持很高水平的老龄化社会的人均消费，这被称为“东亚奇迹”。这奇迹很可能和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和战略有关，也可能没有什么关系，这就是这篇文章的看法。


  再回到《世界经济千年史》的另外一张图。麦迪森的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他居然想出了一种办法，把各国的GDP变成可比的，不仅当年可比，回到公元5世纪的时候都可比，然后才会有长期经济史的定量分析。下图就是他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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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附录A、B和C。纵轴刻度为对数标准。


  图中的两条曲线分别是西欧和中国的人均GDP（400—2000年），这和以前经济史的公认结论是不一样的。麦迪森认为，西欧的GDP超过中国远远早于亚当·斯密的时代，在公元1200—1300年之间，西欧就已经追上中国了。中国的人均GDP始终停留在450国际元，停在这个水平上，然后经过战乱掉下来，到了20世纪末才开始上升。从13世纪起，西欧的人均GDP开始超越中国，而且从此就不再低于中国了。


  另一方面，这段报告显示，“没有人能够否认，16世纪工人阶级变得更加贫困，政治地位更加低下。……欧洲大多数地方的商品全面涨价。一代人以前足够买到一套服装的钱，现在只能买到一双鞋。1500—1600年期间，小麦价格在德国上涨了300%。……16世纪90年代，横跨欧洲的大饥荒，尸横遍野，许多人嘴里含着草死在路边。”


  麦迪森总结出来人类社会长期以来经济绩效的三大解释因素。这三大解释因素，虽然符合我们的常识，但是以前没有人总结过。第一是殖民。我们一定要有科学的视角，把这类殖民当做地球上的一类科学现象。例如10世纪到13世纪之间，中国对长江以南相对风化和潮湿地区的殖民，由于这种殖民带来了土地扩张，中国的人均收入在300年内增长了33%。第二大因素是贸易及其相应的资本流通。“例如11世纪到16世纪之间”，威尼斯作为当时欧洲贸易的中心，成为当时欧洲最富的城邦。第三个重要方面是技术和制度方面的创新。例如18世纪，英国在（政治、金融、工业组织、学术交流）制度创新和与航海相关的各项技术领域（天文、物理、时钟、医学、化学）的领先地位，极大地降低了海外扩张成本。1820年，英国海外殖民地的人口总数已经超过1亿——这是很惊人的。


  鲁卡斯论经济增长


  我们大家都知道鲁卡斯（Robert Rucas），他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一位很重要的宏观经济学家。他的2000年的文章“Some Macroeconomics for the 21st Century”很有意思，釆用的也是计算机仿真——我们发现仿真已经渗透到主流经济学里面去了——他利用计算机仿真提供了一个最简单的经济增长模型。他用了宏观经济学的最简单的假设，即从1800年起，英国的人均收入以每年2%的增长率，持续增长至2000年，达到3.3万美元，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假设，与事实相差不太远。然后，鲁卡斯按照历史事实模拟其他各国的经济增长。由于其他各国都仿效英国发展经济，故具有后发优势。具体表现为：每隔50年，人均收入年增长率增加2.5个百分点，但后发展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不超过先发展国家，即得到下面这张图，这当然是一个无限增长的发散的过程，所以还需要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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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二张图，鲁卡斯认为，后发国家除了具有后发优势，还有后发劣势，当两国之间的发展水平差距太大，超过一定阈值的时候，后进国家就永远赶不上了。加里·贝克尔1990年的一篇文章把这种现象叫做“低收入陷阱”。发展越晚，经济停滞的概率就越高，然后用仿真做一个经济停滞概率的上限和下限，仿真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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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经济收敛，哈佛大学最年轻的教授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就作这方面的研究。鲁卡斯的这个模型格外简单，它仅仅假设，譬如，平均增长率在1970年达到顶点，并且逐渐下降，标准差趋于0，这基本上符合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史。仿真的结果是这样的：在2010年以前，世界经济的年增率开始下降，到2010年，每年低于2.5%，这是标准差的收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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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这张图不是从鲁卡斯这篇文章里出来的，它出自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国内移民是改善一国国民收入分配不平等条件的重要因素”。为什么我们在鲁卡斯的增长模型之后，把收入分配作为必须讨论的一个议题呢？因为如果仅仅是一部分人富起来，他们增长得很快，但其他人一点好处都得不到，甚至受到了损害，那么经济增长的意义又体现在哪里呢？所以，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是经济发展史和经济史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欧洲的经济学研究尤其重视这个议题。


  环境与能源问题


  有几个重要的题目我们不能够回避，其中就包括环境的议题，从发展的视角来看，环境问题讨论的是发展的代价问题。我们知道在宏观经济的统计里面没有环境损耗成本的会计项目，现在我们正在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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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均收入—环境污染”跨国数据三点图：库兹涅兹曲线


  下图描绘了环境的库兹涅兹曲线，出自《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这张图把人均收入作为横坐标，环境污染作为纵坐标。当人均收入刚开始增长的时候，环境污染上升，人均收入到达一定程度之后，环境污染下降，就形成了库兹涅兹的倒U形曲线。对这条曲线的解释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污染程度在不断上升，资源和环境的损耗没有人过问，找不到政治的代言人：到了经济发达阶段，人们越来越关心环境问题，各种环境代言人也应运而生，比如绿党，人们的关注和积极行动带来了环境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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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学家们的预测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考虑到环境污染和资源损耗的负面效果，实际上，在国民经济收入的统计里，随着污染程度的加重，总有一天人们的实际收入会下降，食物的质量也会下降，这是仿真预测的结果。尽管也许国民收入的名义量很高，但人们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实质上是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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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图讲的是环境污染。然后这篇文章是这个意思：工业革命以来200年，随着人类的能源结构从石油、煤矿这些不可再生资源向着水能、风能、太阳能这些可再生资源的转化，在发达国家，它的电力厂的发电规模经历了一个从小规模发电到巨大规模发电，再回到小规模发电的过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能源形式变化了，早期的小规模发电是煤电，当代的小规模发电是水电、风电、潮汐和太阳能发电等。这样就和环境适应起来了，中间走了一个大的弯路，所以这篇文章就叫做“人类走过的大弯路”——Humankind's Detour Toward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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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发展指数


  世界资源研究所最早提倡把资源和环境的损耗纳入国民经济统计指标作为经济发展的成本。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过去几年推出一套指标，叫做“人类发展指标”。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效用水平的不断增长是以自然资源的耗用为代价的。因此，人类发展指标体系引入了“自然资本”概念。当自然资本的折旧超过效用水平的增加值时，发展就成为“不可持续的”。在这里分析的155个国家中，42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潜在地将是不可持续的。


  人类发展指数的定义是：（新生儿的期望寿命+人均收入指数+人均教育水平指数）/3。大家想想，这是不是合乎我们的直觉？在这两天讲的很多故事里面，我们都看到“幸福”跟财富几乎没关系，即使有关系，也只占1/3的权重；长寿和人生幸福估计是有关系的，亚里士多德讨论过这件事，长寿是很重要的，所以长寿占1/3的指标；第三，你能不能enjoy the life（享受生活）取决于你受什么样的教育，教育让你的感觉神经变得更敏锐，能够欣赏大自然的美，能够把很多低级的欲望给缓解掉，就如伊壁鸠鲁所说的，真正的幸福不在于较多的财富，而在于较少的欲望，而这就需要教育，所以教育占1乃的权重是理所当然的。这三项因素是很关键的，我个人觉得可以接受这个指标。这个指标于1998年第一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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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储蓄率


  这篇文章的作者在这里作了一些细化的努力，用总的储蓄率再减掉自然资本的损耗——自然资本的折旧。自然资本的损耗是一个资源和环境的概念。在讨论资源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可以不考虑储量——查明的储量基本上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但是我们可以估计出来一个资源损耗的速率，然后确定一个市场价格，有时是竞争价格，有时是垄断价格，到底这种价格反映不反映资源的价值，这是很有争议的。无论如何，UNDP估计出了自然资源折旧的速度，从国家的储蓄率减掉这一年的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的折旧率，就是该国真正的储蓄率（genuine saving rate）。算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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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页的表格很有意思，它用上面的算法算出了42个国家的真正的储蓄率：阿曼的净储蓄率是12.9%，普通的宏观经济统计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经济开始起飞的国家，它的真正的储蓄其实是负的1%；再看叙利亚这个国家，15%的储蓄率已经很不错了，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曾说，超过12%的储蓄率就可以带来经济“起飞”，但是它的真正的储蓄率是负的1%；加纳，正的储蓄率是5.66%，真正的储蓄率是负的0.81%。


  法治与反腐败


  Easterlin是重要的人口经济学家，是三大人口经济学家之一。他2000年给《经济展望杂志》（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写了一篇文章——“1800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生活水平的研究”。比较有意思的是，他在生活水平的指标里加进了法治。人们的生活水平依赖于法治，如果法治水平不够高，生活水平改进得就慢。我是同意他这个观点的。他把各国的法治的建设分成执法和立法这两个部分的改进。根据他的研究，中国在立法方面的改进远远高于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他的这篇文章提醒我们，影响生活水平的因素不仅仅是物质的，还有社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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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篇文章讨论反腐败问题。这篇文章通过统计回归找到了六项影响腐败的主要因素。其中前五项和腐败成负相关：第一，是否是新教传统国家，新教伦理有助于抑制腐败；第二，是否为原英国殖民地；第三，是否经济比较发达，经济发达，监督水平就会比较高；第四，进口是不是占的比例很高，进口比例较高的国家，腐败系数就会相应降低；第五，是否长期实行民主制度，短期的民主制度不起作用，这也是比较容易想像的。第六项因素很奇怪——实行联邦制的国家比不实行的更腐败。以下是他回归出来的一些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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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思想史方法引论


  （2004年9月25日）


  引论


  上一讲，我们从宏观的、大历史的角度，回顾了地球生命的物质生活和社群繁衍的历史，从哺乳类灵长目的社会结构、营养结构、心智结构，一直介绍到人类社会的演化。这样，我们就把经济发展史的历史起点介绍完了。下面的内容是对经济思想和经济学的回顾，是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反思。这些反思营造出了我们的“问题意识”，在问题意识的氛围里面，出现了经济学的知识建构。


  知识和思想


  我们一定要记住知识和思想的不同。知识需要两项条件。（1）科学的话语体系，即共同体内部达成的关于交往所使用的语词的核心含义的共识。例如，“白”，共同体成员以某一足够高的概率知道，不等价于“红”、“黑”、“灰”等颜色，但随着认知能力的改善，语词的丰富程度和细腻程度都将改善。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告诉我们，即便是相互之间很熟的共同体成员，他们之间能够区分红、黑、灰等颜色，但随着认识能力的深入，又会出现一些更细致的结构或者拓扑结构，可以发展出新的语汇来，这是一个演化过程。也就是说，语言本身是演化的，科学话语也是演化的，这很重要。（2）主体间客观性的陈述，即蒯因所论的“可观测语句”的集合，即知识必须具有主体间的客观意义，它不仅仅是你的梦幻，还要可重复、可观测，变成其他人可以检验的陈述。这是科学话语的第二个重要条件，用蒯因的“可观测语句”来定义，就是一系列的可观测语句或者叫“陈述句”的集合。例如，“天鹅是白的”这句话就不符合科学话语的第二个条件，因为它不是可观测的。为了验证天鹅是白的这句话，你活一辈子都不够，因为你要观测所有可能的天鹅，而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只白天鹅”，与上一句差别很小，却很不同，因为“这是一只白天鹅”是可观测的。第二个例子说明了什么呢？说明科学建构或者知识建构不是我们在数学系里证明定理最常用的那种方法，不是反证法。反证法并没有给出建构性的证明，它不是科学，只是数学或者逻辑。


  所以，知识和思想不同，你到文献里去看一看，体悟一下，你就知道科学的知识或者科学话语要求建构。如果你要对中国1949年以后为什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一个解释，那你一定要把你的理论建构出来。比如，领导人的实践，中、苏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的形势……你要用可观测的历史记录建构起理论来，然后解释为什么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这叫历史科学，否则你的东西叫史学，不叫科学。这是关于科学我能说的。


  思想的三个特征


  区别于知识的另一个关键词——也是我们这门课的核心概念——是思想。思想的特征是什么呢，我概括了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思想是内省的（reflective）。你要跳出你所在的这个观念，反观你自己，这是思想的第一个直接自明的特征。用静观的态度内省，这态度本身要求我们摆脱日常生活的利益关系的纠缠。你如果太忙，就很难思想，如英语说的“stop to think”（先停下来，再思想）。假如你没办法停下来，那就没有时间思想了。你就不可能以静观的态度摆脱日常利益的纠缠。中国跟西方在传统上有相当大的不同，汉语传统里面的“思”或者“思想”也很可能是与幽黯意识有关（参见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大学》开篇的一句话：“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这就是安静，静观——作者），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此处不用“思”字，用“虑”，这是否如张灏先生所说，是中国知识传统的一种忧患意识？）……”如果我们今天试图接受这种忧患意识，这有一个本体的问题，就是这忧患的本体在哪里呢？在孟子那个时代，他可以说，天道流行，浩然正气贯穿在他心中，然后他可以有终极关怀，他可以有忧患意识；我们今天没有了，感受不到这种天道流行、浩然正气。所以，中国的思想传统正在经历一种转型，前所未有的转型。思想的第一特征就是静观。但是由于这个特征，爆发出这样一种问题：作为中国人，我们要思想，要想去思考，但你很难静下来，因为你没有古人的那种浩然正气，总坐不住，天道流行，你感受不到，静下来是很难的。


  思想的第二特征是，它是基于内省的洞察，英文叫“insight”。洞察力不容易，需要穿透表层，故依赖于人生体验和思的习惯。阅读是一种习惯，静观也是一种习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梁漱溟20世纪20年代在北大的讲义，里面有这样一句话，“静以通天下所感”，人家能静下来，然后养成一种洞察力。在汉语传统里，思的过程不需要语言，这个很重要，是东西方思维方式的本质不同。在东方思想传统里，思是不需要语言的，叫做“悟”，与西方的思想传统在过去2500年里形成鲜明对照。


  思想的第三个特征是整全性。恰好由于洞察到了本质，思想得以伸展出整全性。也在这一意义上，思想不同于知识，后者通常是对细节的注意和建构，所谓“分殊”。思想有自成体系的倾向，而知识则需要分工。叔本华的博士论文认为，分殊对于知识的进步非常重要，你把一个概念分成两个子概念，再分成四个，再分成八个……这样分殊下去，知识就深入了。宋儒强调“分殊”与“理”的同一，强调天下同一理，所谓“理一分殊”。马一浮专门引了这四个字作为给浙江大学的题词，理只有一个，从理分出万物。


  民主制度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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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拉图

  


  “真理”，在希腊文里是aletheia，意为“逐渐显示自己”。希腊文是一种独特的文字，它不像英文那样有那么多的虚词，而是一个字一个字连接在一起，这里的“逐渐显示自己”没有人称代词做主语。真理，如海德格尔考证的那样，是一种“显现”的过程，“去蔽”的过程。如前所述，我们可以通过各个角度、各个人生当中的具体的意见（doxa）的对话显现真理，使之凝聚成为语言可以表达的“知识”，就是logos。真理自行显现的这个过程叫epistem（认识论）。这是对上一讲内容的复习。


  但是，如何形成各种意见的对话呢？这涉及雅典人的民主实践，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在后来的法国人那里，知识就是政治。雅典人觉得民主是一种可行的知识制度，是能够达到真知的制度。在广场上定期举行的公民辩论，可以把全体的意见都发表出来，这是民主的初衷，即让真理自由显现。民主的初衷不是投票权利，而是我们表达的权利。民主的真谛在于你有没有表达的自由。柏拉图对民主政治的批判，是一种误导，他看到了苏格拉底被投票处决了，所以激烈地批判投票民主，这里带有一种情绪。后来西方的哲学家思想家已经开始纠正柏拉图的偏激。柏拉图对民主政治的批判，在我们今天看来，其本意是要求全体公民有一种精神，有一种公民意识。首先保护每一个人自由表达的权利，而不是维护一个城邦的整体利益或者民族利益。在自由表达权利之下，每一个公民的投票才不会仅仅是意见。在赫拉克利特《残篇》里面，意见的总体是“ta panta”——所有的和每一个。那么，作为所有的和每一个的，究竟是什么呢？这又是希腊文字的模糊表达方式给我们留下的一个谜，我们看海德格尔的解释，总是在这个谜里面打转。赫拉克利特把它称为“逻各斯”（lo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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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意见上升到知识，需要民主制度作为中介和手段，而言论自由是民主制度的第一要素。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是抓住了这一要素的，作为对比，我把老子的话放到这里（老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各位自己看。对意见的超越是民主制度的精神取向，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必定是开放的，但民主同时又是不确定的，它带给我们风险、痛苦，它给每一公民的局部体验带来惊讶。市场是一种民主。在市场（分工与协调分工的体系）里，为了生存且由于能力之有限性，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局部的体验和知识建构，故而形成“职业”与“技巧”。“技巧”的希腊文词根techne的含义是“实践”。对应于实践的概念是理论。分工和市场竞争使我们每一个人日益变得职业化，并且只关心techne的问题。我们的物质生活当然因此变得越来越丰裕，而我们对整全和“一”的关怀却越来越淡漠。老子说：“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现在为道的人不多，人们忘却了精神诉求的民主和技术的发展，这是西方人走了2000多年的弯路，它使得原本是手段的东西主导了我们的人生目的。


  专业化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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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劳斯·黑尔德（中），前现象学学会会长，倡导政治现象学。


  为了摆脱这种命运，在过去的2000年里面出现了众多的思想流派，最初的思想者是斯多葛学派，他们劝告追求幸福的人把具体的利益悬置起来，你如果纠缠在具体利益里，就找不到幸福，虽然你能够拥有财富，却找不到幸福，这是斯多葛学派的劝告。我们以前还引述过伊壁鸠鲁的看法：幸福不在于拥有较多财富，而在于拥有较少的欲望。今天西方的思想者已经承认世界不是一堆专业化的碎片。德国的现象学家克劳斯·黑尔德（Klaus Held）在《世界现象学》里有这样一段话，“随着对世界总体之研究，转变为一种分工的、职业化的技术操作，人丧失了对其行为的最终的伦理”。我们看看周围是不是这样？最终的负责人没有了，人们没有担当了。“……我们必须跟随胡塞尔，从这一个世界与许多特殊世界的关系出发。”这句话的关键是“这一个世界”，是整合的和整全的世界，“在他（胡塞尔）眼前似乎浮现着这样一种景观，这同一个世界是如此显现在许多特殊世界之中，就像一个同一对象显现在它的显现方式的杂多性当中一样”。这就接近了我们先前铺叙过的logos的思想，“……这样，与客观主义研究方法的分裂便正相反对地把这同一个世界当做课题，这也就意味着，去思考：这个在特殊世界之间的指引关系是无法断开的”。我周围的一些中国经济学家（例如周其仁）就在实践这样一种研究方法，由于受到现象学的影响，几年以来，我就一直论证他们的这种研究方法。我把他们的研究方法称为“直面现象”。


  我再引黑尔德的一段话，“如何来描述这种对同一个世界的非客观主义思索，以使他不再始终依赖于客观主义的世界理解呢……这个世界，这个人在失去所有特殊世界兴趣之前，无意愿参与而为之敞开的世界，也许是有限的？……对于直观来说只存在着有限的事物……”这句话的含义是：如果你想理解世界，就要摆脱这所有的具体利益的纠缠，这样这个世界就向你敞开了。然而，直观也许是有限的，黑尔德认为，对于直观来说，只存在有限的事物。有的时候我听到对周其仁老师的一些批评，说他的研究方法只局限于个人的经验；但是，如黑尔德所介绍的这样，这个世界对于直观来说就应当是有限的、局部的，只不过我们必须让这个局部向外敞开，敞开的办法就是不要去斤斤计较你自己的利益。我们要超脱于自己的局部世界，这是思想的前提。


  对经济学的讨论


  以下是马歇尔对于经济学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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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歇尔的定义和标准经济学教科书的经济学定义很不一样，除了指出经济学是研究人类日常经济生活的学问之外，马歇尔还强调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它研究人类社会与个人追求“较好生存”（well being——一个难以翻译的语词）的物质活动。因此，经济学其实是政治经济学，并且是比“财富”更重要的“人学”的一个方面。在标准教科书的“经济学”定义里，并没有出现“人的研究”，或者“日常生活中的人类活动的研究”这样一些马歇尔时代的语词。当代主流经济学一方面变得越来越理性化、抽象化、形式化，另一方面越来越远离日常生活，远离理论的常青树，变得越来越晦涩。经济学变得更加专业，成为一种职业或者一门技术，它不再等同于政治经济学，而仅仅研究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这都是经济学今天面临的问题。


  关于资源配置的讨论


  当代的主流经济学把它的研究范围限于资源配置。我们接着当代经济学的说教，讨论资源配置问题。请注意，对于思想史来说，处处都是问题。资源配置问题的思路存在着一个连续谱系。在一个极端的，是个人主义的自由市场思路，如张五常和弗里德曼说的，根本就没有微观经济学，只有价格理论（price theory），价格理论所贯彻的就是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自由市场思路；在这一理论中，个体知道他们自己的偏好，然后，借助市场体系，发出和收集关于这些偏好的信号，建立协调个体之间自愿选择的激励。在这一连续谱系的另一个极端的，是可以称为中央集权的配置过程。这里，决策由一个被视为权威的群体或个体作出，其余个体的选择不被许可。第三种可能性是依据传统作出决策的经济，过去似乎是恰当的行为模式被嵌入到当前的行为系统之内。市场、指令、传统，可以存在于多数社会里，每一思路通常强调和决定经济的一种特征。其他资源配置的思路就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这是拉里·雷诺兹（Larry Reynolds）在他的《经济思想史讲义》里概括出来的谱系，雷诺兹毕竟只是经济思想史学家而不是社会理论家。在他之前，韦伯就已经告诉我们，资源配置的方式只有这三类——市场的、指令的和传统的。传统是什么？韦伯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说在一个大家庭里，由父亲来决定一切，这是一种传统的资源配置方式；或者在神庙经济里，由女祭司来作各种决定，这又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当一个社会进入现代之后（什么是现代，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传统的资源配置方式还存在，但是不成体系了，法典成为很多碎片，融入了市场的和指令的这两种主要的配置方式。


  什么是传统？Gaia就是最古老的传统之一。各位知道Gaia吗？这是大地母亲，也是提坦神族的成员。在电脑游戏里面，你要是崇拜Gaia的话，你的军事单位的房子、军营、马圈、城堡被别人炸毁之后可以自动再生，因为她是大地母亲，你崇拜的是Gaia。这是一种传统，今天我们就讲了什么是传统。今天西方的传统转回到了Gaia Position，这是由绿党和环境主义者推动的最重要的一个传统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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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子系统和其他子系统的相互作用


  经济，只是构成社会系统的许多部分或子系统当中的一个。按照西方科学的简约主义思路，社会系统可以被设想为包括政治、宗教、伦理、法律、氏族、符号、价值、习俗、禁忌以及其他各种制度和过程在内的许多子系统。还可以界定出其他子系统，例如，医疗保健系统、交通运输系统、教育系统、法律系统、工业系统、社会交往系统、电话通讯系统，等等。这些子系统的每一个，都可以进一步细分。医疗保健系统可以被视为由保险系统、医疗教育系统、医院系统等子系统构成。这是西方从19世纪中叶之后发生的变化，从那时起，分科的研究方法建立起来了。今天的思想史学者试图把所有这些学科的研究对象当做相互指引着的特殊世界，每一个子系统都是一个世界，但是它们互相指引着其他的世界。也就是说，在经济学里，我们迟早会碰到这样一些基本的概念，对这些基本的概念的追究，把我们带到非经济学的世界里，世界之间是相互指引的，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出发点，只要不带利益的眼光，只要不纠缠于个人的兴趣，我们就可以把这相互指引的世界当做同一个世界来看待、来理解。学者关于上述各子系统的影响或关系的强度与作用方向所持的看法，是解释各经济思想流派之不同思路的重要因素。


  再往下是老生常谈：任何经济子系统，在任一社会内，都有两项相关的功能。其一是在个体福利的改善与社会整体福利的改善之间谋求平衡。其二是在相互竞争的用途和社会成员之间配置稀缺资源。故而，资源的有效率配置绝非经济过程的目的，而是达到更高目的的手段。这篇文章的作者提出了这样一个看法：贯穿经济思想史的主线是如何在正义、稳定、和平的社会里最佳地确保个体自由与福利。这个看法当然不是定论，但它促使我们回过头去审思我们上一讲讨论过的问题——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幸福？这都是非常成问题的概念。


  经济思想史不是经济学思想史，它是对经济活动的反思的建构的历史——雷诺兹认为，在贯穿了经济思想史的这一主题上存在两种极端的看法，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一个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看法。新古典经济学当然和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是相通的，它认为个体福利的追求和群体福利的追求不存在不可调节的冲突，这是斯密的乐观主义态度。为什么斯密会有这种乐观主义态度呢？斯密是一位很深刻的学者，他首先是一位思想家，其次才是一位经济学家，他提出这样一种立场：社会成员的谋自利的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和谐的关系。这个关系可以粗略地用“看不见的手”来描述。


  “看不见的手”在斯密的全部著作里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国富论》里，另外一次在《道德情操论》里面，这两次都有不同的含义，所以斯密的真正的思想不是“看不见的手”，而是“先定和谐”。斯密有神学的立场，斯密的神学立场是从宗教改革的加尔文教派延续出来的，在当时的苏格兰启蒙思想时期，他受两种神学教派的影响，一个是加尔文教派的影响，一个是斯多葛学派的影响，而这两种宗教思想都包含着神对于人间秩序的一种先定和谐。由于相信这种先定和谐，斯密才提出“看不见的手”这样一个看上去非常庸俗的假说。斯密本人并不庸俗，只是被后来没有宗教信仰的经济学家庸俗化了。这是我们今天对斯密的理解。


  另一个极端是马克思主义的或者说是黑格尔左派的看法，即“先定冲突”，是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前进，否则这社会就静止了。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不可以调和的，必然引向阶级斗争。这是两种极端看法。其他的学派，据雷诺兹说，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徘徊，例如市场社会主义者，例如第二国际，都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徘徊。


  对经济学抽象方法的说明


  雷诺兹在《经济思想史》的讲义里提出这样一种看法：由于人类行为太复杂，社会交往或者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太复杂，所以有必要抽象。抽象的方式有不同，包括模型、类比、隐喻等。通常，在非经济学的学者看来，所有这三类抽象方式都叫做“叙事”。这些叙事是要表达社会与经济系统各元素之间的关系。我们不是像科学那样去描述实体，在社会科学里，我们所关注的和要表达的，是实体之间的关系。“关系”不像科学家研究的实体那样具有客观性（由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主体间客观性太强，我们可以直接用“客观性”一词），它受到叙事者的价值的影响。我们所持的价值影响我们所相信的确信体系，然后再进一步影响我们的建模、我们釆纳的理论或者我们讲的故事。


  故而，社会成员所持的价值可以受到我们相信和使用的理论、模型或故事的影响。我们所学习、所讲授、所接受的东西，就是我们文化的实质。讲故事是传播价值和文明的机制之一。经济学家是讲故事的人，他们的理论和模型就是参与塑造社会特征的故事。我们从西方老师那里学经济学，看上去使用了和西方人一样的标准教科书，都是哈佛、普林斯顿的老师写的，但在特定的社会语境里，学习的效果会有本质的不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人叙事的传统叫做“历史叙事”，西方人的叙事传统叫做“科学叙事”。西方人不像中国人这样注重历史。他们按照逻辑或者科学知识的建构把事情展现给你——对西方人，这种展现就有说服力，但这对中国人就未必有说服力。对中国人最有说服力的不是科学话语展现出来的生活方式，而是我们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最能说服人的发言者并不靠雄辩的逻辑，他只是给你讲一段故事，讲某某人是怎样生活的，其他人又是怎样生活的，于是就得到了听讲者的赞同。至于是否合乎理性，中国人通常不加考虑，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区别，这是我们文化的实质。所以东西方的叙事方式是不一样的，它是不同的文明机制造成的，经济学家不能例外，他们也是叙事者，他们的理论和模型受到社会的塑形，同时他们讲的故事也参与塑造社会特征，是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


  课程的整体框架


  我们的这门课其实不叫经济思想史，而叫做经济学思想史，因为经济思想史不等于经济学思想，经济学思想是对全部经济学的反省。经济学思想史试图寻找贯穿着既有的全部经济学思想的核心议题并加以论证。根据我自己的阅读，下列议题贯穿着近代以来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全部论述：“幸福”、“财富”、“效用”、“价值”、“成本”、“利润”、“价格”、“货币”、“均衡”、“正义”、“理性”等。对上列诸核心议题的不同看法，往往构成了不同经济学流派的思想基础，例如亚里士多德学派、经院学派、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劳动价值学说、奥地利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


  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把这些经济学流派全部浏览一遍，我们主要是以一些首先是思想家的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的思想为案例，也许可以逐一考察上列议题的渊源与含义。


  分析概念的三个维度


  自洽地理解个体行为，要求三项基本因素，它们都涉及信息的交流、收集、解释：（1）社会与个体对各种目的的界定；（2）给定有限的资源，给定社会制度，给定技术性知识的状态，选择者对各种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的界定；（3）就各种目的而言，评价可供选择的方案的准则。在经济学教科书里，我们通常可以看到这理性选择的三要素。第一层解释是这三要素涉及物质条件、社会因素和精神取向这三个不同的维度，首先是技术的物质的条件，然后是社会制约或者是社会交互作用对理性决策者的影响，最后是评价标准，评价标准当然是指精神的诉求。所以物的维度、社会维度和精神维度是初次看到经济学理性选择三要素的时候可以想到的一种理解框架。


  于是，我们上面提到的这十几个概念，可以统一起来理解——放在我下面画出来的这三个维度的思考框架内：第一个维度是“物的秩序”，完全从技术、物质的角度进行考察；第二个维度是“社会秩序”，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来考察概念；第三个维度是“精神秩序”，它包含精神的诉求、自我的诉求，比较抽象。在思想史的叙述里面，如果我们试图对思想史有一个大的把握，作整体的理解，这个三维度的框架很有用处。所以我把它放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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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学派在考察世界的时候，会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在经济学里面，英国的经济学家和美国的经济学家相比，就比较偏重社会秩序这个维度，因为欧洲的社会问题比美国要突出。美国的经济学家则比较看重技术的秩序，或者说是物的秩序，所以他们提出的互替性、新古典增长理论都更偏重于物的秩序这个维度，这也是与他们这个社会的背景相关联的。德国的经济学家，比如说韦伯的经济学著作《经济与社会》，在今天看来很多人甚至觉得不是经济学著作，但它确实是。还有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这显然是一个经济学题目，但它是社会学经典著作。欧洲大陆的经济学家比英美传统的学者更偏重于精神秩序的追求。所以，舍勒、韦伯、涂尔干这些人就更在这纵轴（精神秩序）的位置上。


  我个人试图把思想史的重要作者装在这个三维的框架里，到现在为止没有找到不成功的例子，所以我推荐给你们使用。


  这个三维的框架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让你比较有意识地不失之偏颇。比如，我们学习马歇尔的经济学的时候，不会忘记他实际上是更重视物的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一位经济学家，他的缺失或者说弱项是精神秩序这个维度的考察，于是你就会想从韦伯这里寻求一些经济学的理论，使自己变成更健全的学者。所以这个框架对指导我们每个人的学习和思考更有用处，而不是用来发表论文。这个框架对发表论文没有太大意义，它只是画了一个三维空间，没有解释原点的含义，没有度量，更没法说明一个单位等于多少思想，也就没有办法说服别人，但对你自己的思考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我在这里就是把不同的经济学派，按照他们生存发展的特定社会、所关注的历史问题进行归类。中国的经济学家显然不同于美国的经济学家，因为他们关注的问题不一样，所以，他们从不同视角考察同一基本概念。


  “历史情境法”角度下的众多杰出经济学家


  我们今天看“价值”、“效用”、“均衡”等概念，会感到它们只是静态的、抽象的、逻辑的、非历史的存在。但是，历史上，在讨论、充实这些概念的内容的时候，各国的学者都用自己切身的体验往概念中注入血液。所以同一个基本概念可以反映、概括非常不同的人类经验。从不同的角度，用同一个概念来概括不同的生活经验，就得到不同的理论。这是我们理解思想史和经济思想史最关键的方法，即所谓“历史情境法”，这在史学上叫同情的理解，而不是抽象理解。


  每一个作者也都是这样，同一学派的经济学家也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考察，因为他们有各自不同的经历。比如小穆勒，他少年天才，由于他父亲老穆勒的严格训练，他成名很早。但是穆勒的这种人生经历，决定了他非常压抑，非常痛苦，所以他十几岁以后的多年都被抑郁症折磨（参见第七讲附讲）。他的个人经历让他可以从非常不同的视角考察同样的英国学派里面的政治经济学，我们知道当时政治经济学的中心就是英国。但他写出来的著作就很不一样，连篇章的安排都和别人不一样。所以不同的学者，由于他们的人生经历不一样，考察同一类经济生活的经验，可以得到不同的解释。


  除了这三个维度之外，在把每一个人安排在这三维空间里的时候，我们要想像他的人生经历，他的社会背景和他所属的学派给他的思想，然后考虑把他安排在这三维空间的哪个部分。这是你们自己要做的工作。我大致上画了这样一个曲面，然后，我把四位最出色的经济学学者放在我认为合适的位置上。


  比如说边沁，他是英国最重要的社会改良家，但是他的功利主义原则让他必须特别注意物的秩序。他完全是在技术层面来进行英国社会改良，所以他的社会理论思考并不深入。虽然他本人并不缺乏精神追求，但他的理论最缺乏的是精神秩序的思考，所以我把他放在左侧面上。


  然后是马歇尔，刚才我已经介绍过了，与韦伯相比，他的理论比较忽视精神追求。他也认识到英国学派的这种局限性，在第八版的《经济学原理》的导言里面专门提到精神秩序的重要性。但是他不研究这类问题，他把自己有意识地局限在物的秩序和社会秩序之间。


  斯密比马歇尔早得多，他的讲座叫道德哲学讲座，他自己也就叫做道德哲学讲座教授。道德哲学讲座分四个部分，只是在第四个部分，他才提到经济学。斯密更关注他的经济秩序的所谓幸福和神的先定和谐秩序，斯密少年时期曾经被一个吉卜赛女人拐走，但是马上又被追回来了，他一生没有结婚，他的精神指导者是他母亲。我们从斯密的书信集里看得出来，他对母亲非常尊重和亲切，把她当做自己的导师，毕生跟母亲保持这样的关系，你可以说由此他有一些精神秩序的追求，比马歇尔和边沁都更重视精神秩序。最上面的当然是韦伯，韦伯的人生经历也很不一样，他住过精神病院。他的个人经历使得他看问题会出现偏差，而这种偏差加上创造力，就得到了伟大的理论。


  为什么要有曲面？


  对这个三维的空间，我希望问一个问题。前几年，我在很多课程里都用过这个三维空间，那时我没有画出曲面，只画出了三条轴线（参见汪丁丁《制度分析基础讲义》）。为什么今天的表述中画了个曲面呢？请大家思考一下。


  其实，我们在经济学、金融学里经常使用类似的方法。我的含义是要去掉那些庸才，去掉那些平庸的经济学家或其他学者，他们在这个曲面内部。伟大的经济学家给你带来三个维度上的最大值、最高点，三个维度他都走得最远。而更靠原点的那些学者则比较平庸，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学者，他也没得精神病、抑郁症，精神正常得很，但他对精神秩序的追求比小穆勒、韦伯差得多，假如他更重视社会秩序的研究，写出来一些韦伯没写出来的精彩的话语也行，但他写出来的关于社会秩序的话语还不如韦伯，再看看技术方面的掌握，他还是不如韦伯。后来的人在整理以前的思想的时候，往往就会把那些在曲面的更靠近原点的那些位置上的学者，统统视为平庸的学者。他们并非没有任何贡献，但缺乏开创性的贡献，往往在思想史上被有理由地忽略或一笔带过，这就是我加上这个曲面的理由。至于是哪些因素决定了这个曲面，我不想回答。当然这个问题很重要。需要在座的各位自己用生命去体悟。


  再强调一下：每一位学者的思想都可以放到三个维度的思考框架里去理解。我们的思考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应当注意学者的个人经历，个人经历蕴含着该学者的注意力方向，比如说韦伯的注意力方向集中在宗教与精神的层面，马克思的注意力方向集中在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方面，这些都与他们的人生经历有关。大学者对特殊的问题总是有一些敏感性，而每个学者的个人经历往往能够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他特别关心的问题的种类，我们叫做问题意识。第二个方面，我们要考察他所在的社会，大的历史情境、社会背景，决定了学者的思想中蕴含的特殊的问题意识。比如中国，鸦片战争后，大部分的中国学者，几乎很少有例外，他们的问题意识里面总是有两重性，就是又要学西方，要国富民强，又要有救亡意识，要拯救中国的文化传统，这是中国社会知识分子一种特殊的问题意识，它基于中国社会的历史情境，西方人很难理解。第三个方面就是学术传统自身的问题意识，我们讨论的是经济学，总是要在经济学的思想传统内部，才有它自己的逻辑和问题。这三方面的交错考察，大致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对思想史以及对任何一位作者的解读。


  从三个方面考察基本概念


  基本概念也是这样，我们把它放在这个三维空间里，同时看它的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把这个概念当做一个语词，进行所谓字源学（etymology）的考察。你去查韦伯斯特词典，或者美国遗产字典，或是金山词霸，它们会给你字源学的历史和信息。这个字最初从古希腊文，还是从拉丁文、中古英文来的呢？从字源学考察，你便看到了概念史，看到了这个字所包含的各个时代的含义。由此领悟到由这个“字”的生命史所蕴含的问题意识，一个概念要表达什么，在中文还是在外文里，就很不一样。我曾经考察过“经济”这两个字在汉语、日文、近代翻译中，以及在希腊文中的含义（参见汪丁丁《“经济”原考》），我们能看出来，“经济”二字在中西方文化传统中包含不同的问题意识，中文的“经济”蕴含了更多的道德意识，而英文就没有这种道德意识。所以任何一个基本概念都有它个体的生命史，概念是活的，有它自己的历程。


  第二个方面，我们要考察各个学术传统围绕着这个概念，或者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的问题意识是什么。比如，我们使用“资源配置”这个词的时候，不是在工程学的含义上，而是在经济学传统里面使用“资源”这个词。所以“资源”配置一词有它特定的经济学含义、问题意识。


  第三个方面，要考察每一位阐释者赋予这个概念的问题意识。比如person这个词在普通的英文中表示一个人，但是在宗教学、神学的传统里，它还有“大写的人”的含义，还有personality的含义，上帝的、位格的含义，等等。应当理解每一位阐释者赋予同一概念的不同的意识。


  综上，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接近一个基本概念，然后把这三个方面分别放在这个三个维度的空间里。任何一个概念，比如说我们谈到的“价值”这个概念，可以被放到“物的秩序”、“精神秩序”和“社会秩序”三个维度中。进而，我们可以追踪这个概念的概念史。我们可以考察从古希腊人一直到斯密之前每一位重要的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价值的阐释，他们赋予“价值”以不同的含义（参见第六讲）。例如，从物的秩序的维度上，价值可以被赋予“物有所值”的意义。比如，我们在超市里买一样东西，往往要估计它在物的维度上的价值。从社会秩序的维度上，价值又与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相联系。在精神维度上，价值也有其特定内涵。比如，在“文革”时期，如果你说《毛主席语录》的价值不过两毛五，可能马上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去游街。那时的价值并不是在“物有所值”的意义上说的，它跑到精神维度上去了，所以我们要从不同的维度考察这个概念。


  概念的生命与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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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而，当我们谈到价值的时候，我们关心的不仅仅是物的关系，还关心市场和其他的社会因素。欧洲中世纪的“正义价格”理念，则更接近上帝的神的秩序，即精神维度。斯密在“劳动是价值的尺度”这个意义上比较偏重物的秩序，小穆勒定义“价值”为“感受到的重要性”，较为侧重精神和社会维度。韦伯所论及的“价值理性”的“价值”，又完全回到了精神秩序上。概念有它自己的生命，转了一圈，又回到精神秩序这个维度上。在日常语言里，你还可以举出很多其他例子，都含有不同的意义。这样，围绕着价值这个基本概念，每一个人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空点上用这个词的时候，把它扭曲到了一个特定的方向。


  我们用这些箭头来表示概念的不同指向。当一个基本概念能够被各种人用来指称或者涵盖非常不同的含义的时候，这些箭头指向四面八方。这些箭头所指称的不同含义都概括在一个概念底下。我们在文学批评里面把这种现象叫做张力（tension）。从不同方向去阐释同一件事情，这蕴含了一种紧张关系。一个概念越基本，它所包含的不同方向就越多、越强烈，它的张力就越大，它的内在生命力就越旺盛。黑格尔说基本概念的展开就是全套理论，也就是说，你不用去追究什么是经济学，你只要把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比如说成本，把它在各个方向上展开，就是经济学。因为成本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惟一重要的概念（见第七讲）。你到人类学系问什么是人类学，老师不会回答你，只是给你列举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但是，康德回答你，人类学研究的就是“人”这个概念在各个方向上的展开。你把人这个概念展开，就回答了人类学的基本问题，因为这个概念张力最大。


  记住，基本的概念具有最大的张力，这里的“张力”就是紧张关系。最重要的思想家的内在张力也最大。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格，生活非常丰富，虽然他很矛盾，经常要自杀，但是他迸发出来的生命的力量、火花，能够影响很多人，不像一位庸才，没什么张力，平平淡淡。概念和人是一样的。最基本的概念的内在张力是巨大的。


  福柯关于“权力”的学说是一个比较生动的例子。首先，他自己相信“文本死了”。我记得他从他的老师那里借用来这样一个看法：每一个概念都有它自己的独立生命。它被创造出来之后，就独立于它的创造者了，在这一意义上，作者死了。“权力”概念充满着各方向上的张力，非常复杂，以致福柯本人多次阐释之后，仍无法提供一个圆熟的理论。于是，“权力”这一概念的含义，由于福柯的重视——但独立于福柯的定义——融入到一个广阔得多的学术传统中，至今仍在不断演化和丰富它自身。


  对一个概念的把握包含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语境。当人用某一个特定概念来涵盖某一类特殊的经验的时候，他首先要确定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中来定义这个概念。不加界定的概念是不存在的，比如，我们不能在宇宙中谈“水杯”这个概念，因为宇宙太无边无际。我们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之内谈某个概念，指称一些特殊的经验。这是语境的问题。我们所有的特殊概念嵌入到人的整体经验中，而这整体经验是不能谈的，不能定义的。你说什么是你？你是谁？这没法回答，因为你还没展开。哲学家把这种展开称为“尽性”。你的人性还没完全展开，在你身上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张力，你得活，活得痛快淋漓之后，你的生命才有意义。所以作为整体的“你”只是一个语境，无法定义。我们能够定义的是，在这个语境之内，在你的整体经验之内，每一顿饭，每一杯水，你经历过的每一个教室，总之，是每个特殊情境里面的那些概念。语境是我们把握概念的第一要素。其次，我们要把经验加以分类，分类的方法是用不同概念去划分你的经验。用概念划分经验，有两种要素，第一个要素是外延，就是把凡是有某种相似性的同一类经验都放在这个概念底下；第二个要素是内涵，它定义了你这类经验的独特性，它让你能够指称这类经验，别的人能够理解。你穿的是一件红衣服，那个“红色”是特殊指称你穿的那件衣服的。这是概念的三个要素——语境、内涵和外延。


  同一个概念在不同情境内可以有不同的意谓，这样它就在概念史上发生了很多不同的含义，这些含义静止下来看，就表现为四面八方伸张着的那些张力（箭头）。动态看，从概念的历史过程看，每一次可能只出现一个箭头，所以就有这些时间过程，从不同的含义跳来跳去，就形成了历史的演进过程；静态的逻辑的过程就是一堆张力。这是我们对基本概念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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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善与幸福


  （2004年10月9日）


  经济学里的所谓“商品”（good），在道德哲学里是“善”的意思，在经济学里，一种物品所具有的商品性叫“goodness”。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里曾对此有所论述（参见第四讲）。今天，我们把善与幸福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加以讨论。


  《尼各马可伦理学》


  作为性质的善和作为关系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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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名著《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尼各马可是亚里士多德的儿子，相传此书是由他编定的）讨论了道德行为发展的各个环节，提出了所谓“美德伦理学”。全书的主题之一是：“什么是幸福？”这恰恰也是经济学家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经济学出自伦理学，两门学科的深切关怀，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人类所追求的最终目的——幸福。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册中提出，人们通常只在两种含义下使用“善”这个语词：第一种含义是“作为一种性质的善”，即事物内在的优良属性；第二种含义是“作为一种关系的善”，损人利己，虽然给你自己带来了好处，但这不是“作为一种关系的善”。尽管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善的事例，但“善”这一概念的确切内涵不可能由许多不同的具体的例子表达。亚里士多德说：“很明白，诸善必须以两种方式被言说，其中有一些必因其自身而善，另外一些则由于那些因自身而善的善而获得善的性质。后者因成为有用的事情而被称为善，前者则因表现了善之共相而被称为善。”只有作为手段的善，才被叫做“有用”，就是休谟所说的“utility”（效用），经济学的“善”往往是作为手段的善，而不是我们所说的“因其自身而善”的那种善。前者是什么呢？是因表达善的“共相”（idea）而被称为善的“善”，即“概念的善”，它可以囊括所有无穷多的“具体的善”。


  “善”与“幸福”均不能孤立地被追求


  那么“善”或者“好”，能被“经济地”追求吗？我们能够孤立地追求幸福吗，例如智力、视力，以及一些特定的快乐与荣誉？回答是否定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肯定地，如果我们在追求这些事情的同时还为着追求另外一些事情，我们仍然不妨认为这些事情是因其自身而善的。……不过，因自身而善的善毕竟要有一种性质是普遍的，就如同白是白雪与白铅的共性那样。荣誉、智慧、享乐，这些被称为善的不同事情，却没有上述的那种共性。……善，故而不是对应于善之共相的作为事物共性的某种要素。”


  至善即“可达到的最高善”，亦即幸福


  在回答“什么是我们能够达到的善，什么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幸福”之前，我们还要对“人”和“神”作一区分。神是万能的，即便在希腊神话里，神也是万能的——虽然希腊人平时调侃神。不同于神，人不是万能的，所以亚里士多德说，“显然，即便存在着一种普遍地预期诸善或能够孤立存在的善，那也不是人类能够达到的。我们寻找的，是某种可达到的最高的善。……”那是神而不是人类能够达到的。我们所需要寻找的伦理学能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可达的最高善”，这叫做“至善”，这是惟一的，它是什么呢？就是这两个字——“幸福”。幸福不会因为荣誉、快乐和理性而被我们选择，相反的，我们是因为幸福而选择了荣誉、快乐和理性。假若你想成名成家，你对自己说“因为成名成家可以让我幸福”，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这是对的；但是如果你说“我想幸福，因为幸福能让我成名成家”，这在逻辑上就不通了。亚里士多德说：“幸福不会因为荣誉、快乐、理性或任何其他事情而被我们选择，它只因它自己而被选择。”因此，最高的善是“自我充足”的，它为它自身提供值得追求的充足理由。这个充足理由是对个人和对社会而言的，你必须使你的家人感到幸福，而不是你一个人感到幸福。但是，我们又不能过于强调它的社会性：你死去之后，你还有家人，你的子孙后代不幸，难道就说明你生前是不幸的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今天还有很多伦理学家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英国哲学家艾耶尔提出的——如果我的妻子背着我有外遇，但是一直到死我都不知道，我幸福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引起了很多的进一步的讨论。还有一位伦理学家接着说，要是照这个逻辑下去，“盖棺论定”就不存在，但这样会遇到悖论——万一他的子孙后代中有一个是不幸的，会影响到他几百年前的祖宗的“盖棺论定”吗？这当然非常荒唐，但我们不能否认艾耶尔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很聪明，他认为不应该过度考虑社会的评价，个人认为幸福，而且他周围的社会成员（父母、子女、朋友和其他人）在一定程度上认为他幸福就够了，不能太“较真”，这是古希腊人的特点——中庸。


  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适度与中庸之道


  《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二册介绍了“美德”（virtue）。美德跟道德（morality）不一样，美德是静止的。美德分为两种：一种是“智力的美德”；第二种是更重要的，是“道德的美德”，即德性。智力的美德，可以靠教育得到；但是，亚里士多德在那个时候已经注意到，道德的美德即“德性”，不是教育能够解决得了的。我们说这个人有教养，不随地吐痰，待人接物很温和，不是说他学历高就这样，他没上过学也这样，学历高可能不一定这样，所以这不是教育能解决的，而是基于习惯。“习惯”这个词在希腊词当中十分重要，黑格尔反复使用这个词，叫做“ethos”。“ethos”是什么意思呢？麦金太尔在《伦理学简史》中介绍了这个词的字源，ethos就是“精神、气质”的意思，它不是教育出来的。我们说“三代培养一个贵族”，暴发户能培养出贵族的仪容风范吗？培养不出来，他没有这个气质。所以ethos这个词非常重要。亚里士多德注意到气质要长期的生活才能养成。所以英语里的ethic远不如ethos含义丰富。


  亚里士多德说，“道德的美德不是来自我们的自然禀赋，它必须是实践的”，也就是“性相近，习相远”，你必须在实践中才能有这种“道德的美德”。那么逻辑上就要讨论，我们以什么判据来判断实践行为的好和坏呢？亚里士多德只给出一个判据——中庸。任何事情不能过度，只要一过度，好事也变成坏事了。这在亚里士多德以后变成了一个基本原则。“道德的美德必定以适度为其实质”，这是第二册里的一个核心观点。整个第二册比较冗长，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各种过度与不足的行为，给它们一一命名，然后讨论这些名词所对应的种种行为——害怕，愤怒，同情……而种种行为的核心指导原则是“适度”。亚里士多德认为：“一般而言，快乐和痛苦都可以有‘过多’或‘过少’，这两种极端情况都不好。”这比今天的经济学家聪明多了，他们总喜欢极大化快乐，极小化痛苦，这些都不符合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幸福”，不符合“中庸之道”。亚里士多德论述：“在恰当的时候就恰当的事物而言，对恰当的人，基于恰当的动机，以恰当的方式感受到情感，才可以称为适度和最佳，这正是美德的特征。”美德就是这么复杂，因人而异，千差万别。亚里士多德说：“美德就是一种与选择有关的品质状态。”“选择”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说，“选择的过程依赖于理性原则，具有实践智慧的人，运用理性原则，选择中庸之道。……它夹在两种邪恶之间，在过分与不足之间。”这段话极富于经济学的意味，值得我们思考。


  美德与选择


  《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三册里有这样一句话——“美德只应当赋予那些自愿的行动与激情”。亚里士多德对选择有经济学的论述。“只有选择是与美德最紧密地联系着的”，如果不是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什么是“自由”，什么又是“追求幸福”呢？都无从谈起。亚里士多德认为，没有理性的儿童和低等动物有自愿行动而没有选择，他们只是为了生存而作出条件反射，没有选择。其次，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自由意志的问题。我们在选择中所选择的其实是手段，因为选择的目的已经被意志决定了。总之，指向中庸之道的行动必须是基于自愿和选择，自由意志的选择。


  《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四册的诸多内容里，我想着重谈谈liberality。“liberality”在希腊文里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是“自由施舍”，“慷慨”是一种美德；还有一种含义就是“自由”。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它的第二个含义。自由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说，看上去它是“关于财富的中庸之道”。财富当然是获得幸福的必要手段，但你不能太贪婪，否则你就变成了财富的奴隶，从而失去了自由。对于“财富”，亚里士多德给出了一个定义——“财富”是指“价值的一种形态，即由货币度量的一切事物”。在这个定义下，若你能守住中庸，你就获得了自由。自由的人，就是对于财富具有美德的人。


  休谟：《道德原则研究》


  亚里士多德进而指出：“自由几乎是一切被热爱的美德当中最受热爱的。因为它们的有用性。”这影响了后来的休谟和斯密。休谟写过一本小册子，叫做《道德原则研究》。休谟在这本书里提出了这样一个深刻的问题——效用为什么使人快乐？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先翻开休谟的这本小册子，对其内容作一介绍。


  休谟在此提出的第一个观点是“一切道德思辨的目的都是教给我们以我们的义务，并通过对恶行的丑和德性的美的适当描绘而培养我们相应的习惯”。亚里士多德曾论述过，道德的美德不同于智力的美德，它不能够通过受教育得到，只能通过习惯才能培养起来。但休谟对于道德与行为或习惯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有进一步的经验主义的观察，他说，“但是这些道德的德性难道可以通过知性的那些自身不能控制这些情感且无法驱动人们行动的推理来达到吗？”休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纯粹的推理如果不能打动我们的情感就一定不能导致我们行动。如果你没有激情，就只能坐在那里推理，而不会去行动。休谟进一步指出，推理和推论虽然可以发现真理，但是它们所发现的真理是冷漠的，它们不引起我们感情的冲动，引不起任何欲望或者是反感，故而它们不可能对任何行动发生影响。因此，情感是连接理性与实践的中间环节。这个命题后来被汉娜·阿伦特接过来，作为她批评康德哲学的基石。所以休谟的这个命题非常重要，他最明确地提出情感不是不重要的。在柏拉图的时代，情感是低于理性的，是更低级的、动物性的事情，理性是至高无上的；到了经验主义的时代，休谟指出柏拉图是有偏差的，因为理性不能够让我们做任何的事情，要想打动我们去实践理性的推理，就必须引起我们的欲望，激发我们的情感。这是休谟的第一个命题。


  仁爱与正义


  休谟对亚当·斯密最重要的影响，是所谓“同情心导致的两种最基本的人类情感”。第一种是“仁爱”，休谟认为“仁爱”是我们以同情去感受他人的幸福。看到其他人幸福的时候，感同身受，你会感受到某种幸福，某种快乐。这种情感积淀下来成为所谓“仁爱”或者“仁”。另外一种基本情感也是从同情心生发出来的，当我们看到别人受难的时候，我们也有一种感同身受，会感受到那种苦难，我们会不高兴，觉得不舒服。这是一种负的效用，这种情感积淀下来，就成为今天我们身上的正义感。这是法哲学的出发点。事实上，亚当·斯密全部的法哲学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


  仁爱与正义作为两种最基本的情感带给我们巨大的“效用”（utility），休谟使用的“效用”。这两种情感又都来自同情心（sympathy）。刚才我解释了，它不是今天经济学家理解的对于个体而言的“效用”。休谟说：“把我们所赋予社会性的德性的称赞归因于它们的效用，这似乎是如此自然的想法，以致人们会期望在道德作家们那里处处遇见这项原则，作为他们推理和探究的重要基础。……自爱是人类本性中具有如此广泛效能的原则，每一单个人的利益与社会利益一般而言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致那些幻想对公共的所有关怀都可以分解成对我们自身幸福和自我保存的关怀的哲学家们，都是可原谅的。”由于这想法很自然，所以休谟很理解在他以前的道德哲学家们犯的错误。什么错误呢？就是他们幻想对公众的所有关怀都可以分解成对个人的自身幸福和自我保存的关怀，这是以往的哲学家们包括经济学家们所抱有的幻想。但是，这些幻想都是可原谅的，这是休谟的开场白。他和亚当·斯密不完全赞同这样一种幻想，在第四讲我们会详细讨论。


  中庸


  休谟继续论述：“看来很明显，当一种品质或习惯受到考察时，如若它在任何方面都显得有损于那拥有它的人……它就立刻遭到谴责并被列入缺点和瑕疵中。……人们承认，没有哪些品质是绝对可谴责的，也没有哪些品质是绝对可称赞的。这完全依赖于那些品质的程度。逍遥学派认为，适度是德性的特征。可是这种适度主要是由效用所规定的。”这是一种现代的经济学叙事。亚里士多德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来测量这个“适度”，他只是给所有适度的品性起了名字，比如“慷慨”。从“慷慨”出发，过分了就是“奢侈”，就是“挥霍”；不过分，太缺乏，那就成了“贪婪”。他只是用原初的思考方式对“适度”作了各种各样的描述；而休谟提出，这种适度主要是由效用规定的。再往后一百年左右，才可能有今天经济学家使用的效用主义的“效用”概念。休谟的思想超越了他的时代。


  摩尔的《伦理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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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尔

  


  另一位重要的学者叫摩尔（G.E. Moore），他写过两本著作，就是《伦理学原理》（principia Ethica）我们有2003年的中译本；后来还有一本书叫《伦理学》（Ethics），但这本《伦理学原理》更经典。各位对维特根斯坦的名字是不是稍微熟悉一点呢？我们知道摩尔是对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影响非常大的一位导师。摩尔对亚里士多德的“善”的讨论是这样的：Good is a simple, non-natural, indefinable quality of certain things（善是简单的、非自然的、不可定义的特定事物的质）。这三个定语非常重要。首先，“善”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这个思想对维特根斯坦影响深远，“简单概念”类似于自然数里的素数，不能再分解成更简单的概念。这后来成为维特根斯坦使用“原子概念”的源头。其次，它不是自然界有的（non-natural），它不像一座山我们可以看见，一个苹果我们可以指称它是一个苹果，它是抽象的，是看不见的。最后，它是不可定义的（indefinable），既然是原子概念就应当是不可定义的。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主要就是论证这个：任何语言都可以分解成一堆原子概念，不可再分，然后证明这么多原子概念合成人类全部思想。这相当于数论学家将所有大于1的自然数分解成素数的乘积一样，这分解是惟一的。所以这三个定语非常重要，“善”这个概念很有意思，它不能够被定义。善不是一个quantity（量），它是一个quality（质）。这是摩尔的主要贡献。


  就其本身而言的善


  摩尔认为：“……关于善的诸命题全都是综合的，而绝不是分析的。”


  这承接了康德的论述。“综合的”是指结合对经验的观察提出来的一些命题。“分析的”是指不涉及经验观察，只从概念推出子概念和子命题。关于“善”的命题全都是综合的，也就是说有不同的善，必须要看经验是什么样子的，经验中的善是哪些。“善”不像数学命题那样，可以通过先验的分析过程推演出来，这是第一个观点。其次呢，摩尔说，“我的论点是：‘善’是一单纯的概念，正像‘黄’是一单纯的概念一样，正像决不能向一个事先不知道它的人阐明什么是黄的一样，你不能向他阐明什么是善。”比如对于一个没见过苹果的小孩子，你要告诉他苹果是什么，最有效、最常用的办法就是把苹果拿来，指着这苹果说：“这是苹果”。然而，不同于苹果，“善”是非自然的，对于一个没见过善、没有感受到善的人，你不能像给一个不知道“黄”是什么的人显示黄颜色而让他知道“黄”那样阐明什么是“善”。摩尔否认善是可定义的，善只能就其本身而称为“善”，这是他的主要观点。


  什么事物就其本身而言是善的呢？这是涉及经济学帝国主义的100年以前的批判。以往对这一问题提供解答的全部伦理学，可以划分为两类，第一类就是从柏拉图到康德，到黑格尔这个路线上的所谓“形而上学”的伦理学理论。什么是“形而上学”呢？这一派思想家认为，伦理原则是可以像数学命题那样先验推导出来的。从一组公理推导出来，这就是“形而上”，它不涉及任何“形而下”的经验世界的部分，不用观察在经验世界中什么样的行为是“善”，这是这一派哲学家的看法。第二类是经验主义的，叫做自然主义（naturalism）的理论。自然主义的理论又进一步划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宣称除快乐以外的某种其他自然客体是惟一善的各种理论；第二种就是快乐主义。这两种自然主义理论是不同的，下面我们会看到。


  斯宾塞的观点


  摩尔说：“目前最流行的一种乞灵于自然的见解是与‘进化’这一术语联系着的，特别是斯宾塞先生的伦理学。”在斯宾塞看来，快乐的目的与增加生命的目的是相符的。摩尔批评斯宾塞的观点，“最适者生存”并不像有些人（实际上指斯宾塞）认为的那样意味着最适于达到善之目的者，也就是说能让我们最适宜于生存下来的行为方式并不意味着这些行为方式就是符合道德原则的。这翻译过来很浅显，但是一直到今天还不被大多数经济学家认可。进化论认为，最适应于善的结局者（演化到今天生存下来的那些人）生存得更长久。但摩尔指出，这样一些生存下来的幸存者毕竟仅仅意味着最适于生存者生存得最长久，而这不过是同义反复。所以“善的演化论”解释不能令哲学家们信服。斯宾塞告诉我们下述两条件结合起来能够证明进化得更多的行为也就是更好的行为，这两个条件是：第一，它们倾向于产生更多的生命，这符合我们的直观；第二，活着是更快乐的，使得更多的人不去自杀。这两个条件据说是伦理学的进化论解释的充分条件，但是，摩尔找到了很有意思的一些反例。我没用他的，我用的是今天的“第三种文化”叙述的例子。


  第三种文化


  今天所谓“第三种文化”的叙事者们有一本书，是100篇“第三种文化”的代表人物的作品或访谈，书的名字叫做《第三种文化》。第一种文化是科学文化，科学叙事的；第二种文化是人文文化，人文叙事的。这两种文化打了将近一个半世纪，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出来了自称是“第三种文化”的人物，他们既是科学家，又是人文学家。这些人在今天的学术界非常活跃，其中最活跃的一位就是霍金（Steven Hawking），他来过中国。他们的叙事中有一篇是批评进化论的自相矛盾的逻辑论证方式的。他们说如果按照斯宾塞的逻辑论证，“狐狸去偷一只鸡在雪地上留下了脚印”这件事情，当进化论者看到的时候仅仅只有狐狸的脚印了，抓不住狐狸。按照进化论的原则我们可以解释狐狸是为了在雪地里留下脚印才去偷鸡。《第三种文化》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在另外的一个访谈里边说：“难道我们进化出来鼻梁是为了架眼镜的吗？”这也是很荒唐的一种论证。所以说进化论的荒唐在于它其实没有观察到全部的事物，只观察到了生存下来的事物，然后反过来用这些生存的事物的合理性去建构了整个自然界的过程，这是错误的。我们不能相信进化论可以解释今天的人类世界。哲学家在摩尔的时代（20世纪初）已经意识到了进化论的错误，它不适用于社会科学。社会学家或者理论家在20世纪50年代，整体性批判和放弃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的社会学解释——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整体。但是，很遗憾，到了今天经济学家还普遍接受这样的进化观点。


  小穆勒的《功利主义》的谬误


  自然主义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小穆勒，在《功利主义》一书中，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宣称，他从老师边沁那里接受了功利主义的看法。小穆勒宣称，快乐和免除痛苦作为目的是惟一值得欲求的事情。这是功利主义的典型看法，有点像快乐主义（享乐主义）。摩尔指出，把幸福定义为或等同于“快乐与免除痛苦”，这是亚里士多德早就批评过的看法。


  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


  幸福是什么呢？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或效用主义者说，幸福是惟一值得追求的目的。但是他们从没有解释过什么是幸福，没有回答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的问题。摩尔说，我们还需要考察享乐主义的论证通常釆取的两种方式，第一种形式是纯粹利己主义的，第二种形式是功利主义的。当然，细致地说，利己主义不应该等同于自私自利主义，亚当·斯密强调使用self interested来表示利己，self interested是自利的、合理的、适度的，是一种自然情感。而利己主义是selfish的，是自私自利的。这两个概念完全不同，自私是过分的利己，违反了中庸之道。不自私或者完全利他又违反了自然情感，所以适度利己是对的。对应于利己主义的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最著名的口号是：所有人的效用之和的最大化是制定社会政策的基础，任何社会政策的制定应当最大化所有人的最大幸福。这就是边沁（Jeremy Bentham）当年的口号。他是当时英国最重要的立法者，强调根据效用主义原则来立法。利己主义，作为快乐主义的一种方式，主张每一个人都应当把追求自己的最大幸福当做终极目标。当然，利己主义学说承认，有时候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手段是靠给别人带来快乐，为了最大化我们自己的效用，我们施舍和帮助别人，让别人快乐，这是今天很流行的经济学家基本的对于利他主义的行为，包括雷锋的行为的经济学解释。摩尔把它叫做“另外一种利己主义”，它不同于刚才说的直接的利己主义，只最大化自己的幸福快乐的利己主义。因此有两个利己主义的版本，单纯的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和表现为利他主义的利己主义。当然我们今天还知道第三种利己主义，是正常的或者是“好的利己主义”，就是所谓英文的这个enlightened egoism，不同于selfishness，它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但不是单纯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是启蒙了的自我中心主义。为什么叫启蒙了的自我中心主义或者是启蒙了的利己主义呢？因为它考虑到其他人的利益，尊重别人的利益和产权，然后让我们一起来玩这个游戏，一起谋求福利的最大化，这是今天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或者市场社会里边的大部分人所釆取的立场，这就是第三种利己主义。它是自然的，是正常的。当然，摩尔没有用这个词。


  利己主义的两种形式不同于功利主义，它们是不重合的，也不是可以互相推演的。因为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所有人的效用加在一起被最大化，这是功利主义的目的，但是这显然不是利己主义者的目的和行为方式。边沁是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摩尔认为，“边沁关于快乐主义的主张是仅仅以快乐的量为根据的”，这批评很重要。经济学家试图把所有的幸福折合成单纯的量，但事实上，人类行为和人类的物质活动的发展，并不单纯表现为量的增长，而是质的发展。功利主义或者快乐主义仅仅以快乐的量为依据不是正确的论证。边沁说过：“如果快乐的量相等，那么小孩子的图钉游戏和诗是等价的。”而摩尔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存在着不同质的幸福，这就回到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摩尔继续反驳道，“它（功利主义）的当然含义是：判断行为的是非标准，是行为增进每个人的利益的倾向如何。此处，利益通常意味着列入一类的各不同的善之一种，而这些善之所以列入一类，仅仅由于它们是一个人通常欲求的，由于我们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善，所以这些自己的善是我们生活的目的”，这种论证方式是一种同义反复，它不是一种哲学论证，这是不可接受的。摩尔的基本看法就是：善或者是幸福是不可定义的，是千差万别的，而且是最原初的、最简单的、不能再分解的概念。


  幸福和正义


  下面我们引一段奥克肖特的《哈佛演讲录》，他在其中引了康德的看法，我认为很重要。“关于幸福，过去没有普遍适用的原则，现在也没有可以据此指导立法的原则。因为对于幸福的看法随时代的不同而改变，而且他们对什么可以组成幸福的看法往往是不断地发生变化并前后矛盾。因此对这样一个问题要达到某种固定的、永恒的原则无疑是不可能的。没有人可以指导另一个人，告诉他如何才能得到他的幸福。”所以我们要想解放全人类，动机虽然好，但是“如何实现”却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不可以告诉他人什么是他们的幸福。康德说：“无人有这个权利，强迫我们以他认为可以使其他人得到幸福的特殊方式得到我的快乐。相反，每一个人都有权用一种最适合他自己的方式来追求他自己的幸福，当然，前提是不能损害他人为追求他们自己的目的而奋斗的自由，只要这种自由无损正义。”实际上，这是康德对正义的定义，在邓晓芒的《实践理性批判》译本里，可以找到对应的段落。


  什么是正义？是所有有自由意志的人，通过对自由意志的主体判断找到一种社会秩序，它使得所有的人享有同等自由，这就叫正义。这也是康德所理解和定义的公民社会（civil ociety）。由于幸福是千差万别的，并且是摩尔所说的单纯概念，所以奥克肖特引了康德这段话来论证“自由成为追求幸福的必要前提”。没人可以告诉你什么是幸福，那怎么办？靠你自己。你是自由的，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你认为幸福的方式。这才是追求幸福的第一前提——制度性的前提。自由在西方之所以成为第一原则，不是因为西方人喜欢自由，而中国人不喜欢自由，喜欢跪着生活，而是因为你要想追求你的幸福，就要有原则上的制度保证。所以从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人就达成这样一种共识：因为不存在统一的幸福，所以必须给每一个人追求幸福的自由。这个论证很正确。注意，第一原则不是民主而是自由，民主是实现自由的手段，这是非常经典和重要的。


  对经验主义伦理学的批判


  回到摩尔的《伦理学原理》，“功利”（效用）这个词指的是什么呢？在古代的伦理学中它是指称“除道德之外的其他的善之手段的事物”。“效用”不指称“道德”，而是指称“达到除道德以外的其他善的目的和手段”。“有工具性的、能够当做工具来使用的，就是有效用的、功利的。”这是utility在古代伦理学中的含义。如果我们坚持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的立场，也就是功利主义的理性选择立场，实际上，我们就接受了这样一种论证。它强调的是什么呢？是对于手段的选择，而不问选择的目的是否符合道德。这是经济学理性选择模型通常的含义。在这里，摩尔的立场是两方面的。一方面，他同意今天经济学家所谓的后果主义，不能仅仅根据一个人的动机来判断他的行为好与不好，而是根据行为的结果来判断行为好还是不好，我们知道，康德是不赞成这种后果主义的伦理立场的，但摩尔赞成这一立场。另一方面，摩尔认为“功利主义包含一种反逻辑的荒谬”。因为如果我们只认同手段的合理性而不认同目的，“此时此地的事物就其本身而言绝对没有价值”，也就是已经实现了的后果没有什么价值可以讨论，我们只能根据它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效用来作评价。可是如果人生是一连串的事件，在人生未结束的任何一个时刻，这个后果实际上又被当做未来某个时刻的目的的手段。因为目的是有价值的，是因其自身而值得追求的，所以还是不会有任何价值。“这种后果仅仅是更遥远的未来的手段，如此以至于无穷”，这不是一种无论证的论证吗？所以说这是反逻辑的方法。这是摩尔对经验主义的伦理学立场的批评。


  对形而上学伦理学的批判


  摩尔批评另外一种形而上学的伦理和道德哲学。康德的形而上学伦理立场有两方面的继承：一个是中世纪或者说希腊晚期的斯多葛学派（这是对亚当·斯密影响最大的一个思想学派）；另一个是斯宾诺莎（笛卡儿两位重要的学生之一），他们对康德有源流方面的影响。康德之后有黑格尔（形而上学大师），他影响了全体的当代思想家，尤其是法国思想家，如福柯、德里达。形而上学伦理理论的共同之处是试图以某种公理体系为基础，推导出伦理学的基本命题。他们公然认定伦理学真理是从形而上学真理按照逻辑推导出来的。这是柏拉图的思想。摩尔解释什么是形而上学：真正的形而上学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是从我们认识到在现象的底下有一种叫做“本质”的东西开始的——这就是本质主义。一旦你意识到了这样一个命题——我们看到的、感觉到的事物是假象，你就掉到了形而上学的圈套里了。因为你一旦意识到你所感觉到的世界是表面的，是假的、不真实的，那么你就开始寻找这个“普遍真理”。英国人属于经验主义者，他们基本上不赞同本质主义的立场。洛克和休谟以来的经验主义的立场，包含了对本质主义的批评。


  形而上学伦理学的第一个学派（斯多葛学派）主张合乎自然的生活是完满的，他们认为自然不是我们看见的表面的事物，而是“某种他们推测为实存并认定是至善的超感觉的事物”。这种看法当然是从印度古代的吠陀学派传过去的。现代作家告诉我们，完满的最终目的就在于实现我们真正的自我，可问题在于，什么是真正的自我。形而上学理论家说真正的自我不是我们感觉到的自我，也不是别人告诉我们他们感觉到的我们的自我，而是超感觉的。摩尔写道：“断言某行为总是必然釆取的行为，从而把道德法则看做与自然法则相似，这就是康德的著名错误。”康德错就错在他想从经验的推出超验的。康德认为，正义是自由意志的主观判断，是这样一种社会状态，能够让所有的自由意志享受同等自由，或者等度自由。这就涉及“什么是自由意志？”这一问题。而摩尔认为，当你认为一个事物善的时候，你所思考的事物并不恰好是你所偏好的事物，偏好在这里就等价于你自由意志的表现，这是摩尔这一段要讨论的观点。


  应用伦理学


  《伦理学原理》的第五章是应用伦理学，就是我们应当怎么做。如果你不同意边沁的功利主义伦理原则，那么你告诉我们有什么行动的准则呢？我们需要回答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我们的义务，我应该怎么样做。“实践伦理学的解答总是包含因果联系的断言”，这种因果联系，实际上是一项行为所带来的综合影响，它是一个无穷扩展的链条。比如，A的行为可以影响B，而B对A的反应也许会影响C，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互动体系。所以摩尔说：“伦理学能够做的，并不是确定各项绝对义务，而是指出：在某些条件下可能作出的少数选择中，哪些会有比较好的结果。”在这里，摩尔使用的全都是概率的语言，他认为没有绝对的好和坏。


  在通常的情况下，摩尔认为，“也许可以根据下述原理论证大多数极普遍地为常识所赞许的行为，作为手段一般而言会比其他随机选择更好些。”我们注意到，这里的关键词是“常识”（common sense），这在社会理论里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摩尔的重要看法是：行为需要符合常识，不要违背常识，因为常识是漫长的演化的结果。“在保持生命、繁殖生命、占有财产这些本能总是表现得很强烈的任何社会状态下，对这些法则的一般遵守是有效用的。”这是对休谟的效用理论的一种继承。他希望证明“一切道德法则都仅仅陈述某些行为可能具有比较好的效果”。但是过去的伦理学流行着一种与此截然相反的见解，那就是独断论。


  每一种义务，如果我们釆取这种义务，那么整个世界就会好一些，这是对于义务的定义。什么是我们的天职、我们的义务呢？摩尔说：“每一义务性的行为……如果釆取它，而不是釆取任何其他可能釆取的行为，那么整个世界就会好一些。”如果我们承担义务而不是釆取其他的行动，那么就让整个世界变得稍微好一点，有一种改善，这很符合直观的常识的一个伦理学准则。它不同于我们刚才讨论的边沁的全体人的快乐加总到最大化，太过度。这最一般的准则——让世界好一点，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事。但是怎么样论证这一项行动是我们的义务，也就是说论证釆取它而不釆取其他的方案就能够让整个世界变好一点呢？这是很复杂的。


  摩尔论证，我们需要论证下述这些因果关系：为了证明某一行为是一种义务，一方面我们必须知道与这项行为共同决定的那些后果，因为世界是多因多果的，我们做这个行动，别人也做别人的行动，所有这些行动合成一个力，就是世界的方向。所有的人都在努力，最后这些情况的效果和其他情况是什么我们必须精确地知道。所以我们不仅仅要知道均衡的格局——全世界的人都朝某一个方向上作自己的努力，最后博弈的结果是怎样的。我们要想像这个世界在下一个时刻是什么样子，并且还要想像在下一个时刻的世界，由于我们釆取了叫做“义务”的行动，在下下一个时刻它所带来的效果是什么样的，以及这些效果的效果……“我们必须知道在整个无限的未来总会受到我们行为之影响的全部因果链条。这实在是不可能的任务，我们必须具有全部的这种因果知识，并且我们必须精确知道我们所做的这个行为本身的价值的大小。”因果知识只是告诉你客观世界是什么样子，对于这个客观世界的评价是价值。所以一方面我们不可能知道未来的世界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价值，是改善了还是弱化了。最著名的如涂尔干（Durkheim，法国社会学创始人之一），曾经在《社会分工论》这本书里边问过我们这样一个问题：资本主义分工的发展导致每一个人更加自私，但是物质生活更丰富了，收入提高了，我们是更幸福的，还是更不幸的呢？他在1859年就向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并不知道未来的价值，更重要的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么复杂的因果关系。那么这一切效果和全人类其他事物结合起来会怎么影响全人类作为有机整体的一个物种的价值呢？没法判断。这就是复杂性。所以我们只能给出一个大致的评价——可能这项行动能够改善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不知道更遥远的世界。“由此可见我们绝对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某种行为就是我们的义务，包括使所有人的快乐的量加起来最大化这样一种行为未必就是我们的义务。所谓义务就是让世界变得更好的那种行动。我们没有办法论证，根本无法确定任何一个行为将带来什么样的价值，以及这个价值是否最大。伦理学不能够为我们提供一张义务的清单”——这是非常现代的思想，甚至是后现代的思想。没有口号，没有人告诉你应当怎么做。“德性是实施某种行为的习惯性气质”——这是摩尔引用的亚里士多德的话。无疑他的定义大体正确。按照古典自由主义的看法，我们只能依靠传统，依靠习惯。


  《伦理学原理》的第六章讨论了“理想事物”，摩尔说，我们对于人间的伦理和义务其实没什么可说的，所说的都不对。但是我们可以想像“理想世界”。在理想世界里，什么是绝对的善呢？是神，是上帝的善吗？什么是人类的善？摩尔说，“绝对的善或许恰好是由我们人类不能想像的那些性质构成的”，这是人和神的本质区别。但摩尔只是说它是可能的，并不认为它一定正确。摩尔认为，伦理学的思想的任务只是限于探索。凡是能够提供结论的都不叫做思想，叫做什么呢？叫做知识。知识是建构性的，它告诉我们如何一步一步达到它今天达到的那个知识水平。但是思想只限于探求，“务必限于探求”，这个“务必”（necessarily）非常重要，“探求”是一个必要条件，违背它就违背了思想。


  那么什么是“绝对的善”呢？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问的“什么是就其自身而言的善”呢？摩尔认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考察：如果事物孤立地存在，将具有何种价值？”因为孤立存在的善如果因其自身而成为善那就值得追求，是可以看到的。在摩尔的个人主义的主观想像里，有两种善是值得追求的“因其自身而成为善”的事物，即“对个人的热爱和对美的享受”。“对个人的热爱”在英文里叫做“友爱”（friendly love或者friendship），“对美的享受”是对美的一种赞赏（aesthetic appreciation）。这两者包含了我们从习惯和传统而来的最大的善。因为英国人的习惯，绅士的传统是很重视朋友的。这在中国的传统里叫仁和乐。摩尔认为包含着我们能够达到的至善。林语堂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写的这句话——“中国人的人生是艺术的人生，西方人的人生是技术的人生”，这是林语堂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对西方社会的观察。


  赫希曼：《激情与利益》


  接下来我们介绍普林斯顿大学的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你可以说他是经济学家，但他和一般的经济学家很不一样。他在1977年写过一本小册子叫《激情与利益》（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他论证什么呢？赫希曼主要论证的是资本主义是如何启蒙、如何发源的。他的论证从“利益”、“激情”和“理性”这三个概念的关系开始。利益（interests）是激情（passions）与理性（rationality）的中介，按照赫希曼的论证，欧洲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中世纪晚期以前一直像希腊英雄史诗那样崇尚个人的英雄感或者说荣誉。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追求的是荣誉与权力，而不是金钱，但是到了马基雅维里以后，利益开始主宰世界。资本主义其实是欧洲主流意识形态从追逐荣誉和权利向着追逐金钱和物质利益逐渐演变的结果，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这个判断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时候相当惊人，今天我们都已经很习惯了。


  理性是激情的奴隶


  休谟在1747年写下了这句话——“理性是并且应当是激情的奴隶”。每次讲这话的时候我都热血沸腾，周其仁听到这句话时也非常激动。既然理性是激情的奴隶，理性能干什么呢？理性只好寻求工具这样一个地位。理性是不能问目标的合理性的，它只能帮助人类最合理地达到目标。阿马迪亚·森在一篇演说里这样来形容经济学的理性：当一位工具理性主义者或者经济学家看到另外一个人手执一柄刀去杀无辜的人的时候，他不去问其他的问题，他只是劝告这个凶手说“您这个刀不够快，我这里还有一把更快的刀”。理性主义不去问那个人杀人的目的是合乎理性的还是疯狂的，杀人者只是激情的奴隶。


  以害处较小的激情抑制害处较大的激情


  理性怎么办呢？休谟看到了这样一个可能的出路，即寻求以害处较小的激情来抑制害处较大的激情，这当然符合经济学的原理——两害相权取其轻。哪些激情是害处比较小的呢？就是追逐利益的激情。大部分商人并不想当皇帝，他只是想着获取利润。他不想像君主们那样发动十字军远征，在地上实现天国，满足骑士的荣誉感。追求荣誉和权力，给人类带来了多大的灾难啊。


  在中世纪的战乱之后，思想家们意识到有其他的害处更小的激情，他们宁愿让人变得庸俗一点，也不愿鼓励所有人都去“解放全人类”。自利的算计抑制了权力冲动——这是休谟非常精致的思想。我们都读过休谟的《人性论》，但是只有赫希曼读出来了这层意思。从尼釆式的“求权力的意志”（the will to power）到“金钱拜物教”，西方的命运是什么呢？两千年的西方文明就是“求权力的意志”的演变史。金钱拜物教是掩盖着的“求权力的意志”，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仍然是一种权力意志。是尼釆把西方文明历程的本质揭示了出来，西方人从公元前1800年的时候就开始追求权力，在这方面，西方人跟中国人很不一样。


  让我们把话题变得轻松一点。在辛西娅·克罗森的《财富千年》里，她考证“求权意志”到金钱拜物教的演变的关键时段是16世纪，在马丁·路德在德国维登堡教堂前挑起宗教改革之前，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统治时期。亚历山大六世是历史上最腐败的一个教皇，他的统治是休谟“以一种害处较小的激情来抑制害处较大的激情”的范例。“教会变得像一家免于竞争的公司，将大笔利润当做董事们的薪水，而销售队伍则人心涣散或陷入绝望。15世纪欧洲那些温顺且不识字的农民也开始怀疑，罗马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但丁写道：‘基督每天都被出卖。’……一位前任教皇的私生子是‘最骄奢淫逸的放荡子’……一位红衣主教据说在28岁就死于‘太过放荡’。……神职人员随身携带武器——通常是匕首。几乎没有什么用钱买不到的东西。……由于很多神父有了私生子，这方面的羞耻感早已减退。亚历山大本人就放纵情欲，拥有好几位情妇……而且有九名私生子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资本主义文明开始成长起来。


  回到《财富千年》，“印刷术帮助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1460—1500年这40年期间出版的书籍量超过了中世纪全部抄写本的数量。知识不再是神职人员专有的了，与此相应的权力也开始衰败。1492年亚历山大角逐教皇成功。1501年他试图发布一项教皇令，要求一切印刷商将他们所印书籍交给大主教们审批。与此同时，教会迅速地世俗化。各大教堂的收入随着‘圣职买卖’被转让给贷款给教皇的俗界人员。在马基雅维里收到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这里，他们要卖的圣职多于我们拥有的瓜菜、蛋奶饼和饮用水。’对于买不起神职的普通人，购买赎罪券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一切与教会规约相冲突的细节的合法化途径。喝酒之前，人们到街头买一纸免罪书，价格是两便士。当时流行的谚语是：‘钱箱一响，灵魂出狱。’而在罗马，‘喝醉’几乎是‘被教皇毒死’的同义语——死后的神职人员，其财产可由教皇保管。”注意这段话，在中世纪没有印刷术的时候，知识几乎为神职人员所垄断，与此相应，知识就是权力，印刷术的出现打破了神职人员对权力的垄断，与此同时，神职人员的道德也越来越败坏，由此引发了1517年由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这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前史。


  按照赫希曼的论证，在人类的各种强烈欲望当中，最重要的是这样四类：性的欲望，对权力的欲望，致富的欲望和对荣誉的欲望。按照休谟的思路来比较，我们应该抑制哪些欲望呢？应当抑制对荣誉的欲望和对权力的欲望，因为它伤害了其他的人。罗马时代以后，君主们的权力欲望和骑士们的荣誉冲动多次成为毁灭欧洲的力量，而对性的欲望和对财富的欲望不伤害其他人，会使这个社会更和平。


  培根、霍布斯、孟德斯鸠最早意识到以财富欲望抑制权力和荣誉的冲动的可能性。培根写道：“我思考的是，该如何使一种欲望反对另一种欲望，如何使它们相互牵制，正如同我们用野兽来猎取野兽……”霍布斯最重要的发现是他关于社会契约的特殊概念。让人们的利益之间相互制衡。这就是博弈论思想，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预备概念。斯密的好朋友休谟在《人性论》里说过：“……我们确信，两种相反的罪恶并存时，要比它们单独存在时更为有益……绝大多数情况下，人类只能用一种罪恶来消除另一种罪恶；假若如此，人类就应当倾向于选择对社会危害最小的解决方式。”这是赤裸裸的性恶假设，是对现实的一种把握，它背后包含着经济学的最优化原理。


  经济的文明化影响


  赫希曼继续说：“希望通过巧妙地运用一种欲望抑制另一种欲望来调控社会发展，这似乎变成了18世纪也就是亚当·斯密生活的那个时代相当普遍的智力消遣。”赫布曼的结论是什么呢？“在某种意义上，像现在许多暴君的胜利一样，资本主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人们普遍地拒绝认真对待它，或归功于人们普遍地拒绝相信它能一展宏图或取得重大成就……”孟德斯鸠说：“因为哪里有善良的风俗哪里就有商业，哪里有商业哪里就有善良的风俗。”商人相信和气生财，他通常不敢有政治野心，甚至不敢追求名誉，他就是要赚钱，所以他很和气，风俗也就改善了。这被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叫做“经济的文明化影响”（the civilizing influence of economy）。


  提到苏格兰启蒙学派，就不能不提到休谟和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老师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1694—1746），休谟和斯密从这位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经济学和伦理学方面的东西。哈奇森的观点是：对利益的追求是一种“温和的欲求”，它导致理性计算。休谟承接这个思想继续写道：我们必须区分温和的欲望和虚弱的欲望，狂暴的欲望与强劲的欲望；追逐利益的欲望既温和又Persistent（顽固、不屈服、强劲），所以最后你还得向它屈服。


  到了18世纪中叶，赚钱已经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温和的欲望”，1769年，一位苏格兰历史学家在其著作里这样写道：“贸易有助于使那些维持国家之间的差别和敌意的偏见逐渐消失。它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得文明与温和。”显然，这是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承接的著名口号——“经济的文明化影响”的渊源。也是1769年，巴黎学院颁布的内部规章中使用了这样的句子：“由于学生离开学院后要在社会上生活，他们需要提前训练客气、随和、诚实交往。”那时的人们认为，赚钱是一种自然情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有点自私。亚当·斯密则认为，过分沉迷于这种欲求的时候，自然情感就会沦落成为非自然的情感，就成了“贪婪”。斯密进一步指出：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欲望，尽管它是温和的且不易冲动的欲望”。这就是一个很全面的论述了。


  以上是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一个思想来源。在斯密生前的《道德情操论》的最后一版（第六版），斯密添加上这样一种担心，他写道：“……我们追求财富、逃避贫困，主要是出于人类情感的考虑。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辛苦和忙碌是为了什么呢？贪婪、野心以及追求财富、权力、优越地位的目的是什么呢？……遍及一切地位不同的人的那种竞争是何以发生的呢？……我们感兴趣的，是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日后纠缠涂尔干的问题——我们这个世界通过劳动分工发展到今天到底是更幸福了呢，还是更不幸福了呢？这个问题，犹如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也在困扰着晚年的亚当·斯密。


  弗兰克·奈特：反对享乐主义


  现在我们转入当代经济学家对“幸福”问题的论述，在介绍最新的研究成果之前，我们先来回顾弗兰克·奈特（Frank H. Knight）的一组经济学与伦理学方面的文章。对于这些文章的阅读将有助于澄清我们的观念，使我们避免经济学家们最易犯的那些错误。


  弗兰克·奈特是芝加哥学派的“教父”，据张五常的一个考证，从奈特到芝加哥大学执掌经济系到今天，在他的学生中间已经有九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张五常说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老师。奈特虽然是一个伟大的导师，但不是很有原创性，他的主要贡献是帮助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调整他们的思想，他不单单是他们学术的导师，也是他们思想的导师。在这篇文章里（他有很多文章在各个学科的刊物上），他批评了经济学家通常持有的伦理立场，即“享乐主义”（hedonism），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只要快乐就行了，明天洪水滔天也无所谓。作为老师，奈特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批评他的学生们的这个立场。这篇文章不是直接批评享乐主义，而是作出了间接的批评。奈特认为，享乐主义实际上是把人类的行为折换成了动物的快乐感，继而用边沁的效用主义伦理学和功利主义伦理学来论证：人类所追求的幸福无非就是所有快乐的最大化。如何论证快乐的总量最大化是合理的呢？经济学家们通常使用“科学方法”来论证自己的看法，包括下文将要介绍的Itzhak Gulboa和David Schmeidler的科学方法，它们都基于这样一条基本信仰，那就是人类的所有欲望都可以通过测量折算成价格，简单加减之后，变成一个统一的目标函数，然后把这个目标函数最大化。奈特认为这是一种“科学方法”。这种科学主义的伦理观支持了经济学家的享乐主义立场。“Reduce ethics to a sort of glorified economics”——光伦理学的精神转化成了经济学精神”。


  奈特论发展


  这是奈特1923年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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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发展是什么呢？奈特认为总是指称一个精神的或审美的而不是简单生物功利主义角色的欲望满足的扩张过程。发展不是简单地指生活的量的增加，那是增长（growth），我们知道growth和development有本质差异。增长只是量的增加，发展是质的变化。经济学家不应当简单地把人的物质生活降低到行为科学层面上来研究。我们不接受把欲望的满足当做最终的价值判断准则。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把欲望当做目的。你问你自己，你的欲望是你生活的目的吗？不是。这里最困难的是什么呢？是评价我们的欲望，这就是反思。对你所追求的目标要时时停下来想一想，想一想它是不是真的让你幸福。这种反思的能力决定了精神的自由程度。如果你完全不能反思，那就完全是精神上的奴隶，你是物质生活的奴隶，你是房子和车的奴隶。有反思的能力，表示着你超越了房子和车的圈套，你变成了精神上的自由者，或者是你享受了精神上的一定的自由。所以最难的就是评价我们自己的各种欲望，最为麻烦的是这样的一些欲望，是“the desire for wants of the ‘right’ kind”。我们每一个人都试图判别什么样的欲望是正当的欲望，但是非常困难，这才是伦理学。所以这个意义上，奈特是经济学家里的思想家。最困难的是评价我们自己的各种欲望并且确定何种欲望是正当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生物功利主义的立场，而是审美批评思路上的伦理学——“An ethics along the line esthetic criticism”。你觉得你的人生是幸福的吗？其中两个重要维度之一就是“是美好的吗”，这就是审美。如果你损害了所有人的利益而拥有了所有人的房子和车，你一定觉得不美，会觉得失望。“esthetic criticism”是奈特提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判断，用以确定人们的何种欲望是正当的。


  自由是什么


  弗兰克·奈特1944年在《伦理学杂志》（Ethics）上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主题是“自由是什么”。因为幸福千差万别，所以应当给每一个人追求幸福的自由，但这就需要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那么这个合理的社会秩序表现为什么呢？表现为权利（right）而不是权力（power）。当时美国正面临着战后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了，马上要推行新的政策，作为芝加哥学派的掌门人，奈特当然有责任写这样一篇关于自由与权利的文章。他这样确定权利，它包括了三个主要观点，几乎贯穿着他的思想。“Men, as we know them, inevitably have some freedom (as do all animals, as far as they are conscious and intelligent).”（所有的动物和人，但凡他们是有一些智慧的，他们就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这是奈特对自由的解释，即“自由行动”。叔本华说过，连海星这样的动物也有一定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is inevitably limited”（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限制），因为什么呢？因为The power is limited，这里的power只能解释成能量或者是能力。权力或者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任何生命的自由都有一定的限度。


  在所有的生命当中，虽然很多低等动物也有有限度的自由，但它们满足于自己的限度，人与动物不同。“Men, as we know them, both crave more freedom and power than they have and also demand both as a‘right’.”人渴求更多的自由与权力（power），“more than they have and also demand both as a‘right’”，这就是权利的定义。当你渴求更多自由和能量的时候，你把你占有的那部分freedom and power定义成为你要求其他人承认的“权利”。All rights, in the abstract, are rights to freedom and power.（抽象而言，所有的权利，一言以蔽之，就是追求自由与权力。）经济学家的思考是非常清晰的，所有权利都是关于自由和权力的权利。


  进一步地，奈特说，“All human groups are more or less institutional”（所有的人类群体或多或少都是制度的）。什么意思？翻译成汉语有点麻烦，这里“制度”有两方面的因素来界定。首先，“Institutions are partly brute historical data”（历史资料本身就是一套制度），中国尤其如此。董仲舒“春秋决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法官拿着一本史书（《春秋》）就能判人的罪。奈特说，制度的一部分是由历史资料（historical data），即历史上存在过的事物来界定的。比如，下岗工人的权利部分地是由国有企业几十年的历史以及他本人在这个企业里劳动的历史界定的。另外一部分权利是“partly defined and enforced by law”（由法律界定和实施）。这是今天下岗工人的另外一重困境，就是虽然几十年的历史资料表明对国有资产你有权利，但是对不起，你必须寻求法律的支持。这是界定权利的制度来源。


  总结一下，奈特的第一个主要观点是，人类是惟一的无止境地追求自由和权力的物种。第二个观点是，所有的权利，所有的法权的权利都是关于自由与权力的权利。第三个观点是，权利是制度的，而制度是被历史和法律双重地界定的。


  打通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学者

  ——Itzhak Gulboa和David Schmeidler


  《社会选择与福利》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公共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的专业刊物。我们将要介绍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特拉维夫大学的两位心理学家（Itzhak Gulboa和David Schmeidler），他们在经济心理学方面的成就可以与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卡尼曼媲美。1994年，他们在《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试图完全取代经济学的效用理论，这是一场革命。这篇文章叫《基于案例的决策理论》（Case Based Decision-making Theory）。这两位出身心理学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几条公理以取代效用函数，这些公理是基于案例的。这样就把经济学和管理学之间的鸿沟彻底打通了。管理学家始终批评经济学家不靠案例，完全先验地推出一套人的行为，再用数据去检验，他们认为这种“六经注我”式的学问走错了方向。管理学家强调通过案例研究总结归纳出人的行为模式。而这两位经济学家则跨越了这道鸿沟。从20世纪30年代到今天，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很少有过成功的沟通，我认为1994年的这篇文章是最有希望的。


  幸福的数理表达


  在2001年的这篇文章里，他们俩在参考文献里引了1994年的这篇文章，他们用“基于案例的决策理论”来论证什么呢？论证这样一个模型：如果亚里士多德传统、希腊传统、西方思想传统告诉我们善和幸福是惟一因其自身而值得我们去追求的，是自由的目标，而这个目标的方面之一就是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是对你最好的，知道不知道你应当追求什么才是对你而言最高的幸福。这是一个cognitive model，需要有认知的过程。比如说一个儿童，不管是亚里士多德还是哈耶克都认为他不应该有投票权，因为他还不成熟。所以这两位心理学家提出一个“认知模型”，即有关个人的较好生存的认知模型。


  为什么这篇文章要发表在《社会选择与福利》这么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呢？因为这是“公共选择”的一个基础，是新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人们就已经知道幸福是千差万别的。我们无法扛着“幸福”的大旗去解放全人类，把自己的“幸福”强加给所有人，必须允许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幸福。但在理论上有没有对千差万别的幸福的抽象描述呢？这是我们今天要回答的问题。


  这两位作者指出，可以先考虑每一个个人无穷多的具体幸福的抽象模型。他们的这个模型是基于行为科学的假设，可以说，他们继承了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基于“满意”的选择模型。管理科学的大师，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Herbert Simon）教授（2001年去世）在5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人其实并不是效益最大化的动物，而是满意最大化或非最大化的动物，是你先预设了一个所谓的“aspiration level”，预期得到一个行动效果，如果你的行动真正付诸实施之后，超过了预期的效果，你就感觉到了satisfied，于是就不再动作了。这就是管理学家眼中的人类行为。没有人真要去追求效益的极大化，因为追求极大化到了极致，其成本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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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古典经济学家为了回应西蒙对他们的批评，尤其是斯蒂格勒，专门要研究“optimal stopping model”（最优停止算法）。西蒙说，人类从来不是追求任何一个方向上最大化的动物，因为它不经济，违反经济学假设。斯蒂格勒举出找工作的例子，对于求职者，未来是未知的，再找十个工作都不知道后边是不是有更好的offer·，所以这个时候需要用一些不确定性的信息分布函数来决定你的最优化选择，在某一个点上最优地停止搜索，这就是optimal stopping。这个思想当然非常重要，是经济学对经济理性假设的一个辩护，在真实生活面前，这个辩护很苍白。真实生活就是这样，就是管理学上所说的人类行为，只要我满意了我就不想动了。这两位作者意识到行为学的基础非常贴近现实，所以他们釆用行为学的方法来定义人的满意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讨论。


  Gulboa和Schmeidler提出如下的效用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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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含义，套用欧文·费雪的名言，就是把幸福看做“一连串事件的回报”。t代表“一连串事件”的时间次序，t等于1，2，3，4……假设从过去到现在个人的所体验过的回报是行为学可以度量的，xt是第t个事件的回报。at是预期的满意程度（aspiration level），它在这个公式里很重要，“惊喜”在我们的感受中总是最幸福的。当xt突然超过at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幸福的冲击。这就是对于亚里士多德所论述的个人幸福的“庸俗”的经济学描述。我们不妨把这看成一个人的well-being——“较好生存”的一种描述。这是一个非线性的近似描述。一个人从出生到今天所经历的全部事件，包括不幸的和幸福的，以wt为权数求它们的加权和。这是因为，有的事件对我们非常重要，比如初恋，有的事件带来的感受非常痛苦，比如第一次失恋。通过行为学的研究测试，行为学家可以告诉你这个wt是多少，是0.1还是-0.1，或者0.9。如果你从小到大只喜欢做一件事，那么它的权重就特别大。


  at的决定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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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aspiration level，即对幸福的预期值，受到过去行为的累积影响，到t-1时刻为止，所有经历过的幸福和不幸福事件的回报的加权和等于这个时期的第t个事件的预期回报。比如，你在上海的证券市场的“炼狱”里摸爬滚打了5年，股指一路下跌，抬不起头来，这个时候你挣钱的预期可能就受了过去5年的xi的影响，at就变得非常低，这个时候要是来一个大“井喷”，那你的xt就变得大大超过at，这个事件对你来说多幸福啊。同样，如果你体验的幸福很多，比如说你是美国股市上的一个投资者，一直在纽约股市上作投资、股票交易，你觉得除了互联网泡沫破裂的那两年之外真的很稳定，没有操纵股票的可能性，因为那儿的股市太“厚”，没有什么力量能搅得动它。你每天买进卖出两三次，每次赚1%，这就够幸福了，一天1%，一年就是3倍啊！这时候你对未来事件的预期a1就变得很高。这时候如果你突然从纽约的股市转到上海的股市，就会出现xt远小于at的情况，你就会非常失望，这就是行为经济学对幸福的近乎“庸俗”的描述。


  影响幸福预期的三个行为学要素


  这篇文章接下来论证：三个行为学的影响因素决定了一个人对于当下事件的幸福预期水平。第一类要素是个人的历史。如果你的历史一直贯穿着不幸的事件，那么你对今天的要求就不会很高。杭州街头有很多流浪汉，我是和他们交过朋友的。你要知道，他们的预期真的很低。因为他们的一生都贯穿着低回报的事件，所以他们能接受流浪生活，他们并不想上北京大学或是出国留学——虽然有的流浪汉也很年轻，甚至比多数大学生岁数还小。这就是个人的历史对aspiration level的决定性作用。这是第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叫“peer effect”，是社会学的因素，即某人周围可比的那些人的幸福程度，决定了你对自己的要求。如果你做白领工作十年还当不上合伙人，每天还是坐在办公室里上班，买不起房子，买不起车，可是周围所有的人，男男女女房子车子都有了，贷款也快还清了，你就会觉得非常不踏实。人们总是在自己的群体里互相攀比，学习也是这样，你进了一个奥赛班，你一下就把对自己的预期提高了，对自己的要求也提高了。即使你是奥赛班最后一名，你还是会觉得自己和一般人不一样，因为你的眼光高了。这第二个因素也是行为学家非常看中的。美国的社会学家统计研究在本科生这个年纪谁对他们影响最大。是家长？不是，家长对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的影响只是25%，剩下75%从哪来？从同龄人那里来。你的“团伙”，对你的影响最大。这是第二个重要因素。


  最后一类，是未知的，不确定的因素。比如你所在的那家公司突然业绩好了，这时候大家都知道要给一个大红包，你对幸福的预期马上就提高了，如果老板不给你大红包，你就会特别痛恨这个老板，觉得他真没良心。但这种因素是不可预期的，所以作者们不打算作重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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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位作者是善于用数理方法来计算行为学的预期的。我们在这里不再作细节的介绍，总之，在A1到A4这四个公理之下，他们证明了一个重要的定理，即A1—A4四条公理的合取等价于存在着一个可以测度出来的效用函数，这个效用函数可以比较各种“可能人生”哪个更幸福。作者之所以把整个模型称为“认知模型”（cognitive model），是因为我们用这样的模型可以认识到“什么是更幸福的”。这就从行为科学的角度部分地回答了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问题。


  小结


  讲了这么多，到底幸福是什么呢？在思想史方法论中，我们引用了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经济学的“幸福”是所谓“well-being”，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追求的自己的“好日子”。well-being在古希腊时期的解释是——identify living well and doing well with being happy，幸福就是生活得好并且工作做得好。但是在希腊人那里，doing well不仅仅是工作，而是扮演你的生活角色。如果你是一个勇士，那你就应该死在战场上，这就表明你doing well；你战斗，征服，饮酒，狂欢，然后死去。如果你是一个国王，doing well甚至意味着阿伽门农那样的作风——善耍阴谋，然后当了希腊联邦的领袖，虽然他没有得到善终。亚里士多德后来有一句话：“阿伽门农是一个不幸福的、坏的例子。”因为他被人谋杀了，他不是善终。具体而言，亚里士多德很聪明地说：“人们可以举出很多不同性质的幸福”——一个盲人可能认为能看到阳光就是最大的幸福，当他生病的时候他就会说健康是幸福的，当他贫困的时候就认为有钱是幸福的。亚里士多德注意到了“幸福”或者“善”有不同的种类。那么是不是存在一种高于一切具体的善的“善”，就是所谓goodness——抽象名词的性质是善性？善的性质是什么呢？财富，显然不是我们要追求的那种高于一切善的那种善，因为它只是我们追求其他目的的手段，你要钱只不过是为了过好日子。幸福应该是因其本身而不为其他目的成为幸福。这构成了后世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讨论“善”与“幸福”问题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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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财富与效用


  （2004年10月16日）


  财富的定义


  我们谈过了古希腊的善与幸福的概念，接下来，我们将讨论财富与效用这两个概念。“财富”概念曾经出现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即“关于财富的中庸之道”（见第三讲）。也许是这一概念太过“日常”，所以，尽管“财富”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就是《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财富的定义问题却常常被经济学家们忽略。19世纪末叶，美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讨论过财富的一般定义——凡是能够节约未来的人类努力的事物都叫做财富（wealth）。Wealth，一般而言，包括物质资产与劳动。后者则包括身体健康状况和寿命的长短，比如一个人一生有50年劳动时间，这段时间，在重视“人力资源”的经济学家（比如加里·贝克尔）看来，是一笔财富，所以说“年轻就是财富”。按照亨利·乔治理解的广义的财富概念，股票也是财富，因为股票可以节约未来的努力。


  对于理性选择模型里财富定义的反思


  按照这样的理解，在理性选择模型里，什么是财富呢？我们知道理性选择模型里的每一个选择者都有“收入限制”（budget constraint）。收入限制的“收入”是不是和财富一致呢？在英文原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收入被称为income，财富则被称为wealth。最近我发现，有人在中文教科书里把这两个词混用，我想在此指出，这两个概念完全不一样，不能混为一谈。Income是“流量”（flow），是每一时期的收入量；Wealth是“存量”（stock）的概念，是在一个时点上的总量，仿佛储水池里的水，每小时流入的水量就好比收入，而某个时刻水池里的总水量则可以比作财富。在理性选择模型里面，约束不等式左边的是消费量（向量）点乘价格（向量），小于等于右边的本期可支配收入而非财富。


  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说到劳动，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劳动是可以转化为工资收入的，一天24小时，除了吃饭睡觉休息，工人们愿意出售8小时的劳动时间换来当天的一部分收入。可是我们知道劳动是资源，谁能澄清这个问题？既然劳动是资源，那么，它到底是财富还是收入呢？还是两者都是呢？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所以要对此进行深入思考，并在我们“经济学思想史”的课堂上讨论。这个问题涉及人的行为选择，人首先必须选择如何生活，作为选择的结果，你的劳动在一定程度上是收入，在另外一种程度上是财富，所以变得很模糊。我们可以想像，若一个劳动者过度出售自己本期的劳动存量会伤害他的健康，这就影响到他的财富，换言之，他的存量会过度折旧。所以，从理性选择的出发点，即从资源禀赋或初始财富，或者由财富流出的本期收入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理性选择模型或者整个经济学个人选择理论的复杂性，即初始条件无法确切定义，初始条件依赖于选择的结果，可是该选择要以初始条件为参量才有最优选择，这是理性选择模型包含的第一个复杂性。


  第二个更切实的复杂性是：通常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里，每一个“经济行为人”或者国家（例如中国、日本或印度），它们的财富是由什么定的呢？财富的实物量要区别于它的价值量，价值量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资源禀赋的存量按照主体所决定的出售的量流到市场上的交换所得，结果，存量的流量部分有一个价值量，以劳动力市场为例，就是小时工资乘以出售的劳动小时数，与此对应的实物量就是行为人所能够出售的劳动小时。那么，任何一项资源，比如矿产、石油或空气和水都有各自的实物量，可以以物理单位——立方米或者是加仑等加以度量，同时还有价值量，它的价值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价格决定的。说一个国家“富不富”是个很模糊的问题，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任务是要澄清财富这个基本概念，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什么叫做富裕？一个原始游牧部落的酋长看起来仿佛有财有势，但经济学家古诺（Cournot）说，他根本一文不名，虽然他有万顷草原，成群的牛羊，但是一分钱的财富都没有，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古诺这样的大经济学家要这样看待问题？下面我们将会看到答案。


  财富的实物量，在今天，是由资源禀赋的向量给出的。所有的资源（我们以前已经讲过，资源概念本身是经济学的出发点，所以是模糊的、没有定义的，经济学无法反过来再定义什么是资源，资源的确切定义要由自然科学家给出），包括矿产、土地、森林、劳动力……这些资源的物理数量可以列成一个向量，这叫做资源禀赋的实物表达，把它乘以“地球村”的经济所形成的一般均衡价格（我们可以把一般均衡价格看做不变的、可观察的市场价格），可以得到资源禀赋的价值量。可是，就像刚才我们讨论劳动力市场一样，这里存在着因果循环——国际市场上的资源价格是如何确定的呢？是由一般均衡模型来计算出来的，或是通过市场交易达到了一般均衡。可是一般均衡的出发点是什么呢？是三大结构。第一个结构是人们的偏好结构，每个人的主观口味都不一样，所有的偏好结构可以列成一个半序偏好向量；第二个是资源禀赋结构，每个人或每个国家的资源禀赋一定要初始给定，不能变；第三个结构是生产性的知识或者是技术结构，它也必须是给定的，不能变。在这三大结构不变的前提下，按照阿罗德布鲁模型，新古典经济学告诉我们：存在着一般均衡不动点，可是这个不动点存在的前提是什么呢？是给定自然资源禀赋的向量。现在我们反思一下就发现，这个资源禀赋的向量是依赖于市场价格的，也就是说是因果循环的。如果我们大家认真反思一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今天的经济学有很多问题就是这样出来的。如果真正学通了经济学，所遇到的大多是此类问题，而绝不会是书本上的那些习题。


  齐齐尔尼斯基：内生资源禀赋


  我一直想给一位女性经济学家写一篇传记，因为她的一生很感人。这位女经济学家叫齐齐尔尼斯基（Chichilnisky）。她是阿根廷人，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参加了联合国的南北贸易谈判，她担任主任。她的经济学非常的反主流。她是如何建立自己的理论的呢？她发现，按照我们刚才讲课的思路，重新计算一下一般均衡的价格，就会出现悖论——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是资源富裕的（比如中东的产油国是石油富裕的，咱们中国是劳动力富裕的）。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我们都知道自由贸易是双臝或多贏的，输出石油的国家最后会从贸易中获利，改善生活条件。石油输入国，例如西方发达国家，也会改善生活条件。齐齐尔尼斯基的一般均衡模型只是把资源禀赋向量内生了，叫做“内生资源禀赋的一般均衡模型”，也就是说，她把因果循环关系连起来了，然后用计算机仿真模型去计算。她的模型在很多具体事例上得到了相当令人惊讶的结论：一个国家出口石油越多，这个国家就越穷，为什么？因为石油出口越多，整个地球的石油储量就越少，对不对？这时石油的价格就会上升，于是原料就贵了。所以你再买能源，发展汽车，生产家电时，资源的使用成本就提高了。所以，一般均衡的结果很可能是：你出口的上游产品，也就是原料产品和矿产品越多，就越穷。这是反对西方中心的国际贸易理论的，所以，联合国秘书长非常喜欢她，因为她代表发展中国家。齐齐尔尼斯基现在还是很忙碌，致力于宣传南北贸易的不公平理论。


  政治经济学有这样一个特色——你只要稍微改变一下基本假设，就会得出不一样的政治含义。大家在学经济学教科书时要反思一下这个问题。从齐齐尔尼斯基的研究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很可能存在着一些初始资源禀赋向量的值域（domain），落在这个值域里的国家可以避免“荷兰病”，比如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资源很平均，劳动力也很丰富，未必落在越交易越穷的困境里边。但是，确实存在这样一些初始资源的困境，如果一国的禀赋向量落在这些值域里，例如某些中东国家或非洲国家，在若干次交易之后，会发现自己财富的价值量越来越小，被锁入了一个不断恶化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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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当·斯密论财富


  于是，从财富的一般概念，我们引出了积累过程，这恰恰就是亚当·斯密所要着力研究的过程——国家是怎样富裕起来的，或者，国家是怎样贫困下去的。在讨论古典经济学时，希望大家务必牢记：财富作为一个不断积累和消散的过程，这比财富作为一个简单的、静态的逻辑概念要复杂深刻得多。斯密在《原富》第二册的引论里边，使用了英文的“stock”来指称财富（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本里译作“资财”）。我们来看原名，《论资财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原文是“of the nature, accumulation, and employment of stock”。Accumulation在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里常常指资本的积累过程，马克思曾详细讨论过这个问题。Accumulation of stock则是指财富积聚的过程，但是我们发现很复杂，财富可能积聚，也可能消散，要取决于很多其他方面的因素，比如说国际贸易的权力配置。然后是employment，这个词在这里指“本期的运用”，就是每一期你如何使用资财，这是一个流量概念。


  斯密写道：“无分工，少交换，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物品都由自己供给的原始社会状态下，在这样的社会中维持营生，是无须预储资财的。人人都力图依靠自己的劳动来满足自身随时发生的需要。饿了便到森林去打猎；衣服坏了，便剥兽类的皮来穿，房屋破了，便就近伐取树枝草皮，尽其所能，加以修葺。”（引自郭大力、王亚南译本，文字略有修改）原始人都是这样，他们甚至没有一天三顿饭的概念，三顿饭是后起的概念，为了提高效率，集中起来一天吃三次，你当然也可以吃五次，这是习惯问题。但是，考察过南亚部落的那些人类学家，以及我在夏威夷观察的结果都告诉我们，天然的人（我们不称他们是野蛮人，他们并不野蛮）是没有资财概念的。因为这些地方的气候很适宜生活，例如，夏威夷的树上有面包果，像面包一样，可以拿下来就吃，稍稍加工一下，味道仿佛山药；还有芋头，特别大的芋头，都是免费的。因为人少而食物多，所以根本用不着资财，你用不着储存什么，饿了可以吃一块芋头，渴了就喝山泉；山崖底下，弄一根绳子就可以钓“马虎”——特别好吃的大红鱼，所以那里人人都用不着资财，这就叫“无须预储资财”。原始社会（autarky）是自给自足的社会，无须预储资财，这是斯密的第一个观点。


  但是，“如果我们要想极大地增加劳动生产力，就有必要预储资财”。我们说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的生产能力的增长，当然要扩大资产规模，于是，预储资财就成为必要的。“The quantity of industry, therefore, not only increase in every country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stock which employs it, but, in consequence of that increase, the same quantity of industry produces a much greater quantity of work.”这里斯密的意思实际上是说：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不仅有各种各样的专业化分工的细节出现，更多的行业出现，同时，每一个行业里边的劳动生产率也提高了。


  接下来，我们直接就跳到了《原富》的第二册里边，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跳跃”呢？因为我们要讲的核心概念是“财富”，《原富》第二册里才触及了这个概念的核心。斯密在写《原富》时，第一册是从劳动分工概念入手的，那是经济学的入门概念。我们把第一册悬搁起来，先讲第二册，但若悬搁了第一册，有很多概念就没法解释，例如，劳动分工带来财富增长和专业化，就要作出单独解释；同时资本存量之间的分类也和劳动分工有很大的关系，这样就很不方便。但是我宁愿这样不方便，为了一上来就抓住斯密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也是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概念——财富。


  斯密的存量概念


  在指称“存量”时，斯密没有用capital（资本）这个词，他用的是stock，这是最广义含义上的资本概念，因为stock和flow是存量和流量，这两个最日常的专业用语在这里有了它们的专业含义。你可以说我储备了一部分干粮，这个干粮英文叫stock，农民在后院猪圈旁边有一个粮仓，那里边存的就是stock。所以现在思想史学家经常把斯密叫做农业经济学家，因为他没脱农民习气，他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是农业经济的问题，他的“问题意识”是农业经济的，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那时主要是农业社会。第一类资本存量是为本期消费所准备的对应着“工资”的部分或者日常消费的部分，它不带来收入或者利润，由消费品构成，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为了维持简单再生产所准备的；第二类存量是我们说的capital，即固定资本存量，它的特征是用于生产，在不转让的前提之下每期可以给所有者带来收益或者利润。至于为什么每期都能带来收益，这是后话。这引出了一串“故事”，涉及很多大的争论，说来话长，今天就不讲了。斯密那个时代通常认为第二类资财就是固定资本存量，它是为了带来收益的，并且不转让产权，不出售。第三类也叫stock，指流动资本，它的特征是出借或者是循环，靠流动来产生利润。在斯密的时代，货币如果借出去生利息的话也叫做资本，后世叫做货币资本，或者金融资本，马克思将其称为“借贷资本”（loan capital），而斯密把它和生产中的流动资本合起来划分为第三类stock，因为它们的特点都是靠流动产生利润。这是斯密的一个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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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密作品集简介


  斯蒂格勒专门评价过亚当·斯密的贡献。他很遗憾，除了劳动分工，即《原富》第一册前三章，其他内容几乎都被批评过了。我们现在回到《原富》的第一册，从第二册“资财的性质和用途”回到第一册对财富源泉的探索。《原富》最权威的版本是发表在1776年的第一版，200年后，1976年格拉斯哥大学出版了最全面的版本，把经过权威认证的所有斯密手稿都汇集在一起，编了一套格拉斯哥版的《斯密作品集》出版。现在从网上可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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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拉斯哥版《斯密作品集》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分别是《原富》的第一卷和第二卷，第一卷是《道德情操论》。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做道德哲学教授时，全部手稿大概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自然神学手稿，斯密很重视自然神学，因为他的道德哲学是从自然神学推出来的，但现在这些手稿已经失传了；第二类是道德哲学，也是斯密最经常讲授的，后来被斯密总结成《道德情操论》，在他生前修订了六版；第三类手稿是在神学和道德哲学指导下建立的斯密的正义理论，或叫“法学手稿”，内容也很丰富；最后有剩余的手稿叫做经济学手稿，斯密根据这些手稿写成了《原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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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密论财富的源泉


  《原富》开篇，按照当时的习惯，斯密不厌其烦地介绍了他全书的写作计划，斯密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呢？他要论证这样几个观点：首先，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是各国每年消费的源泉，这有道理，因为劳动时间给定（在斯密的时代，每人每天的劳动量是十几个小时，按一周六天计算，每年大约有300个劳动日）的情况下，劳动者的劳动决定了各国商品的供给。但这看法也有问题，因为他完全没有考虑其他要素，比如土地或者资本，它们也是提供各国当年必需品消费的源泉。


  其次，各国劳动时间（我们刚才计算的全员劳动时间）的产出及其转化物（本国产出交换的外国产出）与这个国家的纯消费的比例十分重要，我们把所有的消费者折合成纯消费者，看他们占总人口的多大比例，然后把所有的劳动时间折合成纯劳动者，也算出他们的人口比例，然后可以算出纯劳动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比例，由此判断一个国家的富庶程度。这当然也符合我们的直观，因为这个比例决定了产出多消费少，还是消费多产出少，所以，这个比例或大或小地决定国家或富或贫，这是第二个重要观点。今天我们觉得这个思路很简单，别忘了，斯密发表《原富》是18世纪，那时能这么说就已经不容易了。然后是详细的论证，一国每年的劳动，本来是提供本国一年必需品消费的源泉，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再加上贸易，即本国劳动的产物去换来的国外的产物。但归根结底，重要的是本国劳动的产品。产品的丰富情况取决于有多少劳动人口和有多少消费人口。


  下面开始复杂一点——这样一个比例由什么样的情况决定呢？分为两种情况：一般来说，国民运用劳动的熟练程度、技巧、判断力决定本国的劳动产出率。同样是一小时的劳动，如果有更熟练的劳动操作、技巧和更好的判断力，则劳动者在一小时之内生产出来的物产就多，所以这里就出现了劳动时间的不等质、不可比的问题。其次是从事有用劳动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的比例，这是对上一个观点的发挥。当然还有自然环境的因素，这样，引进了两个主要要素，即土地和劳动——我们把自然环境因素概括为土地这个要素，这样就决定了一个国家每年的供给是好是坏。给定自然环境，也就是给定土地这个自然要素，各国的劳动产出的比率首先依赖于技能、熟练程度和一般判断力的运用。斯密考察了制针业就是制别针和缝衣针这两个行业之后感受很深，所以他反复强调判断力的运用，尤其是一般判断力的运用，这很有意思，它使我们想起贝克尔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人力资本的讨论中，最强调的是人类一般知识的运用和积累，而不是特殊知识的积累。斯密在后文也涉及了这一点，并作了深入的论证。


  然后，斯密讨论了物产丰富的源泉，在斯密之前，威廉·配第早就发现，影响劳动生产率程度的绝不仅仅是劳动的技巧、熟练程度和一般判断力，还有自然资源的禀赋，也就是土地这个要素。所以他把“土地是财富的母亲，劳动是财富的父亲”作为一个核心的概念。当然这太早了，到了斯密的年代就把土地这个要素固定起来，只讨论劳动，因为他认为“供给之丰厚或匮乏似乎（斯密用词比较谦虚）更加依赖于这两个条件之前者”，就是劳动技能、熟练程度和判断力这个条件。斯密的论述，大家可以参看《原富》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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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一段，斯密论证了文明社会和野蛮社会的不同，两者最大的不同是劳动生产率的不同。在斯密看来，文明社会之所以区别于半开化和未开化的社会，是因为文明社会的分工发达之后，很多人可以不劳动而享受超过野蛮社会任何成员的消费水平，这是分工的好处。这样，斯密打算在第一册里讨论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和物产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分配秩序，以及各个阶层不同成员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况这三个主题。这实际上是斯密全书各章的标题，但斯密书中的多数内容，例如资本家、地主、工人三个阶层及其收入的划分，在今天来看几乎都有缺陷。


  斯密接下来强调这几个重要观点，我们可以看到，他继续强调有用劳动的数量和纯粹消费者的人数。然后，斯密提出一个新观点——劳动人口的数量在各种场合与劳动所结合着的资本存量的比例是有一定的范围的。比如，一个工人开十台机床显然是不可能的。机床数量多了之后，就需要雇用更多的工人，于是，厂区里面看上去有用劳动就多，因为资本存量比别的工厂多，这当然来自于观察。


  《原富》的结构


  《原富》的第一册讨论劳动分工，第二册讨论资本存量的性质、用途和积累，第三册是国家贫或富的原因探求。为什么一些国家穷，而另一些国家富。第三册讨论了富国和穷国的政策，探索怎样可以使国家富裕。第四册是政治经济的不同学说，详细讨论了政治经济学的不同学说，在斯密时代，有很多有影响的学说，比如“重商主义”、“重农学派”等，斯密对它们一一作了评论。前四册的目的在于说明普通人的收入是如何被决定的，由劳动分工和资本的使用和积累、由国家政策所决定，并被各种各样的经济学说所影响。最后一册，斯密讨论君主的收入、统治阶级的收入或者说赋税收入。全书一共五册，这就是《原富》的结构。因为斯密是我们这门课的核心人物，所以我必须大致介绍这五册的内容。这五册中只有第一册是需要我们重点阅读的，第一册的第一章最为重要，有英文阅读能力的同学最好把第一章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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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分工的三大好处


  《原富》的第一册第一章谈到了劳动分工的三大好处，文明社会区别于野蛮社会的根本的经济特征是：文明社会有更发达的劳动分工。为什么国民财富的最终源泉是劳动分工呢？斯密提出了分工的三个好处。我们刚才提到，斯密的大多数看法，今天看来都有缺陷，但他关于劳动分工的论述，直到今天都是最有价值的。斯密对细节的观察水准之高，令人惊叹。他要考察那么多的手工业作坊（当时，英国社会以工场手工业为主）才能得出一个有力的论点来，这是很少有人能够做到的。今天，周其仁老师也继承了这个方法，他考察回来讲出一套故事来，再不合理我也相信，要是违反了我现有的书本知识，我就回去找更好的书本知识，我决不轻易推翻周其仁的结论。我在北大的教室里没吹捧过其他人，就吹捧周其仁这一位老师。这是有道理的，这是货比货比出来的。因为我不了解社会，我只有找那些了解社会的人去问，问来问去，我发现就这么一个人了解社会，就这么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他的洞察力跟别人很不一样，他能够把细节抓住，而且他抓住细节的能力是一种直觉力，是别人所不具备的。一抓就是一个问题的核心，这很不容易。斯密社会分工论的这三条，200年不衰落。其他都有错可挑，惟独这三条，深入到了细节，是不容易的，当时有那么多的经济学家在考察英国经济，但只有斯密作出了伟大的发现。


  劳动分工的第一个好处是它有助于手的技巧的完善，提高人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判断力——斯密反复提到“判断力”。如果你不操作，就很难理解斯密为何这么强调判断力的运用。判断力是一种实践的技巧，是一种实践能力，当然，判断力也是一种理论能力，但是你坐在教室学缝衣服是学不出来的。缝衣服的手与脚蹬的配合，看缝纫机，穿针引线等，都需要判断，材料多厚，适合什么样的针和什么样的线，你必须判断一下，要不然针可能会断，或者线就乱了。很多看起来非常简单的活儿，实际上是相当复杂的。所以，劳动能力不仅仅取决于技巧熟练，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判断力，熟练技巧和判断力用英文表达，就是dexterity and judgment。这是分工的第一个好处。如果从未听说过斯密的这一理论，你会觉得很奇怪，一个国家为什么会富得流油，比如英国，其他国家为什么比不上英国，就是因为英国的分工发达，它的劳动者有这种熟练技巧和判断力。待会儿我们看斯密举的制针业的例子，就能知道他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就知道为什么制针业这么一个平凡的例子这么重要，这么具有shocking effect（震撼效应）。


  第二个好处是，分工节约了在不同工作环节之间转换劳动的时间，斯密的观察是极其细致的。他认为节约转换工种的时间就能让一个国家富起来。举例而言，在一个没有分工的社会，一个农夫从很远的地里收工回来，用家里的纺车纺线，再去地里种地，然后再回家纺线。每一件工作都不能耽误，不种地就没饭吃，不纺线就穿不上衣服。如果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话，必须来回地在地里走，这样就浪费很多时间，做了很多无用劳动。斯密的时代特征非常重要，18世纪的工场手工业很发达，《财富千年》（很幸运，《财富千年》是我为这门课找到的一本好书）里边有很多详细的描述：第一个工场手工业是如何兴盛起来的，然后如何扩展到斯密所生活的苏格兰地区。当时工场手工业遍地开花，在这之前是自然经济。张五常曾经考察过香港经济，“跑单帮”的商人带着香港生产的各式各样的衬衫样式到美国、欧洲拿回一大堆订单，回香港后干什么呢？他没有自己的工厂，不做机器大生产，而是去筒子楼里发订单，你五件，他十件，第二天再来收。张五常20世纪70年代在香港观察到的就是这样的工场，所以，他提出企业就是一束合同，他1983年的那篇文章叫《企业的契约实质》，重新解释了科斯的理论。他观察到了现实，现实中本来没有企业，只不过是一个“跑单帮”的接一些国际订单，拿到香港，送到家庭妇女手里，然后收回产品。你说什么是企业呢？企业是一组节约交易成本的合同。所以观察非常重要。斯密的时代与香港又不一样，在自然经济时期，从地里到家里开纺线机，再从家里到地里干活，这太浪费时间，于是，工场手工业应运而生。一两百个工人聚在一个山沟里，那时没有电，人们用山泉或者河流转动风车，用垂直的杆传递到工场里边，所以那时的手工工场都像大城堡似的。在英国，你如果沿着河流走，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中世纪城堡”，其实它们当中很多都是很重要的纺织厂，其业主当时都是身价亿万的老板。这个细节实际上引发了英国的工业革命，通常认为工场手工业是前期工业革命的一部分。节约劳动者在各个工种之间、在工作环节之间的转换时间成为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动因。这是分工的第二个好处。


  第三个好处是，增加了发明新工具的可能性。斯密说，分工之后，人们天天干一件事，会感到特别烦躁。老是一种简单劳动重复着，你就会有种欲望，想用一种死东西去取代你的这种活劳动。斯密举了一个例子，一个爱偷懒的小孩负责开最早的蒸汽机。那时的蒸汽机特别复杂，不像今天的发动机，你一发动马达就会转，打开马达，你会发现里边有好几个活塞在气缸里边上下运动。当时的活塞必须由一个儿童去开合，每次转动时，必须有一个人去合上这个活塞的气缸，挤气压气，然后再打开这个气缸，往里边进气，再合上气缸。这小孩觉得工作简直沉闷无聊到了极点，他又贪玩，工资又低，所以他就搞了一个发明，使气缸自己开合。这是一个传说，据斯密研究的权威坎南说，这是一个错误的例子，根本没有这件事，但是斯密相信它的真实性。


  无论如何，斯密的这个观点很重要。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当中，最终决定收入的是什么呢？不是储蓄，是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率。如果人口增长率停顿，最终是外生技术进步提高了人均产出。技术进步是什么意思呢？技术进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图书馆和实验室里的基础知识研究，它带来科学的进步；还有一种叫产业技术的进步，这是由大机器来实现的，是物化的，其标志是机器一代代更新。如何才能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地发明新技术呢？你必须有机会。怎样创造这个机会呢？要让许多人分工。丰田的总工程师创造出了“丰田操作法”，今天叫做“零库存法”。60年代，丰田是怎么找到这个方法的呢？就是让工程师到生产线上去操作，操作到一定熟练程度时，他发现这个环节可以机械化了，于是一点一点地机械化，然后在一个特别偶然的场合，他终于悟到所谓“看板”就可以节约很多劳动时间。于是他就发明了零库存法。每一个工人在拿走一件组装零件时要在看板上划一道或者做一个标记，代表这里少了一个零件，需要补充，整个流水线是不停顿的。看板这一细节使丰田打败了美国汽车，丰田公司每七分钟可以生产一辆汽车，当时的世界水平是每六小时生产一辆汽车，你想想这节约了多少劳动时间。丰田公司总结为什么机器人在日本首先使用的时候，认为最重要的一条是，他们的工程师都到生产线上去实践，实践的结果就发明了机器人。日本人不知道总结这些抽象理论，人家说：我们就是这么做的。斯密总结出来了，只有实践，只有分工才能创造更多的发明机会，而更多的发明机会，对智商一样的人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发明。


  我已经花了很长的篇幅来讲分工的这三大好处，大家一定要把它们牢牢记在自己的脑子里。这三个好处整合起来作用的结果，使劳动分工奇迹般地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斯密考察的一个最平凡的例子是生产大头针的工场。当时制针的过程，从铰铁条到拔细抛光，再磨细针头，装针后边的那个球（那时叫针尾巴），然后再包装到一个纸盒里边，一共18个环节，在分工不完善的工场里，至少有一个工人师傅要干两个以上的环节。但是，有一个典型的手工工场，它有18位师傅，这18个人都没受过多少教育，但他们组成了一个有效的团队，分工做18样工作，每人只做一件事，这样下来，每个工人平均每天能生产4800根针。这18个人凭他们的教育程度，凭他们的能力，如果单独做这根针，斯密认为通常每天最多不会超过20根，有可能每人每天仅仅生产出1根针。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至少240倍——如果不是4800倍的话，也就是说，分工使生产率成百上千倍地提高。所以，斯密对分工的益处感受非常深，他把这三条写进第一册第一章里面，作为整个《原富》的基石。张五常说200年来就这一本书可读，而这一本书，斯蒂格勒的评价是就这一章可读，其他内容都有缺陷。


  分工的原因


  《原富》第一册第二章的题目是“什么导致了分工”，这是社会制度的问题。第二章的主题是交换。只要有交换，有市场，就可以有分工。因为交换提供了激励，让人们自私的本性发挥出来，为了换得更多的产品或者是金钱，你就得努力去分工。当然，斯密把交换作为人类的本性之一，是从休谟那里学来的。这里主要的哲学思想是，人有交换的天性。可是，这有很多问题，这一章很短，但是出了一些问题。后世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此进行了一些抨击，所以，我们只需要记一些大概，不像第一章的分工的三大好处必须熟记。“交换导致分工”——只需记住这句话就行了。至于怎么导致的，有很多讲究，不那么容易。整个交易费用理论，还有后边我们将要介绍的一般均衡理论等等，都和“交换导致分工”有关系。杨小凯的博士论文中说一定要角点解才有分工。这个题目很复杂，斯密说得未必正确，未必全面。所以，我们只需记住大致的思想就行了。


  分工受市场广度的限制


  第三章也很重要，但是也有问题。第三章的题目是“That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为什么我要念英文呢，因为这个题目翻译成中文就不好理解了。它大意是说“劳动分工受到市场广度的限制”。什么叫“市场广度”？听着就不舒服，英文就比较贴切，叫“the extent of the market”。一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斯蒂格勒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就是“The Extent of the Market”，论证了什么是市场广度，如何定义，才把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今天我们听不到这个问题了，因为这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斯密的时代，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斯密本人的看法未必正确。我们后边还要碰到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1928年的阿伦·杨格（Allyn Young），他的理论就是修正斯密的看法的，还有一个是贝克尔，1992年他在《分工，协调成本与知识》一文中提出的“一般知识”概念，进一步把斯密的这一定理加以修正。所以，第三章可以引申出很多问题。市场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我们不知道。在座的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市场是什么？我估计很少有人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这就跟“竞争是什么”这类问题一样，我们一天到晚说竞争，到底什么是竞争，不容易弄清楚。所以这一章，我们只需要记住“the extent of the market”限制住了劳动分工就足够了，什么是“the extent of the market”呢？我们后面还会再说。


  斯密论价值与财富


  《原富》第四章讨论“价值”，我们今天的课讨论的是财富与效用问题，以后我们还要讨论价值问题，侧重讲斯密以前的价值理论。讨论“价值”，连带着就要讨论货币的起源、货币的功用。因为财富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实物形式，用不着价值与货币，就是产出的物理向量。但是，当把这一向量乘以一般均衡价格时，就出现了财富的价值形态。所以第四章斯密先介绍货币概念本身，但是这又是一个成问题的章节，很长，基本是介绍货币的历史。马克思批评过斯密的这一章，后世还有很多人批评，制度经济学家包括张五常的启蒙老师阿尔钦也批评过斯密的货币理论。所以，我们不介绍第四章，直接跳到第五章。


  整个《原富》第一次出现财富这个词是在第五章，斯密用Stock指称物理形态的财富，用wealth来指称价值形态的财富。什么是财富呢？斯密首先举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家霍布斯对财富的定义，霍布斯说，财富就是权力（wealth is power）。后来培根又说knowledge is power，等于说知识就是财富了。是不是这样呢？我不知道，要知道答案，只能问你们自己。


  [image: 130-01]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斯密注意到，在霍布斯的时代财富被等同于这样的权力——power，就是影响力，不是rights。在经济学课堂上，我们需要反复区分“权力”和“权利”。财富被称为“力量”，因为它可以购买受经济影响的政治、文化甚至是社会的格局，斯密以前的学者就是在这一意义上看待财富的。这是第五章的财富概念。第五章的主题是商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斯密的价值理论是有问题的，他把劳动单独拿出来，作为商品的核心价值，或者“真实价值”，这要打一个问号。劳动是怎么测度的呢？在斯密的论述里边，我们已经看到他自相矛盾。如果劳动可以作为价值的准则，为什么他又要区别劳动的不同质量呢？熟练程度不一样的劳动者一小时生产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数量不一样，质量也不一样，劳动中间，包含着劳动者之间不同的熟练水平和判断能力，你怎么去比较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呢？斯密在价值理论上是有缺陷的，我们后面介绍斯蒂格勒的文章时再向大家介绍今天在西方“教科书经济学家”看来是正确的价值理论。


  古诺的财富理论


  更接近真理的一个“财富”定义是古诺给出的。我们在垄断竞争理论里知道这个名字，他是博弈论的先驱者。古诺在1838年出版了《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把它引入了英语世界，并且专门给这本书写了一个导读。古诺把经济学直接称为财富理论。我们用一页纸就可以把古诺的思想讲清楚。古诺的看法是，财富是什么呢，不要听亚当·斯密的了，能卖出去的就是财富，有交换价值的就是财富。财富由交换价值决定，跟劳动含量无关，这世界上没有什么“真实价值”，只有交换。这是古诺的世界观。这样他通过市场上成交的商品的价值总量，来决定一个国家的财富总量。什么样的国家是富国？是市场交易的商品丰富、人均的交易额巨大的国家。所以，在古诺看来，阿富汗的酋长是个穷人，他一分钱没有，虽然他有实物量的资源，但他没有实物量的交易，所以他是穷人。反之，如果一个国家很小，但是它是世界贸易的集散地，交易量巨大，就会变得很富。我们可以看他举的例子，意大利城邦威尼斯被称为是富裕的典型。用交换价值反过来定义财富是古诺的一个天才的创造。你想什么是交换，什么是交换价值，是一般均衡的价格乘以一般均衡的商品量，这是交换价值总量，可是一般均衡的价格和数量应当依赖于初始的财富的分配，而不是反过来，但是古诺把它反过来了，因为古诺是数学家，他的数学是很好的，颠倒过来就行了。这一颠倒使事情变得很容易。


  为什么很容易呢？我们在宏观经济学里看到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的交点决定和度量了这个国家的财富总量，那就是总成交量。总成交量就是财富总量，这是古诺的定义导出来的，很简单，可实证，可检验。所以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就由供求曲线的交点所确定了，于是，垄断就会造成贫困，因为垄断使得交换的数量小于一般均衡的数量，造成了效率损失。按照古诺的定义，一国的财富取决于交换价值的价格决定机制以及交换的价值总量。这是古诺在后面的曲线里画出来的，表示在数学符号里就是总的需求是价格的函数——F(p)。市场的交易总量等于成交价格P乘以总的需求量，也就是pF(p)，这是个非线性方程，只要能得到这一非线性方程的解，就实证地导出了国民财富的总量。这是古诺的天才构想，整本小薄册子都是要论证这件事。他认为，使一个国家富起来的政策，也用不着像100多年前的斯密那样长篇大论地作论证。世界没那么复杂，最好的政策就是让总交易量最大的政策。总交易量最大的国家就最富，就这么简单。古诺认为，只有完全竞争才能使财富总量最大，于是，他论证了今天经济学家普遍认可的一个观点——鼓励竞争。所以，我们说古诺1838年的这本书在价值理论方面比斯密更接近真理，这当然是从西方经济学老师的角度，不是从我们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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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格尔论财货的四个要素


  在古诺以后，另外一位对于财富概念作出重要贡献的就是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卡尔·门格尔。在1871年发表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中，门格尔把财货称为“goods”，就是“善”，或叫商品，不同于斯密的wealth——这里的goods是非价值形态的实物。在讨论财货时，我们先去掉价格因素，只讨论它的物理形态，然后讨论价值形态。门格尔在第一章“财货的一般理论”里，把goods定义为“有用的物品”，有用物品需要满足下面四项原则或性质，缺一不可，这四项性质联合定义了门格尔意义上的实物形态的财货。一物要成为财货，需要满足的第一个前提是，它对应着我们的某些欲望。第二个要素是这个事物虽然对应着我们的某些欲望，如果不存在客观的因果关系链，让它能够满足我们的欲望，那就不能构成门格尔意义上的财货，这也很直观。第三个要素是最重要的，这是奥地利学派不同于芝加哥学派的出发点，从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开始，就侧重于经济学的认识论，即我们要认识到客观存在的因果关系。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虾能够提供蛋白质，能满足你的某种生存欲望，那就不会吃虾，就如同非洲的某些原始部落那样。第四个要素是此物可支配，这也符合我们的直观。月亮或火星上的土地，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不能算作财货，因为我们无法对它行使支配权。这四个要素联合起来，构成了财货的基本条件。


  门格尔论证，如果一项财货在具备了这四项性质之后，在某一天，它突然失去了某一项性质，那么它会立即丧失作为财货的资格。比如说，消费者的欲望的转移，可以使得今天很时髦的物品在明天一钱不值，因为它引不起我们的任何欲望。所以，财货的类型是可变的，可变就意味着时间和不确定性，这也是奥地利经济学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的地方，它的视角从一开始就是复杂的。门格尔认为，有很多财货是虚假的，它们被人们错误地认定具有某种因果关系，能满足某种欲望，其实不能。当然，他举的例子有点可笑，斯蒂格勒在《卡尔·门格尔》一文中就此还嘲笑了门格尔一下。门格尔举的例子是化妆品，他觉得化妆品是满足人们的虚假欲望的，今天我们很多人（尤其是女同学）都不能同意他的话。门格尔把这类物品叫“虚拟财货”。


  下面有更加荒唐的地方，门格尔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越高，人们对物的真实本质及其固有性质的研究就越深入，从而真实财货的数量就越大，而虚拟财货的数量就越小。”这不是与现实相反吗？我们今天已经看到，化妆品遍地都是，而我们显然是比两百年前更文明一些，文化程度更高一些，所以门格尔的看法有点荒唐，有点科学主义的嫌疑。门格尔下面的结论就更受到人类学家的极力反对。“就经验而言，凡真实财货最贫乏的民族，其虚拟财货的数量通常就越大；这就是在‘真认识’即知识与人类的福利间存在着密切关系的有力证明。”就是说，西医越少的民族，“跳大神”的人就越多。因为“跳大神”是虚拟的，你生病，不去看西医，你怎么“跳大神”呢？在门格尔这样的科学主义者看来，“跳大神”是典型的虚拟财货，但是今天的人类学家不能轻易接受他的这种意识。“跳大神”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也有它的社会功能，就比如我们的“气功”，还没有得到科学证明，在德国人那里没准儿就是虚拟财货。科学才仅仅发展了几百年，而人类的历史已经有好几千年了，我们很难用科学论证过的因果关系来否定所有物品的有用性，所以，我不能接受门格尔的上述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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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门格尔提出，社会关系是可以成为财货的。我们记得亨利·乔治对财富的定义是“能够节约未来的人类努力的事物”，当然，这包括社会关系。所以客户关系，读者关系，涉及所有权的事物都是。这是门格尔的洞见，很重要。然后，他就提出了经济科学，“在我们的科学内，应对财货的因果关系形成一明确的概念。……要致力于按照内在的原理来排列财货，认识每一财货在其因果关系中所占的位置，并探索那些支配着财货的规律。”这就是门格尔的所谓价值理论。门格尔的价值理论是高度复杂、极度细致的，是一个分层的价值理论，按斯蒂格勒的评价就是过度复杂，“杀鸡用牛刀”。斯蒂格勒的意思是说，经济学问题用不着构造这么复杂的科学体系。但门格尔的价值理论是斯密之后的价值理论的一个重要学派，我们也不能忽略。


  罗雪尔论“财”与“富”


  下面我们介绍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经济学家——威廉·罗雪尔（Wilhelm Roscher）。罗雪尔的代表作是《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这是一本小册子，罗雪尔把每个大的主题都只用一两句话概括出来，只是一个提纲，但很耐读。我为什么把罗雪尔和门格尔放在一起介绍呢？因为门格尔是反历史学派的一位代表人物，罗雪尔是历史学派的经济学代表人物，大家可以比较阅读（罗雪尔的这本书由朱绍文先生翻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在朱先生的译本里，我们发现，“财”和“富”是分开来讲的。“所谓财，就是一切可以满足人类欲望的东西”——这是我们介绍门格尔时讨论过的。“这一概念是相对的，随着文化的发展，财的范围自然扩大”——这也是刚才已经涉及的。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财的范围会越来越宽，这是知识论视角下的观念。“国民经济学只研究进入交换的财，即只研究经济财。”这和古诺的思想比较相似。“经济财分为三类：（1）物，（2）劳务，（3）关系。”社会关系这一条我们已经见过了，很重要。按照历史学派一贯的倾向，罗雪尔继续询问，“……是否应将原本的精神财富也包括在国民经济学的范畴内呢？”这是他提的一个问题。


  那么什么是“富”呢？所谓“富”，是指大量财产，“大量”是对所有者的欲望而言，是对同类的、同阶级的财产状况而言的。然后，罗雪尔转入价值理论。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非常重视生产过程，不像今天英美学派的经济学家只看交换过程。生产有两类，一类是发现潜在使用价值——推出新的产品，开发新的市场；还有一类是简单变形，把原材料变形，增加它的使用价值，这是罗雪尔的一些看法。他批评斯密和李嘉图过分强调劳动在财富积累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他认为，劳动之所以不能成为财富的惟一源泉，因为劳动的热情依赖于这两个条件，欲望的强烈程度和希望的强烈程度。这有点赫伯特·西蒙的味道。典型的例子就是：从前有两个兄弟，一个喜欢务虚，每天坐在那儿做白日梦，什么也不干；还有一个拼命地耕种；结果，平分财产之后20年，我们发现喜欢做白日梦的哥哥已经把所有的财产都变卖了，收购财产的可能就是他弟弟，弟弟成了大地主、巨富，子孙满堂，100年以后，弟弟的后代还在那里耕种，哥哥的后代却已经消亡了。这故事告诉我们，欲望的强烈程度和欲望的结构，影响劳动热情，这很复杂，我们不说了，但是他批评的这两条是正确的。以上是对罗雪尔的理论的介绍。


  这样，我们就初步介绍了“财富”这一概念。以上全部论述，意味着“财富”的三项析取特征：（1）可消费性；（2）经过交换、存储、生产、转换形态之后的可消费性；（3）虽不可消费但支持着那些具有可消费性或经过交换、存储、生产、转换形态之后具有可消费性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三项析取特征最终依赖于“可消费性”（consumability）的量化界定，即“效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使用价值”，已经被当代经济学简约成为“效用”了。在讲《原富》的时候，我们曾提到，斯密依靠“有用劳动”占总劳动的比例这样的概念来界定各国财富的多寡。但实际上，“有用性”本身，是一个需要严格界定的概念。于是，就引出了下面我们将要介绍的“效用”概念。


  消费者行为的早期研究


  效用思想是源远流长的，我们在上一讲已经回顾过，古希腊时期的“效用”是一个伦理学概念，但它有着经济学的内涵。在古代，效用是指“达到除道德之外其他善的目的和手段”。这就赋予了效用一种工具性的含义。休谟认为，仁爱和正义这两种情感带给我们巨大的效用，“把我们所赋予社会性的德性的称赞归因于它们的效用，这似乎是如此自然的想法，以致人们会期望在道德作家们那里处处遇见这项原则，作为他们推理和探究的重要基础”。当然，休谟在这里所说的是社会效用而非个体效用。这是对上一讲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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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休谟的影响，斯密在他的《原富》第四章中系统论述了效用概念。这里我们参考的主要文献是斯蒂格勒的《消费者行为理论的经验研究的早期历史》（1954），这篇文章很有意思。从“财富”概念到经验的、实证的消费行为研究，再到效用的度量，这方面的最早的整理工作是由斯蒂格勒开创的。他找到了两篇重要的文献，它们的作者是18世纪90年代的两个学者，一个是Davis，一个是Eden，下面是斯蒂格勒给我们整理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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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的工作十分复杂，从很多文字材料造出一张表，这是很不容易的。作为对比，我们知道，斯密担任苏格兰海关署长时的年薪大约650英镑，而当年英国普通的农业工人的家庭收入在1787—1793年的平均年收入最高不过30—45英镑。这些收入在家庭支出中是如何分配的呢？它服从恩格尔发现的规律，食品支出占大约70%的收入，食品加上服装的支出占了家庭收入的绝大部分。这是第一张表的内容。


  第二张表是1794年英国农业工人和非农业工人的收入和支出对比。农业工人的家庭支出，从30英镑/年到63英镑/年，在“血汗工厂”里劳作的非农业工人的支出则为26英镑/年到55英镑/年。在寒冷的北方，取暖费是一大笔开支，我们可以从表格中看到，燃料支出比衣服还要多。（下面论述农民比非农民富，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60个农民家庭中40镑以上的高收入家庭为8个，但26个工人家庭就有10个在40镑以上；低收入家庭中工人家庭不超过一半，农业家庭则超过一半，故此段不予整理。）这是斯蒂格勒的一个开创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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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的文章是经济史名家麦克罗斯基（McClosky）的著名论文《英格兰公地的租金、风险和利率》，被芝加哥大学的《历史上的市场》论文集选为开卷之作。这篇文章考证了1300—1815年间英国的地租、利率等问题，作者研究的时间上限是1300年，气魄很大，一般的学者很少能研究这么早期的历史数据。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两个数据，作者考证，1688年，一般农民的年收入是50英镑，比对斯蒂格勒的表格，我们看到农民收入的英镑数目在1⑴年以来并没有太大增长。


  在Davis和Eden的工作之后，恩格尔的研究最为重要，恩格尔是一位统计学家，他真正把抽样调查和案例研究带到了统计研究里面来，而这已经是1857年的事情了。他对德国的家庭收入和支出进行了很详细的研究。


  恩格尔做了一个表格，指出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食品开支在家庭总支出中的比重会趋于下降。当然，这是一个经验律，并不是逻辑推演的结果。经验律可以被经验所推翻，有大量的反例可以推翻这个结论。一个重要的反例是，杭州人的食品开支占总收入的比例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升高，这是因为收入增加之后，年轻人更喜欢下饭馆，很多家庭收入的是在饭馆里消耗掉的，这大大超过了几十年以前的比例，所以杭州的恩格尔系数不断上升。这可以看做经验律的一个局限性。


  接着恩格尔的工作，经济学家开始计算各种消费品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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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到，食品的收入弹性是0.67，是典型的生活必需品。它的收入弹性很小。值得注意的是，“教育”的收入弹性很大（1.87），也就是说，教育是一种奢侈品。这合乎我们的直觉，虽然教育实际上是不可或缺的。另外，妻子的衣着的收入弹性远大于丈夫的，这折射出当时的社会观念。这是早期的很有价值的研究。


  随之而来的是对于需求曲线形状的研究。虽然很多早期的经济学家都提出了需求曲线向下倾斜的理论，但真正的数据研究是由恩格尔在1861年完成的。在恩格尔之后，拉斯贝耶斯（Laspeyres）接替他的工作，给出了更为显著的谷物收获量随价格负向变动的统计结果，论证了向下倾斜的谷物需求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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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蒂格勒接下来说，需求曲线实际上未必向下倾斜，可以想像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若商品的价值与它们的昂贵程度呈正相关，例如，购买者只能通过价格来判断商品的质量的时候，需求就随着价格的上升而上升。张五常曾经举过“卖字”的例子，即消费者出价越高，他就越愿意把字写得好些。周其仁举过买茶叶的例子，杭州的龙井茶质量参差不齐，有很多假冒伪劣，这时，可以通过价格来判断质量。当然，这里的前提是，信息传递必须真实，茶叶市场的竞争机制，可以保证支付较高价格的买主得到较高质量的茶。但玉器市场、古玩市场之类的市场，往往没有良好的信息传递机制，比如，标价几万元的玉器，也许成本只有几百元。当然，需求向上倾斜并不意味着边际效用是递增的，它只意味着效用不仅是价格的决定变量，而且依赖于价格。


  维纳的《价值理论中的效用概念及其批评》


  下一篇文章的作者是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他是芝加哥大学的著名导师之一。文章发表于1925年的《政治经济学杂志》，题目是《价值理论中的效用概念及其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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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它综述了此前心理学中的效用研究。维纳指出，效用理论最初是要用心理学的原理来解释价值的决定。在价值理论的历史上，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开始，学者们把utility当做满足心理欲望的程度和能力。如果接受这种效用的心理度量的话，那么，交换价值的概念就是可以理解的。后来，出现了边际效用递减的理论。维纳认为，到1925年，效用理论已经达到了最后形态，已经没有什么改变的余地。所以，经济学家一直到今天所理解的效用理论都和1925年的效用理论相差无几。效用理论家们阐释的因果链条是这样的：（1）从资财的各相续到来的单位的潜在或将来递减的序列出发（这里隐含着边际产出的递减），（2）消费者或多或少精确地预期这一边际递减的效用序列；（3）从而有一被欲求的效用序列；（4）然后对所欲的资财与其所交换的资财的单位效用逐一加以比较；（5）于是给出以“价格一资财”表达的个人需求方案，与其他人的需求方案汇总；（6）得到市场需求方案，（7）需求和供给决定市场价格。维纳是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之中表达最为清晰有力（sharp）的导师。他在文章中概括了戈森、杰文斯、瓦尔拉、庞巴沃克和威克斯蒂德关于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以及市场价格均衡的理论。维纳的文章，主要是要澄清我们的一个错误看法，他指出，边际效用递减是经济学的规律，不能从诸如韦伯—费希纳定律之类的心理定律推演出来。这里有一个疑点，即假如经济学的定律不是从心理学而来，那么，它的出发点是从哪里来的呢？回到斯蒂格勒关于效用理论早期研究的文章，他不否认，效用主义直接承接了享乐主义（hedonism）的因素，假设了效用和欲望满足之间存在着定量的相关性。可见，在英美学派的传统中，效用的基本原理应当是经验的而非先验的，那么，它的基础，假如不在心理学，那么还能在什么地方呢？希望大家思考这个问题。


  效用的科学考察


  讨论效用问题，从来就有两个思路——经济学的思路和科学的思路。刚才我们回顾了经济学的思路，下面我们来看科学家的思路，即从生命的基本需求以及需求的多样化来度量和讨论效用概念。


  贝塔朗菲在《生命问题》一书中给出了一个尝试性的定义。生命是什么呢？生命是一个开放系统的等级秩序（分级系统），它依靠该系统的条件在各部分的交换过程中保持其自身的存在。这个定义符合我们对生命的直觉。当然，它不是详尽无遗的。它忽略了生命系统的基本属性，即它们的历史特征。尽管这个定义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它符合科学定义所必需的要求。在生命与非生命之间是否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贝塔朗菲的看法是：从大分子化合物和胶体结构，经由具有协变复制功能的基本生物单位，到最简单的细胞，并由此达到植物和动物多种多样的形态，我们不能指出其中有一个绝对的断裂。决定点不在于是否具有协变复制的功能，而在于达到更高的组织水平，达到保持稳态的无数物理—化学过程的有序模式。生命功能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新陈代谢生理学，第二个方面是应激性和能动性，第三个方面包括形态发生现象，即生长、发育、衰老和死亡过程中比较缓慢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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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体是在事件之流中保持自身秩序的客体。贝塔朗菲认为，能量代谢是与表面积成比例的。从这个前提能够推导出生长定律，这个定律有可能对不同类型动物生长曲线进行计算并对其独特性作出说明。在神经或肌肉活动中，大部分新陈代谢过程并不是在活动阶段发生的，而是在该系统“充电”的恢复期间发生的；消耗能量正在于此。这导致了刺激—反应活动与无须外界刺激的节律—自动活动两者的统一概念。兴奋的基本现象（诸如触发器作用）、初始阶段和恢复阶段新陈代谢强度的比率、节律的自动性，等等，都是同一原理的必然结果。该原理即是，有机系统原本不是靠外界的影响、刺激而开始运作的系统，而是内在能动的系统。这就是生命的自组织现象。总之，贝塔朗菲这类科学家倾向于把生命看做开放系统，它是与环境共生演化的稳定秩序。然后，他引用了从赫拉克利特到莱布尼茨的哲学家、科学家的论述，来论证他的系统论看法。


  根据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生命是一个开放系统，所以，它必然要对外界的刺激作出反应，这就引出了我们将要讨论的韦伯—费希纳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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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及其符号，引自费希纳1860年的著作，横轴上是生理的或物理的刺激水平，比如商品消费的物理量，纵轴是感受到的满足的量。这在19世纪60年代是一门时髦的学问，叫做“心理物理学”，它在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之间架起了一道科学的桥梁，在当时吸引了很多的杰出人士。物理量的变化和心理的变化之间的关系，一直到今天也是研究的热点。根据费希纳的研究结果，心理的满足程度符合边际递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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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行为经济学研究


  接着19世纪的心理物理学研究，2002年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卡尼曼（Daniel Kahnerman，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和他的长期合作者特维斯基（Amos Tversky）两人，在1979年提出了“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经过大量的研究，他们发现，古典的效用理论不能够贴切地反映人们在未来不确定情况下作决策的行为模式，当看不清未来的时候，普通人是怎样设想未来的呢？统计意义上，我们倾向于把未来的小概率事件的权重加以高估。贝克尔也曾说，我们倾向于把未来的“好事”涂抹得光明灿烂，但是真的到了这好事降临的时候，我们一般会失望地感到，这“好事”似乎也没有原先想像的那样好。然而，对于未来的大概率事件，我们通常总是低估它的权重。这被称为“卡尼曼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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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描绘了人们对概率估计的系统性偏差。当事件发生的真实概率低于10%或15%的时候，我们对概率的高估特别明显，同样，事件发生的真实概率越高，我们越倾向于低估它。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实线（它代表人们对概率的估计）经常偏离对角线。从这条曲线，卡尼曼和特维斯基提出了一个足以取代预期效用理论的理论，即“前景理论”。他们的思路是，对于事件发生的概率，需要进行加权，才足以描述人们的真实选择。这样一个加权的预期效用理论，可以把冯·诺依曼—摩根斯坦效用理论当做它的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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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罗：效用理论的发展回顾


  在卡尼曼的工作之前，阿罗在1958年有一篇重要文献，发表在《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杂志上，回顾了效用的经济学理论和行为学理论的发展。经济学中的效用，称为“utilities”，行为学中的效用，反映在“attitudes”（态度）之中。在这两个理论的基础上，阿罗来讨论“理性选择”。这是一篇综述文章，首先，他回顾了确定性条件下的理性选择，从帕累托开始，有所谓的“序数效用”，它足以推出逻辑自洽的理性选择方案。但是，阿罗在这里特别强调西蒙教授对这套理论的批评，即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人类其实不需要经济学理论，也不需要经济学家。西蒙认为，理性选择理论所能提供的实在太少了，经济学家应当提供的，是在各种重要的场合下进入我们选择集合的那些方案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阿罗在这里赞赏了西蒙的批评。


  阿罗指出，通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备选方案之间的关系是竞争关系，但它们没有仔细研究互补关系。从长期的演化而言，互补性是最根本的，替代性是暂时的。于是，阿罗提出了一个包容性更广的理性选择理论（a universal theory of rational choice）。什么是普适的选择理论呢？他认为，每个决策都应依据个体的生命史而作出。每个人首先应当选择他的生活道路，然后才能选择各种具体方案。后来，贝克尔提出了所谓“王朝效用函数”，接续的就是这个思路。


  接下来，阿罗重点讨论不确定条件下的选择理论。这也是行为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有三个可能的研究思路，第一条思路是冯·诺依曼提出的预期效用理论。这个理论基于客观概率论，根据冯·诺依曼—摩根斯坦预期效用函数，研究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的选择。第二条思路是主观概率的思路，这是由萨维奇（Savage）提出并系统发展的，即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主观概率，人人各不相同。从主观概率的预期理论，今天，我们知道有主观博弈的博弈论。每个人都有一套对于世界状态的主观概率分布，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来进行社会博弈。第三个思路是极端主观主义的思路，它的主要作者是沙克尔（Shackle），这个思路主要强调，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其实是“企业家决策”，这里的企业家，是指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者”。不确定性以及与不确定性相联系的潜在回报，可以激发人们的创新能力。沙克尔否定了概率论的思路——不是所有的不确定性都可以还原成概率的。


  阿罗指出了构建理性选择理论的困难，他引用了约翰·米尔诺（John Milnor）在一本书里的看法，他罗列了所有我们知道的在不确定条件下选择的公理体系，然后，他证明，这些公理之间逻辑不相容。所以，阿罗说，我们当前没有理论可以逻辑解释理性选择行为。


  所以，阿罗在本文的后半部分转入了行为学分析，着重介绍行为学中的“学习过程”。这是心理学家的效用理论。很多经济学家都倾向于把学习当做一种策略行为。在主观世界里，我们可以赋予一部分世界状态以客观概率。比如，天文学家告诉我们，太阳在未来的一万年内熄灭的概率几乎为零，这个概率，我们相信它是客观的。还有一部分世界状态的概率是主观的，比如，你在某年某月某日碰到一见钟情的女友的概率。另外一部分世界状态是没有概率可言的，我们只能生活，在生活中学习（live to learn）。在心理学家看来，它是一个基本的认知习惯，是一个演化的认知过程。但是，理性选择经济学家不能够承认演化，因为一旦承认演化，就没有逻辑可言了。假如要把这种过程纳入到博弈论的最优化模型，可以把学习当做一种生存策略来考虑。这在技术上当然是可行的，阿罗在这里指出，有以下两种思路：一种是“纯粹的适应过程”，即把生命看做适应系统，一种是经济学的极大化模型。这两个模型总是有重合的。所以，经济学家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引入更多的约束条件，把适应模型简约成为更加理性的模型。张五常非常强调这一点，假如我们能看到更多的约束条件，就可以把看起来是非理性的行为解释为理性的极大化行为。


  阿罗指出，预期效用理论引发了大量的实验工作。在所有这些理论假设里，有一个阿基米德支点，即连续性假设。即，在a、b、c三个选项之中，假如a比b好，b比c好，则必定存在着概率P，使得pa+（1-p）c与b之间无差异。在实验中，我们经常发现这个假设不成立，这被称为帕斯卡猜想，即假如a比b好，b比c好，对于任何非零的p，心即使p是无穷小，pa+（1-p）c仍然比b好。这符合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发现的结论——我们倾向于高估小概率事件。帕斯卡曾讨论过信仰的例子：我们见到上帝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是，一个人只要信仰并亲证了上帝，那么这种宝贵的结合带来的幸福是无可比拟的。所以，有信仰总是比没有信仰的普通人的状态要好些。所以，连续性假设在这里是不成立的。由于实验和理论的差距，才引发了后面一系列的工作，带来了行为经济学的长足发展。关于效用的经济理论，我们就回顾到这里。


  参考文献：


  1. Daniel Kahneman, Amos Tversky,“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Vol. 47, No. 2 (Mar., 1979)，263—292


  2. George J. Stigler,“The Early History of Empirical Studies of Consumer Behavior”,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62, Issue 2 (Apr., 1954), 95—113.


  3. Jacob Viner,“The Utility Concept in Value Theory and Its Critic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3, No. 4 (Aug., 1925), 369—387.


  4. Kenneth J. Arrow,“Utilities, Attitudes, Choices: A Review Note”, Econometrica, Vol. 26, No. 1(Jan., 1958), 1—23.


  5. 贝塔朗菲，1999，《生命问题》，吴晓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6. 古诺，1994，《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的研究》，陈尚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7. 罗雪尔，1997，《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朱绍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8. 门格尔，2001，《国民经济学原理》，刘絜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9. 亚当·斯密，1972，《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王亚南、郭大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image: 149-01]


  
第五讲：情感与灵魂


  （2004年10月23日）


  今天要讲的是情感与灵魂问题，这是顺理成章的一个题目，为什么是“顺理成章”呢？因为“经济学思想史”这门课主要讲解的是亚当·斯密的两部书——《道德情操论》是最重要的一部，然后是《原富》。所以，我们必须在这里探究道德情操问题，而这就很自然地涉及对人类心灵的探索。所以，今天的题目叫做“情感与灵魂”（emotions and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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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格拉底论死亡


  按照这门课一贯的讲课思路，我们仍然要回到古希腊去考察思想的源流。苏格拉底在临死前发表了这样一篇演说词，收录在柏拉图的“对话录”里，称为《申辩》（The Apology），它的最后一段谈的就是灵魂，非常著名。


  我经常引用这段话——“The hour of departure has arrived, and we go our ways—I to die, and you to live. Which is better God only knows”——出发的时间到了，我们走我们自己的路，我去死，你们去活，哪一边更好，只有神知道。这是他的灵魂观，论证它的是全篇的倒数第四段——“Let us reflect in another way, and we shall see that there is great reason to hope that death is a good——我们来反思一下死亡这件事，它也许并不是坏事，我们有很充分的理由证明这一点。苏格拉底是逻辑学家，他论证了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的结果是：死是nothingness，即简单的、虚无的无意识状态；第二种可能的结果是：死是灵魂从一站到另一站的过渡，是一种向另一个世界的“移民”（migration of the soul from this world to another）。他认为这两种结果都不错。为什么呢？因为假如死亡是一片虚无，那么我死后毫无知觉，当然也不会感到痛苦；假如死亡是从一个世界转移到另一个世界，那么最终我将能够继续我在这个世界对于真理与错误的探索，我仍能像在这个世界所做的那样，在另一个世界发现谁是真正聪明的人，谁是本来不聪明却装作聪明的人。这是他的最后辩词，也是关于灵魂的最权威的论述。


  死是惟一非我莫属的体验


  海德格尔曾用了很长篇幅来论述“死”，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话——死是无法替代的。我们经济学家最讲究替代，认为任何事情都是可替代的，但是你看了海德格尔的书，会觉得“死”这件事情很可怕，因为它是非我莫属的体验，没人能够替你死。美国医学会在1984年修改死亡鉴定的标准，将脑死亡作为死亡的标记，而不是心脏停跳，论据是什么呢？论据在于，死亡是一个过程，由于死亡是一个过程，所以必须把死亡的时间标记，即“几点几分死去”的标记改成脑死亡——它代表着“意识停止”过程的终点。心脏停跳只是“意识停止”过程的一个中间阶段。这是关于灵魂我们能说的一点点话。


  关于灵魂问题的探究，始终支配着亚当·斯密的人生。我们今天讲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的时候，经常援引约翰·雷（John Rae）1895年为斯密写下的长篇传记。我查了一下Amazon网上书店，从这本书之后到今天，没有关于亚当·斯密生平的任何第二本书。这位斯密思想的权威研究者最后感叹说，我们关于这位伟大经济学家所知道的实在太少了，没有，他不让有，为什么呢？我们待会要给大家介绍。什么是斯密问题呢？斯密问题是这样引出来的，根据约翰·雷所作传记的最后一章，“斯密去世的那一年，亚当·斯密已经开始为延续他的两个不同生命作准备了”。每个人死了之后其实只有一条思想生命，但斯密有两条，一条是在他的《原富》里面为自利辩护的生命，另一条生命是在《道德情操论》里面，为人的同情心辩护。约翰·雷写道：“事实上，人们或许不会很惊讶当时的公众没有公平地评价斯密的这两部作品，因为他本人从来没有公允地对待自己的这两部作品，他总是认为他的《道德情操论》远远优于他的《原富》。”为什么亚当·斯密把他的《道德情操论》远远放在高于《原富》的位置上呢，这就是所谓的“斯密问题”，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反复思考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有两个斯密，一个为自利心辩解，一个为同情心辩解，下面还会讲到对于斯密问题的当代求解，也就是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1997年以后的一系列工作。由于涉及经济学思想，我们还得回到人类基本情感的研究。


  正面与负面的情感


  最早阐释人类情感的思想大师是亚里士多德，他的思维方式是动物学的，即釆用分类的方式进行研究。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有三种情感：第一种是“习惯”，习惯是传统形成的；第二种是“激情”，就是当下你能感受到的冲动；第三种是面向未来的，叫做“潜在趋向”。我们举一些现实的例子，如当代某一网站贴出的这张图所示，正面的幸福感之中包含了六七种不同的感受——pleasure（快乐），bliss（极乐），joy（欢喜），delight（愉悦），harmony（和谐），ecstasy（迷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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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情感的其他类别还包括积极思维（positive thinking）、宁静（calmness）等，最核心的正面情感是如下三个，一个是vision，现在通俗的译法都译为“愿景”，估计是源于港台的译者。我记得曾在这门课上解释过，“看”在西方思想里占据着核心的位置，因为他们的知识来源于“看”。通过“看”，人们形成了人生的方向感（sense of purpose），得到了效用（utility）。因此，vision是一种正面情感。另一个是power（权力），这当然是一个中性词。权力可以带来幸福，也可以带来灾难，但不管怎样，权力本身意味着实力和力量。还有一个核心的情感就是爱（love），它也包括友爱。这是正面的各种人类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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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来看看负面的情感。负面情感的核心部分是什么呢？是“身份感的危机”，你意识到自己正在瓦解，变成一堆碎片，这是一种现代性的危机。在现代社会，你还是一个统一的自我吗？你肯定不是，你早就被这个社会的不同力量撕碎了，这里就包含了所谓的purpose gap，就是不同的力量把你往不同的方向“拽”，形成了各种目的的鸿沟。还有一个深层的情感叫isolation，就是这个世界的人与人之间的隔绝感。第二个核心的负面情感是depression（抑郁），抑郁是心理医生最常遇到的病症。比抑郁更严重的是phobias（恐惧症）、psychosis（精神错乱）。第三种负面的人类情感是今天地球上很多地方正在上演的，就是hatred（恨）。还有一些次要的负面情感，害怕（fears）、恐惧、内疚（guilt），还有愤怒（angor）和悲伤（sadness）等。这是负面的情感。这些负面的情感是从哪里发生的呢？除了生物演化的理由之外，罗伯特·艾利亚斯在他大历史的叙述中间强调指出，我们多数人都是人生竞争的失败者。这个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位成了丁磊、陈天桥，还有国美电器的老板，35岁拥有105亿以上的身价。大多数人其实都只是看着他们成功，我们都是“托儿”，“托”完了以后就有失败的感觉，就有很多负面的情感，这是艾利亚斯早就论述过的。


  格伦·莫罗：休谟和亚当·斯密论同情的重要性


  下面我们转到对斯密的讲解。当年人民大学的教授讲授《资本论》，要“沐浴三遍，洗九回手”，今天我们要学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也先要“沐浴”。我们先来读阐释斯密的著作，然后再进入斯密的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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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篇文章是经典学家格伦·莫罗（Glen R. Morrow）写的——西方的经典学是关于古希腊文和拉丁文文本的学问。莫罗是康奈尔大学的终身教授，柏拉图对话的英译者。他1923年在《哲学评论》杂志上发表过这么一篇文章，论述斯密和休谟的著作中的“同情”这个概念或者理念的重要意义。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文章的大致含义。


  文艺复兴之后的科学主义思路


  人文主义的精神，从文艺复兴开始，塑造了18世纪的个人主义社会科学传统，它受到牛顿自然哲学的影响。崇尚个人主义或相信个人主义的社会科学家们，也坚信牛顿的实验和数学方法的普适性，这是斯密时代的思想背景。物理科学的成功，为社会科学家在社会科学里运用简约主义提供了充分理由。当时的人认为什么都可以建模，因为人就是一架机器或者一架钟表——这是那时很流行的比喻。西方个人主义传统里的社会科学家和道德哲学家，以个人为出发点，建造了一系列“人性”特征，从这些特征出发，推演出整个社会科学。道德和社会的秩序是从个人的概念中逻辑地推演出来的，例如在经济学里面，偏好是一组初始条件，然后其余的社会条件是偏好这组初始条件下博弈的均衡，这是我们今天还看到的一种做法。


  莫罗把自然权利学说看做中古以后占主流地位的一个理论。天赋人权这些概念把个人看做对生命、自由、幸福的不可分离的权利载体，然后就产生了社会契约，把个人历史地或者逻辑地当做先于社会而存在的订立契约者，这是当时的思想状况。伦理个人主义者把个人视为封闭的世界，然后从这个自我封闭的世界里重新建构他人，确立个人和他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经济个人主义者让自利的原子个人提供生产和交换机制的驱动力量。


  休谟论同情的道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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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谟

  


  这是18世纪社会科学理论的建构过程，这一过程受到了相当广泛的批评，但休谟和斯密是例外。莫罗认为，18世纪是所谓的“理性世纪”，理性的观念被表达为机械哲学，但不是所有的18世纪学者都持有机械论的看法。休谟和斯密就是两个重要的例外，他们的道德哲学以同情为原则。为解释人们对名声的热爱，休谟发现，人们容易受到他人意见的影响，因为我们对他人具有一种同情倾向，且由交往而接受他们的情感和倾向的影响。休谟的方法基本上就是主观感受的方法，进一步地，他发现，我们之所以追逐名声，无非是看重他人的意见；我们之所以看重他人的意见，是因为我们对他人具有同情的倾向，经过社会的交往，接受了他人的意见。这是休谟比较系统开发建立的一个同情理论。休谟认为：“被激情强化了的他人见解极易给我们以影响。”我们知道，有些学者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情感饱满，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这是一个生活中的例子。休谟认为，这种影响或者是善的，或者是恶的。总之，通过社会交往，我们得到这样一句话，在社会交往中，“人心是彼此之间的镜子”，这是休谟的“同情心”理论的基本原理。休谟从同情原理出发，推演出关于道德和社会问题的不同于他那个时代的机械唯物主义的样式。


  沙夫茨伯里的道德理论


  同情具有一种道德价值，这不是一个很新的观点，休谟之前英国的道德哲学家沙夫茨伯里伯爵（Earl of Shaftesbury，1671—1713，在18世纪早期就论述过同情的价值，“Characteristics of Men, Manners, Opinions, Times”，1711）。沙夫茨伯里的道德理论承接着洛克的自利本性的理论，论述了自利行为能够带给社会的一系列好处。人人都自私就可以带来一个社会的和谐的看法的主要奠基人是霍布斯和孟德斯鸠，这个看法也隐含在洛克的晚期作品中。沙夫茨伯里是洛克的学生，他从他的老师那儿接受了这样一个道德理论，即自利未必是一件坏事，它也许是上帝的一个和谐计划的一部分。我们以后会看到，这个思想给斯密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让他能够偏离休谟的方向。斯密和休谟在道德理论上是有分歧的。


  从沙夫茨伯里到苏格兰启蒙学派的道德哲学的传统，叫做道德感（moral sense）学派，这个学派以人的直接感受为基础来解释道德判断，但是，他们试图把孟子论证过的“恻隐之心”这类直接感受基础上的道德判断推广到普适的范围之内，变成一种“普遍的爱”，它类似于康德所论证的“律令”式的义务感。这个思路能不能行得通，这是这篇文章所展示给我们的一个问题，实际上确实很难走通，所以才有了康德。英国的哲学家们否认道德律可能从纯粹理性推演出来，德国的哲学家，例如康德，试图从纯粹的理念推导出道德行为所服从的逻辑律，这在经验主义的英国是无法被接受的。


  沙夫茨伯里在评论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时表达了一个重要的观点。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被他修改成了“For my own part, I take my being upon trust”。这就变成了伦理学判断了，我的“在”，对我而言，首先依赖于信任，或者信任感，因为我们是通过他人的眼睛看我们自己的，所以这个“在”很成问题。当代法国学派的领袖之一，列维纳斯，在《伦理学是第一哲学》这篇文章里，引述过这个思想。


  在这样评论之后，沙夫茨伯里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概念，叫做common sense，阿伦特曾在20世纪70年代的《心智人生》那本书的最后部分用很大篇幅讨论了这个概念。什么是common sense呢？从拉丁文字源来看，它原本指的是一种社区共享的“第六感觉”。所以要回到拉丁文的词根，才能够理解为什么阿伦特对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有一个批判，未完成的批判，时间是1974年。


  苏格兰道德感学派


  在英国的经验主义者看来，道德判断表明它自身是基于情感的，而不是基于抽象理性的，这一点也被今天的脑科学实验反复证明。道德判断表明它是基于情感的，基于一种赞许的常识情感，而非基于一般原则的包容这一行动的理性概念。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认为，多数情形下，道德判断这种第一情感所带来的行为是不加反思的。富于正义感的人往往来不及想，就跳进水里救人去了。这种行为具有自发性（spontaneous），是非反思的（unreflective）。在大多数情境下，这是道德行为的特征。同时，它具有一种指向具有特定内容的含义，就是你要跳进水里去，你要救谁，有一个具体目标。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我们怎么可能把这种特殊的道德行为引申成为普遍主义的道德律呢？情感是个体的，从个体性推广到普遍性，也就是产生客观性，是一个大的问题，这是感觉学派面临的最大困难。除非人类情感在这样的行为中具有普遍性，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有这种情感，或者说在这种场合下都会产生这样的高尚冲动，比如，每个人都有拯救落水儿童的冲动，那么，在这里，人的概念是怎么定义的？什么人应当属于人？或者什么样的动物应该归类到人？这又是一个问题。所以，要从人类情感中找到道德判断的客观基础，这是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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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塞尔

  


  哈奇森从这里迈出了重大的一步，他回避了这个题目，而首先区分了道德的善与自然的善这两件事情。前者指道德赞许的常识情感，后者指快乐与痛苦的感觉。自然的善是与感官知觉的快乐联系着的，道德的善则与超越利益的观察者的赞许或博爱联系着，超越了感官快乐。所以，自然的善是个人的，道德的善则是社会的。今天，在例如豪尔绍尼（John Harsanyi）的文章里头，这叫做亚当·斯密的“无偏观察者原则”（impartiality），豪尔绍尼1953年和1955年的两篇文章，在和罗尔斯等哲学家论证正义理论的时候，就引用了亚当·斯密的这个原则。他认为，人的效用分为两类，一类是主观自私的、个人利益基础上的效用函数，人在作道德判断的时候，或者正义判断的时候，每个个人又有一个社会福利函数，这个福利函数是超越个人利益的，是超越个人利益的观察者（impartial spectator）做出的。超越个人利益的观察者所赞许的，是道德的善或者博爱。当代的研究对这个思想给出了一个经验性的反驳，认为斯密可能错了，但也只是“可能错”，而不是“必定错”。自然的善是个人的，它是效用主义的，与感官快乐联系在一起的，而道德的善是社会的，它超越了每个个体利益的看法。这是哈奇森的最重要的看法，对后人，尤其是休谟和斯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休谟的同情理论


  休谟怎么解决道德感学派所遇到的难题？如何从主观的道德行为推广到普遍的道德行为？休谟认定同情（sympathy）是道德特征的来源，也是一切道德行为的来源，可以推广到全人类，这是他的判断，和斯密不一样。斯密后来在写《原富》的时候其实背离了休谟的基本原理。当然，后来的哈耶克也清楚地看到了英国经验主义的困境，他之所以支持休谟，是因为他反纳粹，反极权主义，所以他一方面釆纳英国经验主义的自由主义，一方面又受康德的道德哲学的影响，但是他一直没有解决休谟和康德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哈耶克自己的问题。


  休谟认定同情是道德特征的主要来源，他把同情理解为个体之间的常识情感的交往，而不是简单的怜悯。这需要作一些字源学方面的解释。“同情”这个词的希腊词根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个是syn，不是sym，只不过当把syn和pathy放在一块，n就变成了m，syn在希腊文里表示“共在”，例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synthesis（综合）这个词。syn也可以表示分担、分享。pathy在希腊文里是“苦难”的意思，所以，sympathy是分担苦难，而不是分担幸福。如果你新婚了，有人说，我很同情你，你就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新婚是一种幸福，同情者不是分担幸福，而是分担痛苦，所以，希腊文的同情主要的含义是怜悯。但是，休谟把它改造成更广义的一个词。休谟著作里的sympathy不是简单的怜悯，而是基于个体间的常识情感的交往，是一种社会交往，这样它就具有了拓展成为普遍规律的可能性，这是休谟的一个贡献。正是这种常识情感的交往，使得道德判断可能成为客观的，并提供道德感学派所遇到的难题的逻辑解答。


  到了胡塞尔之后，我们通常以为可以这样看休谟的建构，即任何两个人之间如果要有常识情感的交往的话，那么其生活世界的交集一定不是空集。如果是空集，那么这两个人肯定没有常识情感的交往。比如，在两个人的交往中，一个人问：“你吃过西瓜没有？”那个人说：“没有，什么是西瓜？”那完了，这两个人没法交往了。你问他任何一件事，比如，“你知道糖是什么吗？”“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火星上来的，甚至不是火星，是阿尔法星上来的，那你就更没法和他交往了。我们说，只要生活世界、现实生活有重合，基于重合的生活世界，就可以建构共同的逻辑语言，然后通过逻辑语言的交往、渐变的沟通，就有了常识情感的基于同情的道德，当代思想基本上就是这样承接休谟的。我们为什么要强调阿伦特20世纪70年代的工作，原因就在于此。常识情感的交往使你从个人变成了所谓social self（社会的个人），这是一种升华，这是一种transcending subjectivity，它把个人的个体性升华到了社会的个体性，这是很重要的。休谟在这个意义上超越了启蒙时代，变成了米德和齐美尔的同代人——米德和齐美尔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思想家。他们提出了所谓“社会交往中的个体建构”，这是一种思想史的遥相呼应，它跨越了好几个时代。根据米德和齐美尔的理论，个人不再是孤立的，而是个体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建构起来的。在交往之中，个人找到自己的真实自我。这种审美判断的社会理论从休谟发端，特别接近齐美尔的审美社会学或者社会审美理论。审美判断产生于交往过程，以同情为其起源。我们在第三讲里专门介绍了九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老师弗兰克·奈特，他在1923年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竞争的伦理学》，在这篇文章中他看上去很奇怪地冒出一句话——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伦理学？竞争的伦理学是什么？他认为，竞争的伦理学是需要沿着审美判断的思路来建构的，大家还记得这句话吗？


  苏格兰道德感学派的困难


  第一个困难，如何从主观感觉推出普遍原则


  当休谟试图将基于同情的道德行为推广到普遍主义的原则的时候，他偏离了《人性论》里面他自己的思想。在《人性论》第一卷的前言里面，休谟谈到了他的实验方法是牛顿式的科学实验方法，休谟的实验室是他自己的内心。休谟当时是个才20多岁的青年，那时也没有“自然科学基金”可以调动，他惟一的资源就是自己的身体。休谟在自己的心里面做精神实验，得到了一个哲学体系。他把自己的哲学体系写成一部洋洋巨著，这就是《人性论》。但当时的人们读不懂他的著作，休谟只好又写了一本通俗化的小册子，叫《人类理解研究》，出版后一举成名——社会就是这样的。《人性论》的方法主要是主观实验法，但在同情原则的论证方面，由于他不能够仅靠主观实验，而必须把主观的同情推广到客观的同情，推广到所有人的同情，所以，格伦·莫罗认为他使用了不同的认知论方法。


  第二个困难，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苏格兰道德感学派的另一个与此平行的方法论困难，也是我们今天仍然遇到的一个困难，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问题尤其突出，引发了所谓“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讨论。那时候知识分子讨论市民社会时有两个主要的维度，一个是国家对个人的关系，一个是社会对个人的关系，两个维度的核心是个人。市民社会的核心是个人，跟国家和社会都没有关系。中国人以前没有个人观念，引进了个人观念，才出现了个人对社会、个人对国家的关系。到了90年代，我们对这个讨论的内涵一目了然。因此，苏格兰道德感学派遇到的这个问题是有现代含义的。莫罗认为，这两种平行的困难有同样的根源，只要个人被视为自我完备的，就不仅不可能建立道德，而且同样不可能建立真实社会的秩序。因为道德是个人之间的，是主体间客观的，假如每个人都是完备的，社会也就失去了意义。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自我从来都不是封闭的，自我是社会交往每天每时不断被建构和重塑的自我。无论如何，莫罗的结论是，休谟的社会交往假说更贴近当代社会秩序的理论，我们刚才只不过是论证了这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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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rkcaldy，斯密（1723—1790）的家乡。

  


  斯密的《道德情操论》


  现在开始说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在斯密《道德情操论》的第六版出版之前，即他逝世前三个多月，在1790年3月11日巴黎的某份报纸上，刊登了这本新版《道德情操论》即将问世的一个消息（斯密曾在巴黎住了九年，在上流社会影响很大），当时西欧的有识之士、知识分子都是对新版（第六版）的《道德情操论》抱着很高的预期，认为这本书足以匹敌甚或击败孟德斯鸠的《法意》。众所周知，斯密受到了休谟的极大影响。休谟和斯密的私人关系很好，他们互为遗嘱执行人，谁先死了，后死的那个人就要执行他的遗嘱。不幸的是，休谟先去世了。为什么是“不幸”呢？下文还有交待。休谟对斯密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学说方面（例如货币数量论，自由贸易学说等），更体现在哲学基础和思想方法上。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更广泛地把休谟的同情原理运用到道德与正义的原则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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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密认为，我们全部的道德判断都是我们想像下述情境变换的结果，这一变换使我们把自己置于那一被置于我们的道德判断之下的人的情境中，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感受着他感受到的激情（passion）与情感（feeling）。我们施加给他的那种道德判断依赖于我们是否认同，我们处于他的情境内所感受到的那些激情与我们想像他所感受到的那些激情之间的相似性。当我们认同他的那些激情时，我们就倾向于赞许他。这是斯密的关于道德判断的思考，其核心思想是：道德判断依赖于我们推己及人的能力。斯密用非常精练的语言和清晰的逻辑，把休谟没说清楚的话在这里都说完了。


  斯密进一步说，只是通过这样一种使我们自己的个体性跨越其边界与他人的个体性相重叠的想像力，我们的道德判断才成为可能。请大家回忆一下胡塞尔的“生活世界交集非空”的假设，“与其他人的个体性相重叠”是一种想像，因为我们不是其他人，我们需要借助一种想像来进行道德判断。同情，即感受他人情感的过程，是道德生活的基础。但是斯密在此处并没有提供任何心理学和认知理论的论据，实际上他并不知道实验心理学的那些成果。他是凭直觉洞察到了这个基本原理一个体性跨越了自己的边界，到了其他个体性里面，建构出了其他人的情感，这种想像力是道德行为的出发点。


  无偏观察者的三个条件


  斯密在论及良知时更鲜明地釆取了道德判断的跨个体性特征。他认为，社会是显现我们自身的镜子，我们从他人的情感中立即看到了美德与邪念的全部特征的参照。这里引进了“无偏观察者”的概念，无偏观察者需要满足三个重要条件：第一，无偏观察者必须免于偏见（free from prejudice），第二，充分知情（fully informed）；第三，具有自己的个人偏好。斯密认为，良知是我们内心中满足这三个假设（个体偏好、充分执行、无偏性）的无偏观察者。“Conscience is merely our conviction of what this impartial spectator would sympathize with under as many specific conditions as possible.”——“良知是我们对无偏观察者在各种特殊的场合下的感同身受的确认。”这是斯密对良知的定义，非常重要。


  斯密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他从来不认为任何概念是绝对的，良知的权威也不是绝对的。斯密认为，那些特别强烈的情绪，可能使我们忽视无偏观察的感受，比如说你的亲人被人谋杀了，这时候你就可能和警察或者法官争论，因为你太激动了，这种激情会影响你的判断。斯密认为，尽管有这样一些例外，无论怎样，我们关于自己行为的判断来源于他人对我们的判断。


  道德秩序的经验性


  斯密说，道德世界有时候独立于个别人的思考，它关于错误与正当的标准来自它的意识之外的某种秩序，这一外在秩序不是柏拉图所论的独立于人性的形式理性或神定秩序。柏拉图有所谓“洞穴隐喻”，他说，一群人终生生活在洞穴里，他们只能看到洞穴墙壁上映出的影子，而看不到外面的太阳。真实的理念世界仿佛太阳，而虚假的现象世界仿佛洞穴里的影子。斯密不能接受柏拉图的这套古典主义的看法，秩序不是神定的，不是独立于人的形态。但斯密信仰斯多葛学派的天定和谐的神秘主义思想，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这两重影响使得他对于神定的和谐秩序深信不疑。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是有神学含义的，它有自然神学的基础。斯密认为，道德秩序外在于人，因为它是神定的，同时又内在于人，因为根据自然神学，它来自人类具体的自然体验。每一个人的道德判断都是他人道德意识的映照。对于斯密来说，道德内生于社会交往，它不是外在的，是内生的。所以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第七卷里面，用很多的篇幅来论述不同社会环境中的不同的道德体系。他认为，因为道德是经验性的，不是外生的、神定的，所以它是不一致的。各国之间的道德标准有巨大的差异，但只要符合同情原理，不同的道德体系也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经验主义的道德哲学的理论困难仍然存在，个体的道德体验，即便是无偏观察者的也好，还是很难被推广到普遍主义的道德律。当然，今天的经济学家，例如豪尔绍尼就基本上认定斯密的这个理论是对的。对于豪尔绍尼的看法，今天在经济学理论文献当中没有太多的争议，基本上都同意斯密—尔绍尼的无偏观察者的理论。


  休谟与斯密的差别


  斯密认为，无偏的观察者是永恒的、理性的，同时又是自然的同情现象的人格化。这是休谟没有提到的，休谟只是提到了同情原理。同情原理不能直接拓展为普遍主义的道德准则，在逻辑上有困难。斯密从社会的角度再次偏离了休谟的立场，返回到了个人主义的立场，从人格化的无偏观察者出发，重新建构了一套个人主义的普遍道德，这是斯密跟休谟的不同。如果我们细致一点，就能理解斯密和休谟的道德理论在这一点上的差别。


  斯密论述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各种中介群体，然后讨论了社会良心。我们很熟悉的费老（费孝通）早就说过，中国人的社会秩序是一圈一圈向外拓展的，像石头投在平静的水池里引起一圈一圈的水波纹一样。社会秩序从家庭群体内开始生长，然后到邻居和同部落里面的家庭，之后扩展到他的民族，最后达到宇宙的每一个角落。这是斯密在第六版的《道德情操论》的前言里最推崇的一种立场，也就是推己及人的世界公民的立场，这是斯密和中国思想相通的地方。


  斯密在建构了他自己的道德理论之后，明确批评休谟的道德理论在这一点上有问题。休谟认为，仁爱和正义这两种美德有巨大的效用（见第三讲），所以休谟直接用了utility（效用）这个词。斯密对道德认同的效用解释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没有这样一种效用。《科学》杂志2004年8月发表的一篇文章再次证明斯密似乎是正确的，我们在这里只能用“似乎”这个词，因为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定论。


  斯密晚年的保守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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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大革命

  


  斯密到了晚年有所变化，他更明显地转向保守主义道德立场。莫罗认为，这是因为当时发生了法国大革命。斯密是1790年逝世的，雅各宾执政是1793年，但是，到1790年的时候，法国大革命带来的破坏性已经初露端倪。斯密持保守的道德立场，不能同意法国革命的那种道德观念。他认为，法国人不可能通过理性设计得到道德。这影响到了后来伯克（Edmund Burke）的保守主义政治理论。斯密认为，现存的传统不能够被轻易推翻。这个立场和休谟的神学原理是一致的——人类太渺小，未必能理解神定的和谐秩序。法国人把一切传统都推翻，搞了一个文化革命，它带来的很可能是恐怖主义。对此，斯密是持批判态度的。莫罗认为，斯密和伯克都是与那个时代的政治保守主义传统相联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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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奇：斯密的反主流立场


  下面我们介绍英国科学院院士唐纳德·温奇（Donald Winch）的一篇文章，他最近还很活跃，是苏塞克斯大学的讲座教授。这篇文章发表于1992年的《历史研究》，题目是《亚当·斯密：作为政治经济学家的道德哲学家》。借这篇文章，我想强调斯密的反主流经济学立场。温奇论证，斯密不但是不赞同，而且恰好反对那些——“那些”指的是18世纪的，而不是20世纪的——理性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和基于“自利”假设的简约主义模型建构者。


  下面这段是1790年《格拉斯哥时报》（The Glasgow Times）的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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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密刚去世不久，资产阶级的《时代》这样描写格拉斯哥学院的教授亚当·斯密，说他在有产阶级当中十分受欢迎，在他当教授的这段时间，把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席改造成了贸易与金融教席，温奇认为这是对斯密的诬蔑。斯密生活的历史时期恰好是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斯密自己把这段时期称为“政治经济（political economy）对道德经济（moral economy）的胜利”，是商业社会的扩散过程。温奇这篇文章好在哪里呢？它比较能挖掘出斯密这样的首先是思想家的经济学家的深层的东西、深层的感受。亚当·斯密认为自利是社会和谐秩序的基础，但是到了1790年以前，新生的资产阶级社会变得十分残忍贪婪，这样斯密就很困惑。浙江大学罗卫东教授在他研究《道德情操论》的博士论文手稿里，记述了斯密的困惑：“我们应当赞美一个坏而勤奋的人呢，还是赞美一个懒散而善良的人？”斯密那个时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普遍感受到了这个悖论。


  据称，斯密为自己设立的历史使命是建立新兴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学和生理学，以及与之相应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史和病理学研究。因此，温奇说我们必须首先考察斯密的《原富》和《道德情操论》这两部著作之间的思想联系。今天，罗卫东教授基于在日本收集到的资料——日本人收集了休谟和斯密的全部手稿——作版本学研究。这些版本学的研究表明，斯密这两部著作是同时交错修改的，它们编织成一张密切契合的思想网络。这一事实推翻了所谓的“斯密问题”，不承认斯密忽略了他的这两部著作内在冲突的看法，这也是温奇的立场。我们在研究斯密的这两部著作的同时还应该注意斯密的其他手稿，比如哲学与修辞学手稿，以及最为重要的法理学讲义，这样才能形成对斯密思想的整体把握。


  我们的论述有一个明显的起点，这就是《原富》第四册论述的两个当时很流行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一个是重商主义的，一个是重农主义的。斯密对重商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持比较负面的态度，这个事实很重要。斯密对重商主义持负面的态度，从他对《谷物法》的争论中可以看出来。温奇认为，斯密在情感上疏远重商主义，他不喜欢商业，不喜欢重商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他在情感上更亲近农民，更亲近重农学派，这是一种朴实的社会情感。斯密在建构《原富》的时候，受到了法国重农学派的极大影响。


  赫莱纳：经济发展的道德条件


  这是第三篇文章，卡尔·赫莱纳（Karl Helleiner）是多伦多大学的教授。他现在相当活跃，最近在反全球化的运动中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折中角色。我们知道全球化运动中的反对派，经济学家里是斯蒂格利茨，所谓“全球化的不同声音”，在我的文章里出现过。一学派都是推崇全球化的自由贸易主义，然后有一个折中的派别，就是既不是绿党，又不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这位赫莱纳是折中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的口号是“回到苏格兰启蒙运动”，试图把全球化变得更文明一些（civilizing globalization）。他强调弱势群体对国际秩序的参与。这篇文章的题目非常好——Moral Conditions of Economic Growth（经济发展的道德条件），发表于1951年，正是麦卡锡反动时期，美国的经济秩序、社会秩序都面临挑战。这时的政治空气极其压抑，经济上则放任自流。赫莱纳提出来这样两种看法：（1）禁欲苦修的含义是什么；（2）什么是合道德的经济行为，进而探讨了经济增长的道德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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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莱纳把财富定义为满足个人要求的能力。这是一种“能力”定义，也就是说，财富是一种潜在的有待实现的能力，当然它未必一定是，它只是一种潜在的capacity。赫莱纳论证，财富作为一种能力，必须要与每一个人欲望的强度和数量相平衡。他的意思是说，不能够无限地扩张这种满足个人要求的能力，而还有一个途径是要减少欲望，这样的话，总会有那么一个时刻，财富对你的边际效用等于0。这个零边际效用点我们叫做bliss point（极乐点）。达到这个零边际效用的途径有两条：第一是追求对物的控制，这时人就变成物的奴隶；第二是获得对自我的把握。这个“对自我的把握”我不知道该怎么翻译，还是英文更好一点——by gaining mastery of oneself。物质财富的增长是否让我们更加幸福？赫莱纳认为，物质财富的增长是否能够让我们更加幸福，依赖于至少两项至今未表明得到满足的条件。其一，依赖于人的欲求的道德特征。满足非义的欲求的能力的极大增长，意味着悲惨状况而不意味着更好生存。能力本身的增长是无目的的，我们必须追问这个增长的目的，于是就必须讨论欲求的道德特征。他紧接着问了一个小的问题——他没回答这个问题——“谁能够判断我们一切欲求的明智与否呢？”这是一个只有上帝才能回答的问题。其二，依赖于每一个人的欲望在数量和强度方面的变化率。这个问题今天还是研究的前沿，就是主体间效用的可比性，因为我们讨论的是社会财富的增长，所以这两个问题都很重要。


  主体欲望的强度是第二个条件，这个条件呼唤我们开发一种潜在的精神力量，它涉及禁欲苦修的完满状态，而这包含着种种实践技巧。这个作者很注重实践。我们可以举个例子说明什么是“禁欲苦修”：大家都知道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杜威比实用主义第二代大师威廉·詹姆士多活了将近半个世纪，活到了80多岁。杜威到中国两年，去了很多地方，还是那么健壮。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能这么长寿？他回答说，他每天上午思考问题，下午实行亚历山大实践法。什么是亚历山大实践法？根据《杜威年谱》，亚历山大是一个气功大师，他教给杜威一套健身法，类似于东方的瑜伽。什么叫禁欲苦修？你看看杜威的生活经历就可以知道，它是一种实践技巧。赫莱纳认为，禁欲主义的实践者学会了如何把握自己的灵魂或者肉身。


  对禁欲苦修的介绍，在咱们中国人看来有点小儿科，但西方人确实不理解，于是赫莱纳才在顶尖的历史杂志上介绍“什么是禁欲苦修”。其实，传统的中国人了解最多的就是这一套东西，练气功的人们比赫莱纳知道的“实践技巧”要多得多。禁欲苦修，不但能更使人保持最低生理水平的物质消耗，而且进一步地，可以控制对于权力和荣誉的追求的欲望。它是一种抵制经济进步的途径。到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基本上是在反全球化，反经济增长，或者是在零增长、零边际效应这个立场上来讨论经济进步，所以有这个结论。经济苦修占主导位置的社会，其实就是他理想中的印度社会，或者甚至是中国社会。相比而言，这些社会缺少创新和积累的冲动，他认为这样反倒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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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壁鸠鲁

  


  赫莱纳认为，禁欲苦修的态度可以由宗教情感和信仰激发出来，也可以与享乐主义哲学相联系，这里的享乐主义指的是伊壁鸠鲁的享乐主义——伊壁鸠鲁认为，最大的快乐来自欲望的节制和心灵的宁静。“把握自己的激情与欲望”的观念来自印度教的生活态度，以及伊壁鸠鲁和斯多葛学派，斯多葛学派是对斯密影响最大的思想传统之一。


  赫莱纳进而探讨了资本主义的情况：在资本主义社会，任何允许和鼓励增加其成员欲望强度的社群都将被激励出强烈努力去达到对物的日益增强的控制，各种满足欲望的嫉妒和制度把社会划分成阶级和等级，于是，社会由于追求欲望而得到发展。反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家们，煽动非特权阶级的激情与欲望，结果革命成功，导致更强烈的欲望，而不是禁欲社会，在和平时代，只要人们追问生活地位，基于嫉妒，就总想对现行的财产与收入分配做些什么。他认为这些都是负面的情绪。作者认为，斯密对人类普遍和持续的改善生存条件的努力持有的乐观态度未必永远恰当。如上所论，对财富的积极追求使人们日益迷失了自己，以致不再转而寻求控制欲望本身。作者在这里所提出的问题，其实也是斯密晚年深感困惑的问题。


  斯密《道德情操论》的大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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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来看斯密《道德情操论》的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我们不介绍主要内容，留给大家自己学习，因为这本书有中译本，是蒋自强、钦北愚等人翻译的。根据格拉斯哥版《道德情操论》编者导言，斯密的学生在一封写给巴肯伯爵（斯密的赞助人）的信里面，描绘了当时斯密讲课的情况：斯密讲课时从不看讲稿，只是在讲台和教室里上上下下边踱步边讲课，非常自如。他的《道德情操论》最后一部分（第七部分）的内容，即“各种不同的道德体系”，其实是他早期在格拉斯哥大学的伦理学讲义的第一部分。根据“导言”作者们的考证，斯密在授课时以伦理学史为切入，先介绍各种不同的伦理学，然后才讨论到他的老师哈奇森和他的密友休谟的伦理学观点，最后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的观点，即基于同情的无偏观察者的、个人偏好的、充分知情的道德理论。但是，在他发表这本著作的时候，他把前面那些部分，包括道德体系的历史介绍、休谟的和哈奇森道德哲学当做全书的附录，他自己的理论则被放在正文之中，这个顺序和他思考的顺序刚好是颠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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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密之死


  根据约翰·雷的《斯密传》第三十二章“斯密的最后几天”，斯密死于1790·年7月17日。他死前的三个月，巴肯伯爵去看他，说：“My dear Doctor, I hope to see you oftener when I come to town next February”明年2月（1791年2月），我希望回来时还能看到你。但是，斯密回答说：“My dear Lord Buchan, I may be alive then and perhaps half a dozen Februaries, but you never will see your old friend any more”——他已经知道自己死期将近。斯密死前的一天是个星期天，他像往常一样请客，此时，由于长期患病，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朋友们都劝他到床上休息。他说：“也许我们再见面就是在另一个世界了。“And he retired to bed about half-past nine, as he left the room he turned and said.“I love your company, gentlemen, but I believe I must leave you to go to another world”晚上九点半的时候，当他离开这个房间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回过头来说：先生们，我爱你们，但我将离开你们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不同的版本字句不太一样，但是都表明这样的意思，即斯密预知了自己的死亡。


  斯密比休谟去世要晚很多，这对我们后来的人是一个损失。《斯密传》的最后一章提到，他从在爱丁堡大学当助教，到在格拉斯哥大学当教授的十几年里，始终积累着自己的手稿，一共积累了16卷。在他即将去世的时候，他反复提出要求，让他的两位密友到他家里烧掉这些手稿，这两位密友当然很崇拜他，不像休谟是比较平等的朋友。但休谟早就去世了，比他早走了14年。直到他死前的一个星期，斯密非常焦虑不安，无法做其他事情，就派人把这两位朋友再次叫到他家里来，让他们务必照着他说的做——他之前在给休谟的遗嘱里面，要求休谟把他的16卷手稿尽数烧毁，不能看（without any examination）。只留下了一篇，一个断片（fragment），是关于天文学的历史的。斯密只从16卷里挑选出来这一篇，认为是可以发表的，所以今天研究斯密的人都非常重视这篇天文学手稿里他对牛顿思想的重新阐释，因为他是深受牛顿影响的。这16卷手稿就这样都被烧掉了，目击者说：“Smith's mind seemed to be greatly relieved”。斯密如释重负，从此不再焦虑，过了一个星期他就去世了。今天的人很少知道斯密的生平，有一位女作者说，她对斯密知道得太少，斯密的生平都被烧毁了，他不想让我们知道。


  拉斐尔和马克蒂论斯密的两张面孔


  斯密思想的关键词


  斯密给我们留下了两本主要著作，即《原富》和《道德情操论》。很多学者都说，斯密有“两张面孔”：在《原富》里，他鼓吹的是人类的自利本性对资源有效配置与人类社会和谐秩序的贡献；在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里，斯密似乎是为同情心而不是自利心作辩护，试图论证上帝先定的和谐秩序。我们前面通过三位作者的三篇论文，大致上刻画了这两本书之间的思想脉络，试图把它们当做一个整体来解释。这个整体解释的关键在于：如何从一种主观的个人主义的立场，推演出客观的、普遍主义的道德立场。前面三篇论文的作者以及其他较为熟悉斯密的论者，都注意到斯密用了四个关键词：第一个是impartial，即无偏的，第二个是fully informed，我翻译为“充分知情”，它不等同于“完备信息”；第三个是sympathizing individual，注意斯密在这里既用individual强调了个人偏好，又用动词sympathizing强调了个人所具有的同情心。所以这四个动词把我们从个人主义的主观立场带到《道德情操论》的世界公民的普遍主义立场，这是理解斯密整个体系的四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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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密思想的源流


  拉斐尔和马克蒂是研究斯密思想的权威，他们为格拉斯哥版《道德情操论》写了“导言”，在导言中，他们介绍说，斯密的伦理思想和经济理论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基督教的，一个是斯多葛学派的。《道德情操论》第六版最明显地反映出斯密受到斯多葛主义的自然神学的和谐秩序的影响。同时，斯密的经济学和道德哲学受到他的老师哈奇森的基督教美德论的影响。所以，斯密的学术思想是斯多葛主义伦理学和哈奇森的基督教美德的论述相结合的产物。这样一种结合导致一种信念，导致斯密烧掉了自己的手稿。所以，我们现在无从详细论证这个观点，只知道他在格拉斯哥大学多年的讲义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所谓的“第一部分的手稿”是自然神学，即斯多葛学派和哈奇森的基督教思想；第二部分是道德哲学，第三部分是法理学手稿，即斯密的正义理论；第四部分才是经济学手稿。斯密始终认为，《原富》是一部远比《道德情操论》低级的作品，他对自己的这两本著作的评价不是很公正。


  由于斯密关于“自然神学”的手稿已经被烧毁，所以，我们只能从研究者们的论述中来阐释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含义。我们可以看到，斯多葛学派关于宇宙的先定和谐的理念，构成了这两本书的共同的哲学基础。这一看法重新解释了“看不见的手”的含义，“看不见的手”指的是：世界上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的和谐秩序设计的一部分，哪怕这件事情是邪恶的，比如说人的自私自利的本性，这是斯密的信仰。只不过我们不理解某些事情（比如自私自利）在神的体系里面的位置，所以我们盲目批评它们，其实，理性的运动就在于让我们能够理解例如“自私”这样看上去不好的事情，其实是神的设计的一部分。这是亚当·斯密深受斯多葛主义影响的一部分。


  [image: 175-01]


  那么，神的先定计划是什么呢？当然，他不会这么狂妄，说他洞悉神的计划。他只是了解到了“同情心”和“无偏观察者”这两件事情，这里的“同情”和“无偏观察”都和斯多葛思想有密切关联。在斯密自己写的第六版《道德情操论》的序言里强调，他多年以来最喜欢的一个理念，就是斯多葛学者坚持的所谓world citizen（世界公民）这个概念。在茫茫大海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world citizen。“世界公民”这个理念，在今天显得格外重要，在地球变成一个村落的时代，它超越了民族主义的立场。


  《道德情操论》论同情


  我们都读过了蒋自强老先生翻译的《道德情操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一段，今天我们看格拉斯哥版的英文，也是这一段。它的第一句就暗示了斯多葛信条——how selfish soever man may be supposed。soever是what so ever，就是不管你，怎么定义、理解人的自私本性，there are evidently some principles in his nature。斯密指出，很明显地，存在着深植于人类本性当中的一些原则，但是他在这里没有说明这个原则是什么。他指出，这个原则的后果是什么呢？Which interest him in the fortune of others，它让你不得不关注其他人的幸福。And render their happiness necessary to him, though he derives nothing from it except the pleasure of seeing it，虽然给予其他人幸福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成为我们的一种必要选择，但我们其实没有从其他人的幸福当中得到任何报偿，除了有一种看到他人幸福的快感之外。然后，斯密进入他的同情的理念，就是of this kind if pity or compassion, the emotion which we feel for the misery of others，对于他人的苦难我们感到同情，这是典型的希腊意义上的sympathy。我们解释过了，就是sym+pathy，这是一种对于他人的苦难（而不是幸福）的怜悯和同情的情感。这种非对称性是他和休谟的区别。我们说过，休谟试图修改希腊原文意义上的sympathy，使它变成更广义的概念，从而解决经验主义伦理学的逻辑悖论、逻辑困难，但是斯密不走这条路，他直接回到了希腊文的原意。


  斯密在第六版《道德情操论》的广告里宣传这一版的《道德情操论》。如我们上面引的1790年法国的那份报纸里说的，他要解决或者说部分解决关于法律与政府的诸多问题。《原富》解决了一部分政府的和一部分法律的问题，《道德情操论》又解决了一部分政府的和一部分法律的问题。我们可以说，交错修正的各个版本的《原富》和《道德情操论》构成了一个整体。这两位作者在这里再次论证，斯密只有一张面孔，他的两部论著的思想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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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农·史密斯对休谟和斯密的修正


  下面我们介绍弗农·史密斯在1997年（史密斯于200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下文是他1997年在南方经济学会的杰出客座演说）发表的《亚当·斯密的两张面孔》。他的思考还是很深入的，对于弗农·史密斯来说，所谓“斯密的两张面孔”是一种误解，斯密始终只有一张面孔，即相信人类社会交换系统是先验自发的和谐秩序。他抓住了斯密的先定和谐论的要点，认为理性的任务只是对此加以论证。当代的经济学家能这么理解亚当·斯密是不容易的，他在得奖之后调到了布坎南任教的乔治·梅森大学，现在不在亚利桑那大学了。


  社会交换的意义


  在这篇文章的第一小节里，弗农·史密斯介绍了这样一种看法：社会交换（social exchange）远比任何市场行为都早，它起源于猿变为人之前。也就是说，在人类诞生之前就有了社会交换。晚近的动物行为学研究表明，黑猩猩（与人类的基因图谱最接近的动物）的社会里存在着基于“对等性”（reciprocity）的交换（关于“对等性”概念的解释，见本书第一讲［上］）。这一小节的题目叫做reciprocity in Chimpanzee Communities。对等性的交换在黑猩猩社会里就存在了，弗农·史密斯区分了两种对等性，一种是positive的——建设性的，或者说是正面的对等性，还有一种是negative的——负面的、对于不合作行为的惩罚。如果动物行为学的这个报告确切的话呢，这样两种社会交换行为模式，就是正面的和负面的，或者说建设性的和惩罚性的对等性行为已经存在了600万年——在工具和火发明之前，甚至在人从四足猿变成两足猿之前。建设性的对等主义在桑塔菲学派的文献里也可以叫做对等利他主义，所以弗农·史密斯在这里也用了“对等利他主义”这个表达方式。在一个比较大的群体里，比如说大于6个人的群体（我们通常认为大于6个人的群体合作超过了家庭合作的范围，即合作秩序扩展到了家庭以外，这是桑塔菲学派的计算机仿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假设之一：群体规模一定要大于6，小于20），在这样的群体规模里就难免会遇到免费搭车的人（free rider），如果免费搭车出现了，根据这篇文章里引的很多仿真实验，我们会发现它有一种入侵性，可以逐渐取代“对等利他主义”。所以“对等利他主义”不能成为稳定的演化策略。这样，负面的、惩罚性的对等行为就非常重要。作为建设性的对等性行为的社会契约的执行机制，惩罚性的对等行为有可能更早出现。弗农·史密斯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论证了惩罚性的对等行为在建设性对等行为出现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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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密在《原富》第一卷第二章第一节里论述过，分工当然有三大好处，但是分工如何能够实现？是通过交换。交换是怎么发生的？斯密说我们是有交换天性的，我们从来没见过两只狗交换骨头，但是人处处都在交换。弗农·史密斯是借着这个论点往下论述：理解我们人类的交换天性，关键在于理解我们的reciprocity，即对等行为的能力的演化过程。这就进入了演化的过程，不再是静态的逻辑论证，后者构成远比贸易更悠久的社会交换基础。


  弗农·史密斯在第二小节介绍：250万年前，人类祖先演变至以扩展型小家庭和部落为单位的制造工具的狩猎和根块釆集生物。人类的祖先演变为扩展的小型家庭（就是我刚才说的6—20个人），之后扩展到了更大的群体（部落），一万年前，他们放弃了数百万年的生活方式，开始定居下来，终于进入了所谓的农业时代。下一节的小标题是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Mindreading”。这两个关键词最重要。演化心理学是一个关键词（见本书第一讲［上］），然后是mindreading——他心阅读。为什么叫他心阅读？Mindreading不是读你自己的心，因为你知道自己的心里想什么，mindreading指的是你有能力读他人的心，你知道别的人心里想什么。这种能力在休谟的论述里已经潜含着了，但是没有科学根据，到了弗农·史密斯这里，由于演化心理学的建立和近十年的发展，我们有了大量的数据来论证：在人脑的limbic system（边缘系统）里，有解读他人的心理过程的机制。


  弗农·史密斯在这里的洞察力在于，他从演化心理学出发，以科学的论据论证了人类存在“他心阅读”的能力。这在认知科学里被称为the theory of mind，你见到这个词，千万别翻译成“心灵理论”，那就错了。The theory of mind在认知科学里面被称为“他心理解力”或“他心想像力”，弗农·史密斯提出，演化心理学和他心理解力对于作为自然秩序的（按照亚当·斯密的提法）产权结构或者财产权利具有重大意义。2000年，他在乔治·梅森大学创立了“神经元经济学（neuro-economics）研究中心”，全力以赴地研究这件事情。


  我们看一下他的思路，弗农·史密斯认为，猿和人类最早根据话语和行动预测他人行为，以“自我”意识去感通他人心灵，这样形成关于“他心”的“想像”。实验表明，人类本质上既是自我关注的，又是关注他人的，这里的“自我关注”和“关注他人”是休谟和斯密早就提出过的看法。弗农·史密斯提出这样一个非同小可的命题：恰好因为“非合作”行为的普遍性，所以才有超越私人关系的市场。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这个命题，我也一直持一种保留态度，他的这个实验还没有说服我，但他认为他的实验表明了这一点。理解这个命题的关键就在于理解他把对等性分成了positive和negative两种，这是桑塔菲学派的贡献。弗农·史密斯认为，非合作行为不是惩罚对等性而是建设对等性的缺失，非合作行为不排除存在惩罚对等性，这就导致了关于第三方惩罚的脑科学实验。第三方惩罚是指：第一方和第二方签订了契约，但是如果两方有任何一人违反了这个契约，有一个与合同利益无关的第三方（例如法院、政府、黑帮或者氏族酋长）介入进来，惩罚违约的一方。第三方惩罚有各种各样的社会理论意义。下面我们介绍与此相关的几篇文章。


  最后通牒实验和市场交易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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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看他这三组实验。这三组实验都是基于“最后通牒实验”，在这个实验里，实验者告诉两位受试者，比如说A和B，你们两个人分10美元。先由A提出建议，这10美元里面A打算分多少，比如，A分8美元，B分2美元。B有权拒绝，如果B拒绝了这2美元的收入，实验者就收回这10美元，A和B一分钱都得不到；如果B接受了，那么A和B各自得到8美元和2美元。当然，从理性的角度，得到2美元总比分文没有强，所以，理论上，B应当接受A的提议。之所以叫“最后通牒实验”，是说A给B最后通牒，接不接受是B的事，如果B不接受，两人就谁也得不着，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实验当然是很简单的，它也是实验经济学家、社会理论家做得最多的一种实验。


  弗农·史密斯做了三组实验：第一组是完全随机的配对，受试者是他从大学在校生里面按15美元一小时募集的。被试者先在什么房间里集结，如何在荧光屏上显示实验规则等细节，我们就不说了。我们看左边的结果：当两个人随机见面、不可能建立同盟关系的时候，横轴上表明A（建议者）分给B1块钱、2块钱、3块钱……纵轴上标明的是所有的offer的总量分成两部分，比较淡的这个灰色是接受的比例，黑的表示拒绝的比例。第一组实验跟后边这两种实验相比，被拒绝的非常多。如图，在A分给B3美元时，拒绝的比重相当大；在4美元处，仍然有很大的拒绝率。当然，最能被接受的分配方案是公平分配，每人拿5美元。如图，没有人拒绝这个方案。


  后面两组实验是弗农·史密斯创造的，其他的实验经济学报告里面没有这两组。弗农·史密斯因实验经济学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这方面非常有创造力。在第二组里，他引入了所谓“财产权利”，记住他刚才的那个命题——由于不合作，才有了市场经济。更贴切地说，由于正面利他主义的缺席，所以有了市场经济。在他这个实验里，是通过智力测验来确定财产权利的。让两个人先做一个五分钟的智力测验，看谁分高，产权就归谁所有。谁拿走这个财产权利，就在随后的试验里扮演A这个角色，他来分蛋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没有任何一个人拒绝A的分配方案。所以，产权给了强者以后，强者哪怕只给你2美元，他要8美元，你也觉得还行，可以接受，比一分都不给你要强点，所以就不拒绝。在第二组实验里，峰值不是出现在原来的5美元这个地方，而是出现在4美元，也就是说，智力测验得分高的人觉得自己理应拿大头，得60%。这时，社会分成了等级，你能看到这个社会的结构。


  最有意思的是他设计的第三种制度。弗农·史密斯这次来北大，在餐桌上还津津有味地向我介绍这套制度。为什么呢？因为这套制度含义太多，而我对他概括的含义始终不那么信服。第三组实验相当复杂：随机选的两个人配对好之后通过一个智力测验，优胜的那个人拿到了分配10美元的财产权利，然后，他拿这权利到拍卖市场上去拍出一个价格，因为这个权利总共值10美元，所以他可以叫价10美元，当然，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有人买这个权利了。A可以拍卖这份权利，当拍卖完这个权利之后，谁拿到这个权利，就由谁来分这10美元。实验结果是这样的，首先，峰值不再单独出现在4美元这个点上，而是平摊到了2，3，4美元。为什么呢？因为分钱的人先花了一定的钱买这个分资产的权利，买到以后他当然不会把小头给自己留着，他得补偿他那部分费用。所以，他提出的划分建议以2，3，4美元为主，此时拒绝率为0。到了1美元的时候，我们看到出现了拒绝，因为这方案太不公平了。弗农·史密斯怎么解释这一现象呢？他认为，产权和关于产权的交易市场，尤其是自由交易市场（即不扭曲的市场），极大地有助于消除惩罚性行为。第二方拒绝的行为就叫做惩罚性行为。惩罚是有成本的，你拒绝一个2美元的分配，成本就是2美元。如果拒绝，你就得不到这2美元了，虽然另一方的成本更高，是8美元。弗农·史密斯在这里没有研究第三方惩罚，他在这三组分组实验中得到这样的结论，产权和交易极大地有助于消除第二方的惩罚性行为。这就论证了他提出的命题：由于不合作，所以有市场，当然我个人对此还存在一定的疑问。


  独裁者实验对同情原理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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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弗农·史密斯做了独裁者实验。独裁者实验比最后通牒实验更简化，但它的含义可能更复杂。独裁者实验是说：分10美元的这个人是独裁者，他不许你拒绝，在这里，B的拒绝权利被取消了。这时候，A要分给B多少钱，完全凭借他的“第一方惩罚”，即道德自律的监督，而没有第二方惩罚。弗农·史密斯区分了两种情况：第一组人相互之间面对面，好比你是国有企业的工人，有一个分国有资产的人，他说：“你下岗吧！”一分不给，你就得下岗，没得说。他说：我赎买你的工龄，1年工龄1万元人民币，50年工龄就让你拿50万。广东就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分布比较均匀，没有比较明显的模式，只有一个模式比较明显：分给另一方6美元以上的人很少，这很容易理解，因为A是独裁者，他凭什么给自己留小头呢？总的来说，分配还比较公平，分蛋糕的人还比较有良心，至少，他的“第一方惩罚”在他内心还起作用。到了第二组实验就有意思了。第二组实验是：两个人分别在两间房子里作这个博弈。这个独裁者根本不见面，他在一个暗室里头定国有资产瓜分方案，让国有企业工人下岗就下岗。结果我们看到什么呢？最常见的方案是0美元，那就是一分不给让你走人，我们看到了完全不受道德约束的个人行为。


  这两个实验的意义非常突出，当两人完全不见面时，独裁者成为完全的自私利己主义者，不再有同情心。弗农·史密斯用这个实验反驳休谟、斯密的同情心原理。我们在刚开始讲课的时候说过，当代科学实验对休谟和斯密的理论或者基本立场有修正，指的就是他这个实验。以上我们只是转述了弗农·史密斯教授的看法和他的实验，并不要求大家全盘接受他的立场。我连他的命题到底是什么意思，也还没想清楚。所以你们要自己开动脑筋想，想清楚了我们再讨论。


  弗农·史密斯教授进一步论述，我们的意识使得“他心阅读”、对等性，以及全部社会交往在直觉中具有了意义。注意，我们的直觉是不通过大脑的，它是“边缘系统”的反应。儿童最富于这种“他心认知”的直觉，全部社会交往的基础都从这里发生。人是独一无二的具有他心理解力的物种，到今天为止，生物学家没有找到其他物种有他心理解力。我们能够发展出他心阅读能力，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在直觉中把握住对方的合作意向，这是科学的论证，不是哲学的论证。弗农·史密斯说：“实验表明，我们对他人的关注来源于我们对自己的关注。”我们大部分人，包括我的好朋友们都会同意这句话，但是我在这里还存在疑虑。大概连孟子都同意这句话，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我们对他人的关注成为社会交换过程中的对等性要求的基础。米德在1930年的著作《心灵、自我和社会》里强调，自我是在跟他人交往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起来的，根本就没有一个纯粹的自我。我没想清楚，主要是因为我注意到了米德的这个看法，它好像更具说服力。然后，弗农·史密斯再进一步阐释他的实验的含义，独裁者实验表明，“如果我们不在社会情境内，则我们对他人的关注将会消失，我们看到的，将是赤裸裸表现出来的自我关注行为。”斯密恰恰打算把每个人的利己之心与其同情心之间的表面冲突视为上帝的伟大设计的一部分，可是史密斯等人的实验结果不支持“利他”效用的休谟—斯密假设。这里，弗农·史密斯对斯密和休谟作了修正，这是一场跨越了200年的对话。


  弗尔（Ernst Fehr）对第三方惩罚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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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好友、现在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的柯荣住前两天转发给我弗尔教授（柯荣住现在正在修他的课）2004年3月发表在《演化与人类行为》杂志上的论文。我关注的很多科学文献都是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的。弗尔研究的是我们刚才介绍过的第三方惩罚问题。他用了独裁者实验来作为研究的基准。如图所示，独裁者A具有分100美元的权力，横轴表示独裁者分给另一个人B的份额，纵轴是当独裁者提出分配方案时，受到第三方惩罚的概率有多高。图中黑三角的连线代表第三方惩罚的概率，白三角的连线代表第二方预期的第三方惩罚概率。我们看到，当独裁者只分给另一人0美元的时候，第三方惩罚的概率达到65%，同时，有85%的第二方希望分配者会受到惩罚，这中间有预期的差异。当分配方案不公平的时候，真正第三方动手惩罚的概率比第二方预期的稍微低一点，但还是很高。到什么时候开始下降呢？——当独裁者切分的比重降到30%左右的时候，惩罚的预期和实际惩罚都开始下降。当独裁者对半分钱的时候，第三方惩罚降到最低点，第二方对惩罚的预期也降到最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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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的图也取自2004年3月发表的那篇文章，它描绘了一个独裁者是怎么想问题的。这个独裁者如果按照横轴所标定的这个方案分配，比如说10%给工人，90%给他自己，那么他会把所受到的惩罚给他带来的成本作为他这个分配方案的一种成本，由此算出来一个净收益，叫做独裁者预期收益（expected payoff of dictators）。横轴是切分方案。这时我们看到，在分配份额小于50%的时候，也就是偏于不公平的时候，独裁者本人预期相当高的惩罚。当他的分配方案更偏向于弱势群体的时候，他的预期惩罚减少。这是作者的第二个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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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他性惩罚的神经基础


  这篇论文是更新的文献，它来自弗尔教授的个人网站，发表于2004年8月的《科学》杂志，题目是《利他性惩罚的神经基础》。利他性惩罚在弗农·史密斯的分类里面叫做“负面的对等性”。这篇文章利用了脑科学的成像技术来作人类行为学的研究。这些实验是在苏黎世大学完成的，那里是地球上人类心理学的大本营，弗洛伊德、荣格都在这个学校作过研究。利他性惩罚这种行为分作两类：一类是付诸行动的，真的付出代价去惩罚不利于社会的人，例如，一个记者路见不平，结果被人打死了（此例见本书第一讲［上］）；还有一类叫做symbolic punishment（象征性惩罚），比如诅咒，我在家里扎一个偶人，或者在心里咒人早死，出门遭雷轰，这些都是纯粹的符号性惩罚。符号性惩罚当然对恶人无损，但也算是利他惩罚行为。科学家们首先在定义中区分了这两类不同的行为，但实际上，到底是真的惩罚了某个恶人，还是在想像中惩罚了某个恶人，在我们的大脑成像里面很难区分，虽然这两种行为在行为学上非常不同，一个没有后果，一个是真的惩罚了对方，有了后果。


  这些科学家们用了PET（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正电子散射X射线层析术）来进行成像研究，PET这种仪器不同于最流行的核磁共振脑成像仪。它有一点入侵性，要注入H215O同位素，利用它的放射性看受试者脑区的激活情况。PET和核磁共振是目前能够相互结合研究脑行为的最重要的手段，国内更常见的是核磁共振。很显然，事实上的惩罚总是伴随着符号性的惩罚，即你在惩罚某人的时候脑子里头必然同时存在符号性的诅咒行为。科学家们发现，当我们进行利他性惩罚时，边缘系统里面的尾状区（caudate system）被激活了。这个尾状区很著名，在讨论“自我意识中枢”的时候，科学家们猜测，自我意识中枢就在这个区域。现在看来，控制惩罚的中枢也在这个地方，现在，我们还不是很清楚到底怎么作更进一步的区分。总之，他们发现的就是这个尾状区激活的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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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这个脑图。正中间是我们大脑的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你从两个耳朵穿一根线，线的正中间差不多就是limbic system。如图所示，利他惩罚机制位于我们脑的深层结构，几乎不受理性计算能力的控制。逻辑思维的脑区在前额叶，与它的位置完全不一样，这种惩罚机制是在边缘系统发生的。高亮度的这个区域是统计显著区，科学家们在不同受试者的激活位置上都标一个点。一组15个人，标了15个点，都集中在边缘系统上部，这个结果在统计意义上是很显著的。边缘系统是我们情感和记忆的中枢，同时又负责我们和外界刺激信号的直接联系，再往上传达到大脑皮层的理性中枢。在边缘系统和大脑之间有一个薄的网格状皮层，叫做尾状区，科学家们检测，最强烈的对等性惩罚的出发点是从此发出的。与此相关的文献综述，大家可以阅读我为《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4期写的综述文章《理性选择与道德判断》，里面综述了大约50篇最新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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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价值理论


  （2004年10月30日）


  塞瓦尔的《亚当·斯密之前的价值理论》


  今天我们来梳理价值这一概念的发展史，侧重于介绍“价值”概念在思想史上是如何演进的。我们的讨论仍将追溯西方思想的源头，从古希腊开始——要研究好思想史，就要像研究经济史、社会史一样了解当时的历史，同时还需要站在当代角度的反思性叙述，这两方面是缺一不可的。这一讲主要侧重于斯密之前的价值理论，斯密之后的价值理论，将在以后几讲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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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所给出的地图是公元前1100年的希腊文明地图，当时，迈锡尼文化接近尾声，趋于瓦解，从那时候起，希腊经历了类似欧洲中世纪的黑暗年代，进入了荷马史诗的年代。


  [image: 192-01]


  论文《亚当·斯密之前的价值理论》长达128页，是一篇综述性的文章，涉及以上年代的字源学考证，它是我们这学期学到的最长的文献，原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现在称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01年时，称为《美国经济学学会会刊》［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上。作者汉娜·塞瓦尔（Hannah Robie Sewall）是一位女经济学家，有关她的传记材料很缺乏，我在明尼苏达大学的校史里找到这样一份材料：她于1899年从明大获得博士学位，是明大最早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之一。本文的第一部分专门讨论16世纪以前的价值理论。从亚里士多德到1500年中世纪结束，在接近2000年的时间里，学者们关注的是事物本身的价值，所以她用“物的内在价值”，包括劳动价值和其他的内在价值，来概括这近两千年的价值理论。


  古希腊人的价值理论


  首先，塞瓦尔介绍了古希腊的价值理论。古希腊人的价值理论不是反思的，不是亚当·斯密和康德式的。古希腊人是一个实践的民族，他们关心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扮演，他们的道德观里没有今天这样的扭曲了的道德观念。对希腊人而言，只要把自己的社会角色扮演得十全十美，或者是英雄人物，或者是哲学家、政治家，只要扮演得好，就符合了道德和正义。考古发现并不能证明希腊人是这样的一个民族，很大程度上，我们是通过对“道德”和“正义”，主要是对“道德”这个词的字源学考察得到这个结论的（参见第三讲）。从1930年到现在，学者们都接受了字源学的论证方式。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回到远古，看到文字承载的、还没有被尘土遮蔽了的涵义。在出土文物中，我们看不见这样的涵义。


  今天，我们相信，古希腊人的道德观念跟我们有着极大的不同，他们关注的是“角色扮演”，由此引出了一些实践问题，包括经济价值问题。当时希腊人的价值理论，主要是“等质等价”——商人不应当卖高价的物品，因为大家都有对质量的评价，如果价格不符合商品的质量，就说该商人不正义。整个中世纪价值理论的发展都跟这句话有关，“It was commonly held that the price ought to correspond to this quality, but that it often did not”——希腊人是实践的而非理论的民族，他们价值理论与道德和正义密切相关，“价应当与质所值相当”。在古希腊，所有的人都认为价格应当与质相一致，但没有人问这样的问题：什么是质？什么叫“价和质相符”？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刚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走出来的时候，也问过同样的问题。这是价值理论的根本问题。经过中世纪的发展，到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年代，这个问题依然主导着经济学家的思考。到了新古典时代，经济学家们放弃了这个问题。但是全盘抛弃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有道理？经济学思想史的主要任务就是反思，也就是批判性地思考当代的各种思潮，比如，今天经济学普遍认为没有“价格和质量的符合”这样的问题，一切都由供求决定，但是真的如此吗？未必。我们通过塞瓦尔文章的论述和当代的看法，或许能获得一些新的立场，即所谓正义价格（just price）。希腊人知道实践的理念——道德和正义，价格和其他的一切，如自然秩序，都应该符合正义和道德，这是古希腊价值理论的核心问题。重复一遍：今天我们全盘放弃这个问题未必是正确的，当代流行的理论未必是正确的，后来的人将会批判当代的理论，只是今天我们缺乏反思精神，很多人都不对此问题进行批判，如果你活在当代，而且反思了，那么你就生活在未来，这就是生命的延长。


  在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900年，迈锡尼文化被不知晓的原因毁灭，在留下的焦土之上覆盖着荷马时代的希腊文化，那是公元前7、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已经过了500年，中间是一个谁也不知晓的、丢失了的年代。在《荷马史诗》里，价值的希腊文是[image: 193-01]或者[image: 193-02]，意指荣誉（honour），其第一含义是英雄史诗里于礼物交换的描述，两个国王之间互换礼物的时候实际上是给对方honour，要是我从对方那里获得一个美丽的女奴，我还赠给对方一个丑陋的男奴，那就等于是自贬身价。价值起源于荣誉，这是最早的价值理论。荣誉是什么呢？根据《牛津中级希腊文词典》，荣誉与道德（ethos）扮演者的嘉奖关系很密切。荣誉是对具有最完满道德人格的角色扮演者的嘉奖，这个嘉奖是社会给的，不是个人赋予自己的桂冠。这里出现了类似于“客观价值”或者“社会评价”的尺度。价值，是社会对一个人的角色的完美程度的公正的、符合正义的评价，这种评价表现在[image: 194-02]这个单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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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多年以后，到了荷马时代的晚期，即伊奥尼亚时代，这是古希腊文明最辉煌的时代之一，这时，出现了[image: 194-03]这个词，意指市场交换中的物品的价值。在这篇128页的文章中（该文章发表于1901年，当时希腊文的文献少，考古发现也少），作者用了[image: 194-03]这个词来表示希腊的价值概念，作者在这里的解释是正确的，[image: 194-03]在伊奥尼亚时期的希腊文的含义是“重量”。虽然这词是与物品的交换相关的价值概念，但是它是从“重量”演变而为“物的价值”，附加上了荷马时代的[image: 194-02]的“荣誉”意义。两个先后起源的词，承载了类似的含义，后来中世纪的发展都跟这两个词有很大的关系。另外，[image: 194-03]还有第三重的含义：犯法的人到了法庭上，法官要对其判刑，这犯人相当于为他的犯罪行为支付了代价。今天的英文中也有类似的表达方式，杀人犯被判刑时，被杀者的亲人会对杀人犯说：you pay for what you did——你支付了你应当支付的。所以价值一词有三重原始含义：荣誉、重量、法官给犯人符合正义原则的处罚，这些都是与正义道德相关的。


  回到这篇文章，价应当与质相当，这是价值理论的根本问题，但这问题直至今天还没有得到回答——什么样的质可以对应什么样的价？


  [image: 194-03]的含义随时间而演进，由物理上的重量延伸到心理的重量，即事物的意义或重要性。古希腊的价值概念在柏拉图时代进一步发生了转变。在远古的时候，人们无需反思，不需要每个交易者都去追问：到底什么样的价格符合什么样的质量。他们只需要按照常识生活就可以了，索求高价的时候会受到社会的谴责，因为那是反常的价格。人们对价格的响应是非常敏感的，比如，我们在超市里经常看到，比一般价格低2分钱的鸡蛋就可以吸引人们一大早去排队抢购。在远古时代，社会日常生活是重要的衡量尺度，到了柏拉图时代，这个尺度开始被模糊掉了，被遮蔽了。因为柏拉图认为理念或者实质、本质是世界的意义，而表面现象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按照公元前4世纪以后的希腊人的思想，例如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价值变成了表面现象和常识所无法判断的东西，变成了事物的实质。价格以及与价格相关的从市场上观察到的现象，对于柏拉图主义者而言是假象，是在洞穴里看到的影子，真正的价值是洞穴外的太阳，太阳照到人体上造成了在洞穴壁上的影子是不足信的，所以我们应当走出洞穴去寻找太阳，这是柏拉图的“理念说”。按照这种哲学立场，常识被贬低成为不足信的东西，而看不见的东西被提升成为理念。这是一种唯理的看法，只有理性是最高尚的，最符合正义原则。这种价值本体论的思路一直影响到今天，我刚才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辩护的时候，其实是在柏拉图的这个含义上说的，我们今天真的应当放弃价值理论的根本问题吗？真的应当相信市场价格就是正义的价格吗？应当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


  亚里士多德“黄金中庸”的价值理论


  有据可查的、最系统地论述了柏拉图以及柏拉图以前的价值思想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伦理学》。亚里士多德指出，“供求相等时，价值就获得了一种表达。”记住，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否定价值本身，而是说我们虽然看不见价值，而且价值并不等于价格，但是当供求相等时，价值就被表达出来了，而这种表达可以有很多种，供求相等只是“一种表达”。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其实等于什么也没说，因为如果价值表达可以有很多种，而这里只指出供求相等时是一种表达，那就几乎没有说明什么问题。


  接下来，亚里士多德引进了两种价值形态，他第一次区分了任何物品的两种不同的价值形态：一种是使用价值，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物品的使用价值，可是如何判断比如一瓶水的使用价值呢，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另一种是交换价值，即当供求相等的时候价值所获得的表达，这种表达反映的是从使用价值派生出来的价值。亚里士多德把使用价值叫做真正价值或者实质价值，它对应于柏拉图心里所想的“价值”，相当于洞穴外面的太阳的、看不见的、符合正义原则的价值，交换价值是使用价值派生出来的。后人使用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源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一卷，在《大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有这样的暗示，他把价值看做两物品相交换的量的比例，这就回到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看法，就是说，世界的本质是数。


  亚里士多德把价值看做正义普遍原则的一部分，这也是正宗的希腊思想。价值，是宇宙的正义原则在私人交换领域中的表现。为了表达宇宙普遍正义在私人交换领域中的特殊原则，亚里士多德把交换中的价值体现即价格命名为纠偏正义（corrective justice），要价太高违反了社会的公理，要价太低也不行，社会的良心过不去，最后价格定为社会公价，社会公价要的价格不高不低，纠正了所有的偏差，符合golden mean，即亚里士多德最崇拜的“黄金中庸”，不偏不倚。亚里士多德对“纠偏正义”作出的解释是，价格不高不低，既无利润也无亏损。但是他向实证的方向走了一步，他认为，可以对既无利润也无亏损的状况作检验，这是亚里士多德与他的老师之间的细微区别。在利润和亏损这两个极端的中间的中庸价格就是正义价格，但并非全部交换都是正义的，并非一切价格都与价值相符。零售业的性质是贱买贵卖，与高利贷一样。所以，在古典传统里面的学者，往往是贬低零售业和收取利息的贷款行为的。


  亚里士多德论经济学与家政学


  经济学的缘起是家政学，《政治学》的第一卷的一部分讨论的是家政学。亚里士多德认为，在讨论国家的概念之前必须讨论家庭。家庭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奴隶，第二部分是自由人，第三部分是关系——奴隶与自由人的关系、丈夫与妻子的关系、父亲与子女的关系，必须考察这三类关系的应然和实然，即它们事实上是怎样的以及它们应当是怎样的。这样，家政管理出现了。“There is another element of a household, the so-called art of money-making”，这就是最早的经济学，当时叫家政管理，早期的economics是“挣钱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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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图中是出土的希腊陶器（公元前720年），比这更早的是迈锡尼时代的陶器。左图则是先于迈锡尼时代，即黑铁时代早期的陶器，我放在这里是为了提醒各位这个陶器和中国辽宁的黑陶文化的相似性，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不清楚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联系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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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里士多德认为财产是家庭的一部分。按照自然的法则，可把人分成若干个等级，“男人天然比女人优越……奴隶，他们最好是处于主人的统治之下，因为他们只具备领会能力而不具备更高级的理性能力”。从这句话来看，可能会觉得有性别歧视，实际上这不表明希腊人看不起女性，从希腊人的其他文献会发现希腊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很自然，是按照自然的差别来论述这件事情，并不是歧视女性，比如在政治权利方面，希腊人不歧视女性。学习这篇文章还需要了解一下当时的生活习惯，他们当时上学的情况跟现在你们差不多，图上的人拿着折叠式的蜡版和笔在写字。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价值分类，我们占有的任何财产都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类价值。下面是《政治学》当中关于货币的两种观点：凡不自然的事物与行为，未必符合正义与德性。什么是不自然的事物与行为呢？例如，放高利贷，进行零售贸易。可以想像，当时的人对任何事情都是从常识发问的，不是从理性的角度来发问的——希腊人生活在与自然统一的时代。当然，他们不会问什么是自然，什么是不自然。他们不会问这种康德式的问题，他们觉得同性恋很自然，例如苏格拉底就是同性恋，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但从众多的考证可以看出他是。当时的希腊人不怀疑同性恋的德性和正义，而我们现代人首先怀疑什么是自然，所以使生活中的问题变得很复杂。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确定纠偏正义的比例（即两种物品交换的比例）的时候，他掉到了李嘉图后来也陷进去的陷阱中，我们会很自然地注意到，如果人与人是平等的话，劳动是可以等量交换的，等量的劳动天然可以决定交换比例。可是，一个奴隶的一小时劳动和一个哲学家的一小时劳动如何交换呢？哲学家的劳动并不生产商品，如何判断不同质的劳动的比例？亚里士多德注意到，“there is no reason why the work of one should not be superior to that of the other”，即相等时间的劳动未必有相同的质，很可能其中一个人的劳动比另外一个人高级，那就需要找到一种普遍适用的价值尺度，他解答这个问题也是用自然的眼光，从市场上去寻找，如果一个人的一小时劳动比另一个人的一小时劳动更高级的话，前者的劳动在市场上的需求就更大，就可以交换到更多的货币，这是未经反思的立场，陷入了循环论证。


  从古罗马到蛮族入侵时期的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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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内卡

  


  直到1901年，通常的成见都认为，罗马人对价值理论没有贡献，他们最出色的论述由赛内卡（Seneca）给出。他说：“任何事情的价格都是偶然的；不论你多么珍惜你的东西（他在这里指的是爱情），它们只值它们在市场上所值的。”赛内卡有一种宿命的、随波逐流的倾向，他没有解释价格偏离价值的理由。然而，罗马人并没有让西方度过一段毫无生气的年代，几乎可以肯定，罗马人像今天的许多人一样不区分事物在交换中的价值与价格。但罗马有发达的法律（例如“十二铜表法”），有两次重大的立法活动和东罗马帝国的法典等。罗马法是整个大陆法系塞内卡的源头。对于契约的法律效率，他们总是全力以赴去维持。罗马人没有像希腊人那样的民主自由，但是他们有几乎完全自由的契约活动，他们允许相互之间贱买贵卖。他们的工商业有极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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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蛮族入侵的时期，历史上有几次蛮族入侵的浪潮，大致的过程是：公元376年，西哥特人遭到匈奴人的入侵，进入巴尔干半岛，到公元408年，西哥特人西进意大利，包围罗马，罗马付出了5000磅黄金和3万磅白银，才暂时逃脱了危机。西哥特人之后，属于日耳曼民族的汪达尔人、勃艮第人、法兰克人、盎格鲁—萨克逊人纷纷进入罗马帝国的各个部分。他们接连不断的联合打击导致了5世纪中叶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我从地图的附录中摘抄下一段解释，这是塔西佗所作的记录，记录上说，蛮族的政府形态受到女人的影响很大，因为当时的酋长是从母系血统中选出来的，虽然将领的推选根据的是军功，但是血统的影响很大，这和后来欧洲的财产继承制度有很大的关系。


  蛮族入侵打断了希腊和罗马的经济繁荣，当时人口下降，从工业和商业的时代退回到实物贸易。蛮族入侵开始了一个价值理论的黑暗时期，但是，塞瓦尔注意到，蛮族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念，从这些未开化人种的交换方式可以看到，物的价值不依赖于劳动含量。比如，一把板斧去交换一套银酒具，不是按板斧和酒具值多少小时的劳动来交换的。野蛮民族的人们要看这物品属于谁，若板斧属于酋长，而银酒具属于罗马帝国皇帝，他们的身份不等，于是，这板斧抵不上酒具，不可以交换；若板斧是祖上流传下来的，是当时日尔曼最大的酋长拥有的，那么这板斧就值钱多了，就可以交换那酒具。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们都认同这句话：物的价值依赖于占有者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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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自然经济到货币经济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第三卷详细介绍了中世纪的商品交易的情况，从封建格局的状态逐渐产生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产生是因为封建领主喜欢过境商人给他们的小玩意、奢侈品，“玩物丧志”，封建领主放弃了原来的生活方式，去追逐奢侈品。


  到了11世纪，欧洲经济再次从自然经济发展到货币经济，此后又经过三个世纪的时间，货币经济逐渐散布到欧洲全境，那是14、15世纪，资本主义开始萌芽，领主开始接受货币形式的纳税，而不是劳务和实物形态的供奉。货币作为中介被广泛使用，导致了市场的扩张。领主居住的城堡里也住有工匠，因为工匠可以为他们制造奢侈品。工匠成为市场经济的承载者。城堡里工匠越来越多，当时工匠们的平均家庭年收入远远低于农民，因为他们是为农村社会所抛弃而到城里的。由他们发展出了市场的生产和分工，工匠们实现了专业化以后，逐渐依赖于市场。因为分工以后，工匠不能自给自足，生活中的风险增加，比如，面包师会担心当天是否有足够多的客户可以满足当天他的生活需要。欲望的满足不仅依赖于生产行为，还依赖于购买行为。在专业化之前，如果你需要一张书桌，你不是到市场去买，而是到树林去找木头，扛回来自己做。在自然经济中考虑的是如何生产它，而在市场经济中要依靠市场，而依靠市场的前提是有没有钱买，所以，专业化的工匠就需要担心自己的收入。今天我们不会注意这样的细节，因为今天的市场太稳定了，几乎没有什么风险，我们不会担心购买不到商品。但14、15世纪的人们需要担心这些问题。当走出自然经济时，幸福程度可能提高，另一方面，假如生活的所有来源都寄托在市场上，风险就会提高。认为自己不幸福的人，往往是由于压力太大，也就是面对风险太大。这是转型时期的重要问题，斯密在《国富论》中用了相当的篇幅来描述货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的社会心理过程。


  虽然经过了五六百年的发展，但劳动价值论（等量劳动创造的价值相等）仍然大致适用于自然经济。它对中世纪以后的经济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当时的欧洲，消费者为工匠提供所需的原材料，工匠则只付出劳动，并向消费者收取劳务费。在几百年里，欧洲社会始终维持着这样的生产方式。大部分需求都在社区内部以劳务形式得到满足。可见，这样的货币经济还远不具备今天的形态。可是对于远程贸易来说，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地理距离与文化距离如此之大，以致消费者不可能根据产品占有者的社会地位准确估计他的产品的价值，他们只能通过由行商和坐商维持的“市场”来揭示商品价值了。


  神学家与正义价格的制定


  以上是经济史的叙述。下面我们来讲经济思想的历史。从11世纪开始，为了捍卫精神生活的纯粹性，中世纪的神学家注意到了价值问题。由于货币经济复苏威胁到了精神生活，所以他们需要批判商业行为。据中世纪的神学家考证，价格不应当由政府来定，既然价格是正义价格，应当由法学家来定。因为法学家负责世俗社会，神学家负责神圣社会。他们把价格的确定交给了世俗的权威。开明的神学家不能再拒绝商业带来的好处，他们试图修正神学的正义原则，适应社会的发展：只要俗界的富人正当使用自己的财富，不是为了财富本身而去追求超过正当性要求的财富，这样的情况下富人的财富是可以允许的。圣奥古斯丁以后主张改革的开明教父哲学家们面临双重的问题：一方面他们需要论证市场经济，尤其是追求财富的行为，与教会的立场是相容的；另一方面，他们需要保护弱势群体。这是13世纪时的一个双重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找到一个“度”，于是教父哲学家需要界定什么是“正义”，正义价格这个问题再一次被提出来。


  阿奎那的经济思想


  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包含的正义价格的论述，是中世纪最为重要的价值理论。阿奎那对正义价格提出了四个问题：（1）是否允许在某物品的价值之上出售一物？（2）售卖物所含的瑕疵是否使得该交易不符合正义法则？（3）假如售卖物有瑕疵，售卖者是否有义务揭示其售卖物的缺点？（4）贱买贵卖是否正当？


  问题一，柏拉图已经提过了，阿奎那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古希腊式的：价格不应高于或低于价值，这是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应当符合纠偏正义原则。他也有补充，在需求大于供给的特殊情况下，价格可以超过价值，比如限量发行的邮票，供给的人在价格足够低时会转变为需求的人，需求的人在价格足够高时会出卖该邮票，可见，需求的强度决定了是做卖方还是买方。他相信柏拉图的本质主义学说，每一物都有属于自身的内在的价值，即不必由价格表达的真实价值。


  对于问题二，阿奎那认为，由于物的使用价值依赖于它对使用者的有用性，买卖双方不必知道物的隐藏的性质。


  对于问题三，阿奎那回答，售卖者可以对所售之物的一些缺点保持沉默，只要这些缺点不对购买者形成损害。他随后讨论了一个“次品”销售的例子，次品的销售价格往往比正品便宜得多，因此，卖方可以对次品的缺点保持沉默，只要该物价格已经对应于它的劣质。不过，卖方若主动披露缺点，则是一种美德。


  问题二和问题三是相关联的。阿奎那在回答这两个问题时已经意识到效用的问题，它是交换的核心。“物品所包含的服务的质即它的效用”，他所指的效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序数效用。虽然价格不应偏离价值，但有一特殊情况，如果对该物品的需求远远大于出售该物品的人的需求，那么这时可以提高价格。假设一个人为自己制造了一双鞋子，另一个人希望买这双鞋子，造鞋子的人的需求不如买鞋子的人的需求强烈，买鞋子的人愿意付更高的价格来购买，于是交易成功。引进需求的强度，实际上隐含了效用的可比性。物品所包含的服务的质与物品的量，共同影响物品的价值与价格。这里的质是指intensity of demand or intensity of utility（效用和需求的强度）。阿奎那指的是，同量的物品，若其中一个提供更多强度的效用时，那么它所值更大。


  如何度量商品和物品的质呢？现在还没有解决。例如，肾的价格是多少？我们在E-Bay上看到，是20万美元，这个价格不对，肾的价格必须是一对一谈判的结果，不能把所有的肾当做是同样的肾，因为有需求的强度。质如果是不可度量的，那么质和量的关系就无解了，价格理论也站不住脚，所以价格和价值的关系不可抛弃，这个根本问题挥之不去，不可绕过它。


  阿奎那对问题（4）的回答是：贱买贵卖的正当性，取决于交易动机。由时空改变或性质改变所引起的价格增加是正当的。阿奎那注意到了商品的质和量之间有着相互决定的复杂关系，同一个杯子，在另一个时空点下的性质就随之改变。阿奎那认为时空的改变所引起的价格增加或减少是正当的，这里的“正当”，意为“合法”。


  什么是正义价格？阿奎那求助于自然、习俗或者传统，回到日常生活来回答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神学家，他已经违反了柏拉图的教导。阿奎那认为，本土生产的物品，为大众熟悉，其价格已经成为所谓“习俗价格”。只要本土经济保持不变（即熊彼特所说的“周而复始的经济”），那么这一习俗价格就有效地提供了物品的正义价格的度量，虽然它还不是正义价格本身。


  佛罗伦萨的圣安东尼：价值的三方面基础


  在托马斯·阿奎那之后，一位重要的神父是佛罗伦萨的圣安东尼，他考察了价值形成的三方面的基础，第一方面是普遍的有用性，即物品对满足欲望的普遍有用性。这个原则在后来的斯密、李嘉图、小穆勒的经济学教科书中讨论时，转化成了所谓“水和钻石的悖论”（见第七讲），空气和水都具有普遍有用性。第二方面的基础是物品的稀缺性，安东尼把稀缺性提出来作为物品的第二重价值，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三重价值基础是个人性，即商品对于个人而言具有的特殊性质。对一个非常渴的人而言，此时此地他需要这瓶矿泉水，所以他愿意付很高的价格买。这就是第三重原因，就是该商品给个人带来的或多或少的愉悦。第三重原因导致价格偏离价值，假如你刚走出沙漠，那一瓶水对你而言就非常珍贵。迈锡耶的神父圣博纳德（1380—1444），接着圣安东尼论证了三重效用基础上的交易。在他的理论中，第一重效用是普遍效用，然后是对消费者而言的个体效用，最后是专有效用，即厂商销售商品所带来的利润的效用。在这个基础上，他讨论了正义价格因时因地地变动的性质，这是14世纪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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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世纪商路的开辟


  通过刚才的介绍，我们知道，与亚里士多德一样，神学家们相信，“符合正义原则的交换”要求相等价值与相等价值交换。交换的正义性依赖于是否存在一个符合正义的价格。这个价格是由法学家定的，如果价格由市场自然确定，就不会有哪个依赖于哪个的问题，交换的正义性即交换价格。现在交换的正义性依赖于是否能够制定出这样的一个正义价格。教父们认为正义价格应当由世俗权威制定。


  由于神学家不喜欢过问繁琐的价格问题，把这交给世俗权威，那么，按理说，世俗政府应当制定符合正义价格的各种价格。但是欧洲的中世纪是封建割据的，商人的大车带着产品，每路过一个领国要交一笔税，到另外一块领国又得交一笔。所以，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哪个价格是正义价格，它不惟一。多重征税妨碍了经济发展。当时只有奢侈品政府管不了，比如金银首饰，不是大宗商品，是由市场定价的。


  封建割据里的多重定价和多重课税的机制导致了政府之间的竞争关系。每一个封建领国的领主都可以制定他们地方的价格。所以定价太高的那些地方政府就不能吸引到商队、马帮，他们就不经过你的领域，那你就找不到盐或者针织品。所以通过这种地方之间的竞争，用脚投票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商路。对于重要商路的形成，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关系是最重要的一个前提。你可以开一条新的丝绸之路，从我们的连云港一直到莫斯科，然后再往欧洲过去。从我上研究生的时候在国家科委就作过这件事情的论证，一直搞了这么多年，前两年才开通，效果也不太好，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通过竞争关系形成的，是计划出来的。


  16和17世纪经济学的发展


  随着商路的开辟和后来的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欧洲逐渐进入了近代。到了16—17世纪的时候，经济学的问题逐步从道德哲学和法理学的领域分离出来，成为与民族国家主权相关的问题。当时的欧洲开始兴起了主权国家的运动，学者们开始服务于自己所在的民族国家，不再服务于教会，同时，欧洲经济的主要形态从我们讲过的劳务型经济转变成以远程贸易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在这100多年时间里面主要是一些经验论的经典作家研究了价值理论。这一段时间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法律上的进步，所谓的国际法就是在这个时期创立的。荷兰和英国也发展出了较发达的早期资本主义。同时，民族国家就意味着欧洲各民族之间的斗争开始激烈。比如西班牙和英国、英国和法国、法国和德国，长期处于纷争状态。所以，学者们的经验研究受到他们所处的社会生存状况的极大影响。另一方面，神权意识受到极大削弱，世俗权力的争夺开始凸现出来。学者们变得越来越接近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立场，手段和目的之间的理性选择开始成为研究的焦点。他们不再关心价值应该是什么样的，而是关心价值实质是什么样的。这是早期资本主义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学术传统上，当时的经济学还是政治学的一部分，而政治学还是伦理学的一部分。


  自然法学派


  经验和实证的风气导致了对自然现象的研究。中世纪晚期，负责确定正义价格的法学家们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大自然的法则上来。大自然如果遵循了一些确定不疑的法则，那么这些法则，如亚里斯多德论证过的那样，应当可以被当做正义价格的基础引进到人类社会里面。这些法学家提出了“自然法”这个概念。当然，对于自然法的最早论证，据阿伦特的看法，是《圣经》中圣保罗在一封信中提出的“法在每个人心中”。但是，这句话没有展开成为体系，真正把它建构成为体系的，是我们将要介绍的几个荷兰人。自然法被认为是上帝植入人心的一种法则，并且为人的理性所揭示、所理解。这个看法在逻辑上是自洽的，这是自然法的理论第一次被系统地建立起来。这是16—17世纪造成的最重要的学术上的变化，对应着社会、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变化。自然法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如果市场交易被论证为是自然的，只要双方不是被强迫进行交换，那么他们就应该是满意的，这种自然的方式所揭示的价格就是正义的，这就是所谓“自愿主义原则”。通过竞争形成商品市场，在这段时间里被论证为符合自然正义的。那时的“自然”概念就仿佛一个大盒子，仿佛今天的交易费用概念，很多事情都可以放在这个框架里面来讨论。这时的人们相信，正义价格是由竞争决定的，不再是由世俗政府的法学家来决定的。


  格劳秀斯


  最重要的一位自然法学派的价值理论家是格劳秀斯（Grotius），他是国际法的创始人，出身法国古老的贵族世家，是当时著名的神童，8岁时就用拉丁文写诗，11岁进入莱顿大学。但是他的后半生比较坎坷，由于思想而遭到监禁和放逐。他是怎么来定义自然法的呢？“Grotius defined natural law as a perceptive judgement in which things are good or bad by their own nature. This was a break from Calvinist ideals, in that God was no longer the only source of ethical qualities.”他把自然法定义为想像中的判断，主观判断，但是，这是一种类似统觉的判断。亚当·斯密的“无偏观察者”在获得了充分信息后，就有了这种perceptive judgement，这是一种正确的主观判断，是客观公平的判断，但还留存着想像的意思。这种judgement是在我们每个人心中，不是在上帝那儿，也不是在国王那儿。判断事物本身的性质所带来的好坏，这就回到了人本主义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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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的人本主义是当年和苏格拉底辩论的智者学派，他们提出了“以人为尺度”的观念，但他们的表述不完整，不系统。格劳秀斯在一系列著作（《海上自由论》［1609］、《战争与和平法》［1625］等）中，系统地阐释了自然法思想，认为无论国内法还是国际法都应以自然法为基础，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也要受到自然法的约束，这是国际法的发轫之作。后来汉斯·凯尔森（Hans Kelson）在1946年以此论证了《联合国宪章》的法理基础。他在《战争与和平法》这本书里面提到三种解决人类争端的途径。第一途径是谈判，conference在早期的拉丁文中的意思就是谈判，双方坐下来谈，交换观点。今天我们叫“会议”。第二种是让步，双方各后退一步，放弃一些要求。第三种方法是“抽彩”，由神意（即自然）来决定苹果应该给谁。他提出，解决争端的这三种方式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战争，虽然他在历史上第一次系统论证了战争是天性邪恶的人类不可避免的一种罪恶。这种思想后来被康德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里面作了系统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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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亨利四十

  


  在当时的荷兰，加尔文新教占统治地位。任何一种宗教都是信仰的外化，由于宗教是一种制度，而任何制度都有可能僵化，僵化以后就会出现既得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复制了这种僵硬的制度，最后不得不用“文化革命”把它推翻。相对于罗马天主教，加尔文新教是革命的力量。但是，在加尔文新教盛行的荷兰，享有既得利益的教徒已经把它变得有点像只有通过文化革命才能甩掉的僵硬外壳了。当时的荷兰有变为僵化的神权国家的危险，而格劳秀斯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他反抗不合理的制度，一生都和这种僵硬的不符人心的制度斗争。在自然法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人权、对自由的诉求。格劳秀斯早期提出的“上帝的理性设计”实际上是反对加尔文教会的，他的真正意思是说，上帝不能成为束缚人性的理由。


  格劳秀斯才15岁时便被他的一个贵族赏识者——当时的国务总理Johan van Oldenbarnevelt——带到巴黎觐见法国国王亨利四世，Oldenbarnevelt说，格劳秀斯是荷兰的奇迹（the miracle of Holland），因为格劳秀斯确实太聪明了，11岁念大学，14岁拿到博士学位，15岁出使法国，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而他的谈吐确实让巴黎的贵族感到不可思议。法王亨利四世是法国历史上最贤明的国王之一，波旁王朝的开国之君。


  以下是格劳秀斯后半生的一些大事记：1613年，他30岁时，做了鹿特丹省的省长。1618年，加尔文教派发动政变，政变成功后抓了三个人，其中包括带格劳秀斯去巴黎见亨利四世的Johan van Oldenbarnevelt，他被革命党判处死刑，另外两个人被判处了无期徒刑。格劳秀斯被判处无期徒刑，他妻子很能干，为他制定了周密的越狱计划，帮他逃离监狱，去了巴黎，因为巴黎人一直很喜欢他。他是法国贵族的后裔，在法国度过了他的流亡岁月，晚年去瑞典讲学，在回法国的途中遭遇海难，体力耗尽，在一个岛上去世了。临死之前他说了一句话：“By understanding many things, I have accomplished nothing”。他很遗憾，自己死得太早了，虽然知道许多事，但没有做成一件事。


  格劳秀斯发展出了一套价格理论：什么是符合自然法则的价格呢？首先是自由竞争，自由竞争所给出的价格，就是符合自然法的价格，但自由竞争是一个大而化之的概念，今天我们还是很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自由竞争。“自由竞争”在格劳秀斯的语境里面，包含着至少两个方面的要求，一个要求是双方自愿原则，还有一个要求，用今天的话语表述就是自由进入和退出。那个时候人们的研究思路不是这样抽象，经验主义者总是把一个具体的市场放在脑子里，呈现在眼前，写文章的时候一定遵循着当时作者们的通例，想像一个现实的、约定俗成的、按当时人的常识就认为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用周其仁老师的话来说，“我们不研究不存在的现象”，因为经济学家不回答不存在的问题，不回答神学家的问题，因为它不存在。经济学家要先把事实搞清楚，你的事实要存在才行。当然，要论证事实存在需要做很多工作，周其仁老师在全国各地的调查工作就是如此，非常辛苦。回到格劳秀斯，他认为，只要满足自由竞争，那么价格就是符合自然法则的价格，即正义价格。这个结论很强，强到你不得不去讨论什么叫做自由竞争。后来，他提出的这个自然法则被蒲芬道夫作了进一步发挥。


  蒲芬道夫


  在价格理论的历程中，蒲芬道夫（Pufendorf）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思想史有这样一个规律：前面闯关的人一般都是英雄人物，后来者都是作详细论证的。英雄人物不注意细节，把领域开拓了，然后走开，留下空白等待后来的人慢慢填补。对格劳秀斯进行补充的结果便是蒲芬道夫的《关于自然与民主的法律》。蒲芬道夫是17世纪晚期的人，他的The First Book on the Duty of Man and Citizen的第一章“论人类行为”（On Human Action）中提到duty（义务），用斯宾诺莎式的公理化的写作方式定义：义务是恰当地符合（自然）律法的命令且与其应当承担的成比例的人类行为。这样，就必须首先处理人类行为的本质。他们总是假设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不变的人类本性。然后从这些人类本性出发，推出人类本性的命题。但是今天我们不接受这套假设，因为今天的人性发生变化了。但是他的命题仍然很重要，根据这一系列的推理他把价值分解成为两个层次，一层是普通价值，一层是par excellence（超越价值，按字面上翻译是超越价值，但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普通价值是使用价值。这个par excellence是货币价值，其实是交换价值，但他没说是交换价值，他只说“The former is seen in things”，也就是说事物的本身包含的使用价值，“The latter is seen in money”——后一种价值是由货币表达出来的。但是货币表达的价值是什么呢？是供给成本吗？按照这段话的英文翻译，很像是生产成本，这个部分，我觉得在理论上是倒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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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著作的第十四章讨论了产权的必要性。他解释的“自由竞争”又多了一个条件，也就是所有权——产权的清晰界定。我刚才说过，那个时候的经验论作者没有理论上的框架，没有经济学教科书，他脑子里想的是现实中发生的交易过程，在现实生活中，商品的买家反复地“compared and balanced with one another”，即把这各种的货物拿来比较，互相权衡，最后形成了一个quality——就是所谓的货币表达的价值，这是一种human convention——人类的一个习俗或习惯行为。This quality usually goes by the name of value，即这样形成的社会价值就叫做价值。蒲芬道夫认为，事物不因其自然禀性，也就是使用价值而获得价值，而是因其道德禀性获得价值。这100年来，经济学的进展不是很大，伦理和道德的考虑仍占着主导地位。在塞瓦尔的文章里，她认为，按照当时的理解，自然价格含有社会赋予价值的意思。这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观点。


  贸易的发展和重商主义


  在16—17世纪，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的黄金白银流入欧洲大陆，引起物价上涨。由于美洲金银刺激物价上涨，谁先拿到货币，谁就拥有了支配资源的手段。欧洲的货币扩张带来的生产扩张必然包含了制度变迁的过程，否则，物价上涨就未必带来扩展资本的企业家先拿到这笔钱的情况。宋国青写过一篇短文《货币的水分》，只有1000多字，他把货币发行比作和面，往干面里放适量的水，才能和成品质优良的面。宋国青认为货币是有水分的，成色不一样。决定货币成色的是“谁来用货币”。解决通货紧缩或者通货膨胀，不光要用宏观经济学。通常我们认为大而化之的宏观经济学是不可救药的，宏观决策必须要有微观基础。比如，三季度多发的74%的投资货币是谁拿走了呢？比如说多发的74%的贷款全都是浙江的民营企业家拿走了，他拿着这钱发展钢铁业、纺织业、软件业等，就带来了下一轮的工资膨胀，工资多了以后再用来买消费品。但假如货币扩张刺激的是地方政府行为，等于说这钱不是给企业家拿走的，而是给官僚拿走了。官僚就去买进口车、洋房，劳工却没钱买大米白面，两极分化。一方面是普通商品卖不出去，也就是需求萎缩；另一方面是进口恶化，因为进口的全是豪华车，很贵，很多腐败问题就出现了。所以，没有制度的保证，未必就有健康的结果。不管怎么样，资本主义扩张，这个转折很重要，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重商主义开始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思想。


  请大家注意，经济中的一般均衡不能表现出货币增加的事实。因为货币增加之后，一般物价等比例上涨。但如前所述，谁先拿到钱很重要。我们说，有两件事情没法容纳到阿罗—德布鲁模型里面（关于阿罗—德布鲁模型的介绍，见第九讲）：一件事情是货币，因为货币是交易费用的结果，交易费用为零的时候不可能有货币，只有交易费用大于零的时候才有货币，所以一般均衡理论不能容纳货币概念。第二件事情是资本，资本概念包括人力资本和企业家能力，两者都不能被容纳到新古典一般竞争模型中去，至少，在阿罗—德布鲁的时候没有完成。在这段故事里面，谁先拿到白银很重要——虽然最后的均衡反映不出来这个问题。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上，先拿到白银的恰好是这批做长途贸易的人，他有扩张动机，要盖血汗工厂——在苏格兰盖纺织厂需要大笔的资金。我们知道，经验主义者在写理论文字的任何一句话之前，脑子里想的是当时的现实：真金白银被西班牙人从美洲掠夺来了。西班牙人先跟荷兰人，再跟英国人做交易，就把白银输到了英国，英国的商人拿这白银盖血汗工厂，招工人。工人工资涨了以后，就有钱买粮食。于是，农民的粮食开始涨价，小麦价格飞涨，反馈回来，地租开始增加，整个循环下来以后，刺激了工业发展。新兴的民族国家要发展工业，要富国强兵，怎么办？就要积累货币，实际上我们就得到了这么一个结论——国家要富强就要积累金银，这是欧洲思想史上重商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这样，货币积累就首先成为了重商主义的主题，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塞瓦尔认为，中世纪的历史是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重商主义的本质不在于交易，不在于远途贸易，不在于工业发展，而在于民族国家对传统社会、政治及交易制度的全面改造，这是中世纪晚期民族国家兴起的核心本质问题。民族国家通过生产手段的扩张，也就是建设大工厂、出口、在海外扩张殖民地，使自己的影响扩张到国界以外。按照塞瓦尔的看法，是民族国家的运动把中世纪的世界改造成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年鉴学派的大师布劳代尔的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研究了这个关键的转折期，而这个关键的转折期，把资本主义从地中海带向了全世界。


  洛克：“自然方式”与“自然价值”


  我们把眼光转到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洛克（Min Locke，1632—1704）是斯密之前的另一位思想大师。洛克把自然法想像成为自然状态下的法则，他所说的自然状态，是指人们在自愿结成联盟之前出现的那种不受约束时的存在方式。他倾向于认为自然的方式是最好的方式，各种事物的自然比率是人们为自身利益而运用他们的理性所得到的最优的货币运用方式。这就是价格，洛克的理论暗含着一般均衡的思想，他主张由自由的市场决定自由的价格。


  洛克对经济学的另外一个贡献是自然价值或者内在价值理论。他认为，自然价值依赖于效用，而不仅仅是客观价值。市场价值被称为交换价值，是交换中的一种关系，它是任两物品交换的比例，不一定反映效用的比率。这里出现了边际效用和总体效用的区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分。洛克还说，劳动是价值的度量，但没有更清楚地解释这个观点。


  洛克是最早提出价值的双重来源的人之一，比配第更早，但我们不知道，在思想史上是谁最先发明的这个说法。洛克说：“虽然土地和劳动联合生产财富，但劳动生产了我们在这世界上享受的财富的最大部分。”也就是说，劳动比土地的贡献要大，最大部分的价值是劳动带来的，这在休谟的《人性论》里也有阐述。当然，洛克的价值理论是基于他的广义产权理论而来的，但是，洛克提到他的广义产权界定的时候，第一个条件就是劳动。因为在地广人稀的古代，土地是自然免费供给的，那时候人口很少，所以谁把劳动力施加在一块土地上，时间长了，他就占有这块土地。所以，洛克是劳动价值论鼻祖之一，但是他的理论还不完全，因为他还认为土地也贡献一部分财富。


  哈奇森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道德哲学的时候，曾把洛克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并入到法学部分加以讲授。他还讲授了蒲芬道夫的著作，因为蒲芬道夫的著作最系统，也最便于讲授。这样，他的两位学生斯密和休谟就从他那里学到了格劳秀斯、蒲芬道夫和洛克的政治经济学观点。


  威廉·配第与《政治算术》


  除了自然法学派和苏格兰道德哲学之外，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有重要影响的还有威廉·配第的经济思想。配第是一个统计学家，所以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叫做《政治算术》，因为他用数据说话。他提出了一句口号，通常我们是这样引用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但是我发现配第的《政治算术》的英文的原文有这样两个词在我们的中文里面没有翻译过来，叫做“active principle”——“劳动是财富的父亲和财富生产的主动原则”。然后才谈到“土地是财富的母亲”，含义是“也是它的被动的原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威廉·配第的思想，他和洛克同时，并且有同样的立场，即在财富的生产中，劳动更加主动，更加重要，是主导性的原则，虽然土地也是财富生产的另一部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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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农学派的思想背景


  塞瓦尔说，“英国人喜谈客观度量，意大利人偏好心理学”，这是当时的情况，民族性格使得价值理论在各个国度有不同张力。意大利人倾向于把价值这个概念往主观效用方向“拽”，侧重于精神维度。英国人喜欢客观度量，比如用劳动度量价值。在英吉利海峡的两岸，由于英法两国宗教背景不太一样，离得太近，经济发展水平又很相似，所以两国之间是有竞争关系的。到了斯密之前的那个时代，英国地主的圈地运动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圈地运动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里是有负面含义的，在今天的经济史研究中则是很正面的一个概念，因为圈地运动很大地提高了土地的产出率。在没有圈地的时候，在公社所处的公共土地上，英国的地主没有权力进行私人设计的科学实验。英国国会立法推动的圈地运动是非常残酷的，但是在大部分的耕地被私人圈起来成为私有土地以后，英国在经济上取得了超越法国的成就，圈地之后，农业的科学实验取得了重要成就，小麦的单产有很大的增长，这给法国人带来了震动。同时，法国人也喜欢休谟的科学方法，就是他在《人类理解研究》里提出来的观察的方法。这样两个来自英国的运动，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思想的，改变了法国人的世界观，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知识分子。其中，对斯密的思想发展而言，重农学派是最重要的一个学派。


  laissez faire的含义及其误解


  重农学派是一个复杂的运动，重农学派最著名的口号是laissez faire，就是自由通行的意思，后来就有了“自由放任”的含义。什么是自由通行呢？非常复杂，它有反封建的含义，而不完全是自由贸易今天的含义。国内的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包括我的朋友，都著书立说，说这个laissez faire是来自中国，因为重农学派的领袖当时最推崇的就是中国。那是没错，但是他们说话的语境完全不一样，重农学派的大师们只是借着中国阐释他们的经济思想，我们不能从中推出当时的中国经济符合自由主义的原则。


  重农学派的思想论证的方式很奇怪，他们的生活体验最深切的根源不是工业经济，不是英国式的，比如说，英格兰的呢绒业，或者是珍妮机基础上的纺织业，不是那种资本主义的工业体系。法国在很长的时间里始终是农业国，价值的主要来源是农业。在他们看来，农业以外的其他产业都是不创造价值的，相当于计划经济下的国民经济体系里的服务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服务业在我国的经济统计当中不计入价值创造过程，只有产业工人才值得骄傲。而当时的法国人认为只有农民是真正的价值创造者，其他都是食利者，都是依附于农业的。但是从这儿怎么能得到laissez faire这个口号呢？我们下面介绍。


  下面我们介绍重农学派的先驱人物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他是爱尔兰出生的法国人，伦敦的银行家，所以他非常熟悉英国的经济状况。他写了一本《贸易性质通论》，1755年英文版发表，一举成名。他对重农学派的影响非常重要，以至于后来三大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之一的杰文斯专门写过坎蒂隆的传记，哈耶克也写过坎蒂隆的传记，我们对坎蒂隆的介绍参考了他们的文章。坎蒂隆这个人物虽然在正统的经济学说史里地位不高，但实际上他对经济学思想史的影响不可小觑。


  坎蒂隆生活在英国，他介绍给法国人英国的自由贸易。同时，坎蒂隆基本上是在英国生活的法国人，而法国的思想传统受自然法学派的影响很大，所以他写的这本《贸易性质通论》的初始假设是自然神论的。他们相信，社会秩序与物理秩序一样都服从自然律，只要每一个人运用自己的理性，意识到和揭示出自然律，自然律就带给他幸福。这是重农学派的基本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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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商业性质通论》的英文本的原文。第一章的题目是“关于财富”，坎蒂隆写道，“土地是全部财富由以发生的源泉。”这跟洛克和配第已经很不一样了，这里没劳动的事了，因为在这里，土地特别指称土地肥力。“人类劳动是生产这一财富的形式。”坎蒂隆在这有一个独特的财富的定义，很深刻，财富就是生命的维持、便利与繁荣。如果人类不是现在的样子，而是一群微生物，如果它们能在地球上繁衍旺盛，那么，使微生物繁衍旺盛的条件就是财富，因为它们保证了微生物生命的维持、便利和繁衍。在这个含义上，土地蕴含着财富，是财富的惟一来源。更详细的计算就是魁奈的经济表。坎蒂隆没有发明经济表，但是他已经提出了两部类的经济学，到了魁奈，把两部类变成了三个部类，就有了经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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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史学派的产生和它的主要人物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法国人把坎蒂隆的思想拿过来之后，逐渐形成了重农学派。这个学派的领袖是魁奈（Francis Quesnay，1694—1774）。魁奈是医生，专门给贵族看病。这医生非常熟悉当时的血液循环，于是他按照这血液循环的原理编制了一张经济循环图，这是宏观经济学里国民经济循环图的起源，就是所谓的“经济表”。我们从经济表的影印照片上可以看出，它有点像人体的结构，一层一层，从上往下，用箭头这么循环下来。按照“经济表”的统计分析，魁奈发现或者说确认了这样一种看法：一切价值都从土地的肥力产生。所以重农学派经济学家相信，土地肥力是净财富和净收益的惟一来源。无论工业还是商业都是派生出来的。所以他们的价值理论非常不同于英国的洛克和配第的理论。


  重农学派把社会划分成为两个类别，很重要：一个是生产性类别，一个是非生产性类别。这个划分导致后来亚当·斯密把所有的人类劳动划分成两种劳动：一种是生产性劳动，一种是非生产性劳动。斯蒂格勒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老是批评这是斯密犯的最严重的错误。重农学派把社会分为三个群体，两个类别，生产性的这个类别包括土地耕种者，也就是农夫、农民；非生产性的类别包括地主和商人。在经济表里，魁奈通过统计数据发现，每年农民从土地获得新的价值，扣除口粮之后，交给地主。然后地主用这些剩余价值来交换工商业服务和政府服务。这一分配流程实现了年复一年的价值和财富的增长，故而农业是国民财富的源泉。


  重农学派这套理论的提出是在斯密提出《国富论》的理论之前大概不到50年。这样一个分配流程，如果能够完全实现的话，要求一些制度的假设。它的制度假设就是彻底的私有产权，土地一定要私有，而且，最理想的私有土地制度不是大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而是古罗马的自耕农私有制。我们知道，古罗马的战士不是天生好战，他们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而打仗，所以他们非常正直和勇敢，这是罗马征服全世界最重要的因素。它的战士在早期都是自耕农，奴隶没有资格当战士，所以罗马军团能够横扫全世界。因为战士们有自己的土地所有权，罗马是自耕农的经济，这在法国人看来是最理想的自由产权。对应于这种土地制度的是自由贸易，只有完全的贸易自由，没有封建关卡抽税，土地的净产出、净财富、净价值才能够充分流动、转移给需要这些净财富的工商业者和社会的其他群体。在这样一个理论框架里边，重农学派提出“自由通行”的口号，因为当时法国的封建领主太多，没法自由通行。一马车的货要交几十次，甚至上百次税，才能够从南部运到巴黎。所以自由通行是他们在这样一种背景和这样一种理论框架之内提出来的，完全不是今天我们鼓吹的“自由贸易”的那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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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尔阁

  


  把重农学派的思想表述得最出色的人是曾任法国财政部长的杜尔阁（Turgot, Anne-Robert-Jacques，1727—1781）。他拒绝承认自己属于重农学派，但他是重农学派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他有两篇最重要的经济学的论文。其中一篇是发表于1766年的“Reflections on the Form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Wealth”（《关于财富的形成与分配》），在网上的经济学图书馆Economics Library上可以下载，这个网站是米塞斯研究所提供的。这篇文章1774年从法文翻译成英文，和斯密的《原富》几乎同时发表。他的另一篇文章是“Value and Money”——《价值与货币》，这应该是货币学说重要的一篇论文，大约与上一篇同时写作。


  他在第一篇论文里边刻画了一个社会的生产性阶级和非生产性阶级，以及财富在它们之间的分配状况。他的理论当然是来自坎蒂隆和魁奈，但是他的分析有一些意大利学派的主观主义的特色。他先讨论了一个鲁宾逊式的经济，鲁宾逊在荒岛上是不是有价值呢？有。价值不仅仅是社会的维度，它首先是个人的维度，首先是个人的价值、主观价值。一个人感受到一件事物带给他的愉悦程度是个人价值、主观价值。对这个人来说，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价值，所以他必须要比较。在荒岛上，鲁宾逊要比较许多不同的主观价值。杜尔阁实际上描述了今天的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模型。


  其次，他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衡量获取价值的难度。如果一项价值，像空气和水，在荒岛上几乎是免费的，就没有任何困难的程度，它的交换价值就接近于零。所以，需要处理交换价值和内在价值的关系，杜尔阁还是回到了洛克的看法：劳动是一种克服困难的努力过程，获得价值的困难程度很自然地要由劳动来衡量。这是客观的价值。


  然后，他就要讨论“怎么样把主观价值和客观价值统一起来”这个问题。当然，他没有最终解决这个问题。杜尔阁探讨第三个问题时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引进一个“星期五”，鲁宾逊和星期五两个人之间可以交换各自的个人价值的时候，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获得更高的个人价值，这是最早的贸易学说。通过自由交换，可以把主观价值和客观价值统一起来。为了交换到更高个人价值，他们讨价还价，这是很现代的观点。


  我们要梳理的内容，到此告一段落，第六讲，我们讲了价值的观念史。主要要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要说明的，是欧洲社会的价值内涵。还记得古希腊的[image: 220-1]和[image: 220-2]吗？这两个单词有三重含义——重量、荣誉感，还有正义、法官量刑的根据。早期希腊的价值理念，转变成为神学时期的上帝的法和相应的正义定价的原则，然后再转变成为中世纪晚期人本主义的自然法、人本主义的原则，最后转变为近代资本主义定价的原则——自由竞争。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观念的每一个重大改变都伴随着并且介入了当时的政治、宗教力量格局的变化。


  我们看这2000多年的“价值”概念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西方社会的演变，在每一阶段的博弈里面，每一个博弈的参与者为博弈提供了新的、来自生活的意义。所以他们能够重新阐释传统，并且为他们打算釆纳的不同策略提供道德合法性支持，这就是观念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变革如果成功，就会有新的均衡和均衡策略，实现了的均衡策略反过来对观念提供了合理性的根据。因为它的存在是现实的、有力量的。这样与均衡策略相应的新观念逐渐融入主流，成为主流观念的一部分，又对下一阶段的博弈产生影响。我们要注意的是那些不被均衡状态支持的观念，在思想史上未必消亡，它们有可能以各种状态保存到未来，成为有独立生命的意义（meaning），meaning在当代被称为meme（拟子），就是文化基因，又叫心灵的病毒。观念与行为共同演化，这是当代的一个看法。


  最后是爱德温·坎南（Edwin Cannan）的《作为经济学家的亚当·斯密》，作者是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是斯密著作的权威编订者，他所编订的“坎南本”《国富论》是格拉斯哥版之前最为精审的版本。1926年，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期刊Economica上发表了这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有借鉴价值。这是一篇演说词，他认为，《国富论》发表150年来，随着经济学的进步，各种新老经济学派对这本书提出了很多批评。坎南说，在后来人的探究中，斯密对经济学的论述很少有站得住脚的。例如，斯密的价值理论几乎不再有人坚持，斯密关于资本的论述“简直是毫无希望的混乱”；他的收入分配理论被评论为是他自己创造的价格理论和法国重农学派幻想型经济表的病态组合，根本已经无药可救；他的阶级划分被发现包含了扭曲日常语词的清楚和有用含义的企图。总之，斯密是一个非常稳健的、上层社会可以接受的人，他不是异端。所以他可能会有刚才所说的“扭曲日常语词的清楚和有用含义”企图，又因为他在思想史上是一位开拓者，因此，他的价值理论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是不足为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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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坎南仍然评价了斯密的三项超越前人的贡献。第一，他明确地用“物产”取代了“藏财”及类似的概念，作为一种“资本集结”。他在《原富》“全书导论与计划”的两个段落里试图说明，经济努力的目的在于持续地大量提供生活便利和必需品。他之前的经济学家关心的是treasure（财宝）——文雅一点翻译，就是藏起来的财富、囤积的财富——这是以前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到了斯密，他用了produce，就是生产性的、建设性的产出概念。用物产取代藏财，这是一大进步。坎南注意到，在斯密时代的经济学家只是在集结的层面、宏观的层面谈资本，而斯密真正把资本概念落实到了微观层面。第二，以人均财富概念取代了财富总量概念。一个人均贫困而财富总量更大的民族，未必生活得更好。对于一个国王、君主来说，有意义的是国家财富的总量。《原富》为什么还有一个译名叫做《国富论》呢？就因为当时意识形态的导向，当时的中国人只是要“富国”，落后挨打的中国人最为渴望的是船坚炮利，这里面纠结着民族情感。但是《国富论》这个译名遮蔽了斯密的第二项贡献，斯密所关心的其实是人均财富的概念，不是国民财富总量的概念，财富总量是君主关心的事情，不是斯密最关心的事情。第三，斯密可以公允地被叫做“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创始人，和他的前辈相比，斯密的经济学是市民社会的经济学。其实这三点说的是一个事，即斯密不谈“君主的经济学”，而首次强调了大众的、市民的、个人主义的经济学的道德立场，以“看不见的手”论证了利己之心的合理性，从而放弃了前辈们的君主论的强权经济学立场。他的三项贡献在坎南的总结中其实是有政治含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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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讲：成本、收益和利润


  （2004年11月6日）


  成本概念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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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可以看做经济学最核心的概念，实际上，成本概念可以展开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全部现代经济学。张五常对经济学大厦的化简，思路与此类似，但他运用的是“需求”概念。其实，“成本”和“需求”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这个题目其实非常重要，是整个经济学的基石，但因为这门课是“经济学思想史”，所以，我们不能面面俱到地讨论成本概念的细节，只集中梳理那些最核心的相关概念。同时，接续前几讲的内容，我们将继续研读斯密的《原富》中有关成本、收入和利润方面的论述。


  经济学里的成本概念是指“机会成本”。实际上，我们学习成本概念要经历两个阶段。在本科生阶段学的是机会成本，到研究生阶段，则需要掌握“租”的概念或利润的概念。租的概念很复杂，不是每一个经济学家都说得清楚，所以大部分经济学家今天不打算说这个概念。但最出色的经济学家还是敢“碰”租这个概念的（参见张五常《经济解释》第二卷第三章）。


  奥地利经济学的领袖米塞斯给出了一个最为精确的、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定义。米塞斯在《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第四章“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bjective Theory of Value”（主观价值理论的发展史）里论述道，古典经济学把成本理解成为构成生产单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和物品的数量。但是在现代理论的视角下，成本是the importance of the next most urgent want that can now no longer be satisfied。这个定义比当前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上的“机会成本”概念要准确得多。“成本是最紧迫的、不能再进一步得到满足的其他需求对于主体而言的重要性”，这带有奥地利学派的主观判断的因素。今天教科书里面的定义是：成本是选择的成本，你选择方案A，那么除去方案A的剩下的可行方案里价值最高的方案的价值，就是你的选择方案A的机会成本；但是，现代的教科书定义忽略了“the most urgent want”，即你心里最想满足的欲望，它的心理价值只能用the importance来描述，不能用value这种客观的、价值论的术语来描述。所以，米塞斯的成本概念有别于新古典的成本概念，如果你不熟悉教科书经济学，就看不出它们的区别，但如果你比较熟悉主流经济学，看到这个定义之后会十分惊讶。这一典型的奥地利经济学的成本定义比今天主流经济学的成本定义（这一成本概念，由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给出）更优越，因为它把成本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选择行为的心理体验直接结合起来了；同时，米塞斯还论证，他的定义之所以比现代经济学给出的定义更好，是因为他把成本概念直接联系到企业家才能这一概念，而后者是被新古典经济学派完全排除的概念。


  米塞斯继续写道，“Within the field of modem economics the Austrian School has shown its superiority to the School of Lausanne and the schools related to the latter”。他认为，自己的成本定义比洛桑学派的边际主义的成本定义更高明、更优越，虽然后者使用了形式主义的数学描述方法，但是奥地利学派更胜一筹，因为它对成本的讨论不仅仅停留在机会成本本身，而且“on the contrary, with carrying on its investigations to the point where it is able to trace back even this concept to subjective value judgments”。主观价值判断的成本定义，是奥地利学派的定义的核心要点。米塞斯在第二章第二段这样写道，“Only if one employs this concept of cost does one realize the importance that attaches to profitability”。如果我们不理解奥地利学派的成本定义，就无法意识到利润的重要性。新古典经济学怎样理解利润呢？由于回避企业家能力的考察和奥地利学派的利润定义，新古典经济学家仅仅把利润定义成为价格超过平均成本的部分，这是一个会计学的看法。新古典学派的领袖之一希克斯（John Hicks）始终想不清利润是什么，这是因为，会计学的利润定义不能涵盖企业家能力、创新能力，在创新时代或者是企业家能力占主导的当代经济活动中，教科书经济学已经过时了。但是新古典的成本定义很接近斯密的成本概念，即按照会计学的分解方法，把商品价格分解为投入品——劳动、资本和土地的价格。如果我们静态地看这个概念，那就把企业家能力以及对企业家能力的回报即利润完全排除了，经济就不可能发展和增长，这是斯密定义中隐含着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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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和钻石的悖论


  斯密对于成本问题的讨论是在《原富》第四章之后。如前所述，《原富》的前三章论述的是分工问题。斯密在第四章中论述了水和钻石的悖论，格拉斯哥版《原富》第四章的脚注31里对此作了长篇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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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密指出，“没有比水更有用处的事物了，但水却极难购买或换取任何其他可以被占有的事物。这用占有的原因是交换是转让所有权。一块钻石，正相反，几乎没有任何用处，却有极大量的其他经常可被占有的事物用来与它交换。”本章的脚注31指出，这个例子最初是由格劳秀斯的后继者蒲芬道夫引自柏拉图的《欧绪德默篇》（Euthydemus）。然后水和钻石的例子就不见了，斯密并未在《原富》里回答这个问题，要想得知斯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需要参考他的其他作品。格拉斯哥版的七卷《斯密文集》里有一卷包括了斯密的法理学讲义，我们曾讲过，斯密法理学讲义的全稿没有流传下来，格拉斯哥版《法理学讲义》依据的是他的学生记录下的笔记，所以在格拉斯哥版里叫做“The Lecture on Jurisprudence”（LJA and LJB）。这里的LJA和LJB表示该讲义分别取自1762年和1766年的两个学期的不同讲义，按照学生的笔记看，斯密在这两个学期都提到了水和钻石的价值悖论，说明这个悖论相当重要。


  斯密在《法理学讲义》里第一次提到水和钻石的价值悖论（1762年），用“偏好”来解释这一现象。“虽然人们不会对没有用处的事物产生需求，但对于有需求的事物而言，因满足不同品位而有不同价格是自然的。”但是，斯密在《法理学讲义》中提出的最现代的思想后来在《国富论》中被删掉了，在1762年《法理学讲义》当中，斯密用快乐与痛苦来定义偏好，认为能够带来快乐的是使用价值，不同快乐之间的交换所揭示出来的就是交换价值，这个观念非常现代，但是，在《原富》当中，他把这段删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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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密在《法理学讲义》中表达了事物的用途、有用性是价值的一个必要条件，基于偏好的欲望程度是价值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满足不同品位的事物可以有不同价格，这是斯密在两篇法理学笔记中表达的看法。根据《法理学讲义》的1766年笔记，斯密第二次讨论水和钻石的价值悖论之前，提出决定价值的三项原则：（1）对理性行为而言，用处（参阅穆勒的修正）极小的事物，没有需求；（2）商品的稀缺性与对它的需要成正比，若数量远大于需要，价格就将下降，钻石与其他宝石则显得珍贵；（3）需求者们的富裕程度或贫困程度（分配）。这三个原则共同决定一样物品的价值。在陈述了三项原则之后，斯密举出一些例子。比如，对于迷失在阿拉伯沙漠里的富商而言，水的价格可以非常高。另一方面，斯密指出，钻石价格可能因钻石工业的产出能力成倍增长而下降，这个思想后来导致了后来所谓的生产成本的价值理论。但到此为止，斯密并没严格区分交换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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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转到脚注31，它很长，引了这样一段话——蒲芬道夫从柏拉图的《欧绪德默篇》引了水和钻石的价值悖论：“只有少见的才宝贵，水，虽然是万物当中最好的……却同时也是最便宜的。”这是最早的关于水和钻石的悖论的描述。格劳秀斯也注意到了这一悖论，他说：“它们不会比它们的运用所产生的用处有太多或太少的价值。同时，事物还从它们的数量相对于对它们的需求的数量的多少而有一种价值。例如，水产生最大的用处，却价值甚小，因为与对其需求相比，水的数量太大。钻石用处甚小，却有极大的价值，因为对其需求远远大于其数量。”这是格劳秀斯分辨出的亚里士多德所说两个价值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里的“用处”二字是一个误导，小穆勒以前的所有古典经济学家都沿袭着这样一种用处的用法，但他们都用错了（见后文对小穆勒的介绍）。除了这些前辈学者的论述之外，斯密还继承了他的下列前辈关于这一悖论的看法，比如，提出著名的“蜜蜂寓言”的曼德维尔和他的老师哈奇森也提到过这个惊论。在《原富》第四章引出水和钻石的悖论之后，斯密为《原富》第一卷第五、六、七三章规定了任务。


  斯密论劳动成本与价值


  斯密在《原富》第五章真实地测度了交换价值，把它分解成为若干个投入要素的成本，在第六章仔细考察三种要素成本的状况，在第七章中讨论所谓“一般均衡价格”——今天我们所说的一般均衡价格，在斯密的书中叫做“自然价格”，通过北欧学派经济学家，例如威克塞尔（Wichsell）的讨论，我们知道自然价格其实就是一般均衡价格，只不过那时没有相应的数学工具把这个术语表达出来。这是斯密在《原富》第四章所给出的后三章的任务。在《原富》第五章里，斯密的观点看上去和劳动价值论的观点没什么区别。他说：“故而，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实测度是劳动。”但他的结论不是像马克思或李嘉图那样从抽象命题推导出来的，他的结论是从现实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所以他从来没有把劳动价值论的这句话推广到一般社会中。我们可以参看讲义中他的原文。


  斯密从历史观察出发展开论述：最初，在货币发生之前，人们是用劳动来购买物品的，而不是用金或者银，大家注意，他的结论完全是从经验观察得来的。这是一个发生学的视角——对于斯密这种经验主义学者来说，他不能接受任何抽象的、普遍适用的命题陈述，他自己的著作里也没有出现过这类陈述。他的方法是先观察事实，然后提出关于此项事实的命题，他不打算把命题推广到普适意义上的劳动价值论。这是对他的劳动价值理论的比较中肯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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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展开自己的命题，“任一事物的真实价格，是那一事物对于打算获得它的人来说所耗费的，也就是为了获得它而经受的艰辛和麻烦。任一事物对于已经获得它的人的真实价值，是它能够为此人节约的艰辛和麻烦，以及它能够转嫁到他人身上去的那些艰辛和麻烦。用货币或物品所买到的，是我们用自身经受的艰辛所获得的等量所值的劳动。”任一事物对于打算获得它的人的真实价值，是它能够为此人节约的艰辛和麻烦。这段话对以后100年的经济学发展有指导意义。下面我引用小穆勒的看法时，可以看到斯密这段话的影响。如果一事物你能很容易地得到，并不经过任何艰辛或者是麻烦，就像空气一样，那么这一事物就没有交换价值。更进一步，一事物对于已经获得的人而言，它对你的真实价值是能为你节约的艰辛和麻烦，两者都是努力。这样，斯密就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统一到快乐和痛苦之上，这个统一很重要，引出了后来的功利主义。


  “那些钱物事实上节约了我们经受的艰辛。它们包含一定量劳动的价值，这一劳动量，我们用来交换当时被假设包含着等量价值的事物。”由此可见，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不是后来李嘉图、马克思发展出来的抽象的劳动价值论，我们必须对他抱有一些同情的理解——他是经验主义者，他不会越出经验，这很重要。我再将其重复一遍，紧接着第四章关于水和钻石的悖论，斯密在第五章中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命题。但是他解释这个命题时提出这样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我个人的理解是），所谓交换价值就是你还没得到它之前你准备为它付出的努力的价值；所谓使用价值是你得到它以后，它能为你节约的努力的价值。这两点都可以被整合为快乐与痛苦，它给你带来的痛苦的减少量，亦即它为你节约的努力就是交换价值。


  接下来，斯密对劳动价值论的困难有所反思，提出“虽然劳动是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实测度，它却通常不能测度它自身的价值。因为确定两项不等量的劳动之间的比例十分困难。包含在两种不同工作内的时间未必总单独决定劳动量之间的比例。还需要考虑到它们所经历的不同艰难程度，和所要求实践的不同的创造性。一小时艰难的工作可以包含着比两小时容易的工作更多的劳动；或者，一小时内所运用的工作知识却要费十年劳动来习得，而另一常规和简单的工作则只需要在行业内学习一个月。”斯密认为，价格是波动的，确定两项不等量的劳动之间的比例十分困难。但他在这只是强调实证上十分困难，但并未说逻辑上困难或不可能，他向来不从抽象的逻辑出发讨论问题。他举例说明，一小时艰难的工作可以包含着比两小时容易的工作更多的劳动；同时，包含着大量人力资本的劳动，比如医生或者律师的一小时的劳动可能需要十年时间来学习，因此，这些劳动是复杂劳动。


  由于劳动是不同质的，故而，直接把两样物品中包含的劳动作比较非常困难。因此，斯密说：“在日常生活中，商品更经常与其他商品而不是劳动相比较和交换。所以，更自然地，我们用商品而不用劳动来测度交换价值。”这是因为，人们大多都能更好地理解某一特定商品的数量的意义而较不容易理解某一特定劳动量的意义。对于日常生活来说，以这样的方式来确定交换价值就足够了，尽管这样确定的价值依赖于市场里的讨价还价行为。注意这里的关键词，有时，看原文比看译文更有收获，例如，斯密经常使用naturally这个词，通过上一堂课的讲解，我们知道了由格劳秀斯等许多自然法学派的人本主义者的论证——符合自然的事物具有正义性，符合正义原则。这一点很重要，但中文中的“自然地”三个字很容易被忽略，读原典的时候，我们更容易感受到大师们论述的“基调”。我们大多数人能更好理解某种特定商品的特殊意义，而不太容易理解某一劳动量的意义，比如，一瓶牛奶里含着农场工人多少分钟的劳动呢？很难搞清楚。所以斯密认为，在日常生活中，确定商品的交换价值就足够了。


  斯密还注意到一个复杂性，他说，“如果劳动的交换价值由市场的讨价还价来确定，一个劳动者，尽管他的等量劳动对他自己而言总是有相等价值的，但对于雇佣这一劳动的人来说却可以变动不居。”斯密的意思是说，确定劳动的交换价值要依赖具体的市场里的日常的讨价还价行为，买主的和卖主的社会地位不同，讨价还价的能力和影响力就不一样。斯密注意到了这个特点：权利在社会各阶层当中的不合理配置可能扭曲交换价值，但不必过于挑剔这一点，而应当遵循整个社会的交换传统：这是一个非常现代的看法，而且承接着自然法传统，认为社会有自己约定俗成的定价办法。所以只要承认中世纪晚期人本主义学者强调的约定俗成，我们就能够接受斯密在这里的表述。这样，劳动的交换价值是否可以像商品的交换价值那样，由市场讨价还价来决定呢？当然可以。斯密继续在日常生活的环境里来讨论这个问题，给出这样一些观察：如果是农闲季节，进城的农民多了，劳动者和雇主讨价还价的结果是工资低了；农忙的季节，雇主找不到工人，讨价还价的结果是工资上升，对于雇主来说，劳动的价格是变动不居的，其数值取决于讨价还价的结果。


  斯密在前文已经讲过，劳动是衡量商品的价值的真实测度，但是，由上一段的论述，真实测度又在不断变动，这是个很严重的困难。于是，斯密引进了这样一个概念，把这种不断波动的价格称为名义价格，即第七章中的“市场价格”，它常常背离了“真实价格”，即以不变的尺度测定的客观价格。名义价格可以波动，在《原富》第一卷的附录里收集了1202年到1760年谷物价格的数据，斯密很得意地认为，根据这些统计数据，白银的价格长期稳定。很遗憾，他观察的时代白银价格确实长期稳定，但过了不久白银价格就开始下降。他认为，由于白银价格稳定，故谷物价格长期稳定，白银是用来定谷物价格的，谷物收成当然有变动，但这是短期变动，斯密特别强调在几百年的跨度内，谷物的价格很稳定。以100年为单位，是看不出谷物价格变动的，斯密认为，劳动者是谷物的主要消费者。粮食是劳动再生产的必需品，如果劳动的价格稳定意味着粮食的价格稳定，那就能观察到粮食价格稳定，如果劳动数量长期内是稳定的，那么粮食的需求就不会有大的变化，如果白银价格也不变，那么粮价在百年尺度内是稳定的，尽管有由于歉收丰收造成的短期浮动。所以，他认为工资在几百年的长期内保持稳定，斯密根据数据观测宣称，劳动看起来显然是普遍适用的惟一精确的价值度量。我们再次强调，他遵循的是经验主义的基本原则，从未把这一判断推广到这一般情形，因为他没有相关数据，例如，他讨论中国时从来不用这一判断，他强调由于市场的远隔，中国市场与伦敦的遥远距离，价格可能不服从他的经验主义的判断。


  成本价格的要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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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原富》第五章引入了劳动价值概念之后，斯密试图把商品的价格分解成为生产这个商品所必要投入的商品的价格，以商品生产商品，这个思路非常清楚。但能否将商品价格分解为劳动、资本和土地的投入价格呢？今天对此仍有争议。不论如何，斯密此处仍然以“劳动”作为价值尺度：例如，对一个狩猎民族而言，猎取一头海狸通常需要耗费两倍于猎取一只小鹿的劳动，则一头海狸应当自然地与两只小鹿“交换”（ex-change：“change”基本含义为“改变”、“转换”，“ex-”含义为“排除”、“无权”，交换即权的转让），或值两只小鹿。自然，通常需要耗费两天或两小时劳动时间来生产的东西，应当值两倍于通常需要一天或一小时劳动时间的东西。但斯密没有界定“劳动”概念及其尺度。我们怎样能够界定劳动的“量”呢？它对谁而言是同质的呢？这类问题非常困难，因为“约定俗成”没法准确定义。后来的计划经济时代，为了计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耗费了大量资源，造成了很多浪费。所以，斯密停留在日常生活的境界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斯密继续讨论：如果一种类的劳动比另一种类的劳动更加艰难，那么就应当有一些自然调整使得更艰难的一小时劳动的物产，例如，可以经常与两小时的另一类劳动的物产相交换。问题完全没有解决，因为，我们怎样界定“艰难”的程度呢？斯密此处论述的贡献，只是把问题引向更加“主观价值论”的路径上去，从刚才说的社会约定俗成或者是自然价值调整到了对于艰难程度的判断，或引向更广泛的“社会评价”。这已经是“主观价值论”的路径了。


  资本利润率与平均利润原则


  斯密进一步说，如果存量（资本品）在一些特定的个人手里积累起来，他们自然会利用这些存量来与从事生产的人员结合，他们向后者（劳动者）提供原材料与生活资料，为了从出售后者的工作成果或出售由劳动在原有材料上增加的价值而获取利润。于是，在这类情形中，我们必须给予那些把自己拥有的存量拿来承担生产风险的人一些利润，由工人的劳动增加到原材料上的价值故而被分解为两部分（即利润和工资）。张五常刚到香港时看到的衬衫加工过程（参见第四讲），是斯密这段话的生动写照，只有根据这种现实图景才能理解斯密这段话的经验主义含义，它不是凭空想像的，斯密很谨慎，他秉承眼见为实的原则，从来不写现实生活中看不到的东西。所以，在《法理学讲义》里的那几段论述，在《国富论》当中被删掉了。


  斯密接着提到，如果资本的所有者得不到足够补偿他的存量的回报，他将失去兴趣，不再增加存量，而是减少存量，除非他所得的利润比例于他的存量的“量”（extern）。这里的extent不容易翻译，我们说斯密的《原富》第一册第三章说到，限制劳动分工的因素是市场的广度（the extent of the market），但这里我们不能把extent翻译成“资本品的广度”。我把它翻译成“量”，因为这个extent主要是从中古英语的土地估价（extent）发展来的，包含的意义主要有：程度、广延性、临时扣押、临时的所有权、对土地的价格评估。斯密在这里提出一个对于资本品的等值回报原则，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了所谓平均利润率的原则。我们怎样界定存量的“extent”呢？斯密认为，可以按照资本市场平均回报率给资本定价，按照资本市场的等风险类别的金融资产的平均回报率给出特定资本的回报率。一项特定的资本存量可以索取“平均利润”。他举了一个例子：两个资本家付出的劳动不一样。例如，运用于第一家工场的资本总共有1000英镑，而运用于另一家工场的资本则有7300英镑。设若回报率为10%，那么，虽然经营小工厂的资本家很累，没有闲暇去享受，另外一家坐享其成，但是他们的回报率都是10%，和资本家付出的劳动不成比例。斯密举这例子，是为了说明这两位资本所有者或许付出完全不等量的劳动，却得到等量的回报率。他认为这是他第一次提出这个规律，就是资本品的交换价值所服从的定律完全不同于劳动的交换价值所服从的定律。付出等量劳动获取等量工资；资本家不一样，他们付出不等量劳动，却获得等量回报。但斯密没有解释为什么付出不等量劳动的两个资本家有理由预期同样的回报率，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它涉及利润的各种含义。这样，当引进了资产存量时，劳动的出产通常不能全部归劳动者，在大多数场合下，劳动者必须与其他要素存量的所有者分享。


  土地投入与地租


  生产的第三个要素是土地，如果这个物产需要土地投入，那么地主必然要求地租。但是，亚当·斯密是早期的政治经济学家。他们只是从经验出发研究地租问题，并没有提出抽象的、一般均衡的地租公式。斯密认为，由于土地参与了生产过程，因此，土地所有者尽管没有付出劳动，仍然可以索取土地的自然报酬，即地租。利润服从的规律完全不同于工资服从的规律，地租服从的法则又不同于利润和工资的法则。贝克尔提出，21世纪经济学又需要面对级差地租理论。因为当代是人力资本的时代，而人力资本就是级差的，所以应当回到级差地租讨论上来，但这很难。


  这样，商品价格被分为三大类要素的成本。必须注意，价格的不同成分的真实价值是由它们能够购买或控制的劳动量来测度的。劳动不仅度量价格分解为劳动自身的部分，而且度量价格分解为地租和利润的部分。这里，斯密已经开始运用劳动价值论的判断了，但斯密并没有论证过这句话为什么正确。大致说来，斯密赞同“劳动价值论”，是由于他观察到长期稳定的白银价格和谷物价格，从而真实工资长期内保持稳定，自然就成为其他商品的价值的尺度。几百年不变的要素的交换价值当然比较适合当做其他商品的尺度。但是如果他观察到的不是长期稳定的白银价格呢？斯密死后不久，欧洲就出现了长期的通货膨胀。


  白银价格波动与鸦片贸易


  《财富千年》揭示出，当时欧洲的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中国的鸦片贸易造成的，因为在鸦片贸易之前，中国几乎不需要西方的任何物品，而英国人很喜欢中国的丝绸和茶叶。根据《财富千年》的描述，当时的英国上层在签合同之前必须喝茶，就与现在开香槟差不多，并且必须要喝中国茶叶；对于工人来说，低档茶比咖啡更健康、更便宜。总之，英国人从上到下都喜欢茶，离不开茶。丝绸、瓷器也是英国进口的大宗商品。在鸦片贸易之前，英国对中国是长期的赤字。后来，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想出了一个办法，17世纪时中国民间已经有了少量的吸毒行为，英国人发现鸦片在中国很受欢迎，所以就在印度种植鸦片，再将鸦片运到中国，换取白银。从那时起，中国的白银就开始大量地输出到英国，这是直接影响英国白银价格的因素。所以在他死后不久，就出现了通货膨胀以及谷物价格上升，真实工资开始波动，有升有降。但是，据下边这篇论文的考证。英国工人的真实收入在1780—1850年，也就是斯密死前十年和他死后的半个世纪，这段时间内只增长了15%，相当于没怎么增长。实际上，1998年的这本书提出来一个看法，工业革命实际上是一种幻觉，并不像1970年以前的经济史作者想像的那样，它根本就不是狂飙突进的革命，而是一个渐进的运动。


  谷物价格波动与工资波动


  谷物价格的上涨这个重要因素，使当时英国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在一个世纪里没有改善。当时，斯密主要的论敌是重商主义者，所以他在《原富》里论证农业的丰裕更合乎自然法则，是符合自然法传统的经济发展道路。斯密受到美洲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把美洲的发展道路看做自然道路，把欧洲的发展道路看做罗马时代后期的非自然道路。他认为这条道路并不一定好，很怀疑这条道路（见第八讲），这篇论文的观点和斯密遥相呼应。英国工业革命以及工业革命稍后的生活水平和实际工资的研究，带有悲观主义的色彩。这个统计重新估计了当时的生活指数，然后生活指数修正名义工资，就得到了当时工人的真实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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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表明，由于白银总量增加，英国工人的货币收入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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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是英国从1781年到1881年100年间的男性和女性劳动者的真实收入，作者把自己描绘出的图表和另两位作者（Lindert和Williamson）的论文的图表作了一个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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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图可以看出，当时的英国出现了很猛烈的通货膨胀，Lindert和Williamson的指标在18世纪70年代以前很重要，是英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指标。作者提出新的指标，在货币工资上跟Williamson Index几乎重合，但是，这一时期谷物价格剧烈波动，英国在1800—1810年10年间粮食价格能涨2.5倍。后来画出的真实工资的曲线，大致是上升的，但是上升非常缓慢，在80年里只增长了15%。他这篇论文主要是为了更正前期学者们的看法，旨在反驳工业革命极大改善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结论。


  以上是斯密的第一卷的附录的开头和结尾，谷物的数据从1202年开始，L指英镑，s指先令，d指便士。开始的价格是不准的，若干年后，才出现了所谓1英镑16先令这样一个金价，这个金价保持了500年。从13世纪初直到18世纪中叶，1748年1英镑17先令，有时候也会波动，1750年歉收的时候可能是1英镑12先令。他就是根据这套经验主义观察，科学地得到了工资长期稳定这么一个结论，所以意味着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尺度，这是斯密经验主义的论证。我们可以和以上的经济史的文章作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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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


  《原富》第七章讨论了商品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of the natural and market of commodities），它是我们今天研读的三章中最重要的一章。斯密认为，“每一社会或其近邻，有一正常或平均的工资和利润的比率。”注意，这个比率不是工资对利润的比，而应该是工资对时间的导数和利润对时间的导数，或者说，工资本身和利润本身是单位时间内的一个量，工资水平对时间求导，单位时间内的回报率叫rate。这两项回报率总是有一个平均的或约定俗成的范围。尽管劳动和资本存量的运用方式可能很不相同。这里，斯密引进了要素的流动性，即市场竞争。要素的流动性，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所隐含的最重要的假设。总之，斯密作了这样的定义：“恰好补偿生产单位商品的诸要素自然回报的商品价格，就是商品的自然价格。”这里的自然价格就是今天我们说的一般均衡价格。


  斯密提出自然价格，不是为了回答水和钻石的悖论，用自然价格或一般均衡价格的看法来解释水和钻石的悖论有点太超前了。斯密的看法是，一切价值无非是快乐和痛苦折算成的效用。恰好补偿了生产所需要的诸要素的自然回报的价格就是一般均衡价格，如果不能够补偿要素价格，生产者就不生产，如果能超额补偿，生产者就生产更多的商品，最后会把商品价格拉平到自然价格。但关键的难题是：这里的“自然回报”是没有定义的，直到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北欧学派的威克塞尔才把自然回报率这个概念解释清楚，由此引出了弗里德曼1971年论自然利率的论文。总之，在斯密的时代，自然回报率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一章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引出了后来的一系列研究。


  价值与制度的不同特点


  我们在这里对价值理论作一总结，价值不同于制度，后者制约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前者可以发生在鲁滨逊的荒岛上。“有用性”及“落实有用性的困难”，前者意味着主观价值判断，后者意味着客观的生产条件及技术制约。从人类演化角度审视，越是演化的初期，人类越可能受到客观技术的制约，故价值的客观尺度就越占主导位置。当人类逐渐摆脱初期的物质约束，走向有意识的精神演化（volitional revolution）阶段时，价值的主观尺度就将日益占据主导位置。换句话说，“长期”而言，人类活动所遵循的价值原则，是从客观价值论逐渐转变为主观价值论的演化过程。在这样的视角下，奥地利学派的“成本”概念就显出极大的长期的理论优势了。对于在座各位和各位的学生而言，也许日后要越来越多地接触到米塞斯给出的成本概念，而非李嘉图给出的成本概念。因此，一个长期的理论课题是：怎样在不同个人的主观世界之间建构具有某种“主体间客观性”的经济活动的一般均衡或博弈均衡模型，也就是所谓的现象学经济学。


  这里涉及了一个复杂的问题，即社会规范的演化以及人类合作秩序的扩展，斯密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当“价值”或“自然价格”由社会经济的正常条件决定时，这些“正常”的条件是怎样形成和演化的？这就是“社会规范”问题，这也是哈耶克毕生关注的问题。


  2004年4月，恩斯特·费尔在《认知科学的发展趋势》（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里提出来这样一个看法，就是社会规范的存在性是社会认知科学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社会科学的研究没有比这个规范概念更重要、更经常困惑我们的。对于社会规范是如何形成，什么力量促使它演化，决定它的内涵，以及它的情感和认知方面的要求和条件，我们都知之甚少。我们看到，社会规范的形成和演化是介于理性和激情之间。如果我们抛开社会规范的研究，按照费尔的看法，就不能解释人类合作是怎样发生以及怎样执行的。如果我们把人类合作的基础简约成为谈判过程，那么，市场实际上是两种主要的合作方式之一，另一种方式是政治。今天的社会选择理论和博弈理论对于这两种主要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得到一个结论：任何经济活动和经济资源的配置都必须有一个前提，即政治规则的制定。在一定政治规则框架内才有市场活动。我们把道格拉斯·诺斯意义上的政治规则叫做权利结构。但是，权利界定过程的基础是福克和哈韦马斯在论战中提出的：任何权利界定、政治过程都不能摆脱社会传统加给的“power structure”即权力结构。我们要“认真对待权利”，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权利的界定是一个政治过程，在这之后才可能有经济活动。


  Ernst Fehr在2004年的文章中提出了未来研究课题：（1）情感在人类合作过程中究竟是发挥着决定作用还是仅仅伴随着合作？（2）合作的脑神经基础有待发现；（3）合作与其社会经济环境间的关系。这三个题目，是经济学和社会学都应加以关注的重大课题。


  附讲：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生平及其思想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想给大家讲讲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故事，它穿插着这位经济学家浪漫的感情史。我们为什么要花一节课的时间，在思想史的课程里“纠缠”一个人的私生活呢？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凄婉的案例，证明人生体悟和知识过程是难舍难分地纠缠在一起的。


  从小穆勒到马歇尔大概是半个世纪左右，通常，我们认为亚当·斯密以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第二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是小穆勒。在小穆勒的周围有三位对他影响很大的学者，都不如他这样充满矛盾。穆勒的思想充满张力，紧张地斗争了一生，所以造就了一个斯密之后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经济学出身的第三位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我想可以说是哈耶克，哈耶克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比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例如弗里德曼）要复杂得多。复杂，意味着思想内部有冲突，有紧张，有矛盾——有解决不了的矛盾，正说明遇到了解决不了的、根本性的问题。只有你遇到了人类命运当中不可回避的根本性问题，你才会表现为哈耶克和小穆勒这样的紧张。而不是像弗里德曼一样一边倒，把什么都看得很简单，“一把刀切一万个世界”。真实世界不是那么简单的，它非常复杂。总之，我们认为，从斯密到哈耶克之间，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当中，只有小穆勒可以称为思想巨人。


  小穆勒的父亲老穆勒（James Mill）在当时英国的知识界是一位核心人物。老穆勒认为他的长子可以超越同时代经济学家100年，所以他用了一种奇特的、后代家长不敢重复的教育方法，每天散步的时候口述刚出版的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给小穆勒听。当时，小穆勒只有13岁，老穆勒要求他第二天早上交一份前一天散步的时候讲述的知识的报告，这是小穆勒回家后，用鹅毛笔从脑子里凭记忆一点一点抄出来整理的。老穆勒后来发表了《政治经济学基础》（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为什么叫elements呢，他儿子的书叫做《政治经济学原理》他（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父亲的书叫《政治经济学基础》，在康德逻辑学里我们知道，先有element，element之上才有principle。老穆勒的这本《政治经济基础》手稿完全是他儿子的笔记。小穆勒在自传里回忆，他第一次系统地整理整个经济科学就是在13岁的时候。穆勒的传记告诉我们，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已经拥有了一个令人畏惧的人类头脑，尽管它在情感上被高度压抑着。（By the time he reached young adulthood, John Stuart Mill was a formidable intellectual, albeit an emotionally depressed one.）


  1909年，小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编辑者埃什利在导言里回顾了他三次系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过程。第一次是1819年，我们刚才说了，他13岁时每天整理他父亲给他讲的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二天他交上来笔记。我们知道李嘉图是最伟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之一，后世的评论家评论李嘉图，往往震撼于他清晰有力的思想。从13岁起，小穆勒就一遍一遍地写笔记，把不清楚的地方都改掉，最后，他的手稿就变成了清晰、精确、可接受的完整著作。这就是他父亲后来发表的elements的初稿。小穆勒13岁的手稿叫做“李嘉图笔记”。他15岁时随同父亲到法国访问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萨伊，同时第二次系统地整理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为父亲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的清样写每一段的摘要。从巴黎回来，他就精神崩溃，精神崩溃以后恢复了大约4年。到了他大约19岁时老穆勒第三次要求他整理政治经济学，这样在19岁之后，小穆勒自认为是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家了。当时的人写书不像现在一样随便，尽管已经整理了三遍政治经济学，但小穆勒直到1848年才发表第一版《政治经济学原理》，在1848—1878年这30年期间，这本书成为leading economics textbook——惟一最重要的经济学教科书。1871年，经济学发生了所谓的“边际革命”，门格尔的著作发表了。1871—1878年之间，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其他著作纷纷发表，结束了小穆勒的时代。再过大概10多年，到了1892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成为经济学的标准教材。小穆勒是斯密到马歇尔之间的承前启后的理论大师，按照华伦斯坦的说法，他所在的时代是一个generalist（通才）的时代，穆勒就是这样一个标准的通才，他在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包括逻辑学、政治哲学、伦理学等）都有惊人的造诣。


  对小穆勒早年影响很大的是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李嘉图是斯密之后最系统的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他是犹太人，父亲是伦敦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由于李嘉图爱上了一个信仰新教的女子，所以被他的家族取消了遗产继承权。这样他就不得不去玩股票。在经济学家之中，李嘉图是凯恩斯之前最成功的股票交易家，他在25岁时就成了当时的巨富（拥有200万英镑）。27岁时他读到了斯密的《原富》，开始对经济学感兴趣，然后大概思考了10年，大约在37岁时发了第一篇经济学的文章，过了14年就去世了。李嘉图的逻辑十分严密，观点犀利，辩才无碍，对小穆勒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小穆勒19岁以前最崇拜的另一位英国学者是边沁（Jeremy Bentham）。边沁是功利主义的创始人，边沁反对亚当·斯密继承的中世纪晚期的自然法传统，不承认人的自然权利或天赋权利。边沁论证了很多今天属于liberalism（左派自由主义）的看法。他最著名的口号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greatest number）应该作为一个社会公理。这就是说，任何一项政府政策都应该被放在这个尺度之下，来评价它的正确或者错误。但是，在经济学课堂里考察边沁的说法，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怎样度量边沁说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呢？政策的制定必须是实证的、可操作的。真正操作起来，也许只有作为英国最活跃、最杰出的立法家的边沁自己实现了这个目标。其他人都无法很好的应用这个判据。因为幸福在人群中集结起来才有总的幸福量，这个总的幸福量取决于幸福的不同分布，所以，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幸福是怎样分配的。边沁精力旺盛，他的一生都在促进立法，改变司法体制。他为监狱设计圆形的牢房，因为只有在圆形的大墙里，才互相看得见，节省看守。他还给工人设计劳动时间表，使工人的工作、休息更有效率。他在实践中提出这样一个很当代的原则：Incentives should be designed to make it each man's interest to observe on every occasion that conduct which it is his duty to observe。这是今天机制理论的滥觞，边沁改革的指导原则是：应当把激励设置为恰好是每一个人的自我利益所在，在任何一个场合每个人根据自身的利益把监督他应该做的事情当做他的责任。这是典型的机制设计思想，例如，纳什均衡是没有想偏离那个状态的状态。把纳什均衡更技术化一些就能得到边沁的理论，即设计一套激励机制让人们根据自己的利益去实现这个均衡。


  我们回到对小穆勒生平的介绍，根据小穆勒的自传，1825年，初步从精神崩溃恢复之后，小穆勒聚集了一些青年朋友，在他父亲的书房里每星期两个早晨系统勘探社会科学各领域，从政治经济学开始。他们用老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基础》作为教科书。一个人先朗读一章或更短的一部分，然后就开始自由讨论。任何一个人有反对意见或是有观点上的贡献就提出来。这个小组的规则是，每个成员提出的每一个观点都必须得到最充分的讨论，直到全体成员都满意为止。他们作这种细致的讨论，直到解开思想上的每一个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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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穆勒

  


  到1828年，22岁的小穆勒已经厌倦了功利主义学派，他第一次读到了孔德的实证哲学，并通过通信与孔德结成了忘年之交，虽然两人从未见过面。孔德晚年在法国穷困潦倒，小穆勒经常给他寄支票。小穆勒很崇拜孔德，他在写给孔德的信里承认，自己读到了孔德的《实证哲学》的第一卷和第二卷才下了最后的决心脱离边沁的功利主义学派，转而寻求思想的综合。小穆勒是个渊博的学者，在父亲的指引下，他3岁学习希腊文，8岁学习拉丁文，然后是逻辑学、经济学，然后精神抑郁乃至崩溃。在休养期间，小穆勒博览文学著作，当时他最欣赏诗人柯勒力支（Samuel Coleridge，1772—1834，又译柯尔律治，这里用鲁迅先生的译法）。这位美学家、诗人、历史哲学家、文学评论家是当时英国的文坛巨匠。他的创作是对欧洲理性主义的一种反思、一种批判。一个人理性到了发疯的程度，没有办法继续理性了，就回到了诗歌，回到了文学。这样，小穆勒开始对功利主义哲学产生了怀疑，他宣称他要把孔德的社会哲学和柯勒力支的历史哲学综合成一个统一体。小穆勒指出，孔德优于边沁的功利主义最关键的地方是沿袭了生物科学的方法，实证哲学不再是静态的、逻辑的，而是动态地阐释社会问题，这是孔德思想中最富魅力的一部分。


  孔德的生物学观点对穆勒的影响很大，在穆勒1848年发表《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部著作的时候，他把这部著作分为五册。第一册是生产理论；第二册是财富和收入的分配。1848年欧洲爆发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潮，他注意到当时阶级矛盾的激化。在第二册导言里，他表达了对当时社会主义运动的同情。他在生产、消费、交换这三个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里面加入一个分配。第三册讨论交换；第四册是动态理论，讨论社会进步对价格体系的影响，这里体现了孔德的哲学思想；第五册讨论政府与经济。


  孔德和穆勒的通信集的英文本迟至1995年才出版。1997年《欧洲思想史》杂志有这样一个书评，提及小穆勒被孔德关于脑与心理现象的看法吸引过去，由此产生了两人之间真正和根本的分歧。他们的争论，简单地说，是关于两性之间的脑与心理差异的，当时已经有了解剖的原理，所以，孔德基于两性的脑解剖差异提出来一些穆勒不能接受的观点。小穆勒坚持两性之间的自然平等，提出要建立一门“动物行为学”（“道德体系学”）专门研究个体的智力与道德特征如何被社会环境重塑。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小穆勒设想，如果能够建立“动物行为学”或叫“道德体系学”，就可以将其作为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科学入门（prescience）。如同后来的胡塞尔宣称现象学是一切科学的始基一样，小穆勒想把动物行为学当做今天一切政治经济学的先导课程。孔德很迅速地回应了小穆勒，在他对两性的脑和心理差异的论述里，阐述了对女性情绪化特征的负面看法。对此，小穆勒回答：通常认为女性比男性更能缜密思考，可是若非以激情受制于理性，何来缜密思考呢？这就反驳了孔德的看法。


  对中晚期的小穆勒影响最大的有三个人，第一位是柯勒力支，第二位是孔德，第三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是他的恋人哈丽特·泰勒·哈代（Harriet Taylor Hardy）。哈丽特是西方早期妇女运动的领袖。她是女性主义（feminism，有人翻译成女权主义，这里用刘小枫的译法）的先驱，她起草了英国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的宣言——《妇女权益论》，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引起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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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丽特·泰勒·哈代

  


  我从一个女性主义网站下载了关于哈丽特的传记材料。哈丽特是一个外科医生的女儿，从小在家里受教育，没有上学，这在当时的英国是很普遍的，她喜欢写诗，是一位女诗人。她名字里的Taylor是她的第一位丈夫的姓，他是一个富裕的药品批发商。哈丽特和她的Taylor先生一共生了三个孩子，第三个孩子生于1831年，她就是英国著名的妇女运动领袖海伦·泰勒。令人感兴趣的是，哈丽特和小穆勒是如何相遇的呢？一个是富商的夫人，一个是未婚的著名经济学家，似乎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史家们对他们如何相识有各种说法，最让人信服的说法是：某个妇女投票权的激进分子把她引荐给了穆勒，时间大概是在1830年，那时小穆勒只有24岁。也有人说，哈丽特是在她丈夫的沙龙里认识小穆勒的。总之，他们的相遇、相知、相爱，注定了要在以后日子里有婚外情——在当时，妇女离婚是不可能的事情。恋情当然刺激了作为思想家的穆勒，这些生活体验，对穆勒写作《论自由》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要反对男权强加给女性的不自由状态。哈丽特的传记作家赞叹，他们的交往紧密无间，而且“充满了智慧和激情”。我们可以想像，他们的婚外情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爱情。两人一星期吃两次晚饭，优雅地交谈，相互欣赏。因为哈丽特身体不好，所以每年夏天要去温暖的南方度假，穆勒就在她房子边上偷偷租一个小房子，以便两个人能在一起，可见情感很深，这种规律性的度假生活一直延续到他们结婚的那一年。穆勒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工作了一生，他公务在身时，没有办法租那个秘密小屋，那时他们俩就写信，他们的信件来往频繁，几乎每天一封。通信的作用是交流各自的文章，为双方各自的思想贡献新观点、新洞见。例如，穆勒在1848年第一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扉页上试图将这本著作题献给哈丽特·泰勒，但是当时的风言风语太可怕，所以就放弃了这个想法。他们两人浪漫的婚外情持续了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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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年的小穆勒

  


  1851年泰勒先生得癌症逝世了，小穆勒终于能和哈丽特结为连理。按照英国的法律，一个女子的丈夫死了，可以再婚，但不能主动离婚，当时的妇女没有这个权益。他们在1851年当年就结婚了，婚后是否有性关系，众说纷纭。因为这涉及小穆勒早年受到的摧残性质的教育。穆勒自己说，他的一生很幸福，惟一的不幸就是没有童年。他3岁学习希腊文，8岁学拉丁文，13岁就开始批判李嘉图，然后就精神崩溃。我们可以看穆勒的照片（右图），一脸受难的样子。有人说，早年的生活使得穆勒陷入了性无能，所以他婚后没有性生活。还有一种说法跟女性主义运动有关，即泰勒先生是个商人，生活不甚检点，把梅毒传染给了他妻子，导致哈丽特健康状况很差，活得很短，婚后7年就患肺结核去世了。


  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哈丽特结婚之后健康状况马上就恶化了，所以两人婚后谢绝社交，疯狂工作，为了写出一些在去世之后，双方各自都能发表的作品。有一位传记作家是专门给穆勒夫人作传的，他这样说：“Harriet Taylor Mill wrote like Henri Matisse painted——with large, passionate strokes”。（她像马蒂斯作画一样写文章，马蒂斯的画很疯狂，激情挥洒。）她的文章就是这样洒脱奔放。德里达曾说，“我希望像女性一样写作”，大概就是有感于此类风格。1851年，哈丽特发表了《妇女权益论》（The Enfranchisement of Women）。在文章中，哈丽特说，The unfettered power of men over the women in their lives leads both men and women to intellectual laziness，即男人对女人的不受束缚的权利，把男人和女人都带到一种“智力的懒惰状况”。哈丽特·泰勒·穆勒是怎么论证这个观点的呢？她说，由于男人对女人的无限权力，所以男人完全不知道一个正确的观点应该是通过辩论而不是独断得到的。这样一种状况腐蚀了男人，由此带来他们智慧上的懒惰，这种腐化蔓延到全社会，最后把男人和女人都腐化了。这是《妇女权益论》的基本观点。


  哈丽特逝世后，穆勒转而支持他的继女海伦·泰勒领导的妇女运动。穆勒说，海伦是另外一位能够激发他的智力活动的女性。海伦·泰勒于1867年领导1500位妇女在英国下院作了史称“The Ladies' Petition”的请愿，争取妇女的投票权。当时威斯敏斯特地区的下院议员是她的继父穆勒，通过穆勒，请愿书被呈递给英国国王。在这请愿书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the possession of property in this country carries with it the right to vote”，如果允许臣民拥有私人财产，那么就应当允许臣民有投票权。当时，妇女可以继承财产，但是没有投票权，这是很荒谬的。在宪法框架内，她们要求这样一种权利。晚年的穆勒，基于自己的人生体验，给予了她们热情的支持。1869年，穆勒发表了《论妇女的从属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在文中他指出，通常读者会以为他对女性权利的争取和论证是次要的，是marginal topic（边缘话题）。但他反对这种看法，“By the progress of reflection and the experience of life, it is constantly growing stronger”，随着生活经历和反思的过程，这种争取妇女权益的愿望与时俱增。他进而呼吁要将妇女从“事实上的奴役地位”（effective slavery）当中解放出来，赋予她们与男子平等的尊严和自由。这篇文章后来成为妇女运动的经典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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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简略地介绍一下小穆勒的经济思想。他的经济学受到法国经济学家萨伊（Jean-Baptiste Say，1767—1832）的影响。如前所述，在萨伊的家里，小穆勒第二次系统整理了政治经济学。萨伊是小穆勒的父亲詹姆斯·穆勒的朋友，与边沁是同时代的人。他的最著名的口号是“萨伊定律”——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就是说，没有卖不出去的供给，没有没人需要的供给。短期之内，我们可能会囤积商品，比如麦子，但长期之内的囤积是不可能维持的。在长期的均衡中，所供给的一定是所需求的。在长期之内，萨伊定律是可以成立的，但短期之内未必成立，有可能出现商品供大于求的状况。有人考证，最早提出这个定律的不是萨伊本人，而是老穆勒。老穆勒毕生不愿著书立说，著作不多，他主要的影响是通过他们家的沙龙，所以这个考证很可能是正确的。


  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三册第二章里面，小穆勒讨论了水和钻石的问题，他认为，一个事物在交换中生成价值需要两项必要条件：一是事物对人的“有用性”，二是落实有用性所必须克服的“困难”。这两项必要条件的合取式决定了事物的交换价值。小穆勒试图把斯密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这双重意义上的价值整合成为事物对人的有用性。他把“对人的有用性”解释成为边沁的快乐与痛苦，于是这两个价值就变成了快乐与痛苦本身以及快乐与痛苦的交换。斯密把价值区分成交换价值（the value in exchange）和使用价值（the value in use），小穆勒批评斯密的思想含混不清，他认为，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一词应当毫不含混地对应于欲求（The word Value, when used without adjunct, always means, in political economy, value in exchange）。小穆勒批评斯密说他错用了use，斯密在哲学家的意义上，而不是在政治经济学家的意义上理解使用价值的“使用”。斯密的非政治经济学的用法产生了一种歧义，好像在“水和钻石的悖论”中，钻石带来快乐，水带来用处，于是出现了表面上的悖论。这不是穆勒玩弄的文字游戏，这是英语的政治经济学。穆勒在批评斯密的时候说，政治经济学根本就不是比较各种事物的有用性的科学，后者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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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讲：价格与货币


  （2004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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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论


  这学期的课，大概有三讲对各位最重要，第一讲是导论，第二讲就是今天的第八讲。因为古典经济学理论是以价值为核心议题的理论，现代经济理论是以价格为核心议题的。怎样从古典过渡到现代，这是今天这讲“价格与货币”的问题。在期末还有一个总复习，总复习对于各位应该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准备在这一讲介绍20多篇学术论文，我们将通过这些经典文献和现代文献来理解，为什么经济学经历了一个转向——从价值关注转到了价格关注。哈耶克曾经强调应该取消宏观经济学——这个看法被嘲笑过。张五常后来说应该把微观和宏观经济理论合并成一门“价格理论”，他认为经济学只有价格理论，没有其他。这是最主流的，甚至是教条式的主流经济学的看法。但这看法是有道理的。


  《道德与立法原理引论》


  让我们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回顾。当时，经济学作为“家政学”，从属于伦理学和政治学。从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里我们知道，财富是有“中庸之道”的，不可过分地贪财，也不能完全不要钱。守住财富的中庸之道就是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的伦理原则。这个中庸之道的讨论在中世纪被转换成为符合神学原理的正义价格的问题，各位应该还记得住，在正义价格理论里，大部分经典作家都把价格的正义原则交给了社会，就是比照着社会约定俗成的、符合规范的平均生产条件或者生活水平来确定一个不高不低的、符合正义原则的价格。西方思想经过一千多年的演变，演化出了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


  我们讨论过多次，斯密在他的著作里引进了“双重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然后，斯密和李嘉图就陷入了劳动价值论的困境，他们试图用一个客观的尺度，也就是用平均劳动时间来衡量社会约定俗成的“正义价格”。但是他们碰到了很多困难，比如我们一直讨论的“钻石和水”的悖论。到了李嘉图以后，小穆勒把研究转到了另外一个方向，他不从价值的客观主义立场来解决从亚里士多德到李嘉图的“正义价格”的问题，而转向一个极端，即效用主义或者主观主义的价值立场。小穆勒是边沁的崇拜者和学生，经过小穆勒的转变，经济学家把问题的焦点放到了效用主义、功利主义的立场上，于是，他们把“快乐”或缓解“痛苦”的能力看做是使用价值，而把放弃一部分快乐为了获得另一部分快乐的这种意愿的强度看做交换价值，这就暂时回避了价值理论的讨论。这样，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实际上就是为当代的“行为学经济学”，包括最近几年非常时髦的“脑科学”的研究（例如弗农·史密斯的研究）铺平了道路。这是一个思想史的简要梳理。


  所以，这堂课的前四分之一，我们介绍边沁的原著《道德与立法原理引论》。这本书在1999年的时候还再版了一次，说明由于行为学的成熟发展，西方社会重新关注边沁的效用理论。边沁比斯密的年代稍微晚一点，在斯密死前，他发表了这本著作——《道德与立法原理》。我这里引的是1907年版，这个版本可以从liberty foundation——自由基金的网站上免费下载。


  《道德与立法原理引论》第一章


  第一章的题目是“效用原理”，它是经济学的“ABC”。这一章的第一段第一句和第二句是这样写的：“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个主人的统治之下，这两个主人的名字分别叫做痛苦（pain）与快乐（pleasure）。从这两个主人的统治当中，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应当做的，也就是道德哲学的，和什么是我们将做的。”（Nature has placed mankind under the governance of two sovereign masters, pain and pleasure. It is for them alone to point out what we ought to do, as well as to determine what we shall do.）休谟提出的“应然”和“实然”的区分，被边沁统一在行为学基础上了，边沁认为没有“应然”和“实然”的区别，两者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人类行为服从快乐与痛苦的计算。这是一个耸人听闻的开篇。要是康德看见了，肯定掉头就走。因为这实在是奇特——我们在第三讲提到，摩尔曾批评过这一看法。


  这样一个开篇，实际上是承接了非常厚重的人本主义的自然法传统，尤其是格劳秀斯的理论。边沁在第二段提出的原则实际上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原则”，他用这项原则来重新审查全部自然权利的合法性、合理性。在他的实践中，不符合这个原则的，就要被全部推翻。


  我查了一下边沁的笔记，他的笔记表明他知道康德。康德1788年发表了第二批判——《实践理性批判》，边沁的这本书是1789年出版的。1781年的时候，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已经问世了。康德在给友人的信里面表明，他知道亚当·斯密，还表扬过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这说明当时英国和德国知识分子之间是有很多交流的。康德肯定知道斯密的思想。同样，我们可以相信，边沁知道康德的批判哲学，但是他为什么还要写这样一个，从德国哲学看是耸人听闻的、混淆了应然和实然的显然区别的论述呢？这是他开篇给我们的印象。


  第二段是这样写的：“快乐与痛苦的独裁，一方面把因果链条，另一方面把正确与错误的判断准则绑牢在它们的王座下。它们统治我们所做的一切、所说的一切、所想的一切：我们能够实施的为摆脱我们被它们奴役状态的每一种努力，无非只是表明和确认它们对我们的统治。”（On the one hand the standard of right and wrong, on the other the chain of causes and effects, are fastened to their throne. They govern us in all we do, in all we say, in all we think: every effort we can make to throw off our subjection, will serve but to demonstrate and confirm it.）


  在第三段，边沁定义了“效用”。什么是效用？效用是任何物品倾向于为我们带来任何快乐的任何性质。（By utility is meant that property in any object, whereby it tends to produce benefit, advantage, pleasure, good, or happiness, [all this in the present case comes to the same thing.]）所以，效用首先不是物品，而是物品的各种属性，这是非常现代的经济学看法。经过加里·贝克尔的努力，经济学家把“商品”转换成“家庭生产函数”里边的“投入品”，产出的是它的属性的服务，通过家庭服务，物品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性质进入我们的效用函数。根据边沁的看法，效用是任何物品倾向于为我们带来任何快乐的任何性质，或者，倾向于防止在我们身上发生任何痛苦的任何性质——它们统统只意味着同一种感觉，那就是“快感”。边沁是英国最重要的立法者，他总是要谈到社区利益：假如我们所讨论的是社区的利益，那么，效用就意味着社区幸福；假如所论为私人利益，那么，效用就意味着私人幸福。


  第四段讲了立法的基本原理。社区的利益是道德言论最宽泛的一种表达。可是社区利益往往被人们遗忘。这种最宽泛的表达，它的含义往往丢失了。社区利益实际上是由组成这个社区的合法成员的个人的利益表达的，所以“成员关系”很重要。休谟认为，社区利益是“组成社区的独立成员的利益之和”，关键问题出在这里，如何求和？


  第五段讲道，谈论社区利益而不理解个人利益是侈谈。（It is in vain to talk of the interest of the community, without understanding what is the interest of the individual.）这段论述对中国非常现实，在我们世纪末的这场关于中国改革前途的大论战里面，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观点。把社区换成国家，讨论国家利益而不理解个人利益，这是侈谈。所以，个人主义的立场是不同意单纯讨论社区利益的。


  第六段定义了什么样的个人行为或者社区立法是符合效用原则的，边沁只看它是否倾向于增加而非降低社区效用。实际上，这里的“社区”就是社会。第七段说的是政府（由一些特定个人实施的行动）被认为符合了效用原则的独断，若它表现出增进社区幸福而非降低这一幸福的倾向。第十段，也就是最后一段，总结了全文，认为效用原则是惟一正确的原则。


  以上是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引论》的第一章。


  “主体间客观性”价值尺度


  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和休谟、斯密的情感学说，能推出仁慈与正义这两个基本原则（见第五讲）。在这个传统之中，边沁提出的效用主义“独断”原则似乎能够取代“劳动价值”原则。因为经济学家要回避亚里士多德经过中世纪到斯密的诸多大师都无法解决的价值理论的社会标准，这带来了功利主义的转向，从客观立场转到主观立场。


  我们在第七讲的结尾说过，从长期的演化视角看，价值理论肯定是要从客观立场逐渐转向主观立场。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经济学要解决一个长期的理论问题，就是如何在不同主观立场之间建立具有某种“主体间客观性”的价值尺度。也就是说古典的价值理论没有完成的课题，边沁以后的经济学也不能回避。实际上，胡塞尔在临死之前注意到了建立“主体间客观性”价值尺度的课题。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个新的课题或者研究领域叫做phenomenological economics（现象学经济学），今天欧洲有少数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在作这方面研究。


  小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


  对特定事物的效用，在主观立场上，有不同的主观判断，它们之间相互比较的尺度之一，就是“货币”。根据斯密的论述，当事物与货币相互交换并反映了真实的交换价值时，单位事物所值的货币数量，称为事物的自然价格。小穆勒在很多场合，尤其是在他那本《政治经济学原理》里，提到这样一种情况，他认为，斯密的自然价格实际上是一种理想状况，即“一物一价”，在理想的市场里，相同的商品只能有一个价格。但是，穆勒注意到，任何事物在同一市场里与其他事物交换时，几乎总是出现一物多价的情况。如果你们看过张五常的《卖橘者言》，就知道他观察的是同一类情况，同一个橘子市场里，有很多不同的价格。因为市场是很多寻价者（搜寻价格者）的行为的集结，所以穆勒注意这一情况是非常自然的。现实生活中的“价格”，几乎永远不满足完全竞争假设。这样，穆勒的论述就有了一些现代的因素。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建立在完全竞争或者是一物一价这种理想市场的假设之下的理论，但是，他希望读者把他的理论看做于现实过程的一种近似。


  现代市场与价格机制


  1990年之后的十几年里面，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已经由博弈论来重新写过了，对这一点，我们作过正确的预期。但是，博弈论已经终结了，真正没有终结的是什么呢？尚未终结的是一些新的理论。比如弗农·史密斯在做的实验经济学的理论，以及经典理论的应用，比如说拍卖理论、机制设计。


  今天的经济学家，面对经济学的“市场”概念，他们会在脑子里想什么呢？不再是斯密写《原富》的时候脑子里呈现出来的现实的市场，东南西北四个门，由警卫把着，公布开市、收市的时间，市场里面有很多摊贩——行商、坐商。没有这么复杂，市场就是“拍卖过程”。比如说弗农·史密斯设计的双向拍卖理论，它是今天纳斯达克和亚历山大期货市场的惟一的拍卖机制。今天的市场是Milgrom他们宣称的“设计出来的市场”。Milgrom专门为此成立过“市场设计研究院”，专门设计各种各样的市场，这个研究院现在还在运行，盈利可观。他的基础就是他在斯德哥尔摩的讲话里说的，把拍卖理论给“用起来”。这是今天我们理解作为价格机制的市场。价格机制被简约成为两方——一买一卖——的拍卖过程。


  威克斯蒂德图形


  张五常说过，全部经济学知识可以简约成为一招一式，还记得那一招是什么吗？就是“向下倾斜的需求”。但关键是，我们讨论向下倾斜的需求，为什么不讨论供给？我们可以用威克斯蒂德图形（Wicksteed Graph）来论证和解释张五常的看法的合理性。比如说某种邮票绝版之后，总的邮票数量不变，或者股票公开发行之后，总的流通股的数量不变，所以在最典型的自由市场机制之下，我们基本上可以接受威克斯蒂德图形，认为总的供给量不变。卖股票的人当股票价格降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会转过来买股票。也就是说，供给的曲线其实是放弃了的需求，所以供给和需求这两条曲线不是相互独立的，他们之间必须通过威克斯蒂德图形交互作用。这是一个最一般的需求理论。


  但是这件事情完全没有解决，我在介绍成本的时候提到过一件事情，经济学的两块基石是什么呢？你如果把经济学学通了，你其实只会用一把刀，就是成本分析。如果你是研究生水平的经济学，你还会用另一把刀，那就是租，或者是利润。租和成本这两个基本概念之间的关系，在教科书里面是由平均成本和价格之间的关系来描述的（因为价格在典型的自由市场之中就等于边际成本）。


  李嘉图的两个问题


  这样，就引进了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所谓报酬递减律（decreasing return）。在主观的价值判断里，报酬递减律当然就是向下倾斜的需求，但是在生产领域里，古典经济学的报酬递减律却表示边际生产率的下降。我们通常把它归为李嘉图的研究，但是李嘉图在1815年给英国国会的报告里，把它归功于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也就是说，粮食或者土地的产出不能够像劳动力的人口增长那样呈几何级数增加。在1815年的三个星期内，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等四位研究者应国会请求对斯密死后的二十几年里为什么谷物价格暴升暴跌提出报告。经济史家考证，在这四份研究报告里，经济学首次有了所谓边际报酬递减律（decreasing marginal return）。最早提出报酬递减律的是杜尔阁，杜尔阁曾经专门为了研究中国经济培养了两位传教士，送到福建。杜尔阁还写过一个《中国经济论》。杜尔阁的知识面非常宽，他专门研究了生产的费用理论，然后提出了报酬递减律。这是思想史上的一段故事。报酬递减律是怎么发生的呢？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提李嘉图的贡献。李嘉图先把土地当成一个土地要素，然后劳动和资本另外两个要素暂时固定起来，只是增加土地要素的投入，然后看单位面积的农产品的产出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他发现，单位土地的产出是递减的，他把这个递减叫做“土地的报酬递减”，但这是由土地的质量下降引起的。因为土地不断投入的时候，贫瘠的土地最终也会投入使用，这会使得全国平均亩产量趋于下降。这引进了一个不科学的因素，即“异质性”。那么，异质性对经济学讨论有很多的影响，因为它涉及商品的量和质之间的关系，我一再说，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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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克斯得过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谈过为什么供给曲线往右边扩张的时候就要向上倾斜，我写过一篇文章专门介绍希克斯的这个理论。把希克斯举的例子套用到今天，如果一家工厂，比如IBM工厂，假如它是全行业中最好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把IBM的工厂“克隆”到全世界，一直到覆盖整个世界为止呢？这时，整个计算机市场只有一个品牌——最好的那个品牌。为什么不是这样呢？希克斯找了半天原因，最终，他不同意李嘉图的思路，希克斯认为多数生产要素都不能说是稀缺的。劳动稀缺吗？劳动通常不稀缺。资本、土地稀缺吗？在很多情况下也不稀缺。只有一个要素瓶颈是最可能解释这个问题的，那就是企业家能力（entrepreneurship）。企业家，比如亚科卡，管理不了那么大的汽车公司，再扩张下去，肯定边际回报递减。他管理不了几十万人、几百万人的公司，因为他的时间投入不是等质的，而是异质的。任何一个企业家，如果从早上四五点钟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钟，然后睡觉，第二天早上四五点钟再工作，我们可以想像，他的每一个小时投入的质量肯定不一样。这和李嘉图的土地投入质量不一样是非常类似的，所以在这里，我们提醒各位，在这儿讨论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整个经济学最难解决、最难回答的问题。希克斯到晚年临死的时候，对克莱因说他惟一试图解决但没解决的问题就是想不清楚利润是怎么发生的。当时，克莱因问：你一生有这么大贡献，对几代经济学家产生了影响，你没有解决的、最想解决的是什么问题？他说，“我最想搞清楚的是从会计学的角度讲清楚什么是利润，或者利润是怎样发生的。”


  所以，在租的问题上，什么导致了供给曲线向上倾斜，而不是向下倾斜，这只是价格理论的第一个复杂性。价格理论绝不是各位想像中的供给和需求曲线的交叉。首先，这两条曲线相互之间是否独立变化，这是一个大的问号，其次，为什么需求曲线就非得向下倾斜，这又是一个大问号：最后，为什么供给曲线非得向上倾斜，现在我们看到，还要加上一个大问号。我们只是提到这些现象，但它们的原因是什么，并不清楚。


  斯坦利·布鲁论报酬递减律


  斯坦利·布鲁（Stanley L. Brue）的《报酬递减律的回顾》是一篇介绍性的文章。《经济学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是给学生看的经济学刊物，美国经济协会出的。该杂志釆取约稿制，作者都是名家。在这篇文章里，作者还是相信，报酬递减律可以最好地解释供给曲线为何向上倾斜，但仅能解释短期的而不是长期的供给曲线的形状问题。但是，短期和长期有何区别？这又是一个问题。张五常在香港大学的两位同事发表过文章，证明马歇尔对短期和长期的区分犯了错误，所以这里是有问题的。我们暂时不考虑这个问题，先假定有短期和长期的区别。然后，假设厂商有派生需求（derived demand）。厂商对要素的需求不像消费者，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是直接的，而厂商之所以需要劳动和资本，是为了生产出商品卖出去，所以，厂商对要素的需求是派生出来的需求。派生需求的短期曲线是向下倾斜的。Brue认为，只在这种特定的限制下，报酬递减律是正确的。但是如果马歇尔的派生需求定律不成立怎么办？这就带来了困难。所以经济学在理论层面上就有很多未解决的问题，应用层面上的问题更多。为什么我们说博弈论把经济学推到死胡同里了呢？就是因为它回避这些问题，不处理这些问题。


  当要素投入的数量很大时，作者承认，在技术结构不变的情况下，报酬递减律成立。比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中国经济。李嘉图的假设非常重要——必须要假定有大量要素投入，比如劳动力投入。中国是劳动力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一个国家。到现在为止出口的商品结构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但这肯定是难以为继的，因为中国人口已经逐渐老化了。如果中国人口在10年之内进入老龄化的高峰的边缘，也就是说，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的，那怎么办呢？如果我们还不改变生产的技术结构的话，就会不断把越来越差的劳动力投入到工厂里面去。劳动力稀缺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问题。今天中国经济正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而且非常严重。例如11月5日的《IT经理世界》的封面文章就是“革命”，革什么命呢？革低成本的命。因为劳动力在沿海地区已经短缺了，成本不可能永远这样低。


  所以，对于大范围的要素投入的研究而言，李嘉图的非同质的要素假设非常重要。但是，经济学至今没有得到可以公理化描述的报酬递减律，没有搞清楚为什么成本曲线是递增的。所以在出现了要素异质性的时候，李嘉图的看法是值得注意的。


  价格的概念及其维度


  价格的第一个维度：空间维度


  下面我们介绍价格概念。价格一共涉及九个维度，价格最复杂，它有九个不同的面相。第一个维度是空间维度，这是最古典的。下面这张图表是1877—1891年的当年小麦平均价格，每蒲式尔小麦合多少美分。这是斯密之后的将近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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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条不同的曲线，从上往下依次是：英国市场小麦价格、纽约冬小麦价格和芝加哥冬小麦价格。我们看到，它们波动是同步的。但是，波动的范围有区别，你可以说这是地理距离造成的运输成本。总之我们可以假设这是同一个市场。当我们提价格的时候，它不是单一的“数字”。它有很多界定——你指的是哪一种商品？哪一个市场？上图中的三个市场显然是同步波动的。斯蒂格勒注意到，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茶叶市场和美国的不同步，但是和伦敦同步。哪些地理位置归到一个市场里，这是要观察和定量核算的。首先，价格变化的幅度必须要小于一个预先给定的学术群体共识的一个量，一个范围，比如说小于5%。其次，不同波动的峰值出现，前后相差不能太多。所以，斯蒂格勒提出了很具有应用性的问题——怎样划分不同的市场？这是价格的空间维度。


  价格的第二个维度：时间维度


  第二个维度是时间维度。这是我2004年11月9日早上4点半从网上看到美国东部一个期货交易所的价格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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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的表格的各栏分别是日期、时间、需求总量、价格，因为它是期货交易所，它交易的是合同。卖的人只要预测需求就够了。合同的总数量大约在3000到4000多张，每张合同的价格是七八十美元。4点半以后的这些价格，都是根据神经网络模型给出的预测。这是价格的时间维度。你可能和我一样在北京，也可能是在新德里，或者甚至在南非的某一个农村角落，写着野蛮人的小说。假如你联网了，你看到了这个价格，你说“这个大豆，我种过，我很了解”。你把它的标准和规格都弄清楚了，你就可以买卖了，就成了市场的参与者之一。什么是市场？市场范围怎么界定？我们不知道，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你进入这个市场了，你要做买卖，但买卖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制度保证。你要信任这个商品交易所的制度不会太离谱，不会拐了钱就跑了。你要对商品的标准化有一定的信息，你想像的大豆是180斤一袋，是东北的优质大豆，但是人家给你的是100斤一麻袋的劣质大豆，那你怎么办呢？你或者认倒霉，退出这个市场；或者和对方打官司。良好的价格形成的机制必然涉及信用、法律，可预测的和不可预测的因素。这样就变得更复杂了。价格的时间维度远比空间维度复杂，空间维度顶多涉及商品的性质。哥伦比亚咖啡还是印度尼西亚咖啡？你在谈咖啡价格的时候总得界定这些咖啡的品种。咖啡协会的成员还要问是哥伦比亚哪个咖啡种植园的咖啡豆，哪年几月份的，用什么方式焙制的。所以这些都是价格的空间维度里应当讨论的。但是它的时间维度是金融学的主题，比空间维度要复杂得多。


  这是一个中国内地的留美博士2004年在《国际经济与金融评论》上新发表的文章。他研究LEAPS，所谓LEAPS是一年以上的期权。这个LEAPS我玩过，赚的时候疯赚，赔的时候一塌糊涂。LEAPS是对股票价格的预期，它可以是底货（作为期权标的物的股票）市场价格的一倍或者更高，这是很少见的，因为它是远期的，最长期限可以达到三年。


  这位中国学者从美国最大的期货交易所——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收集过去10年的数据，从这个数据看，你可以看到成交量最大的是7月和8月。到交割期的时候，按照合同协定的买卖的价格，你就要交割。Put options是认售期权，我到时候就强迫你买我的股票，这种期权叫认售期权。Call options是认购期权，比如该股权7月15日交割，如果你买了这个认购期权，那么你在7月15日以前的任何一天都可以按照合约价格买这个股票。比如，你在网上买了一张“纸”（期权合同）。这张纸写的是7月15日收市之前，我有权利从美林集团兑现合同，按照合同价格，比如IBM 100美元/股，我买100股。如果IBM每股涨到200美元，它也得按100美元卖我，我就赚了钱。这是认购期权的盈利性含义。你看好这张股票，你买认购期权就行了，谁敢卖你认购期权，那说明他肯定有办法抵消这风险，或者他不看好这张股票。如果你要是卖，相反的，你承诺在1994年7月15日这一天按照合同上协定的价格，比如说100美元/股，卖给某人100股IBM。那就是说到那天不管IBM股票涨到什么天价，我还按照100美元卖出。所以put option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买的是认购期权，风险不大，股票价格不到100美元，合同就作废了，你只需要交一笔期权费。这是两种最主要的期权合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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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上表可以看出，长期合同非常贵，因为远期的不确定因素非常高。那么，这时候，你要买认购合约就很贵。你要是买一张下个月到期的IBM的期权，我估计需要花三四十美元。要是买十年之后到期的合约，可能得花好几千美元。卖你合同的人先拿了好几千美元现金，当然，他也为此担了很大的风险。


  大致上，价格的时间维度依赖多种因素。按照这位中国学者收集的数据，价格不再是一个单一的点，这是最重要的结论。价格不再是一个函数，它是一个对应。预期价格的模型最著名的是所谓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Black Scholes Option Model），这两位学者因此得了诺贝尔奖。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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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预测出未来的某一个合同的价格，作者把收集到的数据和模型预测值相减，把它标在纵轴上，称为价格偏差（price deviation），它表示了真实价格偏离预测价格的程度。横轴是，越快到期的时候，我们就说期权这张合同越泡到水里面。比如IBM疯涨，你买了一个认购期权，一个月以前买的，比如100美元/股，按照这个合同价格写好了。结果过了两个月之后，还没到期，IBM疯涨到200美元/股，你就赚了一倍了，这叫deep in-the-money，就是说你这张“纸”（合约）特别值钱。用这个来做横轴上的一个测度，作者把strike price（合同上规定的股票交割价格）和stock price（合同标的股票在交割期当天在市场上的现实价格）的比例标在横轴上。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横轴上的任何一个股票的价格，合同价格是写定的，任何一个股票的价格当然也是惟一的，因为一物一价。我们知道，资本市场是最典型的完全竞争市场，一种股票在这一个时刻，在一个空间，比如在纽约某一个股票市场上，只能有一个价格。但是，即便只有一个股票价格，你看这一个价格对应了多少东西？一个股票价格除上一个写好了的合同价格，它应该是一个等比例的缩小，但是，每个单一的点对应了一串的点。这不再是一个函数，而是一个对应。这是价格沿着时间维度的复杂性。


  实际观测就是这样，这篇论文主要的论点是说得了诺贝尔奖的那个理论不好用，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的预测都是一开始挺准，越往远期越不准。它都是往下走的，就是偏离这个零点越大，常常是实际的价格比理论的预期价格要低，也就是说，理论模型偏向于高估价格。这是这篇新发表的文章的一个论点。


  这是价格的第二个维度，时间的维度。它是极复杂的一个维度，包含了这么多信息。懂得价格的专家就可以从一个价格看出这么多东西来，一串的点，可能的价格。但你要是不懂，你就觉得一个价格就是一个价格，其实并不是这样。


  价格的第三个维度：质量标准


  还有一个维度是质量标准。质量标准在互联网时代变得非常重要。很多接入服务商，比如说263，他们怎么收费？按照流量收，还是按照包月收、不封顶呢？在经典的时代，就是1999年到2003年期间，大部分的网站都是用这两种方式来收费的。这是两种最粗糙的办法，都不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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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文章回顾了美国互联网公司的一些新的做法，叫QoS。QoS的定价是让你在流量的基础上享有高质量服务的价格，实际上QoS是商务客户经常选择的一种互联网交费办法。最典型的是雅虎的信箱，你一开始注册雅虎信箱的时候可以免费使用，但如果你需要高质量的服务，就要交费。这篇文章讨论的主要是宽带接入服务。对宽带接入来说，平均带宽，也就是服务的质，和服务的量，即你每月上网多少小时、下载多少数据，它们之间是不独立的，质和量是可以替代的。这是很显然的。这就是我每天4点半起床的原因，要是10点半上网，下载一篇文献，速度是大约1.5Kb/s，也就是说，我得花10多分钟下载一篇文章。但是早上大概20几秒就出来了。因为那时候的速度是80多K，这就差了好几十倍。如果我每天早上起来下载文章，享受高质量的平均速度，那我每个月的月费就可以省了。所以，量和质之间有着替代关系。一旦量和质之间发生了替代关系，你怎么度量“量”，你怎么区别“质”？又回到这个老问题了。这是个根本性的问题，到哪里都摆脱不掉。这篇文章主要就是要描述这样一种服务的定价方式。


  价格的第四个维度：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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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的第四个维度涉及不确定性。《沉没成本与不可预测的价格》这篇文章是在《美国经济评论》2004年1月号发表的。它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情：哪怕完全竞争的市场，它的价格仍然可能是不可预测的。故而价格涉及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不是风险，风险是可以用概率分布来描述的，而不确定性是不可预期、不可重复的。如果今天的投资涉及到未来的交易，并且今天的投资一旦投进去，不可逆转。比如，我跟某人做一笔生意，开一个饭馆，我先负责投20万，某人负责雇一个大厨。等我修好店面了，某人说那个大厨不来了。如果这个20万能够收回来，很简单，我把这个店面卖20万，然后走人，顶多耽误一点儿时间。但是，很多投资是不可逆转的，比如，我用若干钢材造拖拉机，第二天你的合伙人说“不行啊，这拖拉机我们不能要了，能不能回炉？”但这显然不行。即使回炉是可能的，制造拖拉机的成本也永远收不回来了。这种投资带来的成本叫做沉没成本。但是，我不敢轻易用“沉没”这个词，以后我们会讲到，“沉没”这个词受到了一位最重要的哲学家的批评，说我们经济学家这个沉没成本不好。不管怎么样，当前的投资涉及未来交易并且投资项目不可逆转的时候，我们姑且把该投资看做沉没的。


  这篇文章想要证明什么呢？作者试图证明，完全竞争市场的价格是不可预期的。你要是看它的数学论证，太复杂了。但是它这个涵义很重要，由于人力资本投资是不可逆转的。也许有一天，你和你的妻子生了一个孩子，你想把自己孩子培养成一个天才。你可以按照你的方式培养。但这是不可逆的，如果某一天你说：不行，这孩子废了，重来吧，那可不行。人力资本投资是最典型的不可逆转的投资，而且它要求你当天就得投。周其仁老师回到国内提出最重要的一个理论问题就是人力资本定价问题。“人力资本定价”这篇文章会告诉你，这定价几乎不可能，哪怕是完全竞争的人力资本市场，你都定不出来价。你想想它的涵义是不是很重要？因此，加里·贝克尔指出，在各国都普遍存在着远低于效率水平的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所以，各国通常都把GDP的一部分，比如5%，用政府的手段强迫做教育投资。这就是因为要弥补人力资本在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环境下，价格的不可预期性导致的underinvestment（投资不足）。这是价格的第四个维度——“不确定性”。


  价格的第五个维度：交易费用


  第五个维度就是“交易费用”。第五个维度非常重要，因为韦伯所说的“市场制度的支撑体系”——会计、统计、法院、黑帮、家族、血缘关系、政府等，全都用“交易费用”这个概念概括了。“交易费用”被很多经济学家叫做监督和执行契约的费用。例如，如果我从美林集团买一个明年1月交割的期权，用50美元/股，买100股IBM，我得给它5000美元，相当于好几万人民币买一张纸。我得充分信任它，才敢把5000美元汇过去，否则汇过去就可能打了水漂。这一年里会发生很多事情，如果交易费用很高，我对整个期权交易的监督和执行契约的制度就会很不放心，一天到晚睡不着觉，心理费用也会非常高。这样大的心理负担导致我不会去参与这种交易，“市场半径”就会急剧缩小。按照周其仁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看法，中国的大问题在于市场半径难以扩张。人和人之间的交易全都是村与村之间的交易，出了村，我就不敢跟你交易了，更别说跨省交易了。为什么呢？信任关系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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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价格的第五个维度，这个维度在这篇文章里取决于技术约束——你的监督技术是什么样的？假如你父亲得了心脏病，动完手术，送到重症监护室，你得先进去重症监护室转一圈，看看心电图、起搏仪、吸氧器、自动监护仪都管不管用。假如根本就不管用，你把父亲送那干什么？那不是送死么？所以你就不敢把父亲送进去。技术约束很重要。护士不是机器人，总要睡觉，假如仪器是好的，心跳血压降到一定危险程度，这仪器就“嘟嘟”响，护士就被叫醒了。如果没这套技术监督，你能信任这医院么？现在很多急救中心就是这样，人被送进去就死掉了。所以交易费用取决于社会条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维度。我们这篇文章里只说了技术约束。然后，社会条件。根据交易费用、技术监督的可行性，企业家研究出一套合适的定价机制，之后才有市场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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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是最近发表的一篇对于品牌连锁店的经验研究。它研究了1364家品牌连锁店的零售业定价策略，找到了四个维度。第一，名牌商品价格相对同类商品平均价格的差距。一件ESPRIT的外套要高出普通外套一倍还是四倍呢？这种差距可以影响商品的销路。第二，价格的变化程度。变化在价格数据里通常用均方差表示。比如，在产业组织理论里，我们知道，垄断厂商的价格变动幅度比不完全竞争的厂商要大得多，它是突变的。比如说教育，在中国是国家垄断的。高等教育一开始收费，涨了50倍。根据凤凰卫视的调查，改革开放以来，国民收入涨了4倍多，但是教育的费用涨了50多倍，也就是说增长率高于平均收入的增长率的十几倍，所以大家受不了，原因在于垄断。石油、钢材的价格变动都是突然的，大幅度的。但是平常是有刚性的，它不动，怎么都不动。所以，价格的均方差是一个定价策略的维度。第三，交易场合的不同。奥立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说过，影响交易的因素是时间、频率和深度。深度是指你跟这个人的交情有多深。你父亲到你的茶叶店喝茶，你就不好意思收他百分之百的价格，你收他一个半价，或者干脆不敢收钱。交易伙伴的交易频率也影响价格，比如在我去过的一家餐馆里，“回头客”享有八五折的优惠。交易发生的时间也很重要，高峰期和低谷期的价格有差别。在美国，不同时间的电价就有差异，在“Happy Hour”特别便宜。第四，交易支持，这当然是零售业概括出来的特点，就是商品货架的摆放方式。万圣书园的老板告诉我，开书店最重要的经验是书怎么摆。为什么“万圣”能支持下去？一个是进书的策略好，一个是书摆放得好。这四个维度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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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的第六个维度：策略性定价


  刚才说了五个维度。第六个维度是从零售业那篇文章引申出来的，就是“策略性定价”。我们经常在教科书里看到predatory pricing（掠夺性定价），这就是策略性定价的一种。这个价格不能够反映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正义原则。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是“Dimensions of Predatory Pricing in Air Travel Markets”（《客运市场上的掠夺性定价》），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机票的价格大战。作者Morrison认为芝加哥学派对于这件事情其实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作者举了一个实例，这个实例特别常见，就是住房的定价。开发商可以把价格当做市场的博弈，就是说，假如他不太了解市场的未来发展，不知道地皮是紧俏还是富裕，或者这个地区的政府是不是要在这个地区修建一条地铁（地铁沿线的地价会迅速增长）。这时，他会选择分期开发，最多可以到四期。一期的房子最差，二期比较好，三期更好，四期则全部搞拆迁。这是目前中国开发商釆用的策略，通常是分三期开发，定价越来越高，这是最近几年的情况。这篇文章把它变成一个多阶段的贝叶斯博弈。这当然有经典的问题，就是所谓费雪提出来的“教堂的葡萄酒问题”。今年教堂有一瓶葡萄酒，是过100年卖呢，还是过50年卖呢，还是过250年卖呢？到底哪一年卖，什么时候卖最优？这是费雪问题。这跟房租定价问题是相关的。假如你是一个房主，不断在市场里找最好的租客：清洁工太脏，你不租；大学生太乱，你不租，非要找刚结婚不久，没孩子，也没老人，也不在家做饭的双职工，你才租你的房子。那你就找吧——你找到好房客，当然称心如意，但一年找不到租客，你就损失一年的租金。经济学家给这种损益计算建立了一个多阶段的贝叶斯博弈模型，最后找一个最优策略。这就是价格的策略性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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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的第七个维度：社会选择


  价格的第七个维度是社会选择。价格，尤其是公用设施的价格，比如煤、电、水、气的服务，都受政府管制，政府不能允许煤气公司突然涨价。假如水从每吨1.5元突然变到15元，你受得了么？煤电水气这些公用设施是由政府监督的。公用设施可以由私人经营，例如，我们正在酝酿水的民营化，天然气的民营化，已经引进了一些公司，但是，它们的定价始终受到政府的严密监督，要举行听证会。这是价格的什么维度呢？——“社会选择”的维度。社会选择要有听证会。价格必须能够在公用设施及其服务这个领域里反映社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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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的第八个维度：社会地位


  第八个维度也很重要，就是“社会地位”。Basu说，如果诺贝尔委员会不釆用目前的评奖方法，而是釆用公开拍卖的方法，谁出的价高，谁就得今年的诺贝尔奖。如果这样，我们都能想像，诺贝尔奖的价值会丧失大半。比如，假如李嘉诚得到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到这里讲学，我估计在座的诸位不会因为要学习经济学来听李嘉诚的报告。所以，公开拍卖诺贝尔奖就会使这个奖丧失它原来的价值，这是很有意思的。推广到一些国家的政府，比如，新加坡的“高薪养廉”政策，实际上是设奖鼓励廉洁忠诚的人，它这个奖有时候高到什么程度呢？一个政府部长有几百万，那如果奖金如此之高，很多受奖的人就会怀疑这到底是一种嘉奖还是一种讽刺。忠诚和廉洁能用钱买到吗？假如我是一家公众公司的独立董事，我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要不要辞职。我们知道，独立董事最近大批辞职，为什么呢？因为他得不到应有的信息，没法控制这个公司，反而担着风险。因为公司里有很多营私舞弊的现象，法院一判，他可能就进监狱了。国外是怎么做的呢？是应该付高薪呢，还是一分不给？独立董事代表社会良知，他在那个公司里坐着，是监督公司的，你给他多少钱？假如你让他享受公司其他董事成员的薪水和股份，他就成了董事了，就替这个公司说话了，所以薪水又不能太高。张维迎当时提出一个规则：独立董事的薪水不能太高，但是也不能太低。我觉得张维迎这个判断是合乎直觉的，假如一分钱都得不到，独立董事能给你干吗？大家的时间都是宝贵的，你很难找得到雷锋式的独立董事。但若你给的钱太多，恐怕也够呛。所以，这是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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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八个维度——社会地位。凡是价格反映这件商品或者物品的社会地位的时候，这个维度就开凸显出来。这个维度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表现，看你在什么领域里，谈的是哪些价格，什么物品的价格。


  价格的第九个维度：微观结构演化


  第九个维度，就是最近五六年，在金融学里面异军突起，变成了一个最热门的研究领域，叫做“Microstructure”。它是指金融市场的微观结构的变化对金融交易，例如交易量和价格波动的影响。它当然用了大量的金融数学。这篇文章是对最近几年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一个综述，它可以用到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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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玩股票即将被清出场的那一两年，就是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前，纳斯达克允许我在每个月交易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进入所谓Level 2 trading。Level 2 trading是什么东西呢？它是在屏幕上给你显示trader's book（交易商日记），这里的交易商（trader）指的是纽约纳斯达克的股票交易场地里的专家。我们知道维持市场的专家叫market makers，他靠这吃饭，负责维持这个市场，没人接货，他就得接货，没人卖货，他就得出仓。他的风险和收益是非常高的，一个席位能卖五六百万美元。Market maker手里的这个book，就是每日交易的book，我们称之为日记。从开盘一直到收盘，每五分钟一格。比如说开盘的第一个五分钟，他负责维持十几种股票，其中有一种比如是IBM，要求卖IBM的，从最低价格开始列下来，一直到最高价格。比如从100美元一直到110美元，每一个价位上都有大量的买家和卖家，比如，有200股要在100美元卖，有250股要在105美元卖，还有400股110美元卖，买的这边也从最高价格开始，开盘的那五分钟里面，有人愿意以120美元/股买100股，有人愿意以105美元/股买100股，一直下来到100美元。整个book流水似的滚动，不断有人进来接单子，这个book就显示在我的荧光屏上。你可以看到最大宗的交易，比如说5000股，你知道那交易商的代号，通常是美林或摩根等大的投资银行。你会知道，它跟的这个价估计是不会吃亏的价格，你就跟着它进就行了。所以散户要想跟着大户，最好的办法就是看所谓的Level 2 book作交易。当然，最后我还是亏了，因为大户变得特快，人家下一秒钟可能就换了，但你已经下单了，等再收回来已经晚了——这市场瞬息万变。由于这段时间的经验，华尔街公平交易委员会现在正在讨论的最重要的一个金融市场议题是：到底要不要让所有的交易者都来使用场上的market maker才有的信息？是否可以把信息公开在网上，所有参加交易的散户和个人都可以用呢？把内部信息公开出来，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这些都涉及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应用，微观结构稍微变一点，你允许一个不经常交易的中国人，比如我们的助教，随便一上网就看见当天的交易日记，这样好还是不好？这是一个问题。这篇文章罗列了很多这样的议题。这里涉及微观结构的变动，微观结构发生变化，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这个股票市场的价格、风险、稳定性呢？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微观结构理论实际上意味着制度经济学在金融市场里面的应用。


  这是价格的第九个维度“微观结构演化”，它不同于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是静止的，给定制度，有一个交易费用，这个是演化的角度，由它给定，才给出一个交易费用。所以跟刚才那个交易费用的维度不一样。


  市场微观制度理论集中在四个方面的研究：（1）价格形成与搜索；（2）信息披露；（3）与信息有关的市场结构与设计；（4）与信息有关的诸微观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是一整套体系。


  斯蒂格勒论劳动分工与市场广度


  现在我们讲解斯蒂格勒在1951年发表的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题目是“The Division of Labor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劳动分工受市场广度的限制》），这是亚当·斯密在《原富》第二章提出的一个著名命题。斯蒂格勒借这个命题论述所谓“收益递增”。收益递增经济学是“新经济学”的核心议题，主流经济学不承认收益递增，他们只承认收益递减律。收益递增是怎么提出来的呢？就是从亚当·斯密的这个命题而来的。对斯蒂格勒来说，这就意味着收益递增。收益递增就和市场经济学完全冲突。大家想一想，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也就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理论，认为完全竞争能够达到一般均衡；但他接着又提出一个破坏一般均衡的命题——分工受到市场广度的限制，我们知道收益递增不必然存在一般均衡。于是，就引出了斯蒂格勒的文章。


  斯密说，我们可以把商品价格分解成生产这件商品投入的各种要素的单位价格。由于市场扩展，投入要素的劳动力、资本品和土地资源都开始发生专业化，专业化带来了斯密总结概括的劳动分工的三大好处，降低了单位产品的成本，所以价格就这样降低了。在经济学文献里，这叫斯密定理。1965年，斯蒂格勒给弗兰克·奈特1928年的博士论文（《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作序，在这篇著名的再版序言里，斯蒂格勒提到，弗兰克·奈特的老师阿伦·杨格（英国经济学会主席）在1928年的就职演说词（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里面，重新强调了斯密定理。他把经济看做一个动态过程，这个动态过程就是收益递增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市场上的所有商品随着市场的不断深化和扩展，价格开始降低。为什么呢？是因为专业化程度提高了，劳动分工扩展了。这被称为杨格（Young）定理。杨小凯的博士论文就是对杨格定理的拓展。


  从斯密到杨格，到杨小凯，都是围绕着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作博士论文。杨格定理在斯蒂格勒1951这篇文章里有了一些详细的展开，不再像他1928年演说词说的那么缥渺。斯蒂格勒在这篇文章里承诺要把这个定理展开，怎么展开呢？我们看到斯蒂格勒1951年的文章，在1984年的《产业经济学杂志》还有人在做专门的检验，就是这个Daivd Levy。我们看这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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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这张图里，横轴是单位时间内的产量，即生产率，纵轴表示平均成本。斯密定理实际上主要是说，分工可以带来技能的改进，存在沿着一个单位商品的平均成本曲线从高成本向低成本进步的过程，这是斯密定理。工人的学习过程可以被描绘为“学习曲线”（learning curve）。分工的第二个好处是在不同工种之间转换工作的时间的节约，这代表组织的改善和制度创新。第三个好处是随着分工的深入，每一个人获得了更多的发明创造新工具的机会，所以资本品开始有改善。所以，斯密的三大好处体现在沿着同一条曲线，当Q除以T增加的时候，平均成本下降，这是斯密定理。但是马歇尔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当总量增加的时候，会有新的企业出现。比如说律师事务所出现了，以前没有律师事务所的时候，所有企业在签合同的时候都要自己单独聘一个律师，或者培养一个律师，然后签合同、履约，法律费用非常高。随着整个产业的扩大，最终总会冒出一个律师事务所，这个律师事务所的出现节约了每一家企业的平均成本，如图所示，它把所有企业的平均成本曲线向下平移了。


  斯蒂格勒这篇文章主要研究这第二个问题，他认为，杨格的主要贡献是指出了向下平移的过程，但是没有展开，这是斯蒂格勒这篇文章要做的——专业化过程怎么样导致新的企业出现，而这个新出现的企业并不一定是垄断性的企业。比如说一家律师事务所进行营业的时候，它不敢收取垄断价格。斯蒂格勒批评杨格并没有把斯密定理真正展开和融入完全竞争价格理论。按照1984年的那张图，随着工业总产量的扩张，每一家企业的平均成本曲线向下倾斜，表现为increasing returns。当总的市场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引进新的专业化过程，比如说一家新的律师事务所，它处理商业合同的新过程是专业化的。那么，当市场足够大的时候，就能养得起这家律师事务所了。我们假设完全竞争，所有这个行业里边的厂商有同样的平均成本曲线，当新的企业进来的时候，它专业化地提供了更低成本的服务；原有的每个企业自行提供的服务，因为其平均成本Y1很高，就会全部被放弃，然后改用新的专业化服务厂商提供的服务。这时候，整个行业的平均成本就下降了。但是，斯蒂格勒引进这个概念的关键是为了反对当时美国的过分政府导向的《反垄断法》，芝加哥学派是主张自由市场的，他们对《反垄断法》非常不满意。反垄断导致政府干预，政府官员的介入造成了很多腐败和寻租。芝加哥学派反对这件事情，依据的理论基础就是“市场占有率高的企业并不一定是垄断企业”，你必须好好分辨清楚，然后再说反垄断。


  新进来的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可能很高，但是它并没有价格垄断。因为旧的生产方式并没有被放弃，你是为了取代process（Y1），进入了这个行业。如果你收的价格居然比Y1还高，那人家马上回去用自己的旧律师、旧秘书、旧计算机。这个论据是可以接受的。我们看斯蒂格勒本人给出的图：


  [image: 280-01]


  整个行业的平均成本曲线，找一家代表性的厂商，就是这个向下倾斜的收益递增过程。如果没有这家新的专业化的厂商进来提供法律服务，那整个行业就沿着Y曲线往下走。这表现出收益递增的工作过程。当走到图上Y1曲线和虚线相交的地方时，随着Q的增加，每一家现有企业的订单也会增加，每一家企业都要雇更多的自己的律师，比如说好几百家企业最后一致认识到，与其雇几百个律师，还不如雇十个专业化的律师。到这个规模呢，你就能养得起这一个律师事务所了。从这开始，旧的生产方式的平均单位成本在虚线的水平上停下来了。斯蒂格勒认为这个虚线的水平就是限制垄断厂商定价的一个最高线。你不能超过这个线，你一旦超过虚线的水平收取专业化服务的费用，人家就把你轰出去了。所以提供专业化服务的企业没有垄断的力量，它只能在这个虚线下方定价。这是斯蒂格勒这篇文章最重要的一个论证。


  我们看他对杨格的发言是怎么样进行改善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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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家企业的曲线纵向加总就是这个行业的平均成本曲线，这是一个产业链，最后加总成为AC。虚线部分就是新的企业、专业化服务的律师事务所进来之后整个把曲线向下移动，但是仅仅移动到刚才我们说的，旧的成本曲线能够支持这个成本的市场扩张的程度。也就是当市场扩张到这里的时候，新的企业进来了，提供专业化服务。所以它只能在横轴的这一点和老的AC曲线相交。因为它提供的专业化服务，成本降低了，至少不高于虚线，单位成本至少是下降的。杨格1928年的发言主要就是说，价格下降，就使实际购买力上升，所以市场的潜力就大了。因为你的1000块钱月收入就值更多了，就能买更多的东西，你就会有更多的需求。所以价格降低，或者劳动分工专业化的过程使得单位成本下降、价格下降，导致了国民收入的提高，就是以购买力衡量的收入提高。这个收入提高本身就意味着市场的扩张，市场不是地理的，不是时间的，而是收入的。日本是一个大市场，虽然它人口数量和空间都很小，但是它国民收入高，买得起大量商品。杨格定理告诉我们，劳动分工反过来也会扩张市场。斯密只是说了劳动分工受到市场的限制，杨格定理不同于斯密定理，认为劳动分工又扩张了市场，于是形成了一个经济的良性循环。在上帝的“第一推动”之下，先有了劳动分工，然后成本开始下降，成本每下降一截，人民的实际收入就等于提高了一部分，相当于这个市场被扩张了。由于市场被扩张了，导致了进一步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然后成本进一步下降，这叫“经济进步”（economic progress）。由专业化的静态过程进入了一个经济成长的动态过程。杨小凯的定理是把斯密的前半部分定理和杨格的经济进步的后半部分联合成一个循环定理，提出了“内生专业化过程”的理论——上帝推动了一次之后，这个专业化自己就进行下去了，它自己养活自己，自己支持自己。这是杨小凯的博士论文告诉我们的事情。


  我们看斯蒂格勒所画的虚线，当市场扩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AC曲线的一部分向下移动了。杨小凯说的经济进步的过程中，整个AC曲线就都会被虚线取代，也就是变成了一个向下平移了的AC曲线。你如果不能想像这一点，你就等于没有理解斯蒂格勒1951年的这篇文章。我们的结论是：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定理不再是18世纪的制针业的奇技淫巧，它是支配着今天经济组织变迁的fundamental principle（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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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密定理与“看不见的手”相冲突吗？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篇晚近的文章，这是一个研究工业组织的韩国学者写的。我贴上来的两段的含义是什么呢？首先，他是研究劳动市场的劳动经济学家，他发现美国的工人和美国劳动市场的规模之间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市场规模越大，工人就越愿意在自己的专业化知识上投入时间和金钱，同时工人的知识面就变得越来越窄，这是对于大规模的劳动市场而言的；对小规模的劳动市场而言，对应着工人也愿意在学习、夜校、培训上投入自己的时间，但这时候他们像加里·贝克尔说的那样选择general human capital（一般的人力资本投资），知识面变得很宽，但是在每一点上深入不下去，因为劳动力市场很小、风险太高。劳动力市场大，就使得每一个专家都能得到更多的机会去和与自己专业知识最对口的厂商进行matching，这是由贝克尔的婚姻理论推广到了劳动力市场所得到的配对理论。我们知道配对理论是数学里面最古老的理论之一，在劳动经济学领域里有广泛应用。Sunwoong Kim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劳动力市场上表现出来的斯密定理。他在导言里问的问题很有意思——斯密一方面说看不见的手是基于完全竞争的价格理论（competitive price theory），而完全竞争的假设和increasing return是不相容的。所以，斯密自己挖了自己的墙角，把“看不见的手”给架空了。


  《国富论》：自然致富的两条途径


  我们转入斯密的古典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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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密《原富》的第三册是很重要的，它描述了欧洲和北美的两条不同的经济演化路线。斯密这样定义国民财富积累的自然过程：“按照事物的本性，生活资料必先于便利品和奢侈品，所以，生产前者的产业，亦必先于生产后者的产业。提供生活资料的农村的耕种和改良，必先于只提供奢侈品和便利品的都市的增加。乡村居民须先维持自己，才以剩余产物维持都市的居民。所以，要先增加农村产物的剩余，才谈得上增设都市。但因都市生活资料，不一定要仰给附近的农村，甚至不一定要仰给国内的农村，而可以从远方运来，所以，这虽然不是一般原则的例外，却使各时代各国家进步繁荣的过程因而有所差异。”（《原富》第三册第一章）


  斯密注意到，北美的演化过程是自然过程，欧洲的演化过程是非自然甚至反自然的过程，这个反自然过程是反人性的、令人反感的。斯密说，在未曾垦殖、土地极易购得的北美殖民地，当工匠获得一定的资本的时候，他只是供给邻近的乡村所需要的手工产品，不会想要办一家工厂来做远途贸易。如果还有多余的财产，他会购买尚未改良的土地，由技工转变为农业家，这是他的理想。当地付给技工的工资尽管很高，但是不足以诱使他为他人工作。他总情愿为他自己工作，就是当农民，当自耕农。他觉得技工是顾客的仆人，他要做独立的、有尊严的农民，这是北美的世界观、生活方式。农业发达之后，逐渐产生现代的、发达的工商业。斯密认为，“乡村风景的美丽，乡村生活的愉快，乡村心理的恬静，以及乡村所提供的人格独立性，只要这独立性不受到人为的迫害的话，确实有吸引每个人的巨大魅力。”自然的发展道路在带来工业文明的同时，不会破坏这种宁静安然的生活。


  欧洲的社会经济发展史，为斯密提供了“反自然过程”的实例：斯密认为，罗马帝国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过分注重海外扩张，忽视了本国的农业，尤其是在制度上无法满足自耕农的利益，致使国内矛盾重重，经济崩溃。因此，罗马遵循的是一条反自然的发展路径。在当时的欧洲，经济发展的次序不是从发达的农业，再到发达的工业，以至国内、国际贸易。欧洲的精制造业或适于远地销售的制造业多由国外贸易引出。农业改良也是制造业和国外贸易所产生的结果。斯密认为，“这种反自然的退化的顺序，乃是风俗习惯迫成的。他们原来的统治的性质使他们的风俗习惯变成了这个模样。后来，这种统治大大改变了，他们的风俗习惯却仍没有多大改变。”这里，斯密认为欧洲之所以贸易发达，是因为历史上的“长子继承权”使得除长子之外的幼子无法继承土地，只能外出经商，故而欧洲的经济是以贸易为主导的，并带来了欧洲经济发展的“反自然的退化顺序”。他在这里描绘了欧洲的“文化—制度共生演化”过程。


  从将“安全感”作为人类最基本的一种需求出发，斯密认为农业的丰裕远比工商业的丰裕更重要：“……战争与政治上的一般变革，可以容易地使以商业为惟一来源的富源趋于耗竭。通过比较可靠的农业改良而产生的富源就比较持久得多。”由此我们知道，斯密提出的所谓自然的发展道路，是一种具有内在稳定性的道路，既能保证经济的安全，又能带来心灵的宁静。至此，我们回顾了斯密描写的人类合作秩序演化的两种不同途径。斯密认为，与欧洲相比，北美的演化途径似乎在更大范围内以更大幅度改善了个人自由。


  为什么回到《国富论》的第三篇？就是因为他在这里交代了两个不同的途径，一个是北美的自然致富的发展途径，一个是欧洲的非自然致富的途径——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完全不同于北美。斯密非常赞赏北美这种市场逐渐扩张的过程。这整个一段描述的都是斯蒂格勒1951年的理论所对应的现实过程，这是自然的过程，而不是刻意扭曲的人为过程。


  回到斯密，这是刚才没说完的自然过程。乡村居民怎样产生剩余产物，用来先维持自己。没有农村的剩余，就谈不上建设都市，这当然是跟中国的政治首都完全不一样的一种途径。在斯密《原富》第三册里，西方一部分新左派知识分子很看重的一段是这样的：“乡村风景的美丽，乡村生活的愉快，乡村心理的恬静，以及乡村所提供的独立性，只要这独立性不受到人为的迫害的话，这些着实具有吸引每一个人的巨大魅力。耕作土地既为人的原始目标，所以，在有人类存在的一切阶段，这个原始的职业将为人类所永远爱悦。”


  斯密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就是不同于庸俗资本主义的快乐观、幸福观，他提倡另外一种幸福，用他晚年的另外一句话来表述他这一幸福观——什么是效用主义的幸福？什么是最大的幸福？他在《道德情操论》里说，是internal peace（内心的宁静）。我们对照一下这段话，你就能理解斯密为什么要写这段话，把它作为自然发展道路的一个典型、一个精神的取向。


  北美自然过程提供了另外一种幸福观——人格的独立。欧洲的社会发展史提供了反自然过程的例子。这是因为欧洲历史较为悠久，它导致了很大的制度惯性，在欧洲历史已经取消了这个制度所要解决的那个问题之后，这个制度依然沿着惯性存在下来，复制它自己，导致了欧洲的路径依赖。


  西季威克等式：剩余=财富=货币=资本


  今天，学习经济学的学生经常阅读和查找《新帕尔格雷夫大词典》，100多年前，还有一本帕尔格雷夫大词典，“旧”帕尔格雷夫大词典也是请名家撰写词条的，其中“伦理学”这个词条最为重要。它的作者是西季威克（Sidgwick），他和马歇尔一起影响和塑造了一整代经济学家。西季威克在一篇文章里定义了货币，叫做“What is money？”（货币是什么？），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他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结论：货币等于剩余。刚才我们看到了，亚当·斯密的自然发展过程是什么样的。剩余就是财富，财富就是货币，货币就是资本，所以西季威克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奇怪的等式——这四个概念是相等的。


  [image: 286-01]


  我们回顾一下中世纪初期到晚期资本主义的货币活动的发生。最早的是1942年的一篇文献。它研究比利时一个叫布鲁日的地方的中世纪初期的修道院，就好像我们在第一讲里介绍的巴比伦的女祭司一样，修道院的僧侣也从事放贷业务。他们的时间和钱财很多，所以他们可以追债、管账等等，尽管没有成为全职的高利贷行业的从业人员，但是已经差不多了。这是当时的情况。初期的银行家来自意大利，他们来到比利时布鲁日这个地区经营业务，为什么呢？因为布鲁日毗邻法国的香槟省，香槟省传统上有皇家举行的酒会和节日庆典，与此相伴的是大型的集市贸易。最早的意大利银行家借助大型的农贸集市来开展他们的银行业务，13世纪末叶，由于节日集市贸易传统的衰弱，银行家不再把代理人派到集市上去，改为在布鲁日设置永久的银行办事机构。这样，银行发展起来了。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交易费用比在集市上要高得多，它需要在城市里申请当地政府颁发的所谓特许经营权（charter）。你开办一家银行或者钱庄，得有当地政府的许可，需要付出大笔交易费用，讨价还价。当时在这个城市里的外交谈判，主要的议题就是开钱庄的特许权的谈判，你每年要上交多少费用，往往是冗长的外交谈判的主题。


  这篇文章是1942年发表的，当时《经济思想史杂志》（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还不是今天似的这么严肃，你还能找到一幅插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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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商”和他的顾客

  


  杰文斯论货币与交换


  杰文斯（Jevons）在1875年的一本著作里介绍了从金属货币演化到国际收支体系的历程：欧洲人的冒险精神最早体现在北欧海盗身上，然后就是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之后是荷兰和英国的海上战争，这些都是远途贸易或征战，而不是农业。只有北美的经济发展是从农业开始的。沿着欧洲的道路，早期的船长们后来就变成了中间商，杰文斯在第23章里介绍得很详细：商人就把船在利物浦装上英国的货物，然后告诉船长“我可相信你了”。船长率领船队到了马达加斯加群岛，把这些东西按照当地的风俗藏到树底下，自己躲到丛林里，土著拿东西来交换，他再把这些东西装上船运回来，把盈利拿来再做进一步的贸易扩张。随之出现了中间商的公司，就是我们说的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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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写学术著作的风格跟今天非常不一样，杰文斯解释得很详细：“一张汇票是什么东西呢？它必须写明款项数额，承诺付款人姓名，收票人姓名，以及承诺的付款日期。”这是杰文斯这本专著里写的，我们今天都不屑一顾。一张汇票就这么出现了，他继续说：“当中间人拿着这张汇票走了很远的距离，比如说到了另外一个国度，找到一家钱庄，钱庄认可了一个收票人，即交易的另外一方，看到这个汇票的时候，只要以某种约定俗成的社会认可的方式接受了这张汇票，一项由出具汇票的人承诺兑现的‘债务’，根据当时当地的监督机制对参与各方所产生的费用的主观判断所导致的‘信任’，就被确立了。”这里有很多潜在的话语——“根据当时当地的监督机制”，你得知道是哪些监督机制，费用是怎么估计的，跟什么有关系。你接受汇票和出具汇票时，要对监督机制的判断和费用的支出有不同的预期，只有当这些预期都吻合了之后，你们两个人一个写汇票，一个收汇票，才能够达成这种交易。这个主观判断所导致的“信任”确立起来了。然后，由这一信任关系所支撑的债务才可能流行。


  如果杰文斯详细解释的这项债务，这张汇票又被收汇票的这个人转让给另外一个人，那就是托宾在新帕尔格雷夫大词典里“金融工具”这个词条底下一开篇写的，这就叫金融工具：什么是financial instrument——就是可转让的“I owe you”。汇票就是I owe you（我欠你多少）。当汇票进入流通的时候，就是金融市场，最初的股票市场就是这么建立的。这就是杰文斯的货币概念。


  西季威克：“货币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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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到这位，刚才我说的，与马歇尔一起影响了英国一代或者两代经济学传统的教授——亨利·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他实际上是道德哲学家，但是他本人的专业是经济学。他在1879年这篇文章（What is Money?）里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实然的问题——什么是货币；第二个是应然的问题——什么应当是货币？西季威克说，货币是流通手段，这是它实然的一面。但是，什么应当是货币呢？他的解释很有意思。我们可以想像，货币是一种信任关系，那么，这种信任关系的支撑是什么？我凭什么借给你钱？当然是相信你能够还钱。但是我凭什么相信你能还我钱？当然是相信你有还钱的手段。你的手段是什么？推到最后就是剩余，就是财富。所以他认为，任何货币的后边都是capital（资本品）。“When one person lends to another, what he really lends is so much capital; the money is the mere instrument of the transfer”——“当一个人借钱给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真正借出去的是资本，货币只是一个转让的中介。”货币什么也不是，后边支撑它的是资本，资本就是剩余。这是西季威克的思想。


  我们可以用“剩余”这样一种根本性的概念去阐释马克思告诉我们的货币的五种职能，当作为转移支付的时候，当作为价值储备的时候，当作为国际收支的时候，你想一想是不是都行得通？我试过，都能解释得通，所以西季威克这个解释很有意思。


  奈特：正常价格与序数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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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价格后面的财富和剩余概念，我在这里放进来1917年奈特的这篇文章。接着中世纪的传统，奈特讨论the concept of normal price（正常价格的概念）。他回顾了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的正常价格概念的历史。主要观点是：第一，所谓正常价格是一种伦理范畴，所以，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不应当过问这一范畴，为了划清楚伦理学和经济学的学科边界，1917年奈特提出的方案是把基数效用放弃掉，要用序数效用来取代基数效用，经济学才能够和伦理学分家。这是这篇文章的重要意义。但是一旦到了我们只接受序数效用的时候，奈特又说了一句张五常说的话一假如我们接受序数效用，那么经济学可说的、经济学家可讨论的就只剩下需求曲线了。你看了张五常的《经济解释》，你就应该明白这句话。张五常认为，经济学只有一招一式，那就是需求定律。奈特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了这一思想。于是，他的讨论把经济分析的核心议题带向了关于价格的一般均衡理论，这篇文章的结尾，奈特实际上是在说一般均衡的理论——正常价格的“正常”两字只能在一般均衡理论的框架里才可以得到界定。在局部均衡理论里，我们只关心序数效用基础上的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我们知道这是局部均衡分析惟一的一招。这样一个转向，要求经济学家放弃关于价格与价值的伦理学讨论，但我个人的看法是：经济学不能轻易放弃伦理学这个维度。


  奈特在文章的结尾指出，马歇尔的局部分析均衡找出了正常价格，他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局部分析均衡不应当依赖于正常价格。一个市场的正常价格，只当其他市场都实现了正常价格时，才可能实现。所以“正常”其实是对市场系统整体所要求的条件。奈特的论述表明他注意到了“正常价格体系”与当时数理经济学家所论的一般均衡体系之间的相似性。


  马歇尔论正常价格


  马歇尔是怎么论述正常价格的呢？为了展开局部均衡分析，他先铺叙了决定人类行为的最根本、最长期、最重要的两大力量：宗教和经济。其他诸如心理的、政治的、社会的都是次要的，长期起作用的就是宗教和经济两大因素。然后，他说，我的经济学原理只提供经济力量的解释，而不去涉及宗教力量的解释，这是他自己为自己限定范围。然后，他在《经济学原理》第三章进一步限定，在讨论需求和供给之前，先排除一般均衡，假设已经存在着一个一般均衡框架，在这个情况下，他解释了价格的正常和非正常。这是对自然法传统的重新阐释，马歇尔在原文里说的“legal”是什么意思呢？就是“normal”，就是“law”，就是价格的正常性。在法律用语里是合法，但是当作为形容词用的时候，它的用法来源于拉丁文的“norma”，就是“正常”。这个“正常”在经济学里就是所谓人本主义自然法传统下的正常价格，或者斯密论述的自然价格。


  马歇尔这样来定义正常价格：一产业群的成员在特定条件下对相互的行动所达成的相对稳定的预期，即博弈的约定俗成（基于共识）的玩法。什么叫博弈均衡？David Kreps在那本1990年的教科书里这么解释：纳什均衡就是一种达成共识的玩法，大家约定俗成，都知道怎么玩，就这么玩了，这就是“制度”的共享意义。


  威克斯蒂德其人与威克斯蒂德图形


  威克斯蒂德当过1914年英国经济学会会长。他在穆勒的《政治经济原理》问世前四年出生（1844年），死于1927年，几乎是马歇尔的同时代人。大学毕业之后，他做了统一教会的牧师。在任牧师期间，威克斯蒂德对荷兰自由主义神学的著作很感兴趣。这个教区人文荟萃，大学密集，所以他可以借助教区的影响力，到牛津、剑桥、伦敦大学、曼彻斯特等高等学府去开设与神学研究有关的课程（但不是直接的宗教宣传）。1887—1918年，在这几所英国最重要的大学里面，他足足开了300门课。他的课程范围有：希腊戏剧、亚里士多德研究、但丁研究、经济学和社会学。一个中世纪的牧师在放高利贷之外，还可以有那么多时间，当然他不是放高利贷的，但我的意思是僧侣这个职业很有意思。由此可见他的知识面之宽广。Kirzner是新奥地利学派在美国的领袖，他写过一篇纪念文章，回忆伦敦经济学院的院长来昂内尔·罗宾斯，说过这样一句话——威克斯蒂德实际上是英国绅士里的奥地利经济学家。Kirzner在1999年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Philip Wicksteed: A British Austrian”（《菲利浦·威克斯蒂德：英国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


  在1907年的一封信里，他谈到了即将发表的《常识政治经济学》，或者简称《常识》。他提到这个两卷本的著作是他一生最主要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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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克斯蒂德

  


  威克斯蒂德在上上个世纪就写了这样一些话：“Economics is a study of the way in which members of society will spontaneously administer their own resources and the relations into which they will spontaneously enter with each other”。今天你要写一般均衡的教科书，就只能这么写。经济学研究什么呢？研究一般均衡，研究这个社会的成员如何配置他们自己的资源和人际关系，这里用了“enter with each other”来描述“关系”——你得预期对方也接受你，你才能enter，否则就不叫关系，这带有博弈论的色彩。


  下面是威克斯蒂德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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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3年年底的时候，英国经济学会选了威克斯蒂德当会长。《经济学学刊》（The Economic Journal）上发表了威克斯蒂德的就职演说。在演说中，他画了这样一张图。如图所示，右边是供给者的需求，由左上角向右下角倾斜。左边是需求者的需求，是我们正常理解的需求曲线。供求相交，按照马歇尔分析，有一个均衡点，它决定了惟一的价格和数量。但是威克斯蒂德说，通常总量供给在给定时间之内是不变的，比如说楼房、劳动力、绝版邮票的供给，都是如此。当总量不变的时候，供求可以用威克斯蒂德的图形表示。但是一旦你用了威克斯蒂德图形，总量不变，供给弹性不是无穷的，这时候供给和需求两条曲线之间就不是相互独立的。举例而言，中国的妇女劳动参与率是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西方国家是50%左右，就是一半以上的妇女结了婚以后，不再进入劳动力市场，在家带孩子，这是西方女性的传统。中国有妇女闹革命的传统，“妇女能顶半边天”，中国妇女就业率曾高达98%，不亚于男性。在80年代初期，我参加的那个劳动与就业组提过一个建议，就是“妇女回厨房”。但是，在全国妇联的大会上，受到了康克清同志的严厉批评，“妇女回厨房”的口号就此完结。但是，按照威克斯蒂德图形，妇女如果回厨房的话，劳动力供给减少，工资能够增加上去。但在长期之内，假如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降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由于工资上升了，吸引了很多男性从农村进入城市，参与到工业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方面来，于是，供给从实线移动到虚线，工资水平不会发生变化。所以，威克斯蒂德这个观点很重要：工资或者一个价格可以完全不发生变化，但是有多个均衡。价格都在同一个水平上，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均衡量，一个是老的，一个是新的，这就是一物多价和一价多量。当你引进威克斯蒂德图形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根本就不是一个物品一个价格。


  John Creedy：威克斯蒂德的问题


  这是1991年的一篇文章，研究者继续研究威克斯蒂德图形。研究者说这个图形远比供求分析对当代经济学更重要。这个刊物也很重要，叫Oxford Economic Papers，也是主流头牌刊物之一。作者考证出来这件事情，杰文斯在1871年用过这个图形，瓦尔拉斯和埃奇沃思都用过这个图形，而且这三个人和威克斯蒂德有过类似师生指导性的关系，威克斯蒂德很熟悉他们的著作。但是他在《常识政治经济学》这本著作里并没有提及这三位先驱者的贡献。


  为什么威克斯蒂德图形对当代经济学关系重大呢？因为当代是贝克尔说的人力资本的时代、知识经济的时代，人力资本的供给与劳动时间有关，劳动时间的供给有典型的所谓“向后弯曲”状况：当你收入很低的时候，你的劳动供给是向上倾斜的；当你的工资收入水平够高的时候，你不愿意干活了，因为干活是一种负效用，你就开始往回弯曲——收入越高，工作时间越少。所以，劳动经济学家都知道有这样一条S曲线。这条S曲线就是从威克斯蒂德那里推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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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xwell：英国经济学的发展


  [image: 295-01]


  1887年，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英国早期很有影响的教授福克斯威尔（Foxwell）的一篇文章。在英国经济学会的草创时期，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福克斯威尔在这篇文章里回顾了过去20年英国经济学的运动发展，所以这篇文章在思想史上有一定的位置。他总结：英国的经济学经过两次兴衰，第一次顶峰是以小穆勒为代表的，他在1848年发表了《原理》之后，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沉寂，一批优秀的经济学家相继辞世，其中包括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叔叔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阿诺德·汤因比是牛津的优秀经济学家之一。第二个高峰是以马歇尔、凯恩斯等人为代表的。穆勒承担了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角色，可惜他太喜欢古典理论，虽然他有开放的心态，他能够毫无顾虑地吸收任何新理论，但是他总喜欢“旧瓶装新酒”，把新理论装到旧框架里去。这使他压制了新经济学的发展。


  福克斯威尔注意到，穆勒的《经济学原理》撰写的年代，正好是英国工人阶级运动高涨的时期。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兴起的地方就是英国，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高潮就是1848年，工人运动给穆勒的影响非常大。政治运动把他的注意力给拉过去了，忽略了理论的建设，所以英国的理论停滞了很长时间。在这期间，英国的社会背景、经济、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带来这个变化的三位主要人物是：马歇尔，一个正统的经济学家，英国所有大学里，大概50%的经济系教授都是马歇尔的学生，所以他的影响非常大；第二个影响大的人是威克斯蒂德；第三个是达尔文。他们对19世纪的经济学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


  在西季威克和一位活得很短的才华横溢的牛津的经济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两人的影响下，英国的经济学家有了自己的传统。承接着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政治学传统，欧洲的经济学始终关注着道德和政治。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阿诺德·汤因比对英国经济学家产生的影响仅次于马歇尔，只不过他活得太短，31岁就死了，所以才不如马歇尔影响大。马歇尔是有道德和人文关怀的，他在《经济学原理》里不谈宗教问题，但他知道宗教问题非常重要，他只是出于学者的自律不谈这件事情。汤因比则更有宗教情怀。福克斯威尔在文章中写道，“他是一位敏感的人，具有如此强烈的同情心和几乎狂热的利他精神，他的智慧犹如浮在激情海洋表层的薄冰……”——底下就是滔滔的激情，他死在英国贫民窟的社会工作中间。今天，伦敦专门修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让流浪汉有家可归的Toynbee Hall。今天的社会工作者大多知道这段历史。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完全投入到这工作中间去，他给工人讲课，收留伦敦街头的流浪汉，把生命献给了社会公益事业。另外一位传记作家说，他完全是被累死的。这就是汤因比。最后，作者评价说：“Nothing, indeed, was more remarkable in him。”如此敏锐丰富的生命却悲剧性地早逝，他的精神鼓舞着后来英国青年们关怀弱势群体，影响着慈善组织和英国的新闻舆论，这是塑造后来的几十年的英国公众舆论的一位伟人。以下是他的一个简短的生平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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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届英国经济学年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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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一届英国经济学年会的记录，发表在《经济学学刊》的第一卷第一期上。我们可以看到亚当·斯密著作的著名编者坎南（Edwin Cannan）、数理经济学的创始人埃奇沃思（Edgeworth）、以及老凯恩斯（J.N. Keynes）、马歇尔和他夫人（Professor Alfred Marshall、Mrs. Alfred Marshall）、老帕尔格雷夫大辞典的出版人——帕尔格雷夫（Palgrave）、科斯的老师——普里斯（Price）、戏剧家和社会主义者萧伯纳（Bernard Shaw）、写《斯密传》的约翰·雷、西季威克等。只是在这里列名的几位重要作者，都参加了英国第一届经济学年会，那是他们的第二次高峰期。


  然后是整个年会的记录，马歇尔作主题发言，他不敢自居经济学泰斗，自称是个普通经济学家，并且是业余（amateur）经济学家。然后是福克斯威尔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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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马歇尔发言的英国经济学会官方摘要，马歇尔毫不迟疑地宣称经济学真理应当包含伦理学，经济学不应当只研究人类的mind——心智，还应当研究人类的heart——灵魂、心灵。Mind和heart在中文里是一个词，在英文里分开了。他始终为老一辈经济学家偏重于研究人性的特定方面（这是客气的说法），即研究人性的理智方面耿耿于怀。由于这样一些偏颇，英国相当一些经济学派因此失去了它们曾经拥有的公众信任。


  齐美尔：《货币哲学》


  由于这堂课后半部分的介绍，把我们带到了齐美尔的《货币哲学》。在这里，我专门写过论文的。齐美尔是一个研究社会现象学的社会学家，他的这本书研究货币这种现象，一共只有六章，他的货币叫做“个体自由”：“货币是人与人之间不涉及个人的关系的载体。”货币是个体自由的载体，这区别于马克思的立场。“货币经济还在私人兴趣领域表现出了这种分化的概貌，一方面货币凭借其无穷的灵活性和可分性使多种多样的经济依附关系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货币无动于衷的客观的本质有助于从人际关系中去除个人因素。”


  在最后一章，齐美尔论述货币导致的资本主义“生活风格”，这是一种负面的论述：“种种经验似乎表明，自我内在的完整性在根本上是源于毕生事业的始终如一和完整无缺之间的相互作用。”可是，分工让每一个人变得专业，变成专业化的专家，于是就有了异化，你就成了工匠，你就成了只知道很少一点事情的不是人的人。你的内在完整性就被货币“阉割”了。“对我们而言，一个对象实现其统一性只能通过我们把‘自我’投射到对象中的方式，旨在按照我们的形象来塑造对象，所以多种多样的规定性最终演变成了‘自我’的统一性。”最早这样的论述是黑格尔的主人和奴仆的关系，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对此作了最杰出、最伟大的论述，这段论述成为整个左派黑格尔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所以这段论述实际上是反映了黑格尔的观点，即劳动是把自我投射到劳动对象上，由于劳动对象是一件商品，不再是一件艺术品，所以劳动就变成了降格，被剥夺了人格，变成了不完整的。“同理亦然，我们创造的对象具有统一性，或缺乏统一性，则在心理—实践意义上相应地对我们个性的塑造产生作用。”


  在货币市场经济下，“我们劳动成果的内在倾向就是把这种关系拖向他人的成果”，分工就是这样。我在一个流水线上组装汽车，汽车有15万个部件，我装的只是25万个部件里的一个部件，我装上了这个轮子，把它交给下一个人，谁知道最后汽车是什么样的？根本就不是我的艺术品。如果你一生都做这件事情，你就是电影《摩登时代》里那个拧螺丝的工人。所以，我们劳动成果的内在倾向就是把这种关系拖向他人的成果，“与他人的成果一起建构起一种整体性，但是这种整体性不会再回到生产者那里。”变成生产者的自我的投射，我们不太关心最终结果。“由于专门化生产的产品的片断式的特点，它缺乏精神性的特征，而在完全由单个人完成的劳动产品中却很容易看到这种精神性的特征。”比如梵高的画。“艺术品只对单独的人提出要求，但它要求他的全部，直到他灵魂内心的最深处。艺术品对这个人的回报是它的形式成为他纯粹的反映和表达形式。……但凡劳动分工盛行之处……产品的形式与一切个人心灵的东西都不相似，它似乎只是我们的存在的一个非常片面的组成部分，对人的完整统一体漠不关心。……生产者把他的劳动及其效果当成纯客观的、无名无姓的，这种想法似乎越来越合情合理，因为它们不再触及生产者整个生活体系的根基。”


  所以，这是负面的论述，完全是黑格尔左派立场上的和马克思的。但是，货币还有积极的一面，它还是个人自由的载体，可以把许多依附关系都抽象掉。齐美尔在前面几章把文化分成主观文化——我们个性弘扬的全面发展的文化、艺术的文化；把商品的文化叫做客观的文化，因为商品只认客观性，市场是天生的平等派，那么，技术的文化就叫做客观文化。“一般而言，与消费的扩展相对应的是生产专门化。……但消费的扩展取决于客观文化的增长，因为一个产品越是客观，越没有个性，就越适合更多的人。”这就是大规模生产，规模经济效益。


  “这样的消费资料要让非常多的人都可以接受并享用，它就不能按照千差万别的主观口味来谋划。……因此，消费模式是联结文化的客观性和劳动分工的纽带。”这些论述的都是标准化。


  “因此，哲学看起来反倒完全是一个人创造的成果。”哲学课不再像上个世纪80年代那样，今天你要看华师大或者复旦的哲学课，坐满了人，比听我们这经济学课的人要多得多。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感受到这种需要，就是个人不再完整，到哪里去找完整的自我呢？到哲学和文学里面去。所以很多学生都去听哲学和文学课。“随着客观文化的日益发展……个人文化的发展可能远远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发展。……个体—主观文化衰落了……物质文化成为凌驾于个体文化之上的力量。……为什么恰恰是具有审美意向的人对当今的世界感到绝望……”你听说过很多自杀的艺术家、诗人，为什么没听说过经济学家自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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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通过把万事万物简约为一种相同的标准价值，拉平了无数的上下变动，取消了远近亲疏、摇摆平衡之间的互相轮换，这些东西本来使个体在其行为可能性和经验可能性中承担起普遍有效的变化。……‘什么’获得了‘是什么’的意义。”货币就是这样让每一件东西有了意义。


  “货币取消一切个体的质的差异。”能取消吗？我个人始终在问你们这个问题，如何度量量？什么是量？“把一切个体的一切个性都抽象为同质的‘数’，这样它就为新人类的诞生铺平了道路。”这是我理解的尼釆的看法。详细的论证在这篇论文里——汪丁丁《货币——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齐美尔的看法有今天的继承者，社会学理论非常重视齐美尔，今天这一理论叫“Sociology of Markets”——市场社会学。在1997年，我们看到这样一篇市场社会学的综述，把齐美尔的作品视为经典。作者John Lie批评经济学家，说他们定义的“市场”概念（这是芝加哥经济学家的“市场”概念，它来自数理经济学家古诺）完全回避了市场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学维度——例如权力结构（Power Structure）、社会规范（Norms），以及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的类型与强度。这是今天社会学家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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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一般均衡


  （2004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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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论：社会如何可能？


  正如阿罗在1974年的《一般均衡：目标、分析方法和集体选择》的开场白中所说，一般均衡理论是为了论证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而发展起来的。但是，斯密的这一思想并没有经过逻辑上的证明。倘若社会遵循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基本原理走向瓦解，社会怎么可能存在呢？“社会如何可能”是一个今天还在研究的问题。社会理论的根本问题，就是一群追求自我利益的理性的个体为什么可能组成社会，这一问题其实并未解决。斯密只是猜测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斯多葛自然神学的立场使他相信：上帝为人类设计了一种先验的和谐，我们只要根据“看不见的手”的指引，按照上帝创造出来的个体的本性，比如自利本性与自爱本性，就可能实现上帝为这个世界所设计的隐藏着的秩序。这是“大自然隐蔽计划的一部分”。但是，理性的时代，“上帝死了”，后世的经济学家试图从数学上证明斯密所说的“上帝”是存在的，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一般均衡理论。


  乔治·斯蒂格勒：“完全竞争的历史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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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介绍的第二篇主要文献是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1957年在《政治经济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完全竞争的历史回顾》（Perfect Competition，Historically Contemplated）。


  经济学与数学、物理学的比较


  斯蒂格勒在开篇时提到一个事实：经济学不是数学。康德说：“数学的每一个概念，都是先天综合概念。”也就是说，数学概念先天已经完备，不用参照经验世界来修改此概念，如果一门学科的概念需要参照经验世界来确立，那么它更类似于物理学而不是数学。而经济学的一个外号是“社会物理学”，它必须要依据经验世界的事实来检验、修正它的概念。斯蒂格勒认为，“经济学的几乎任何一个关键性的概念，都无法找到完整的和确切的定义。”比如，竞争、市场、货币、理性、成本等基本概念的提出者，在有限的生命里面遇到的问题，不可能穷尽这个概念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在未来的现实世界里面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所以，每当有新的问题出现，理论概念就面临考验。尽管如此，斯蒂格勒认为，“竞争”概念迟至1871年才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注意，这仍是一件引人注意的事情，这是一个理论上的滞后。


  亚当·斯密论竞争的五个条件


  斯蒂格勒说，“完全竞争”的概念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完整地出现过，直到1871年才被完整表述。斯密在讨论“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时候提到过竞争，而并没有提到过完全竞争，但是，斯密提过竞争的若干条件。斯密从不空想理论命题，然后“六经注我”式地从现实世界找例子。他一贯的论证方式是：先在头脑中呈现一个现实世界的图景，比如，通过结合英国谷物法的辩论，来论证国际贸易的非保护主义比保护主义更合理、更有好处。又如，当时英国与荷兰发生战争，英国禁止荷兰货品进入本国，斯密论证这个政策对英国不利等等，斯密是利用具体例子来叙述事件的。在《原富》的各册各卷的纷繁多样的具体例子里面，斯蒂格勒根据斯密的看法，概括出来如下五个竞争的条件：


  In sum, then, Smith had five conditions of competition:


  (1) The rivals must act independently, not collusively.


  (2) The number of rivals, potential as well as present, must be sufficient to eliminate extraordinary gains.


  (3) The economic units must possess tolerable knowledge of the market opportunities.


  (4) There must be freedom (from social restraints) to act on this knowledge.


  (5) Sufficient time must elapse for resources to flow in the directions and quantities desired by their owners.


  斯密在论“竞争”时，互换地使用了“competition”和“rival”两个词，它们都有竞争的意思。


  第一个条件是“独立性假设”，就是参与竞争的人们的行为之间不能有共谋，这当然是很现代的一种解释，竞争者之间的行为必须保持独立。


  第二个假设是：商品在市场里面的竞争者的数量（绝对数）必须要足够大，大到能够消除所有超过正常水平的利润。“正常水平的利润”是一个待定的术语，我们从中世纪晚期的讨论到今天至斯密，都知道这是个社会价值判断的问题——什么是正常的利润呢？只要有足够多的竞争者，斯密认为用不着“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用不着像中央计划者一样去计算正常利润的水平。只要允许足够多的人参与竞争，那么竞争出来的利润就应该是已经去掉了超额利润的正常利润。


  第三个假设被斯蒂格勒发掘出来，我们在斯密著作里其实是看不见的。在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里有这样一条很重要的假设：无偏观察者必须得是“Fully Informed”（充分知情的），每一个参与竞争的经济行为人或单位，必须拥有足够多的关于市场机会的知识（知识论假设）。斯蒂格勒为什么获得了诺贝尔奖呢？因为他第一个系统勘探了信息经济学，因为信息经济学而获得了诺贝尔奖。


  第四个假设就是“自由假设”，韦伯把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叫做“Free Contracting”（自由定约）——每个人有自由定约的权利。斯密虽然比韦伯早200年，但他用了类似的表达，就是“There must be freedom to act”（必须有行动的自由）。假如人们光有知识，没有行动的自由，那就没有意义了。据说，苏联人拥有三分之一的世界上最先进的知识，但是在计划经济的时代，他们缺乏行动的自由，所以他们的市场竞争几乎就不存在，所以第四个假设也很重要。


  第五个假设是一个“动态假设”，就是必须允许足够长的时间流逝过去，以便于让“看不见的手”来发挥作用。如果美国突然公布新移民法，允许中国移民无限制地到美国去，那么，再过十年你都无法看到均衡，也许会有两亿人移民美国，在短期之内，美国吸收不了这巨大的冲击。所以，均衡的实现需要“sufficient time”。这导致后来凯恩斯的讽刺：我只知道长期之内我们都会死，除此之外，还能知道些什么呢？这是第五个基本假设。


  信息充分对称假设


  斯蒂格勒的整理非常清楚，张五常说斯蒂格勒以清晰著名，不是以sharp（敏锐）著名，弗里德曼是以sharp著名，贝克尔又笨，又慢，但是“intelligent”（智慧）。在芝加哥，这三位经济学家各有所长。斯蒂格勒非常清晰地列出了另外的假设。斯蒂格勒自己喜欢信息经济学，说斯密的五个条件里缺少了一个重要条件：为了让竞争充分，有一条非常重要，就是信息分布要对等，信息要充分；如果信息分布不对称，那么两个人就不能完成有效率的缔约，市场竞争就难以充分展开。


  企业家与平均利润率


  让我们来看斯蒂格勒的下一段：


  The entrepreneur (of other agents) must know what returns are obtainable in warious fields, he must be allowed to enter the fields promising high rates of return, and he must be given time to make his presence felt in these fields. These conditions were thus prerequisites of an analytical theorem, although their...


  这段话的第一个词是“企业家”，在这里，斯蒂格勒谈到了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不太注意的问题。斯蒂格勒认为，我们不能够先假定存在着所谓平均的回报率——平均回报率是怎样形成的呢？要让所有的自由企业家自由进入每一个想像中的市场，去寻找，去尝试新的机会，试完之后，这个机会可能会给他带来巨额回报，从而吸引更多的企业家来拉低回报率；或者给他带来亏损，使他不得不退出，最后才能实现平均利润率。如果你把企业家行为全都排除出这个框架，就不可能对平均利润率的形成有正确的看法，这段话在今天非常的重要，斯蒂格勒的英文也清楚明白之极。


  竞争是一个动态过程


  竞争是一个动态过程，但经济分析是一套逻辑分析的框架。逻辑是静态的，不能容纳动态。所以，作为逻辑分析框架的完全竞争概念是一个静态的观念，它必须排除企业家在一切可能获利的领域内的活动，后者是动态的，不能做逻辑分析。在逻辑上，我们假设一切可能的企业家创新都已经发生了，故而存在处处相等的投资回报率，这是完全竞争的重要思想推论。通过经济学的逻辑框架，经济学家得到了下面的利润公式。


  什么是利润


  Profit=Revenue-Cost


  斯蒂格勒认为，如果不把“利润是什么”定义清楚，就无从批判它。那么，利润是什么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当做收益减去成本，这里面有一个隐藏的假设：收益和成本是可以分离的，也就是说，成本的变化或是收益不是成本的函数，收益不依赖成本，所以可以使用“减号”和“加号”。而这个假设在现实中有反例，有不符合这个假设的情况。经济学家首先假设这两项是可以分离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减”的关系。之后再进一步探讨收益和成本各自是由怎样的因素来确定的，通常，经济学假设：收益=价格x数量，由此，收入对于价格是线性的。但是，计算成本时就不能这样做，如果成本是由要素的工资乘以所使用的要素，问题就会很大，因为劳动是活的，支付工资的多少可能会影响劳动的投入，这就是今天劳动经济学要处理的非线性问题。即使是收益这一项，也不一定是线性的。只有在竞争的情况下，价格才是给定的。如果可以讨价还价，购买数量就可以影响价格——批发价自然要便宜一些，所以这种关系是很复杂的。只有在完全竞争假设下或者充分竞争假设下，才可以假设Profit=P·Q-Cost。古诺在1831年的《财富的数学原理》中最先注意到，要想得到线性的收益函数，完全竞争的假设是有必要的。今天我们使用的利润函数是古诺发明的。作为发明人，他知道这里需要作一些假设：首先，收益和成本必须是可分离的；其次，收益的变化方式应该是线性的，而这就必须假设每一个个体企业所面临的需求曲线是水平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可能分离价格和数量。


  杰文斯论完全竞争市场


  在古诺发表《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半个世纪之后，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竞争的重要性。杰文斯在1871年明确界定了“完全竞争”，把它看做“完全市场”定义的一部分：一个市场是理论上完全竞争的，如果它满足这两项条件——第一条类似于斯密的知识论假设，即市场上所有的交易者都要有所谓“完全信息”（perfect knowledge）。比如，你在北京某地的一家茶庄里买一桶茶叶，你如何能知道价格是合理的呢？你必须要对伦敦、纽约等地的茶叶市场有所了解，然后你才能参与北京的茶叶市场，否则就是无知。杰文斯说：理想的市场里，要有所谓的专家，即拥有充分知识的人足够多，这是完全市场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就是斯密的自由假设（Perfectly Free）：每一个人都可以和另外一个人作交易而不许有干涉。使用这两条就可以产生杰文斯的完全竞争理论。19世纪70年代的三个经济学家——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在他们的创始工作中，阿罗指出：他们只是假设一物一价，每一个市场参与者面临着一组价格，这组价格是不因他们的行为而改变的，但是，他们的理论依赖于竞争假设。因为价格不随当事人行为而改变的情况只能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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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罗的理论贡献与早年经历


  我们之所以介绍阿罗，不仅仅是因为他在一般均衡或一般竞争理论中的贡献；此外，阿罗还是社会选择理论的奠基人。阿罗是社会科学的两个最基础的领域的创始人（founding father）。1970年，诺贝尔奖得主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当中已经系统地概括了到当时为止西方传统中“个人理性”的选择基础。阿罗继续了萨缪尔森的这项工作，在他的获奖演说中，他转而谈“群体”选择问题，以及群体在何种程度下能够理性的问题。群体选择指的是：假设一个社会里的所有个人，每人都已拥有萨缪尔森所说的“个体理性”，都可以将世界的各种可能的状况按照自身偏好进行排序。假设每个人都这样理性，根据自己的偏好，把现实中存在的所有可能的事情都做了排序，这是萨缪尔森的贡献。


  阿罗提出，假设这些人中的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但是，这一群理性的人加在一起的话，就未必是理性的了。这是阿罗的基本问题，而这个基本问题分为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资源的“市场配置”（Market Allocation），可以想像成用脚投票，或是用货币投票；另一个领域是资源的“社会配置”（Social Allocation）。这两个领域都涉及到完备理性的个人，他们通过用手投票、用脚投票，或是用货币投票，可能得到什么样的最好结果，或者不可能得到什么样的最好结果呢？这是社会选择理论所要研究的内容，阿罗为这一理论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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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萧条与经济思想


  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面临着一次大的危机。1930年，美国的失业率由25%提高到了40%。在1990年的两德合并时期，东德失业率在80%左右，失业的人完全依靠联邦德国的财政救济。我在德国时的秘书就是卡尔·马克思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他无法找到工作，整天无事可做，只好选择了秘书这份职业。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对于西方及其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冲击，并不亚于198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冲击。如果你们经历了30年代的西方高失业率和市场经济垮台，就会产生一批社会主义者，并都像萨特那样声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回避的命运。这样一个转折年代对于思想史非常重要，它导致了凯恩斯对市场社会的反思和批判。同时，在美国引起了关于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大辩论。辩论是以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和阿巴·勒纳（Abba Lerner）为首，在《经济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y）和《计量经济评论》（Econometrica）上进行的，而这两份杂志都是在1933年创刊的，因为这场社会危机导致了人们必须关注政治学的问题。


  阿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尽管经过了1929年以来的大危机，但我们愿意转向社会主义吗？社会主义的特征不是阿巴·勒纳在《经济研究评论》1931年的第一卷所说的内容，不是计算机社会主义，因为在实行的时候，计算机是不管用的。要以取消私有产权为前提，才能实行彻底的计划经济。对于这种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的剥夺私有产权的配置方式，哈耶克认为：其主要的后果是对个体自由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效率的损失。如果我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资源配置方式，那么我们只能去看另一种配置方式的主要后果。但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资源配置，也就是上文所述的“市场的民主”（用货币投票），它在某种意义上是非理性的，30年代的大危机就已经显示出它的非理性。我们必须考虑市场经济在逻辑上可能出现的最严重的后果，然后才能选择是否接受市场经济。比如，假如你今天通过举手投票接受将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改变为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制度，而明天你就失业了，那么你举手时就会很犹豫。当然，具体过程没有这么简单。市场在什么意义上是非理性的，需要由你来作出判断。市场不会像个体那样理性，这在理论上表现为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在实践上就是30年代的大危机。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下的集体选择都不可能像个人那样理性。但是，到底非理性到什么程度我们大多数成员才能接受，这是今天理性选择学派的政治学家努力要解决的问题，从这个思路提出了阿罗—德布鲁的所谓福利经济学的三大基本定理。我们在本讲的最后部分要介绍这三个定理。


  肯尼斯·阿罗的早期经历


  阿罗是纽约市土生土长的孩子，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数学学士，在老师哈罗德·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的影响下，于1941年转入经济学系。霍特林是一位杰出的数理经济学家，他发表的文章不多，但每篇都有开创性的贡献。与萨缪尔森一样，阿罗在研究院的生活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中断了。1942年，他加入美国空军从事纯粹研究工作，并晋升为上尉，负责天气预报，故而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的标题是“On the Optimal Use of Winds for Flight Planning”（《飞行计划中风力的最优运用》）。1946—1949年间，阿罗回到哥大继续他的研究院生活，同时在当时设于芝加哥大学的“科尔委员会”（Cowles Commission）担任研究人员。


  科尔委员会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


  科尔委员会，1932年由投资咨询公司总裁Alfred Cowles设立于科罗拉多州，旨在研究1928—1932年间的股票市场数据并提出预测，但由于预测的难度巨大，科尔意识到委员会的宗旨必须改为“理论与测度”，并把研究的成果应用于社会。在费雪和库普曼的领导下，该委员会聚集了一批有数学倾向的年轻的经济学家（包括很多诺贝尔奖学者，例如库普曼、西蒙、托宾、玛科维茨）。在1982年科尔委员会的50周年庆典中，这些学者全部到场。德布鲁在庆典发言中说，数理经济学的兴起与科尔委员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其中提到，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数学在凸分析、公理集合论、一般拓扑、代数拓扑、测度论、无穷维向量空间理论以及全局分析和整体分析等领域的长足进展都已经具备了；1929年的大萧条之后，产生了两份最重要的数理经济学杂志，分别是《经济研究评论》和《计量经济评论》，它们都是在1933年问世的。阿罗在这次庆典上的发言也赞颂了科尔委员会对经济学发展的贡献。但阿罗是一位思想家，与德布鲁不同的是，他在一开始便说：“思想史有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反事实思考’。”因为思想史是探讨“可能的历史”，世界原本就是沿着这样一条实现了的历史走到了今天，假如我们非要问：如果拿破仑在滑铁卢没有战败，世界将会怎样？那就会遇到很大困难。思想史问题就会碰到这些反事实（counterfactual）思考的困难，这也是全部史学面临的困难，因为任何能被单独研究的思想都不是单独发生作用的，观念是很多不同的思想过程交互作用的产物，人类的全部思想都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所以，科尔委员会的思路，其实是和当时全世界对资本主义危机反思地理论努力纠缠在一起的。阿罗回顾了科尔委员会的研究纲领，首先它受到当时英国统计学家费雪（R.A. Fischer）、美国统计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荷兰的丁伯根（Tinbergen）和挪威的弗里希（Frisch）的影响，才有了科尔委员会的理论与实证并重的研究纲领。阿罗说：当时创建科尔委员会的时候，费雪已经想到了研究思路应该是建立一个完备的经济系统、一个多元的方程组体系。根据阿罗的讨论，这一思路是承接着洛桑学派的瓦尔拉思想传统的一种现代努力。


  回顾：瓦尔拉与帕累托、洛桑学派与维也纳学派


  瓦尔拉是瑞士洛桑学院的经济学家，假设了一个虚拟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有n种资源，m种产品。其中，每个个体持有一定数量的资源，以利己心从事经济活动；而且，消费者总是力图获得最大的效用，厂商则总是试图获得最大的利润。瓦尔拉提出，在这样的n+m个市场上，是否存在一系列产品价格和资源价格，能够使每个消费者和厂商的效用和利润最大化，同时市场上不会出现供大于求或供不应求的情形呢？如果存在这样的一组价格，那么，整个社会就达到了一个理想状态。这组价格被瓦尔拉称为一般均衡价格，而这个状态就被称为一般均衡。瓦尔拉退休后，帕累托继承了瓦尔拉的讲席，在瑞士洛桑学院当讲座教授。他们先后提出了两个不同的一般均衡理论思路。瓦尔拉提出一般均衡思想以及瓦尔拉方程，而帕累托虽然使用了瓦尔拉方程，但是他的关注点更加侧重于社会福利，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然而，今天的经济学家根本不关注帕累托晚年提出的“社会最优”，只有社会学家知道他写过几卷巨著。这是洛桑学派的基本情况。


  维也纳小组


  阿罗曾说：如果没有维也纳小组（Vienna Colloquium）的鼓吹，洛桑学派就会被尘封在历史之中。小门格尔领导的维也纳小组，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集结了一批后来著名的数学家（塔尔斯基、哥德尔、诺伊曼），经济学家（摩根斯坦、米塞斯、哈伯勒），以及银行家如施莱辛格（参阅汪丁丁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译丛”写的总序，《文景》杂志2004年）。整个维也纳小组成员的活动不仅复兴了数理经济学派，而且复兴了计量经济学派。这样，经济学传统在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了所谓计量和动态的转向，也开始了从价值理论向价格理论的转向。


  埃奇沃思的《心理学的数学原理》


  斯蒂格勒在1957年的文章中指出，经济学家很少真正认真去研究埃奇沃思（Edgeworth）的《心理学的数学原理》，只是知道有埃奇沃思这样一个人，他的《心理学的数学原理》是经济学史上最难读的一本著作，所以或许大家都不去读，但是我们所运用的事例都是从那里推导出来的。


  继续引述斯蒂格勒（1957）的看法：埃奇沃思是第一位试图系统地和严格地定义完全竞争概念的学者。他的《心理学的数学原理》值得严肃和切近地考察，可惜，当时以及今天的经济学家们不很在意研究他的数理心理学的那些定理。“或许在经济学思想史上，那是一部最难懂的著作。”


  埃奇沃思方盒


  下面一张图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埃奇沃思方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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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A和B代表两个交易者，横轴和纵轴分别代表两种资源。先有了初始资源配置，也就是靠近右下角的点ω（以A为原点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ω的横坐标和纵坐标代表A的初始资源禀赋；同理，可以得到B的初始资源禀赋）。英国学派的经济学教科书的第一章不会从宏观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开始，而是从埃奇沃思方盒开始的。我们在经济学教科书中都学过埃奇沃思方盒，但教科书中很少问的一个问题是：资源禀赋的合法性何在？阿罗在1974年的一篇文章里就主要来回答这个问题，他指出，一般均衡存在的前提之一就是社会必须要有一定的公平程度。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很可能没有一般均衡。


  回到斯蒂格勒（1957）：埃奇沃思在韦伯之前第一次给出了关于完备市场的系统的定义（韦伯是20世纪初的人，而埃奇沃思是19世纪末的人）。埃奇沃思定义中指出：竞争的场域（field）有一个特征——“自由缔约”（free contracting），这是韦伯后来特别强调的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自由缔约”允许每一个人能和任何一个人自由签约，签约者必须是自愿的，而且是有能力签约的。注意读我们的讲义：埃奇沃思在第一部分的最后一句特别强调“自由重新缔约”，假如我今天与某个人签订了一个协约，第二天就可以撕毁并再签一个，那显然就不能有稳定的市场。埃奇沃思提出这一条，主要是为了防止完全竞争均衡依赖于达到这个均衡的路径。自由市场的第二个特征是“free communication”（自由交流），每个人在一个正常的竞争场域（a normal competition field）里面，我们已经反复碰到“normal”这个词。埃奇沃思认为，在正常的情况下不用花费什么费用就可以得到市场信息。他说：“好像是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被电话线连到了同一个结点，这样就可以使竞价充分”，这是埃奇沃思对市场所作出的抽象科学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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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经济学家对完全竞争概念的拓展


  马歇尔是局部均衡分析的大师，他关于“竞争”概念的论述与斯密类似，很不完整，而且他不打算给出完整的完全竞争的条件。美国的经济学家对于上文埃奇沃思给出的“完全竞争”条件又给出了两条补充：要素的自由流动性和经济的静态性。这样，“自由竞争”就有了一个清楚完整的定义。这是由克拉克和奈特在20世纪20年代完成的。正是奈特的彻底性，为30年代那场对“完全竞争”经济的大批判和大辩论铺平了道路。


  柏格森的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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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ram Bergson

  


  另外一个对阿罗工作有奠基性影响的人是柏格森（Abram Bergson）。柏格森是俄裔美国人，是萨缪尔森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的同窗好友。柏格森提出了“社会福利函数”，从而导致了阿罗后来的社会选择定理。所以阿罗在他的发言里要感谢两个人，一个是他的老师霍特林，一个是柏格森。经济学家柏格森与哲学家柏格森并没有血缘关系。他们一个是俄国人，一个是法国人，柏格森原来的姓是Burk，他最著名的两篇文章就是以Burk这个姓发表的。是萨缪尔森替柏格森改了姓，当时柏格森曾反问：“如果有人认为我是哲学家柏格森的后代的话，该怎么办呢？”萨缪尔森说：“你放心，没有人会这么想的。”


  关于柏格森为什么没有得诺贝尔奖，萨缪尔森的解释很有意思。很多权威人士，包括豪尔绍尼和罗尔斯，都认为柏格森应该得奖。萨缪尔森指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由于阿罗的诺贝尔奖成果是一个不可能性定理，因此，诺贝尔委员会认为似乎不存在一个柏格森意义上的社会福利函数。因此，诺贝尔委员便没有为他发奖。萨缪尔森认为这是一个误会，就像科学史里经常发生的一样，在经济学里也会出现观念的混淆。其实理解柏格森1936年的这篇文章，最重要的并不在于可能性与不可能性，而是这篇文章使它之前的小穆勒、瓦尔拉、帕累托、埃奇沃思和奈特等所有这些效用主义的大师们的努力都变得有意义了。虽然柏格森社会福利函数是一个过渡，后来阿罗等人很快代之以“社会选择算子”，并将社会福利函数当成它的一个特例，但尽管如此，柏格森的贡献还是很大的。在他的一生当中，主要就是两篇文章，一篇是批评弗里希的计量经济方法的，第二篇是关于社会福利函数的。柏格森利用个人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把分配与效率分离，从而帮助我们理解上述一系列思想家的伦理学贡献。


  柏格森：《福利经济学若干方面的重构》


  柏格森在1936年写的《福利经济学若干方面的重构》（A Reformulation of Certain Aspects of Welfare Economics）在思想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通过柏格森对社会状态的两个基本命题就能看出，他的理论是对帕累托原则的拓展，它概括了整个埃奇沃思传统。


  1936年，柏格森通过整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埃奇沃思的作品，转述出了非常现代的两个命题。柏格森的第一命题是：设社会群体有n个人，其他n-1个社会成员福利水平不变，只有第i个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在状态x和状态y之间无差别，这时社会选择不应该否定掉这个状态，因为至少没人变坏。第二命题是：就是说，假如n-1个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不变，而第i个社会成员的福利增加，那么，我们可以判断这个社会的状态变好了。这被后来的社会选择理论家（例如阿罗和梅[May]）发展为“正向反应”假设，即如果其他社会成员的社会福利都不变，至少有一个社会成员的福利变到了一个更令他满意的状态，那么这个社会没有理由否定这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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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一般均衡的图解：


  假设有A和B两个人做交易，当然也可以想像是两个城市，例如北京和杭州做贸易，北京缺山少水，空气不是那么新鲜，但它有的是财富；而杭州有西湖美景，但财富比北京少，这两个城市就可以做贸易。比如，北京人可以到杭州旅游，支付费用，享受杭州的风景。但要记住阿罗的警告——初始的资源禀赋一定要足够好，如果不是那么好，我们就无法证明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另一个警告是，一般均衡并不要求基数效用。A和B的无差异曲线是不可比的，它只是通过市场这个特定的机制，在一个足够好的社会分配的前提下，可能让我们达到一个共识的价格（市场价格）。虽然效用不可比，但是有一个可以接受的价格，这是一般均衡最重要的社会理论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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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定已经有了一个初始资源禀赋，我们不要问中间的帕累托改善是怎样进行的，总之，到了这样一点：根据自愿原则，双方都不愿退回内部，这时，两条无差异曲线相切。切点上的斜率代表杭州的风景与北京的商品的相对价格比。请记住，这时，所有的消费者全都达成了价格共识。在任何一对商品x和y之间的价格都切在这一点上，消费者偏好不可比，但是不同的消费者在资源配置的机制上形成了一个共识，然后，把这个价格用到厂商决策上，假设只有一种要素——劳动。劳动要素的价格就是工资，其他商品价格由此决定，消费者根据不可比的偏好达成了一个共识。我们把相对价格放到右下角的这张无差异曲线图中。这里确定的切线的斜率，正好是要素价格和消费品价格的比。厂商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走到了这一点。在消费品市场上，有一个共同的切线的斜率，这个斜率正好又等于生产者生产不同商品的边际转换率。这就达到了一般均衡。


  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经济学家的脑子里都是边沁的观点，假设一个社群可以像个人那样理性，社会有自己的理性偏好，根据理性偏好，可以画出一组社会的无差异曲线图，社会的无差异曲线图和社会资源的最大的可能性边界有一个切点。按照阿罗的介绍，柏格森实际上是承接了边沁的一个想法，即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般均衡。但这是错误的，因为不存在每两条无差异曲线之间永远不相交的社会无差异曲线。一旦到社群，或是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它的无差异曲线不再像个人的那样理性，这样就会出现相交的无差异曲线。因此帕累托改善中都碰到了这种问题，在逻辑上都是不严格的。在这一点上，虽然米德说实现了一般均衡，而且是最优的，但我们并不知道它是不是符合社会正义。因为没有一个社会的无差异曲线图来判定这就是社会最优。这才有了阿罗演说的后半部分。但是，图解法很直观，以至于很多经济学教科书在分析现实经济变动的时候都会釆用这种图解，而不是严格的数学分析。


  对于一般均衡，阿罗提出一个问题——“若有些人的初始资源禀赋随价格变化而极大萎缩，那么一般均衡会是什么样呢？”答案是：一般均衡有可能不存在，或者出现需求不振（如我国2001年出现的情况）。什么是需求不振呢？按照社科院研究收入分配最好的研究员李实多年来的观察结果，就是因为收入两极分化，大部分人都很穷，但由于体制改革，要拼命存钱，以应付未来的不确定性，来支付医疗保险、孩子的教育、失业、养老、购房等等。他拼命储蓄，把自己变成穷人。从某些人开支的状况来看，他完全是赤贫，但在银行中却存了一大笔钱。这样一来就导致了需求不振。这是阿罗看法的一个中国的实例。在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里提出了过剩需求概念。“过剩需求”可以被看成一个算子，它基本上是价格的函数。如生产厂商的决策是依赖于n个价格，消费者的决策依赖于m个价格，初始资源禀赋和新生产出来的同类商品相加要大于等于总需求。如果有需求过剩的情况，价格就会被拉上去，如果需求不足，那么价格就下降，最后一直会调整到需求都是零或是负的，这时就达到了一般均衡。


  阿罗在发言中谈到了帕累托改善，它是一个动态过程，而帕累托最优是一个静态概念，与纳什均衡十分类似。后者是逻辑学可以接受的概念，而帕累托改善到今天为止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定义。当你听到“帕累托改善”的时候，你要注意这只是政治学家的一个术语，这一概念并没有理论基础，它只是政治学的一个口号，而且它是动态的，这在我们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里不加考虑。我们所考虑的是静态的帕累托最优。“如果世界已经处在帕累托最优状态，我们知道它是最优的。”这是“帕累托最优”的判据。它不影响别的人，同时没有人愿意偏离这个状态。


  在阿罗发言的后半部分，他仔细论证了帕累托有效停在PPF——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某一点上，或者是UPF——效用可能性边界的某一点上。这两条可能性边界都有合法基础。它们都在学术上站得住脚，不像帕累托改善。但是，在帕累托效率上的点，不能保证社会正义。阿罗认为：这不仅不保证资源配置符合社会正义，而且有可能出现更糟糕的情况。在上文的“埃奇沃思方盒”中，一般均衡是从初始资源禀赋向着帕累托有效的那个点进发。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价格是在不断变动的，我们可以想像，如果价格变动到某一点，当我们在这一点开始谈判的时候，某一方的初始资源禀赋的价值是零，或是负的，结果可能没有均衡。阿罗指出，经济学思想史上有这么一个阶段，人们注意到了负的价格维度导致一般均衡不存在，帕累托效率不能实现。所以，社会正义不能从帕累托效率推导出来，相反地，社会正义是经济效率的必要保证。


  于是，阿罗发言的后半部分就过渡到了“规范理论”——社会选择。要提出一个逻辑上的分析体系，让社会上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在“PPF”或者是“UPF”可能性边界上的每个点上做一些权衡，做一些道德判断。我们到底是不是要投票同意这一点？或者是我们整个社会投票通过并同意均衡在这条边界上的另外一个点？到底是哪一个点能符合我们的意愿呢？要提出一些标准，以此为据进行经济绩效的评价（Evaluation）。而这个评价主要取决于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阿罗在1972年的演说里说：“到现在为止，这些问题很少被研究”，这样，他就把读者的注意力从英美经济学传统（The Anglo-American tradition）转到欧陆哲学传统，在欧洲大陆（德国、意大利、瑞士……）的思想资源里面找帕累托经济效益的伦理判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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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我们已经用图形描述了一般均衡的主要思想。下面，我们将在数学上证明这样一个解是存在的，并且不依赖于社会福利函数对于社会福利的判断。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的证明，是阿罗和德布鲁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也是当代经济学最核心的进展之一。在进入艰深繁复的数学推导之前，我们再来随着阿罗的介绍，进行一番思想史上的回顾。


  让我们回到维也纳小组的卡赛尔（Cassel），他是瑞典人，从斯德哥尔摩来到小门格尔的小组，研究瓦尔拉的方程组。但他的主要贡献并不在瓦尔拉一般均衡理论，而在于最早提出了国际购买力平价的汇率理论。维也纳小组的经济学家哈伯勒（Haberler）继承了卡赛尔的“世界货币”理想。所以他们都是在国际贸易的领域中作出了理论贡献。正如萨缪尔森所说：“国际贸易实际上是经济学的皇冠。”今天，我们总是举厂商的例子，但在当时则是从国际贸易当中找例子。卡塞尔把一般均衡理论看做相对价格的研究，而不管价格单位是多少。汇率理论确定了价格的单位，而汇率理论是属于货币理论的一部分。货币理论中，货币投放量大小决定了价格尺度的大小，导致通货膨胀或是紧缩。所以，经济分析的框架，在他看来，分成一般均衡理论和货币理论两部分。到今天为止，这一划分仍然适用。我们在一般均衡理论中只讨论真实价格（相对价格），而不涉及货币理论。涉及货币的种种现象，在逻辑上是不能够被容纳到阿罗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去的。接着卡塞尔和哈勃勒为国际联盟撰写了在30年代的那篇报告，引起了很大的讨论。由于争论很大，所以丁伯根开始用经验的数据去验证它，最终获得了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丁伯根和他的朋友弗里希（Karlvon Frisch）把计量和国际贸易的一般均衡理论的思想结合起来。对于每一个计量的统计数据后边，他想像着一整套社会图景。这不像我们今天，搞计量的人专研究数据，却根本不清楚数据后面是什么意思，他们只能被称为经济学匠。而当时的风气是把计量和理论结合为一体的，丁伯根专门训练经济学家，他训练出了一个非常得意的门生，这就是库普曼。


  库普曼（Tjalling Koopmans）是科尔委员会的灵魂人物之一。他是荷兰人，早年通过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进入了经济学，他承认自己受马克思影响很大，养成了追问根本问题的习惯，这是不学习马克思理论的人所没有的体会。在1933年，由于这种思维方式的成果，而被丁伯根接纳为小组成员。当时丁伯根建议他阅读两个人的著作，一个是卡赛尔，另一个就是第一届诺贝尔奖的得主，挪威的经济学家弗里希。库普曼从丁伯根小组出来之后，直接将这套社会理论和计量方法带给了芝加哥的科尔委员会，并传承给阿罗、西蒙、托宾这些美国的经济学家，对一般均衡理论和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75年，库普曼和苏联科学院院士康妥洛维奇（Leonid V. Kantorovich）一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共同获得诺贝尔奖的理由是：创造性地运用了线性规划理论，即运筹学。康妥洛维奇18岁获彼得堡大学的博士学位，担任西伯利亚分院数学和经济学的首席研究员，之后长期担任莫斯科国家计划研究所所长。库普曼为美军服务，研究空军的最优调度计划，是线性规划问题。而康妥洛维奇是为苏联的中央计划服务，他设计的是生产最优化理论，也是线性规划。所以，是美苏冷战激发出了这两个诺贝尔成果。


  知识过程与人生体验纠缠在一起


  [image: 324-01]


  通过对思想史上这些人和事的回顾，我想论证这样一句话：知识过程总是与知识者的人生体验纠缠在一起的。2000年《经济文献》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研究了328名德裔社会科学家的移民历程。他们为了逃避纳粹的迫害，在30年代逃亡到美国，引起了美国经济学的革命，使其得到长足的发展。所以萨缪尔森说：“美国经济学在1940年以后兴起的速度，因纳粹欧洲的学者移民而极大地加快了。”这是一个客观的判断。这个作者统计的328名从纳粹统治下的德语世界试图移民美国的教授，有13名落入盖世太保手中，另外3名自杀。在3名自杀者当中，最著名的是施莱辛格（Karl Schlesinger，1889—1938）。他是在1938年德军进入维也纳的当天自杀的。施莱辛格是奥地利学派的一个重要的传承者。他为了逃避纳粹的统治，1933年从捷克来到了维也纳，并成为当地一位非常成功的银行家。他的业余爱好是经济学和数学，是小门格尔的好友，维也纳小组的常客。他接着卡塞尔的两部类模型继续做数理经济学的工作。


  卡塞尔的工作主要是证明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这样两部类的分析之中一般均衡解的存在性，它要求一些生产要素的价格是小于零的。这就导致了阿罗在上文中提出的问题，就是上帝的看不见的手把某些要素（例如下岗工人的劳动力）调整到的价格几乎就是零或是负的。其现实含义是：一些要素价格小于零才能有解。这是一个很严肃的结论，也是一个很糟糕的结论，施莱辛格想解决这个问题。他知道了卡塞尔的问题之后，便把这一疑难问题带到青年数学家瓦尔德面前。瓦尔德当时正失业，无事可做，于是他马上便全力以赴去解决这个问题，用了非常复杂的方法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但很可惜，那时施莱辛格已经自杀了。所以阿罗在他的演说词中专门写了施莱辛格在1933年和1934年之间的活动，认为他“决定性地影响了将来的发展”，对他深表怀念。施莱辛格把问题提给了瓦尔德，瓦尔德解决了一部分。在1959年，德布鲁在瓦尔德的工作基础上，给出了一个更简洁的现代数学的证明方法。阿罗1982年的发言指出：所有工作都几乎在同一年（1951年左右），由麦肯西（Lionel McKenzie）、德布鲁和阿罗在互相不知道其他人的工作的情况下而独立完成的，这样就把一般均衡的思想带到了现代。库普曼开了一次学术座谈会，讨论了三个人的工作，最后，将这些独立的研究成果整合成为一个一般均衡理论，这是一个关键的总结。


  另一个线索，阿罗在1972年的诺贝尔演说里提到：几乎同时（即30年代后期），冯·诺依曼在博弈论方面也有了进展，大概是与瓦尔德同时，只不过他的努力方向不是一般均衡，而是“二人零和博弈”。接着“二人零和博弈”，据当时的英国经济学学会会长匈牙利人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回忆：有一天，冯·诺依曼向他表示想了解经济学，于是，卡尔多建议诺依曼去阅读威克塞尔的著作。冯·诺依曼读了北欧学派威克塞尔的著作后，接触到维也纳小组的另一位经济学家摩根斯坦，并与其合写了《博弈论与经济行为》（1944），开创了当代博弈论的基础，这是另一个线索。我们知道，一般均衡的证明需要的基础理论和博弈论几乎是同样的。我们可以把一般均衡看做当人数趋于无穷多时的一个博弈均衡的特例。


  一般均衡存在性的证明


  角谷不动点定理


  阿罗提到的最后一个事实是，证明博弈的纳什均衡存在性和证明一般均衡存在性的数学方法都是一样的，其核心都是伯劳维尔不动点定理。阿罗在哈佛见到过一个日本学生，名叫角谷（Kakutani）。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无法回国，只好滞留在美国。他在这期间就证明了伯劳维尔不动点定理在广义情况下的一般形式，即角谷不动点定理。纳什1950年的《n人非合作博弈》就是用八年前角谷证明过的一般不动点定理证明了n人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存在性。德布鲁在50年代初的工作也是这样，用的也是角谷不动点定理。今天经济学的三大不动点定理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角谷不动点定理。不动点定理的重要性在这十几年里越来越重要。如果我们知道了伯劳维尔不动点定理的证明的思想（下面将予以介绍），那么，只要把它当中的映射关系转换成对应关系，就可以证明角谷不动点定理了。


  过剩需求与万能拍卖者


  德布鲁在证明过程中用到的一个经济学思想非常重要，即瓦尔拉提出的“万能拍卖者”。瓦尔拉用这个概念取代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的主人其实是上帝，这是斯密的神学理论，如果想取消这个上帝，你需要找到一个“万能拍卖者”。在德布鲁的模型里，如果没有“万能拍卖者”，定价机制就建构不起来。


  过剩需求指的是需求量超过供给量的总数量。“万能拍卖者”同时存在于每个市场上，假定有1万个市场，他观察到过剩需求最大的5个市场，其余9995个过剩需求的数量都不够大。在定价时，因为价格要求是单位单纯形，所以，价格就不能是无穷大，不能胡乱调价。万能拍卖者根据超额需求的大小调整价格，超额需求越大，价格上升越大。可以证明：经过几轮这种上帝似的定价过程之后，过剩需求就没有了。如果这5种商品碰到如此高的价格，需求下降，过剩需求就小于等于零了。然后，上帝再观察其他市场，找出剩下的一轮中过剩需求最旺盛的市场，将它们的商品价格提上去，将权重压在这些市场上，这样的过程到达均衡时，就是一般均衡。


  在价格单纯形中证明一般均衡


  价格单纯形包含原点，并且在实数空间中是一个有界的集合。过剩需求仅仅依赖于价格，是价格的算子。由于德布鲁的定价机制，价格P又反过来依赖于需求，其基本思路是，哪里的过剩需求最高，就往哪里压低需求，把那里的价格给提上去。在这个定义之下，你还可以证明：P是连续的函数。


  Z（p）×P（Z），对应的是过剩需求的价格总量。Z（过剩需求的商品空间）乘上P（价格空间），是一个到迪卡尔乘积，按照德布鲁的定价机制，它是向着自身的一个连续映射。如果条件再弱化一些的话，上半连续也就足够了。这时可以用角谷不动点定理。简单地说，从一个空间中的实的凸空间到其自身的上半连续影射，并且每一点映射的像集是凸的，那么至少存在一个不动点，该不动点包含在自身的像集中，即[image: 327-01]。只要我们找到了这个不动点，便找到了一般均衡。


  到了这里，我们梳理一下思想史的进路，德布鲁建构了一套定价机制，这个定价机制需要瓦尔拉的万能拍卖者，瓦尔拉万能拍卖者又是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那里得到的。整个的思路很清楚，但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数学证明过程中会完全脱节？我们看不到这和我们上面给出的几何表达有什么相似之处——几何表达很重要，因为其中包含着埃奇沃思的思想，即所谓的“埃奇沃思方盒”。没有埃奇沃思的思想，我们怎么能够把经济学传承到今天呢？这是一个问题，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就要看到，数理经济学是如何从古典的数学经过瓦尔特的时代，冯·诺依曼的转换，以及布劳维尔不动点定理的转换，从以古典微积分为核心的数学基础转移到了以拓扑学为主的数学基础上面去。所以，今天经济学的数学基础已经不再是极大化利润函数——这是牛顿时代的数学。如果今天在主流大学的经济学中学习数学，那么一上来就应该是拓扑空间，之后是不动点定理。在一般均衡证明范式的转换背后，是数学思想方法的转换。


  布劳维尔和直觉主义思想


  提到数学思想的转化，我们必须谈到布劳维尔。布劳维尔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数学家，他早年在阿姆斯特丹大学任教时已经陷入了直觉主义。我很欣赏直觉主义。但是数学直觉主义特别反对“实无限”，他们认为，如果我们真把实际的无限反映到数学当中来，这会被认为是违反了人类的直觉，在数学上就可能犯错误。比如说：我们对任意大的N讨论某一个命题的成立。然后，用数学归纳法描述，当W是任意的时候，若满足数学归纳法前两个条件，那么该命题对于所有的整数或自然数都成立，这应该属于是“潜无限”，因为你并没有真引进无穷大的符号。如果真要使用实无限的话，布劳维尔就坚决反对，因为在人类有限的生命里，用穷举法举出的例子，如这只天鹅是白的，那只天鹅也是白的，于是在W个天鹅是白的之后，我想得出一个一般命题——所有天鹅都是白的。但这是很可疑的一件事情。因为这违反我们的直觉，我们完全可能发现一只黑天鹅。古希腊人的思想就是这样的，他们反对“无限”概念。到了布劳维尔这个时代，他变得很矛盾，甚至到晚年后变得沉默寡言。


  布劳维尔用反证法证明了不动点定理，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但是，他到了阿姆斯特丹大学当讲座教授时，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一套，他完全不让学生讨论自己的这一贡献，因为这是违反直觉主义的。布劳维尔是小门格尔的博士后导师，但实际上小门格尔并没有作完他的研究。当小门格尔到阿姆斯特丹大学去找他的时候，发现他根本就不在那里，只是一周去那讲一堂课，而小门格尔最受不了的是布劳维尔是印度宗教的实践者，他不爱说话，因为他认为语言是能够控制我们的思想的，就如伦理能够控制我们的行为一样反动。而最后一件事情触发了小门格尔的愤怒——布劳维尔不仅不允许小门格尔使用语言，而且还要查看他的日记。最终，小门格尔离开了布劳维尔，并回到维也纳大学任大学教授。所以今天，我的脑子里已经是一团乱麻，到底是应该相信经济学的基础是扎实的，还是相信它是不扎实的呢？不论怎样，我将警告先放在这里，转过去讲述布劳维尔最伟大的贡献——不动点定理的证明。


  布劳维尔定理实际上是今天经济学的出发点，它的描述非常美，非常简单。布劳维尔自己给出的定理的命题是：“从实圆盘到它自身的连续映射有不动点。”布劳维尔并没有讨论高维的情况，只讨论了一个二维的圆盘，要求该函数仅仅是一个函数，而不是一个从点到集合的映射，这个实函数的映射是连续的。我们并不打算追问更深的问题（例如连续统假设），我们只是像布劳维尔这样，假设实圆盘（单位圆）。在直观上，拓扑学告诉我们它不能被连续地拉到它的边缘上去。圆盘边缘的点不可能连续地扩展成实圆盘，这是符合我们的直觉的。若一张胶皮绷在铁环上，要把铁环内部的胶皮全部拽到铁环边缘上，完全对应过去，这个对应关系还要双向可逆，也就是双向连续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证明，它一定存在着一个裂缝，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胶皮撕裂，否则就无法把这个实圆盘连续地映射到边缘上去，这是一个基本的拓扑学结论，如果不承认这个结论，你感觉这不符合你的直觉，那么你就无法再继续相信这套理论了。我认为多数数学外行会觉得这非常符合我们的直觉，因为胶皮是一个平面，而圆环则是一条线段，而一条线段怎么可能与一个平面所包含的点一样多呢？康托证明，它们的确是一样多的，但是，康托的假设是不连续。但在这里我们假定了连续性，而“撕裂”就是不连续。只有将其撕裂，你才能把一张胶皮对应到圆环上。这样一个出发点非常重要，然后我们再来看布劳维尔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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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假设这是一个实圆盘，这里任何一个点，在该点上作映射，f(x)如果等于x那么就有了不动点。反设它没有不动点，x不等于f(x)。但因为它是从圆盘到其自身的映射，所以f(x)和x也在圆盘里面。实圆盘里面任何两个不同的点之间都可以有连线，而该连线的延长线肯定和实圆盘相交在边缘上的某一点。那么我们构造一个函数，把该交点看做点X的映像，它是通过给定的函数f(x)而找到的这个点，任何两个点如果不一样，一定有一个延长线在圆盘的边缘惟一的决定一点。布劳维尔只要证明：这样一个映射关系是连续的，而且它的逆函数也是连续的，那么就出现了矛盾。因为拓扑学中指出：不可能把一个实圆盘里的每一个点x，都通过一个连续函数映射到它的边缘。既然矛盾，那么任何一个函数一定有不动点。这个证明很巧妙，但它需要依赖无穷多的反例枚举，你找不到反例，你说：“行了，我能证明”，你知道存在无穷多的反例，这行不行呢？不行。这违反了直觉主义的要求。所以反证法最麻烦的一个地方就是，它需要依赖于逻辑的排中率，不是黑就是白，你应承认这个逻辑规律，就是“A”或者“非A”就是整个世界，而布劳维尔非常怀疑这件事情，为什么就不可能有“A”与“非A”之间的某些事情呢？我可以接受矛盾律，也就是A不等于非A，或者是同一律A=A，这我都能接受，这符合我的直觉。但如果说A和非A拼起来就是全世界，这就很可疑，除非全世界是有限的或者可数的，这只天鹅是黑的，那只天鹅是白的，那么一直数到2n个天鹅之后，即n个黑天鹤，n个白天鹅，于是我说所有天鹅不是黑色就是白色，那么，在直观的基础上我就验证了排中律。但当世界是无穷的时候，我们又怎么能再验证排中律呢？你凭什么接受排中律？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


  为了说服维也纳小组逻辑实证论的狂热数学家们，小门格尔专门从华沙把波兰学派的塔尔斯基请来做了一个报告，告诉他们，除了欧式几何，还有非欧几何；除了正常的逻辑，还有我们不习惯的逻辑。最后，他终于说服了大部分数学家和哲学家，但维也纳小组仍然不承认非经典逻辑。而小门格尔因此写了一篇著作《逻辑宽容论》，他指出：你不能不宽容不同的逻辑。所以，华沙学派有了一个专门的刊物：在数学基础上，完全不要排中律，把数学定理重新证明一遍。


  连续性假设和凸性假设的意义


  以上我们介绍完了布劳维尔的不动点定理，这样，我们可以说，如果把过剩需求当成一个算子或映射，德布鲁证明，若这个映射满足某种连续性，比如上半连续性，那么我们就可以运用基于布拉维尔不动点定理的角谷不动点定理，证明瓦尔拉经济在该意义上存在不动点，但这并不解决稳定性问题，而只能解决均衡的存在性问题。因为这是一个点集，它有可能出现多均衡。而角谷不动点定理如何才能推广呢？这就要用到凸分析里面的所谓分离定理，在这里就不过多描述了。总之，这是数学思想史上的一个非常辉煌的阶段，它为社会理论带来了重要的定理。


  阿罗在演说上半部分的结束部分中指出：由于角谷不动点定理严重依赖于凸分析的假设，也就是点的像集必须是凸的。这样一来，经济学家就要解释什么是凸性（因为该假设太关键了，去掉凸性的话，一般均衡就不存在了）。凸性是一个数学用语，即某个集合的任何两个点的连线一定在这个集合里面。我们知道纳什的“非合作博弈均衡解的存在定理”，这是纳什在1950年证明的，也使用了凸性假设。这个凸性的经济学含义是什么呢？只有回到新古典经济学，就是假设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假设完全竞争的市场，我们才可能有一个非收益递增的技术和消费集（即生产集和消费集），然后才能满足这个凸性假设，才能够运用角谷不动点定理，才有一般均衡的存在性，这在逻辑上是能保证的。但这在逻辑上要求非常强，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几乎不能接受，虽然芝加哥学派新古典经济学家做了几十年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接受。但是互联网经济一发展起来，我们发现到处都是收益递增现象，几乎不能容忍这种凸性假设。在今天，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办法对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现象作出解释，只能再找其他出路。我目前还没有看见有新的证明，在逻辑的基础上，我们还没办法提供这样一个证明。


  福利经济学三大基本定理


  第一基本定理


  接下来我们介绍福利经济学的三大基本定理：第一个基本定理描述了满足凸性假设的完全竞争经济的性质，阐明了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完全竞争的含义。从杰文斯到埃奇沃思，经济学家在“自由交流”、“自由契约”、“信息完全”等条件下，描述了竞争经济的性质。这个思路走到了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的时候，要求凸性假设意义上的完全竞争。同时，该假设中还包含着完全彻底的私有制，即每一项要素都不能是公共的，若存在公共产品，就会出现非凸性。每一项有经济价值的东西都必须是私有的，私有化之后并不一定保证凸性，但私有化至少比公共产品能够保证凸性。第一基本定理是：在完全私有制和完全凸性假设下，只要经济的一般均衡存在，那么它一定是帕累托意义上有效的，这就勾连到前面的几何表达。几何表达上的那个切点，意味着竞争均衡必定是帕累托有效的。


  第二基本定理


  阿罗在诺贝尔获奖演说的一开始指出：每个人的初始资源禀赋乘以价格向量，构成了他的资源约束（总收入），这个总收入必须要大于零，否则他买不起任何东西。阿罗说：如果个人收入依赖全部市场的价格，而价格的变化，即上帝的“看不见的手”，又恰好把某些人的个人收入压缩到了零，又该如何呢？在埃奇沃思方盒中，如果资源禀赋不导致内点解。比如说，它在某一个轴上，就会出现角点解，而角点解是很难满足凸性假设的。那么，内点的均衡就不存在了。而阿罗认为：建构角点的一般均衡理论根本就不存在，是证明不出来的。杨小凯的工作也遇到这样的困难。让三位数学家帮助做数学，至今没有做出来。所以他后来改成2000年之后的那个模型。这个所谓超边际分析根本就没被证出来。阿罗说：“这个问题留给你们去解决。”但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解决。


  福利经济学的第二定理是：任给一个帕累托有效的分配方案，也就是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有一个点，而德布鲁的定理证明：一定存在一个初始资源禀赋的配置，使得从该初始资源禀赋出发，得到的一般均衡解就是帕累托有效的资源配置。他证明，几何表达和数学证明在这一点上重合。因为几何表达有明确的经济学含义，但数学没有明确的经济学含义，而当你把数学应用到社会科学里面去的时候，碰到的第一个理论问题就是，要赋予它社会科学的含义。而阿罗发言的第二部分就更加重要了，也就是用投票的方式，而不是用货币的方式，即“用手投票”。那么，看完这两个基本定理，我们会问：假设这个社会要求从目前的这个帕累托有效的点转移到另一个点，它可以让更多的人更幸福，而少数人更加不幸，我们要民主表决的方式表决它。那么，怎样才能转移到这个点呢？


  第二基本定理告诉我们：存在着一个初始的分配方案，重新做财产分配，让所有的社会成员得到相应的份额，然后让他们经过自由竞争，这样一般均衡就一定会达到我们预想的帕累托最优点。但是，阿罗说，这意味着一场社会革命，你要分地主老财的粮食，“剥夺剥夺者”，从一开始形成的初始资源配置解脱出来。腐败体制下的钱权勾结使弱势群体掌握不了更多资源，这是一个初始资源禀赋造成的现状。如果要把这些全都剥夺之后重新配置，就带来了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阿罗说，如何找到那个让我们更多人感到幸福的点，这是一个宪法的问题，要建立一个公正的投票程序。然后，每一个公民的偏好在某种理性的含义上才能得到尊重。尊重所有个人的偏好，这一假设非常强。而在立宪层面上，由于信息不对称，我们互相之间并不知道对方的偏好。阿罗在1950年的文章中反复强调，之所以要写这篇博士论文，是因为我们放弃了经济学的功利主义传统、效用可比的传统。这条路走得很困难，它最终导致了社会选择理论。最根本的信息不对称就发生在这个层面：我们大家最愿意同意什么样的民主程序？最愿意同意的民主程序让我们能够选出各级的人大代表。而这些代表能够根据这套民主程序去讨论关乎我们的重要事情，形成决议，再交给一个我们最愿意接受的立宪政府，并让这个政府强制执行这个程序所得到的任何一个决议，不管这个决议是如何损害我们自己。在制宪的初始时刻，我们都不知道后面还有什么议题。例如，这个程序民主将来要讨论的是反对堕胎，还是允许堕胎；同性恋是否可以结婚，计划生育还是不计划生育，等等。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在立宪的层面上我们都不应该过问，我们只该过问那个最符合我们意愿的抽象程序，它和意愿没关系，就是一个抽象程序。只要我们认为这个抽象程序能满足，那它就不取决于任何一个个人的意愿，或者说，不会无限期地讨论，总要有一个决断性。我们讨论三天，总得有一个方案拿出来，到底该怎么办。我们不能说，这个议题你等着吧，我们得开50年会，是修水库还是不修水库。这是不行的。


  第三基本定理（阿罗不可能性定理）


  阿罗1950年的这篇文章，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题目是《社会福利概念中的一个困难》。这篇文章引起了一场革命，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他提出了今天在经济学界尽人皆知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如果你要求社会理性的话，这就无法避免会出现一个独裁者；如果你不要任何独裁，那么你作出来的社会抉择往往是非理性的，也就是很混乱的。比如，今天说三峡水库方案一定要上马，明天说，不能上马，后天又说必须要上马，这是一个没有独裁者的时候。而如果你非要有一个理性的决策，那么由阿罗证明，这就必须接受一个独裁性统治。但独裁社会又有独裁的弊端。这篇论文绝不是简单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糟糕的状况，通过阅读这篇论文可以发现，他澄清了价值理论。从斯密到边沁，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在这篇文章里都作了讨论。社会的投票方式和市场方式，这是两种民主形式。在30年代的大危机之后，西方社会面临一个抉择，如果想走民主的道路，那么一个是市场民主，一个是政治民主。这两种民主方式是否有可能像个人选择那样理性，符合某种逻辑的自洽性呢？所谓“理性”，就是逻辑上不能互相冲突。你今天喜欢黄瓜，明天你又说不喜欢黄瓜了，这显然是不理性的。阿罗证明，在四个条件下，社会选择不可能是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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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罗把柏格森的社会福利函数拓展成为算子，它不再是一个函数，而依赖每个人偏好的变化。柏格森社会福利函数在前文已经介绍过了，如社会选择认为是给你两亩地、给我三亩地好呢，还是给我两亩地、给你三亩地好呢？这要比较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基数效用。但这种基数效用不管用。阿罗说：如果放弃基数效用论，釆取序数效用论，也就是主观价值立场，那么我们就必须允许偏好是可变的。也就是今天你喜欢两亩地，而明天你可能就喜欢三亩地；又比如你今天更喜欢黄瓜，明天可能更喜欢羊肉。那么社会必须允许个体随时改变它自己的偏好，而这才是一个民主社会。倘若你想让自己的偏好100年也不变，让你的孙子也不能改变，那是不行的。所以这个偏好必须可变，但偏好可变导致在数学上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就是一定要把社会福利函数拓展为算子，算子就是偏好，当偏好变化时集结起来，而它并不改变社会的选择。当你的偏好改变的时候，你不能说由于我的偏好突然发生改变，结果三峡水库下马了，这就有些荒唐了。偏好的改变不能影响社会选择，这是一个很强的要求。阿罗定理实际上在这方面引起了非常多的工作。


  阿罗提出了四个必须满足的条件，这些都符合我们的常识。


  第一条件是：对于任何一套给定的个人偏好，存在一个与之相应的社会福利函数，这样我们就可以作出选择，有了一个确定性的选择方式能让我们知道，是应该建三峡水库，还是不建三峡水库。你的偏好是变动的，在改变后，我们再用社会选择算子导出社会福利函数，而基本形式不改变，社会选择方式不会因为你的个人变化而发生突然的可怕的变化。


  第二个条件是所谓的“正向反应”假设。尽管我们不听任何一个独裁者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变化，但是你的变化不会影响社会的宏观选择。例如，其他社会成员对于你家里的墙应该被刷成粉色的还是白的这件事，不表示任何态度，这时候，你对社会计划委员会说，你喜欢刷成粉红的，因为这比刷白的更让我感到幸福，那么全社会的选择应该在这个方案上听你的。也就是在这一点上，至少你没有影响其他的人，这也就是一个帕累托改善。第二个条件也就是所谓“正向反应”条件。就是当你从不喜欢粉红到喜欢粉红，那么社会选择会跟着你的偏好改变而改变。他对你的偏好改变有敏感性，这就是民主社会的特点，如果不敏感，无论你怎么叫唤，没有媒体报道你的东西，而中央也不知道你受了多大的委屈，这个社会就不民主。所以，社会对个人偏好的改变的敏感性反映在正向反应假设里。


  第三个条件：阿罗自己在70年代承认这个假设很成问题。这就是“无关方案独立性”（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假设。它指的是我们的选择不应该受到那些不相关的可选方案的存在的影响。这个假设很符合我们的常识。比如阿罗给了这样一个例子，如果我们要选总统，总统的候选人有三个人，但突然有一个候选人死了，那么他使我们在现实世界里不可能再选他了，他已经不相关了，然后我们对另外两个候选人所投的票的决定，不应当受到他死亡这件事情的干扰。这个条件虽然引起了很多的争议，但它仍然是合理的，合乎我们的常识。我们不能因为某一个不相关的事件的变化，而改变目前这两个最相关的决策的选择。


  第四个条件是“非强加性”。社会集结所有社会成员的个体偏好，可以得一个选择的排序。比如，中国如果有了钱是先发展农业，还是先发展工业，先修水库还是先修高速公路，先顾上海还是先顾北京，我们都不清楚。假如有一个社会计划者，那么他的偏好必须是非独裁的，这个偏好不能表现出这种性质，即它好像不敏感依赖于所有的社会成员的偏好，好像是被某种外力强加给我们的，不管我们的偏好怎么改变，都不能影响这个社会的选择。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假如某一个外界的人，他不是我们社会的成员，然而他把某一种偏好固定在我们中国社会的选择上了，并成为我们社会的偏好，而中国人个体偏好的变化，不管多少人变化，反倒不起作用，根本不能影响社会选择的结果。好比美国总统突然说，如果中国不照搬美国的价值观的话，我就攻打你，所有中国人都要学《圣经》，定期去教堂，孩子成人之后可以不赡养老人。这套价值观如果强加给我们，中国人怎样反抗都不管用，这当然会引起巨大的社会问题。阿罗说，这第四个条件是符合我们的常识的。既然我们组成了这个社会，就应该有话事权，我们不应该被社会外的某个东西所强制。


  而第五个条件比第四个条件更强了：假如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把他的偏好强加给了全社会，那么这个人就是独裁者。阿罗证明了这样的一个定理，它的原名叫做“可能性定理”（Possibility Theorem）。今天的经济学家称之为“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这个可能性定理说的是：如果我们放弃个体间效用的可比性，放弃基数效用的传统（边沁的传统），在满足前四个条件的情况下，社会偏好的排序不是强加的，就一定是独裁的。这就是“可能性定理”。阿罗认为，导致社会理性的偏好若不是强加的，就一定是独裁的。这对社会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一定理引起的有关“社会正义”问题的讨论，是我们下一讲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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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讲：社会正义


  （2004年11月27日）


  引论


  今天，我们讨论一个重要的问题——社会正义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澄清一下“社会正义”这个概念。哈耶克是反对使用“社会正义”这个词的，事实上，他反对使用“社会”语词修饰任何其他语词。“社会正义”，确有冗余之嫌，因为“个体正义”是没有意义的。不过，西方学者普遍接受这样的用法。因此，我们也就暂时接受这样一个通行的用法。


  我们知道，西方社会有悠久的自然法传统——神的正义法则存在于每一个人心中，原本就写作“jus”（法）。一个人若感受到对非义的愤慨并实施正义行为，那么，这行为在西方传统内已经是神的正义法则的体现，故而已经是社会的。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社会的“法”传统十分不同。至少，中国的法，只打算成为“人”的法则而不打算成为的法则。所谓“天理人情”，在无神的文化传统里，天理总要让与人情的。中国法的传统是人治的，不是法治的。在这样的传统里，注意区分“社会”正义和“个体”正义反而是必要的了。人治社会的法，有些其实出于治理者的个体正义，有些则确实出于社会需要的正义。故中国社会的法不等于正义。


  历史背景


  圈地运动


  在比较了东西方文化差异导致的词语用法的细微差别之后，我们先来铺叙一个历史事件——圈地运动，来引出我们将要论述的正义问题，我们大家都在历史课上知道这一运动——所谓“羊吃人”的悲剧。按照传统的说法，从12世纪开始，随着农业技术的提高，地主开始把公用的土地和未经占用的荒地据为己有，使它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私人土地。由于城市的发展以及农产品市场的扩大，圈地行为愈演愈烈，最终成为一场“运动”。根据大量1500—1912年的英国地价数据，克拉克指出，在16世纪，圈地确实提高了地租，但地租的提高（一般来说小于40%），很大一部分都被圈地所带来的巨额资本利息支出冲销掉了。因此，圈地并没有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甚至地主的私人收益（扣除圈地成本之后的净效率改善最多只有3%—4%）。克拉克论证：英国公地的回报率在圈地运动时并不比私有土地低很多。这一论证，支持了经济史家艾伦（Allen）的观点，即早期的圈地仅仅导致了很小的净效率改善。那么，为什么18世纪成为圈地运动的一个高峰期呢？原因并不是因为地主们受“谋利精神”的驱动在18世纪变得更加贪婪，而是因为圈地成本与收益的变动使圈地成为有利可图的事情。17世纪末期那场不流血的“光荣革命”的一个直接结果，是英国议会的权力空前扩大。很多大土地所有者是国会议员，他们拥有“话事”权，而小农则没有这种权力。通过国会，地主们可以通过立法来剥夺小农对土地的使用权，从而降低自己的圈地成本，使圈地带来巨大的利益。克拉克告诉我们：圈地只在1710年以后才变得有利可图，在1750年以后格外有利可图。而圈地运动的结果，则是土地回报率的上升，我们从下张图上就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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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到：土地私有化运动产生了长期而言至少两倍于公地回报率的预期租金。对此问题最可能的解释是：尽管小农经济比封建庄园更有效率，但新兴农业资本主义的规模经营方式比小农经济更有效率。圈地运动的实质，就在于获取大庄园农业的规模经济效益。欧洲其他国家，例如法国、丹麦、俄国等，虽然都有圈地现象，但英国的圈地运动最为典型，因为在英国，是通过国会立法反对小农利益，说明当时英国小农——相比于其他国家——缺少政治权利。18世纪后，英国国会通过了大量的准许圈地的法令，最终在法律上使圈地合法化，英国农民的人数为此减少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数量。


  从下图可以看出，英国公地占可耕地总面积的比例在1755年以后开始大幅下降。换句话说，英国国会的圈地法案，虽然侵害了小农利益，却是改善了经济效率的。问题在于，什么样的非帕累托改善是符合社会正义原则的。这个问题值得大家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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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E. 罗默：《论剥削和阶级的起源

  ——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理论》


  提到社会正义问题，我们不由得想起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认为，他是站在工人阶级——当时的一个弱势群体的立场上，来分析经济问题的，代表了社会的良知和正义。马克思主义学说到了当代，沿着诸多路径演化，在经济学之中，则演化为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是一个有影响的经济学流派。我们今天来讨论当代最重要的一位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耶鲁大学的约翰·罗默（John E. Roemer）的几篇文章，首先，我们来看他在1982年《计量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论剥削和阶级的起源——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理论》，在这篇文章里，他继承马克思的传统，论证了工人为什么是受剥削的——当然，他釆用了现代的数理模型，严格而清晰地论证了他的论点。由于论证的精彩，这篇文章刊登在主流经济学杂志上。但是，这篇文章并不是无懈可击的，我们下面就来评述他的这篇作品。


  在文中，罗默不同意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在劳动力市场上也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因为，在罗默看来，假如马克思承认劳动力市场上的等价交换，那么，就不一定会推出“剥削”。他认为，作为阶级，资本家可以在一般均衡状态下，剥削劳动者。也就是说，这里，等价交换意义上的“交换正义”——“市场是天生的平等派”——被破坏了。


  下面这张图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埃奇沃思方盒”，在这个“盒子”里，现代经济学家抽象掉了“交换”的“社会正义”内涵，于是，我们看到的，仅仅是帕累托最优的“点”，以及由这些“点”所组成的“契约曲线”，而契约曲线上不同的点所代表的社会正义涵义，却是我们现在所应当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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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张单消费者决策的图里，纵轴可以看做消费品，而横轴可以看做闲暇时间。当工资提高时，工人可以得到更多的消费品，但是，什么时候工资会提高呢？这是一个问题，事实上，工资由劳动对资本的替代比率决定，只当劳动边际产出率上升才有工资增长，而前者是资本“有机构成”的函数。当劳动对资本的替代弹性很低时，劳动的边际产出上升是很困难的。


  在帕累托和艾奇沃思给出的关于自愿交换的帕累托有效率的证明中，若A的初始资源禀赋是闲睱和消费品，且劳动对资本的技术替代足够小，则A将保持贫困。这是因为，当劳动与资本的边际技术替代率很小时，劳动者供给多余的劳动，其边际产出接近于0，因此，他在交换中的讨价还价能力也就接近于0，自愿交换的结果，只能使他供给劳动之后，其“闲睱—消费”组合几乎沿着同一条无差异曲线移动，而不带来或仅仅带来微小的效用改善，仅仅使他维持最低消费水平，得以再生产更多的“闲睱”时间或劳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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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我们就从这套一般均衡的分析中得到了马克思的“剥削”和“阶级”的理念。但是，从我们上面的论证当中也可以看出，这套论证极大依赖于生产的技术假定，即劳动对资本的可替代性很弱，否则，如果我们可以用劳动替代资本，则在新古典生产函数下，劳动将拥有比较大的边际产出，也就意味着劳动者在讨价还价中拥有了更多的筹码。因此，罗默绕开了这个假定，而在他的论证中，釆用莱昂惕夫生产函数。罗默的“一般均衡经济”必须基于莱昂惕夫生产技术。劳动与资本之间完全不可替代，故而资本拥有垄断权力。


  罗默的初始假定是：P个生产者，每个生产者的初始要素禀赋为[image: 346-02]，还有1单位劳动，基本生活所需要的要素向量是[image: 346-03]，价格向量是P，技术是莱昂惕夫式的，即（A，L），A是投入产出矩阵，L是要素投入系数。罗默把这个经济简记为[image: 346-04]，由此，可以定义一个再生产最优解（Reproduction Solution，简称RS），满足


  （1）最优性条件：xv是最优要素投入。


  （2）再生产条件：[image: 346-05]。


  （3）可行性条件：Ax≤ω。


  最终，这个生产者有几种选择：选择[image: 347-01]，即他为自己工作的劳动量；[image: 347-02]，即他雇用别的劳动力为之劳动的劳动量；[image: 347-03]，即他受雇于别人的劳动量。通过解这个一般均衡模型，罗默证明，如果[image: 347-04]是一个RS，那么，必须满足


  （a）[image: 347-05]；


  （b）[image: 347-06]，这代表了为再生产提供的全部劳动。


  由于[image: 347-07]使用生产表征的劳动相量，它乘以b代表了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这个一般均衡模型里，如果一个初始劳动者积累了足够财富，他可以选择雇用他人劳动而自己劳动支出为0，同时最小化他的资本支出。此时，存在着正的利润。正利润可能性等价于剥削的存在性，后者又等价于某些初始生产者不劳而获的可能性。罗默必须先定义“剥削”：存在着一般均衡价格使每一生产者能够再生产他的劳动力——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由莱昂惕夫技术和劳动总量界定，那么这一经济就是平等的。否则，就是不平等的，不平等的经济，在罗默看来，就存在着“剥削”。


  接下来，基于莱昂惕夫技术，初始生产者按照各自的最优规划，可以划分为七个“阶级”。罗默着重分析了其中的五个较有现实意义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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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本家（地主）：雇用他人劳动，自己不劳动。


  （2）小业主（富农）：自己为自己劳动，同时雇用他人劳动。


  （3）小资产阶级（中农）：自己为自己劳动，不雇用他人劳动。


  （4）半无产阶级（贫农）：自己为自己劳动，同时也受雇用。


  （5）无产阶级（雇农）：全部劳动都被他人所雇用。


  根据罗默一般均衡模型，上述五个阶级组成的社会是可以不断复制自身的。在括号里的这五个阶级的名称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详细论述过的。于是，罗默就在一个一般均衡模型里解释了剥削和阶级——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形式——的起源。


  罗默：《折中分配的伦理》


  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里主要的传承者。作为这个学术流派的重要作者，罗默受过良好的经济学训练，在代表作《社会主义的未来》里，他试图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建立一个微观基础；通过激励机制设计解决公有制带来的委托代理问题，从而建立市场社会主义、分配的平等主义，在分配方面降低贫富的个人绝对差距和群体绝对差距；从经济平等出发，最终达到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2004年，这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耶鲁大学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折中分配的伦理》），在这篇文章里，他似乎改变了自己以前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变成一种灵活的分配正义伦理学。为什么叫“灵活”的呢？因为他接受了后现代的论证当中的这样一个看法，就是没有不变的正义，所以我们把麦金太尔的那部著作翻译成《谁之正义，何种理性？》。是阿拉伯人的“正义”还是美国人的“正义”？是古希腊人的理性还是今天美国人的理性？这完全不一样，有三种不同的西方的理性传统，有更多的不同的正义原则，这样一些后现代的论证使罗默必须面对价值相对主义——就是价值从来不是绝对的，但是价值相对主义又容易导致很多更麻烦的现代性问题。所以，他在这里列出了四种价值原则，就是判断社会是否公平的根据：第一种，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第二种，是罗尔斯的最大最小原则；第三种和第四种差不多，都是所谓“适度主义”的边际递减原则。他提出了一个综合框架，把这四种原则全都用上，就是在不同的场合，社会应当釆取不同的原则，我们先看一看政治经济分析的常用工具——它们全部都在罗默的这篇论文中得到了体现。图（a）是莱昂惕夫式的“不可替代性”，但现在这个“不可替代性”是应用于社会福利的，横轴和纵轴分别代表A和B两个人的效用，如果我们这样画的话，那么，根据福利经济学的知识，我们知道有一个效用可能性边界。在图（a）里，我们先不画出这个效用可能性边界，在这里，已知每一个社会成员（A或B）都有一个主观的价值判断。这个价值判断，对于比如说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无差异曲线族是A的无差异曲线，就是说，在B的想像中，他想像A和B之间有什么样的社会无差异曲线呢？他当然不希望A死——每个人都有起码的社会性，或者说仁爱之心，所以，我们看到，随着A的效用改善，这个无差异曲线族可以上升，在图（a）所表现出来的情况下，任何对45°线的偏离都不是最优的，比如，在图上圆圈所示的范围内，如果不改变A的效用，而单独提高B的效用，将使社会福利没有任何改善，假如从B拿出一半的消费品给A，那么，如图，我们整个的社会福利的无差异曲线，就向上走了一格。也就是说，B偏好于更平等，或者说他偏好于他想像中的更平等。这是一个经典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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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b）中，偏好是平滑地凸向原点的，也就是说，个人之间的效用是可以替代的，但是，边际替代率是不断下降的可替代的福利函数，是典型的功利主义的——不是古典功利主义，而是当代功利主义。如果是A来考虑社会分配问题，而此时社会严重不平等，偏离45°线很多，如图上圆圈所示的位置，则A得到了很多的产品，这时，B的效用净值很低，而在这张图里，我们看到，如果A把自己的一部分产品分给B，则社会无差异曲线可以上升。也就是说，为了改善社会福利，既得利益阶层A必须放弃一部分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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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c）和（d）假定存在着“餍足点”，即无差异曲线可以和轴相交，交点即是餍足点。无穷多的增长，也不能带来无差异曲线的上移。这四种社会无差异曲线代表了四种偏好，第四种就是边沁意义上的古典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偏好，当代经济学家黄有光也作出过论证，通俗说，就是百万富翁失去一块钱所损失的效用，等于一个乞丐得到一块钱所增加的效用。所以，再分配是没有必要的，A和B当中任何一个人财富增加，都会使社会福利水平等效上升。


  [image: 350-01]


  然后，我们把可行集T加入讨论之中，在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任何一个点，存在着无穷多的分配方案，这无穷多的分配方案对应着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同一个点，而无穷多的分配方案中的每一个，都对应着效用可能性边界上的一个点。这样，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每个点，都对应着一个效用可能性边界。如果效用可能性边界是（a）的形状，那么，对应着不可替代的社会福利偏好，平均分配是最好的。这也就是罗尔斯的“平等原则”，但是，如果效用可能性边界是如（b）所示的形状，那么，平均分配只能对应点e，而相对于点f，两个人的福利都降低了。因此，即使有不可替代的社会福利偏好，我们仍然要取f点，而不取e点，这就是罗尔斯的“差异原则”。而釆用差异原则还是釆用平等原则，实际是由我们所处的社会情境是（a）还是（b）决定的。可见，社会情境非常重要。社会情境，在这里指的是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任何一个点上一切逻辑可能的分配方案所决定的效用可能性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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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默根据不同的情境提出了自己的分配伦理，他把人生的福利状况分为四个等级：第一个等级是b0，就是马尔萨斯的“生存”水平上的，这也就是上篇文章里剥削存在的一个背景；超出这个水平，就进入“温饱”阶段，在图上表示为b1，图上的b2，是可以有自由发展的水平，可以旅游、投资教育，b3层次是自我实现，人们可以追求自己的远大理想。在这四个等级上，釆用不同的伦理原则，第一个，就是罗尔斯的绝对公平原则，从原点出发，而在温饱阶段，应当釆取边际效用递减的偏好的原则来分配资源。比如，我们从比尔·盖茨这样的百万富翁那里收税，来补贴黑人儿童上大学，是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的。然后，到了可发展阶段的资源分配，又要根据“分阶段的偏好”原则来进行分配。到了最后，就釆用罗尔斯的“差异原则”，即允许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必须是帕累托改善。如果完全平均分配，那还出得了大企业家吗？出不了。所以你必须同意企业家在分配上的权利。到了这个阶段，所有人的才能，如企业家、艺术家等的才能都充分发挥，就需要有一种差异原则——当然，是在全体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只要它不让我们中间的一些人突然下降到温饱阶段，就应当允许差异。这就是罗默——一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今天的立场。


  詹姆斯·科瑙：分配正义的四个方面


  罗默讨论的主要还是静态的分配正义的概念。在静态的分配正义概念之外，我们还要考虑作为程序正义的“正义”，也就是动态的正义，因为静态的分配正义的概念基本上不考虑“过程”。比如，通过罗默的模型，我们知道存在着一组一般均衡价格，它能够使一部分人从个体劳动者逐渐积累财富，成为完全不工作的大资本家。但是，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分配正义是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理，如果你不满意，可以通过政治手段，我们就可以从一个点过渡到另一个点，但是，分配正义并不考虑过渡的方式。如果必须发动一场社会革命，这个社会的其他成员才愿意过渡到这点，这对社会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有必要提出另外一个概念，就是程序正义，即什么样的社会过程是正义的程序。2001年，科瑙（James Konow）在《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讨论分配正义的四个方面，在程序正义和分配正义这两个视角之下，提出三项更广义的正义原则。第一，可计算性（accountability），他认为马克思式的分配原则缺乏可计量性和可观测性，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统统失败了。所以，第一个原则，还是多劳多得原则，但是，需要建立可观测的量。第二，效率原则（efficiency），在多数场合，效率原则可以表述为“帕累托原则”。第三个原则，叫做“自由主义”（liberalism），类似于现在美国民主党的原则，即如果一个社会对于人们最基本的需求（比如一天1500大卡的热量）都不能满足，那么，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是正义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这些基本的需求到底包括哪些内容，是只包括“食品券”吗，还是包括例如教育、投票权或者其他机会呢？这是目前理论家还在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第三原则要求，社会正义需要有一些全体一致同意的程序，来满足它的成员的基本需求。在这三个一般原则之下，2001年的这位作者举了一些例子，认为在每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中，都有一些让这三个原则发生冲突的因素，所以，正义的判断是每一个个体选择的结果，它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艺术。


  彼得·费施伯恩与拉刻斯·撒林：《公正与社会风险》


  1994年，重要的理性选择数学家彼得·费施伯恩（Peter G. Fishburn）和拉刻斯·撒林（Rakesh K. Sarin）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要解决的是主观价值论面对的问题，如果从长期来看，价值的标准几乎必定是从客观的立场转向主观的立场。一个长期的理论任务，就是解决主体之间的客观性问题，就是在主体之间作价值比较。这篇文章的题目，非常能引起我们中国读者的注意，那就是《公正与社会风险》。费施伯恩是数学家，他最近的工作是用数论的一些成果来概括所有逻辑可能的非循环的偏好序，这在社会选择理论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工作。90年代中期，在商学院的研究环境里，他发表了这篇文章，用是正的方法，把社会风险和个人的正义感连接起来，提出了案例研究的八个维度。在实证的研究中，我们在这里感兴趣的是费施伯恩对社会正义的一些更细致的区分。这篇文章里，他提出，社会风险依赖于社会成员对于社会不公平的看法。如果一个社会极端不公平，那么必然就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就有“玉石俱焚”的可能。但是，什么是“不公平”呢，是“平等”（equity）还是“公正”（fairness）？在英文里，“It's not fair”是一句常用语。翻译为“平等”，有些偏颇。再比如，林语堂当年把“fair play”翻译为“费厄泼赖”，这是因为，精通英文的林语堂知道，汉语里没有对应于“fair”的词。这篇文章恰当地界定了“平等”和“公正”这两个概念，在实证的假设下，这两个作者最终给出这样的一个区分：“平等”（equity）是从外部衡量的，其根据通常是社会文化传统与伦理；“公正”（fairness）是从内部衡量的，其根据通常是个人的偏好与品味——最理想者，以“免于嫉妒”为特征。


  有一次，我参加了一个当代中国问题的讨论会，说到中国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时候，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说，改革前20年（到2000年），基尼系数有改善。2001年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急剧增加，也就是说，收入不平等严重扩大了。另外的一个报告，据说是诺丁汉大学的，结论正相反。另外一个学者说，你们讨论这些都没用，造成社会风险的是老百姓自己想像中的不公平。他不管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是多少。所以，老百姓想像的不是“equity”的概念，而是“fairness”的概念。崔之元专门收集社会风险的数据，据他提供的数据，在中国，每天发生16起聚众千人以上的事件，最近甚至可以达到上万人。


  费施伯恩提出一个很经典的数学家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所谓“无嫉妒的收入分配”原则，这个传统里最经典的问题是1與8年一个意大利数学家去请教华沙学派的数学家巴拿赫（Banach）的问题，也就是n人的无嫉妒切糕问题。两个人切糕怎样产生无嫉妒的结果，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那个意大利数学家已经解决了，那就是第一个人切糕，切完了以后让第二个人挑。这是惟一的一个有效的解。但是，n人切糕问题，他解决不了，所以他把这个问题提交给巴拿赫。巴拿赫的解是用波兰文写的，后来由另一数学家提交给美国计量经济学会。他的解决方案是最简单的情形——“二人分糕”问题的扩展。他的解答是：第一个人切，后面n-1个人讨论谁先拿，把第一个人排除出外。然后，从n-1个人中找出第二个切的人，再由剩下的n-2个人讨论谁先拿，这是惟一正确的一个“无嫉妒分配”方法。这个问题由数学家解决了，但如何实施呢？这是个问题。费施伯恩是数学家，他用数学工具来研究偏好的理性问题，他提出了一个实证的检验无嫉妒的方法，就是，如果是两人切糕，或者是n人切糕，假如有一个巴拿赫程序来解决无嫉妒分配的问题（比如切中国GDP这块蛋糕），但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无嫉妒。这时候，按照费施伯恩的检验方案，就是要问每一个人，是不是愿意和其他任何一个人互换自己的位置，即你愿意和其他人换切好后的“蛋糕”吗？比如，一个房地产开发商是否愿意和建筑工人调换？或者，一个建筑工人愿不愿意和大老板调换？他可能愿意，但这种调换其实不见得能给他带来幸福，因为老板有老板的问题，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在所有人都可以“互换”的情况下，用王元化的话说——“一通‘鸟乱’”之后，停下来了，均衡了，没有人再想和另外的人换位置了，这就是纳什均衡的思想导出来的“无嫉妒状态”，或者也叫“无交易状态”。这是费施伯恩的解决方案，但我个人觉得，这里还有一些问题。


  大致上，“平等”（equity）和“公正”（fairness）有这样重大的区别：平等，我们只能根据一个社会特定的文化、传统与伦理，因此，它是历史情境依赖的，也就是说，它没有一个普适的原则，除了刚才提出来的三项基本原则之外，在运用这三项基本原则的时候，每个特定社会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社会历史风俗、图腾与禁忌。你要是按照外部的标准，你就要援引对于这个社会的人类学的研究等等。比如说中国社会，有一位学者（秦晖）提出来了，什么叫公平？我们中国社会的家长觉得老大不如老二聪明，这家长只有1000元钱，只能供一个孩子上大学，于是家长说：老大，你下地种田去，老二，你上大学去吧。这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就是“公平”。秦晖给出的例子就是现实世界里的例子。那么，你怎样运用这三套原则呢？这种公平是equity意义上的公平，它是从社会传统的意义上来界定的。但是对于fairness来说呢？老大会想：这不是fair的，我比他大那么多，我下地种田养着老二？所以这时候，就是fairness的问题，就是，他宁愿和老二互换一个位置，宁愿第二个生。这是个问题，这问题最早不是我提出来的，有一次布坎南问过这样的问题。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免于嫉妒的，但是，这样一个免于嫉妒的状态，能不能等价于社会成员之间的无交易状态？有些时候是不成立的。比如，我想和柏拉图换一下社会位置，我能回去吗？这是布坎南当时提的问题。再比如，布坎南想当中国人，那这种变化很困难，很多困难都发生在互换的过程中，因为它是不可逆的。


  这样，从主观价值论——也就是工具个人主义的立场出发，给定一组个人的偏好，什么叫公正（fairness）呢？按照费施伯恩的看法，就是和“不存在嫉妒”这样一种内在标准紧密联系的，费施伯恩用了最简单的数学符号，即（bi，ri）代表第i个社会成员的“收益—风险组合”，它是“公共知识”，然后，我们来看他是否愿意和第l个社会成员互换“收益—风险组合”。这样一种主体之间的“收益—风险”的比较方案，不需要“主体间比较”（interpersonal comparison），它是主体内部的。这里不涉及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的问题。比如你只要觉得你想和比尔·克林顿互换一下，那么就说存在着你对他的“嫉妒”。（没准你在白宫坐上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这样换不上算了。）


  第二个对于研究思路的批评是：如果一个社会达到了无嫉妒的状态，意味着没有人愿意偏离，那么，它是否有效率呢，或者，它必定要导致无效率吗？“文化大革命”之前，城里人很少有人互相嫉妒，大伙都是28块钱，都穿蓝色或者灰色中山装，你不涨工资我也不涨……所以，无嫉妒是不是就等价于无效率，或者无嫉妒的状态是不是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可接受的无效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西方人现在很关心社会正义问题。有很多中国人，比如万圣的那位书商，当时他的书店还没有这么火热，当时我和小崔在《读书》编辑部讨论社会公平和现代性等问题，人家这个老板说得很切实，说你们现在就讨论这个问题，是吃饱了撑的，很多农民吃不上饭呢，你讨论什么公平问题。那次吵得不可开交，很多农村上来的学者强调，现在还是效率优先，不是公平优先，你们自己有自己的判断，每一个个人都是一个主体。


  Luis C. Corchon,“A Proposal to Unify Some Concepts in the Theory of Fairness”


  这篇文章也是最近发表的，作者也是一个欧洲学者，在《经济理论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上发表的，他试图提出一个整合上述所有费厄泼赖理论的框架，接着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的思路，提出一个纯粹的、主观想像的要求，和主观想像的公正两者之间是否能够吻合。如果能吻合，也就是说，存在着一个映射的不动点，那么，这个社会就达到了刚才说的“无嫉妒状态”。然后，来研究这个不动点的各种性质。这是他的思路。你可以预想到他会用一些数学，包括刻画预期如何被实现，如果实现不了，那么从“实现不了”的那个状态建立一个预期，再本着这个预期的目标去追求你的“幸福生活”，然后，等到了第二个“实现”呢，你发现还没实现你的预期，你再建立一个新的预期之后再去追求一个新的目标。你要不断地修改你的预期。记得我们说过的关于幸福的预期效用函数吗？这个思路大致上是沿着那个思路下来的。


  他介绍了两个主要的社会福利判断的理论，一个是阿马迪亚·森（Amartya Sen）之前的柏格森到阿罗的“社会福利函数”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把全部的可选分配方案按照一个社会成员的偏好排序，所有社会成员按照他们各自的偏好，对同一套社会可选分配方案进行排序。这之后，柏格森，或者阿罗，通过一个社会集结规则（比如投票），试图找到一个“社会偏好”。第二个思路，更数学化一些，叫做“社会选择算子”（social choice operator），这个思路比上一个更宽泛一些，试图包容上一个，除了刚才描述的假设，它还要假设我们允许个人的偏好可变（社会福利函数的思路不允许偏好改变）。比如上文我们举的罗默的“灵活的分配正义理论”，就可以在这个框架里讨论。社会选择算子的思路是：允许每一个人，在全部逻辑可能的偏好的集合上选择他自己的偏好，这时，社会选择规则是不是跟着每一个人的偏好的改变要发生复杂的变化呢？是。但是，变化不能太剧烈。如果太剧烈，社会就进入了混乱和无序。社会选择算子提出了更复杂的任务，具有更丰富的内涵。这样，在刚才的假设之下，或许存在着一些正当的集结规则，让这个社会能够集结所有人的偏好。并且在给定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上有一个点，那个点给定之后，你就有无穷多个可分配方案。它们的最大边界就是效用可能性边界。在这个效用可能性边界上，我们来讨论社会最优。所以，在给定的技术与资源边界上，可能存在着一些恰当的社会选择算子，能够选择那些令人满意的社会分配方案。这是作者提出的任务。这样，他们假设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有一点，即我们假定生产是有效的，因此可以把精力集中到分配问题的研究上。按照假定，每个人都可以逻辑可能地改变自己的偏好。每一套个人偏好都对应着一个社会选择的结果。一般均衡理论假设给定一套资源结构向量和一套技术结构向量，然后，给定偏好结构，三大结构给定之后，再加上一整套的数学假定（如连续性、凸性等），则可以证明存在一般均衡的价格和生产数量。一般均衡的价格向量，点乘初始资源禀赋，就是每个经济人的财富，这决定了贫富差别。那么，当个人的偏好发生变化的时候，比如昨天你是农民，现在你变成了上海的一个亿万富翁，随着收入增加，你的口味变了，“忘本了”。偏好改变之后，一般均衡会跟着改变。所以，全体逻辑可能的偏好集合里面的任何一个元素，加上给定的技术结构和资源禀赋结构，都给出一个一般均衡。然后，这个一般均衡被社会选择算子映射成为分配方案，它是全部可选分配方案集合的一个非空子集。然后，每一个社会成员，在这个社会选择算子映出来的象的集合里面，也就是社会给定的分配方案的集合里面获得他特定的消费束，然后他实现一个效用。


  但是，在比较公平和不公平的时候，作者创新的地方在于：你跟什么比较？你是和你以前当农民的日子比较，还是跟你现在的预期比较？你上了北大了，你的预期是什么？你的预期通常不会是毕业以后去当乡村教师，虽然有的同学作出了这个令人尊敬的高尚选择，但通常统计意义上而言，你的父老乡亲养了你这么多年，你大哥下地种田，供你上学，就因为你比他聪明一点点，他预期的是让你出国，找好工作，“挣大钱”。很多学生都有这种想法。为什么？我碰到过一个校园才子，他很爱读书，到公司干了两个月，就回到北大校园里泡着。他不喜欢一个月几千块钱，就喜欢未名湖边上待着。所以，给定一个社会分配方案，你有了一个社会地位或者消费束，你会有一个“向往”，不再是和你以前的消费束比较——那是经济学家的办法。心理学家的办法是不认可那个的，你的向往可以是你以前的生活。你谈过一次恋爱，很可能你以后谈恋爱就总是想起你的初恋情人。那是一种向往，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你的向往是要不断修改的。你是要向未来看的。我们所谓的公正，就是你想像中的不平等，其实指的是你现在的状况和你向往的状况之间的差距。这给人的不公正的感觉是最强烈的。农民工进城，他不一定会想像这时社会更加平等了。这不一定。我们讨论了很长时间，你说一个农民工从陕北农村到了上海去当架子工，一天到晚在脚手架上，他挣钱多了，改变了以前的生活状况，但他觉得现在的社会更公平了吗？我相信大多数问卷调查都会否定这个看法。因为他看到了更富裕的生活。他也是人，他向往，他要跟李嘉诚互换。我认识一个开饭馆的老板，从内蒙古到这儿来，刚开了一个小饭馆，第二天喝多了点就说：将来我就是李嘉诚了。他就是这么说的，也肯定有这个向往。当多次博弈实现不了的时候，人们就会向下调整这个“向往”。“向往”的英文aspiration是从赫伯特·西蒙早期的论文里借来的一个词。西蒙为了界定有限理性，提出“满意原则”，什么是“满意”呢？就是人们的行为不是最优化的，而是和向往水平（aspiration level）相比，如果距离足够小，人就不再进一步的行动了。作者借用过来，[image: 358-01]代表给定分配方案和效用水平以后的向往，如果在一个经济里面存在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每一个人的现实和效用带给他一个向往，按照这个向往代入效用函数得到的效用函数的水平正好就是他现在的效用水平，[image: 358-02]，那么就达到了一个不动点，这一分配方案就被称为是充分的。如果存在一个分配方案所有社会成员的效用值相等[image: 358-04]，这一分配方案就被称为是平等主义的。无嫉妒的分配方案是“满意”的，即[image: 358-05]。也就是任何人得到的效用都比自己想像的要好。作者证明，一个纳什均衡解一定是充分的，一个无嫉妒的分配方案一定是满意的。所以，我们说，无嫉妒的要求比存在不动点的要求更强，因为它导致满意的而不仅仅是充分的分配方案。但社会实际上只要充分的分配方案就够了。但由于实证上的要求，人们总是提出无嫉妒的分配方案。数学可以提出等价性定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哪个条件太强，应该减弱，但减弱之后，又带来一些困难。这是数学的好处，它让你想得更清楚。


  作者提问，对于每一个经济，是否都存在着一个向往函数呢？他问的实际上是一个泛函的问题。给出了刚才那些解释之后，你很自然地就被作者带到了这样一个问题面前——人们是怎样建立他们的向往函数的呢？有没有一些规则？在所有可能建立的、逻辑可能的向往函数里面，是不是存在着这样一个子集，在这个集合里面的全部向往函数都和某一个经济相容？也就是，这个向往函数配上偏好结构、技术结构和资源禀赋，就可以产生一个一般均衡。是否这个一般均衡再配上社会选择算子的映射，导致一个分配方案的子集，这个分配方案的子集里面的任何一个分配方案，都满足这个向往函数，和这个向往函数配合起来都能产生一个刚才的那个纳什均衡解？我们看到社会理论到今天都问的是这一类问题，从来就没有马克思或者昨天介绍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提出的那些模糊的问题，都要精确界定到这个程度才能够求解。这是今天的问题。


  于是，这篇论文表明：社会成员对人生意义的反省，或许能够使原本“不充足”或“不令人满意”的生活，成为充足的或令人满意的。这把我们带到斯密在《原富》第三卷里的反省——对美洲的“自然的”发展路径的赞赏，以及他欣赏的不同于当时欧洲的“非自然的”幸福观念的更“自然的”幸福观念。这一点你不可能从教科书经济学里学到，教科书经济学为什么必须假设消费行为具有“局部不饱和”性质？因为否则就可能出现“角点均衡”，导致一般均衡存在性定理失效。可是，贪婪的消费者可能接受“令人满意”的一般均衡经济吗？他们能是斯密的“无偏观察者”吗？这是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思考。


  John C. Harsanyi,“Cardinal Welfare, Individualistic Ethics, and Interpersonal Comparisons of Utility”


  我们刚才讨论了社会公平的主观判断，但社会公平这件事情，有另外一个思路，就是所谓“规则功利主义”的思路，即豪尔绍尼的思路。


  豪尔绍尼在报考阿罗的博士生之前，在昆士兰大学打工时就发表了这篇文章。当时，他是白天上班，晚上上夜校。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阿罗的关注。豪尔绍尼这篇文章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他觉得如果要按照主观价值论的立场，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的主观想像来判断社会是否公平，那么，在逻辑上和数学上能否找到一个方案，让这些主观的判断相互一致？


  他的一个方法是，假定每一个人天生都和其他人天生没有什么区别，人人生而平等，就是我们说的“性相近”。那么，是什么造成了我们后天的偏好和行为的差别呢？为什么我们会“习相远”？豪尔绍尼告诉我们，尽管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但是，由于我们的家庭教育和社会经历的不同，造成我们的偏好的差异，形成了主观偏好。这个思想承袭了亚当·斯密的“无偏观察者”的思想，把它发挥成：当你在作主观判断的时候，你一定要充分知情。如果你真的是充分知情（fully informed），那么你的偏好就应当回到先天的偏好，即人类共同的偏好。这时的偏好是最大多数的人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类似于一个公正的第三人在帮助第一人和第二人解决纠纷的时候釆取的立场，斯密的“无偏观察者”被豪尔绍尼用在社会公正问题上，就成了“先天相同的一群个人，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为其他社会成员以及他自己来判断社会是否公正”这样的一个方案。由于假设先天所有人的偏好都一样，所有人的偏好都可以导出一个效用函数，而且这些效用函数之间是可以比较的。这是豪尔绍尼的第一个假设，但他之后放松了这个假设。这个假设，其实是为柏格森的社会福利函数辩护。他论证这个思路虽然基于基数效用的可比性，但是，这个客观价值的基础已经不是柏格森提出的那个基础，而是亚当·斯密提出的那个基础。然后，他推出来一个冯·诺依曼的预期效用函数的新的解释：当一个主体先天与其他主体相同，而且充分知情，排除个人私利作正义判断的时候，他在心里想到的社会福利函数就一定是柏格森社会福利函数，是一个线性可加的社会福利函数。你可以想像，一个先天的无偏观察者在充分知情的时候，他来看他周围的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他会在心里这样考虑：如果所有的社会成员在出生之前就来决定一个公平（fair）的社会收入分配方案，这个公平的规则就应当不考虑后天的差异。也许后天的时候，他非常羡慕克林顿或者李嘉诚的社会地位，但先天的时候，他是不知道的，也许他可能就生在李嘉诚家，也许他只是个沦落街头的乞丐。所以在先天时，有多少种人生，就有多少种实现这种人生的可能性，于是，按照冯·诺依曼的预期效用函数理论，你应当举手同意这样一种社会选择规则，该规则能够极大化你预期的人生总效用。当然，他假定Ui在人际之间可以比较，这样，效用之间就有可加性，最终得到柏格森社会福利函数[image: 360-01]。豪尔绍尼第二定律，是把1/n的等系数调整成为不等的，假定某些事件落到某些人的概率较高，即权数ai对应于不同的i，这样，社会福利函数就变成[image: 360-02]。豪尔绍尼写道：作为“无偏观察者”，个人可以基于事实也可以不基于事实，为每一社会成员的福利赋予一个权系数，然后把全体成员的福利，按照它们的权系数相加，最大化这一和数。这就是豪尔绍尼社会福利函数。


  唐方方的回忆文章


  豪尔绍尼于2000年去世，生前曾任社会选择和福利学会的主席。下图是他的照片。


  
    [image: 361-01]

    John C. Harsanyi

    President of the Society for 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 1996—1997

  


  豪尔绍尼认识一个中国学生——唐方方，他现在在香港科技大学，是泽尔滕（Selten）的博士。他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在文中他写道：他是在新加坡听到豪尔绍尼逝世的消息，那天他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当晚他给豪尔绍尼的妻子打电话吊唁。当年，豪尔绍尼推荐他的时候，他不过是一个数学很优秀的中国学生，两人也没有什么交往。但豪尔绍尼是从匈牙利逃出来的，所以，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出来的人，有种莫名的患难感，于是他大力推荐唐方方。他为这个完全没有“关系”的年轻人做了很多事，但当这个年轻人知道他的死讯时，已经没有任何方式来回报他了。所以唐方方写了《豪尔绍尼：来自中国的记忆》这篇文章，发表在2002年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杂志上，来纪念豪尔绍尼。


  现在，我们有了三个思路，第一个思路，就是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柏格森提出的这个社会选择方案可能不存在，即使存在，也可能不理性，即不满足传递性假设。第二个思路，进一步的，阿马迪亚·森的工作是什么呢？是说即便我们消除了阿罗意义上的不可能性定理，即非理性选择，得到了一个社会可接受的理性选择，结果会出现另外一种矛盾，或者说不相容性，就是所谓森不可能性定理，就是即使通过减弱阿罗的理性要求，社会选择可以理性化，但是，会出现帕累托有效和最小自由之间的冲突。比如，你想把你家的卧室墙刷成粉红色，但是，整个社区都反对你的决定。这时，森问：你有这个自由吗？最小自由的假定是说，在社会可选方案的组合中，你至少对一对方案的排序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也就是说，至少有一组社会可选方案x和y，尽管全社会（除你之外）可能都认为y在x之前，但只要你认为x在y之前，那么，x>y就应当成为社会偏好，这就是所谓“最小自由”。森证明了“最小自由”和“帕累托最优”是冲突的，这就很成问题了，那就相当于问：我们追求效率追求的是什么呢？我们追求剥夺一些人的“最小自由”权利的效率吗？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森提出这个问题之后，罗尔斯的争论对手诺齐克站在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上，不能容忍森的这个定理，他说：森错在哪儿呢？他错在，当捍卫最小自由的时候，不应当要求社会改变它自己的偏好。你可以偏好x>y，但社会仍然可以偏好y>x，不要试图改变这个，一旦改变，就会发生森不可能性定理。那么，个人权利如何界定？社会又要尊重个人权利——比如你喜欢把你们家的厨房刷成粉红色的权利，同时又不能改变它自己的偏好，比如白色。那么怎么办？社会同意，由于你们家的厨房只是你们家的厨房，所以它不是公共产品，它不进入社会选择或者社会可选方案。这也就是诺齐克提出的解法：个人的私人领域不进入社会选择，就是说，每个人在社会可选择集上掏一个“窟窿”，在这个窟窿里面的事情，社会不管，这是个人的“家务事”。当每个人把他的私人权利的“窟窿”掏干净之后，剩余的事情交给社会选择。但社会可选择集，经由这样的处理，就变成了一个非凸的，甚至不连续、不连通的集合。很多经济学上的经典假设，它都不满足，这时候拓展起来就非常困难，均衡不一定存在。总之，诺齐克作为哲学家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又带来了新的数学上的困难，一直到今天，还没有解决。那么，森的这个不可能性定理就被搁置，成为一个数学上很困难的问题。


  豪尔绍尼的这篇文章实际上给出了第三个思路，他的思路是：回到先天，只有先天相同的个人偏好的假设，才能避免所有这些问题。我们不知道今天应该如何对待他在1955年提出的这些深刻的看法。


  黄有光


  黄有光是接着豪尔绍尼的思路来论证“幸福”观念的。他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99年的《社会选择与福利》上。他说，按照充分知情的、斯密的“无偏观察者”的、豪尔绍尼式的描述，那么，可以推出：在三个条件下，后天的、“性相近，习相远”的个人偏好，偏离了个人幸福。第一个条件是无知，缺乏教育，或者是儿童（没有成熟的理性）；第二个条件是同情，这是效用的外部性，当你特别同情一个人的时候，你可能会放弃自己的幸福去满足他人的幸福。黄有光提出了在澳大利亚非常流行的一个看法——对动物的同情，因为这涉及澳大利亚著名哲学家彼德·辛格（Peter Singer）所倡导的动物保护运动。第三个条件就是非理性，比如有一天，你突然发了毛病了，北京话叫“发驴脾气”了，我喜欢举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里面有一个“驴人”，他觉得那种“正常”的活法不舒服，他就要过一种“地下室人”的荒谬、反常、非理性的生活。但这在哲学家和艺术家看来，可能并不“反常”，所以这一点也是充满争议的。这是黄有光对豪尔绍尼的理论提出来的论证。


  阿罗：《方法论个人主义与社会知识》


  今天第二部分最后一篇文章，就是阿罗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与社会知识》，这个主题很重要。讲到现在，关于社会公平的主要理论，都是在个人主义、主观判断的立场上，阿罗在这里叫做“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就是说，我们只是在方法上坚持个人主义（否则没有办法研究）。但是，尽管如此，所有“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经济学模型，包括豪尔绍尼的，本质上都要求一种知识，这种知识只能由社会提供，叫“社会知识”。他在这篇文章里先把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思想阐述了一遍，从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首先把方法论个人主义系统化开始，到后面的如布坎南以及芝加哥学派的后继者。然后，阿罗举了相当多的例子来表明他这个看法——每个经济学模型背后都有社会立场，比如我们在这里看中国经济学家写的文章，看上去都是不偏不倚的，但实际上都有隐含的信仰和立场。所以我常引用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的名言“will to believe”，有一种意志使他相信这个，所以他才写这篇文章。


  阿罗举的最后一个例子是博弈论。他认为，博弈论作为当代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典范，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语言，它直接描述被叫做“社会知识”的那套知识，所以他在说：难怪，博弈论的两位创始人都是维也纳小组的成员，一个是数学家冯·诺依曼，一个是经济学家摩根斯坦。博弈论作为一种语言，从个体理性选择出发，它试图解释的是社会现象，所以在这里，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彻底展开了自己，或者说走到了它的尽头。它要回归到社会。所以，博弈论今天的研究全都是社会理论，已经超出了个体理性选择的范围，博弈论揭示出的“均衡存在性定理”的涵义是什么呢？阿罗告诉我们，是在逻辑可能的个体行为当中，有哪些逻辑可能的个体选择或者行为是相容的。这就是数学的作用，它只告诉我们什么是逻辑可能的或者不可能的，它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现实可能的——那是政治家的事情。于是，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纳什的贡献，就是纳什提出的二人讨价还价过程，描述的是现实发生的过程。我们可以参考道格拉斯·盖尔（Douglas Gale）的《一般均衡的策略基础——动态匹配和讨价还价博弈》，就是，你先把现实发生的讨价还价过程描述之后，再证明一般均衡的存在性，那就是一个贡献，因为它不仅仅是“逻辑可能的”，而且是“现实可能”的了，阿罗也指出了盖尔（1986）的贡献。但是，对于盖尔的模型，阿罗给出了一个评论，那就是：什么是价格？价格从来不是客观的，它们是主观想像的产物，是感觉（perceive）的。这个“价格”是张五常经常谈到的价格，而不是我们经常在价格标签上看到的那种“价格”。它包括了所有的交易费用，是主观想像出来的。而这个“价格”的形成，是谈判模型要解决的，是预期行为的一种均衡，而不是对现实行为的均衡可能性的证明。


  比如，在古诺模型中，当厂商不知道对方的生产成本的时候，会碰到什么样的竞争呢？这就需要引入成本的概率分布，一旦引入了这个分布，这个竞争就由不完备信息博弈转换为信息完备而不完美的博弈。但是，阿罗点出：博弈论发展到今天，无非是告诉我们，纳什均衡不是行为之间的均衡，而是理性行为的预期之间的均衡。那么，什么是“预期”呢？人们如何建构自己对于未来生活的预期呢？这是一种知识，预期就是知识传统。一个人上过学，知道了更多的生活方式，于是对生活的预期就会发生变化；受了巴赫和贝多芬的熏陶，听音乐的感觉就变化了。所以，预期，就是哈耶克的“知识传统”，每一个博弈者都是根据他个人的知识传统建立了他的“预期水平”（expectation level），然后，他现在享有的生活水平进入他的“视野”，构成了他对未来生活的“预期”和“向往”。所以，阿罗的文章告诉我们，是“预期”把我们带到“知识”问题面前。所以，阿罗最后的结论是：知识必须以个人方式才能被理解，但知识是以社会方式被提供出来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哈耶克问题。这样，阿罗的演说的最后部分，就提到了赫伯特·西蒙50年来对于经济学理性假设的批评，即完备理性应当被代以“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阿罗认为，西蒙的“有限理性”和他的“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是相关的。这是关于“社会知识”的形成以及对于主体理性的涵义，即每个人都是有界理性的。


  德沃金


  第三部分：一旦到了每个博弈的参与者，他的决策，以及他对其他人决策的预期达到了纳什均衡的时候，整个博弈论的解答方案，就是社会怎样找出公平的、人人满意的方案？这个问题归结到了所谓“知识传统”，也就是阿罗的“社会知识”的问题。知识是一个传统，一个过程，而不是一堆概念。或者说，每一个概念都是一个过程，你不但要理解这个概念，还要体验这个概念。比如，什么是人？你读亚里士多德，读柏拉图，读康德，甚至读弗农·史密斯，但到最后，你仍然不能清晰界定这个概念，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过程。什么是爱？爱只能体现在爱的过程中。每一个关键性的概念，都不是静止的，都不是一劳永逸可以被你把握住的，你要以毕生的经历，毕生的体验去“悟”。既然知识是一个过程，那么，所有的知识过程，在一个人身上，交汇在一起，成为一束过程，比如，你的家庭教育，或者推而广之，几亿年到几百万年的动物演化，当然还有你自己的学习过程，思考问题、探索的过程，都融入你的身体，成为知识过程。什么是这个过程？就是演化。所以，博弈论的发展，自然而然把我们带到了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演化理论，政府是怎么发生的？它是演化的结果，从“丛林法则”，演化出大家一致投票通过的政府。它借助暴力来实现我们每个人的最大福利。然后有私有产权，能够节约保护产权的费用。在分配方面，有了私有产权之后，如果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化，社会成员意识到不公平，为什么只有1%的人控制着99%的财富呢？于是就有人要求再分配。这个“再”字，就是要把初始分配的不公正消除一些。这就引起了20世纪60年代德沃金（Ronold Dworkin）参与的那场争论：什么是权利（Rights）？权利是不能随意变更的，不能说改变就改变。如果我是个村长，今天开发商请我吃顿饭，说把土地改建成高尔夫球场，我就召开村委会盖个章就把地卖了，把人轰走。但实际上，村民是有土地权利的，不能由村委会决定就把地给卖了。所以，权利是要认真对待的。这就是德沃金的看法——认真对待权利。但是，《认真对待权利》发表之后，他不得不面对我们刚才提到的社会正义问题，如果你真的不允许改变权利的话，这个社会怎么能够在演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好呢？如果它变得越来越坏，我们难道不能改变权利吗？不能，如森提出的那样，当饥荒到来的时候，每一个人有没有免于饥饿的权利？有。既然有，那么，饥饿的群众能不能打开地主老财的仓库分粮食？这是他神圣的私有产权，但饥荒到来了，要改变现有权利，什么算合法呢？什么算平等呢？德沃金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在80年代初，他发表了两篇长文，也是姊妹篇，就是《什么是平等》。第一部分，处理每一个人福利的平等，我们今天的话就是“结果的平等”。第二部分是资源的平等，就是起跑线上的平等，用今天的话，就是手段或机会的平等。但这里面都有问题，什么是福利？我们根本没搞清楚过。什么是资源？他人是我的手段吗？也是。所以，他碰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都指向了宪法层面上的商榷和协商。这就是布坎南最强调的立宪问题。


  最后一部分，接着森的工作，两位社会选择理论家也是数学家在1994年的《美国经济评论》上提出了一个总结，就是把社会选择算子到森之后的阶段，和诺齐克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发展，叫做“博弈形式”理论。在这个数学框架里，我们可以表述出个人的自由权利，然后，用数学的方式来讨论哪些逻辑可能的最小自由之间是相容的，并且在一定的假设之下，这些相容的自由权利可以和帕累托有效条件逻辑相容。所以，有社会博弈的均衡，就是全体个人的权利束之间的相容。


  最后一篇文章，回到我能找到的德沃金最近的一篇文献（1996年），就是归根结底，我们要面对的就是：每一个人如果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那么我们就进入了一个价值相对主义的泥潭。我们当真不可能有任何“事实”、“真理”、“客观”？我们的法律和社会正义当真只建立在意识形态、既得利益、个人偏好、话语权力和社会博弈的基础上吗？上述看法，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观点。这一观点的其他名称包括“反本质主义”和“新实用主义”。它占领了美国主流大学里基础不扎实的院系，诸如艺术史、英美文学、人类学等等，以及法学院。德沃金说这不行，还是要有客观性和真理。这世界转了一圈，又回来了，整个的思路就是告诉我们哈耶克最后说的那句话，回到传统。传统是真实的，传统提供社会知识。固然我们可以怀疑一切，但任何怀疑本身都应当也被怀疑。那么，最终的根据在哪里呢？——传统，我们是传统的产物。我们被我们的传统所选择，而不是我们“理性地”选择了我们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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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讲：情境理性


  （2004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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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境理性和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


  今天我们介绍“情境理性”，我们看到这个词，会觉得有一个跳跃。经济学在亚里士多德时代被称为“家政学”，此后长期成为政治学和伦理学的一部分，并不涉及理性问题。经过漫长的中世纪和近代前期，经济学逐渐演变为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这时也没有涉及太多的理性问题，因为那时候上帝还在，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可以借助最终的神定的和谐秩序加以论证。到了小穆勒以后，经济学开始出现转折，越来越多地涉及理性的运用，这个转折导致了今天的困境。十年前，我在《经济研究》上讨论过这个问题，称其为“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危机”。


  西方思想从前苏格拉底时期发源，到20世纪30年代，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原子武器的产生，人类面临毁灭。走到这一步，用海德格尔的话，“这是西方的命运”。资本主义把全世界都卷进去，最终给自己带来了危机。经济学也有这样类似的命运，因为它是西方学术的一个分支。所以，我在这里借用海德格尔的表达，从大的脉络看，经济学为自己的社会立场寻求根据，从而有“理性主义危机”。这是经济学思想的历史趋势，是经济学的命运。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社会理论有两个根本问题，而经济学试图解答社会理论的这两个问题，驱使着它逐渐走到今天这个程度。


  第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无形之手”比诸如中央计划这类“有形之手”更好些？经济学对这一问题的解答，称为“效率原则”。由于这个传统，从斯密以来，当自由市场发生危机的时候，比如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所有主流的经济学家就要论证，为什么“无形之手”比“有形之手”更好一些。所以那时候有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大论战。这种论证，导致所谓的“效率原则”的论证，就是“一般均衡”理论。


  第二个根本问题，与市场共生演化的政治制度——“民主”，为什么比独裁更可能实现社会正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一问题的解答，称为“公平原则”。经济学家被迫，或者是被驱使着为民主辩护，为社会正义呐喊。关乎经济学家的社会立场的，就是阿罗那篇论证“不可能性定理”的文章，任何一个经济学模型，表面上看起来都是价值中性的，其实都隐含着社会原则或者社会立场。今天的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也被认为是效率与公平的权衡问题。诸如阿罗、萨缪尔森等大经济学家，都在这两个问题上有过贡献，并长期为之努力。


  经济学家要为他们的这两个共生的立场辩护。他们挖空心思地论证，市场经济或者市场社会就包含着市场的民主和政治民主。要论证市场社会最好地满足了效率原则，又最不坏地满足了公平原则。这种辩护，伴随着30年代以来的市场事件和民主事件，终于达到今天要讲的这个理性的终结——启蒙理性的终结。


  “理解力”的三重含义


  经济学家们的论证，在我们看来，如果要想具有说服力的话，需要借助于心中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就是“理解力”，它是思想史的课题，即为什么能被经济学的这套话语说服？你只有理解了，在“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之前，为什么我们都被经济学家说服了，你才能够进一步地理解“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意义，你才能理解为什么今天我们不再被经济学的理性话语说服，而回到了休谟关于“人类理解”的立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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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谟

  


  如前所述，经济学家的理性原则之所以有说服力，是因为它基于我们的一种最基本的能力，叫做“理解力”（understanding）。我把“理解力”概括为三种形式：“理解力”的原初形式是Verstand，即德文的“理解”。为了说服我们自己相信某一件事情，我们要去找一些根据，一些能够作为“ground”，让我们脚踏实地地让我们的论证“站立”起来的东西。所以，“理解力”的第一重含义是寻求论证。其次，“理解力”的纯粹形式，或者是它的逻辑形式，就叫做Vernunft，即康德所论的“理性”，英文翻译成“rationality”或者“reason”，它通常表现为逻辑的、普遍主义的原则。最后，“理解力”还有一种在实践中的应用，这是它现实的、特殊的形式，我们以“理解力”来理解每一个特殊事物的时候，就需要康德和休谟都强调过的“judgement”（判断力）。这就导出了康德第三批判的主题——《判断力批判》。


  我们曾经介绍过“演化心理学”，演化心理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建立的一个学科。它的看法是：我们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在几百万年前如何具有竞争优势呢？在森林里，草原上，到处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我们的体力很糟糕，不如猫科动物（例如狮子和老虎）；我们的灵活程度不如犬类（例如狼和狗）。按说人类应当灭种。但是，人类具有一项其他动物不具备的惟一的比较优势，这就是“想像力”。人类能在现实当中想像非现实的事情。演化心理学家认为，这是人类之所以存留到今天所依赖的比较优势。大家都学过国际贸易，知道比较优势理论。从这一项优势，经过“物竞天择”，自然演化的结果是：我们统治了整个地球。“理解力”就是一种基于想像力的能力。


  大危机引发的思想史转折


  小穆勒、马歇尔之后，到了20世纪初，西方社会思想经历了所谓“大转折”。这个“大转折”，最重要的触发性的历史事件是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它提醒我们，市场实践出了问题，发生了危机。大萧条让知识分子尤其是经济学家开始怀疑市场是不是合理。另一方面，西方思想还发生了一场平行的危机——或者，你可以想像成是一种巧合，但是它确实可以被论证，它不是巧合。


  20世纪初，西方哲学有所谓“语言学转向”。随着分析哲学的兴起，西方人开始相信凡是能够用逻辑形式表达出来的真理或者话语才是知识。不能够清晰地用逻辑话语表达的，不算知识，只算迷信，至少不算是真确的。这样一种对于分析理性的信仰，到30年代以后转变成为后现代思潮，即根本就没有知识这件事，没有真理这件事，逻辑本身是不确定的，是有问题的。分析理性或者整个分析哲学都遇到了这个麻烦。这是西方人思考的工具出了问题，西方人实践的机制也出了问题。所以，在现实和思想两个方面，30年代都是西方社会的一个转折期。


  这样，我们以前讲的“故事”，就包含着这两个问题。这也是30年代大危机提出的两个问题。第一，市场经济当真满足效率原则吗？第二，逻辑分析当真可以取消伦理判断吗？我们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里知道，斯密是非常强调“分配正义”的。但是，30年代的分析哲学几乎取消了这类问题的意义，认为大部分哲学问题尤其是伦理学问题是毫无意义的。逻辑分析就可以取消伦理判断。但是到了30年代之后，这种看法就成了问题。


  阿罗：一般竞争理论


  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经过将近20年的反思，两位作者分别对这两个问题作出了回应。一个是阿罗，他在一系列的文章里建立了“一般竞争理论”。“一般竞争理论”不同于“一般均衡”。后者是德布鲁的模型，太严格而且有问题。实际上，阿罗自己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最后总结成为一本书，出版于70年代，主题是“一般竞争理论”，它更宽泛，更接近于现实。阿罗的“一般竞争理论”论证了“为什么市场是有效率的”。他把市场的理性根据建立在技术的因素和政治的因素之上，即强调了市场以外的理性因素。例如，最简单的是技术上的非外部性或者非收益递增性。这是技术上的一些要求。你可以说是技术的理性因素，因为还有不稳定的技术。使用了这种技术，整个市场经济就会逐渐瓦解——如果这种技术太多的话。所以阿罗在“一般竞争理论”里，很注意探讨市场运行的参数，研究使“一般均衡”存在的参数的种种可能性。参数不是变量，它是在市场之外的。


  政治的因素更为重要。这导致他的另一方面的研究，在这方面的成果是“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其中指出了社会选择的一些非理性的可能性。阿罗认为，只有允许独裁——某种意义上的独裁——才可能有政治理性，才可能有社会选择的理性。这是阿罗的工作。


  维特根斯坦：《伦理学演讲》


  与阿罗的工作相应，维特根斯坦在1956年发表了《伦理学演讲》，这些演讲是维特根斯坦30年代作的，但是发表于50年代。在《伦理学演讲》里，维特根斯坦实际上是说了这样一些话。我喜欢把他的演说的最后一段概括成为这样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凡是我们说出来的，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句话是分析哲学的一个推论，就是你要是学了30年代以前的维也纳学派分析哲学，就会基本上同意这句话——凡是说出来的，或者凡是能说出来的，都是没有意义的。这是前半句。后半句是维特根斯坦反省的结果——既然说出来的都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我们还“犯傻”，要“说”呢？说出来的已经没有意义了，但是我们还要表达出意义来。维特根斯坦认为，他论证了半天，就只论证了这后半句：凡是有意义的表达，都是荒谬的。这相当于一种关于语言表达的“不可能性定理”，这是维特根斯坦晚期的一个概括。德尔图良是很重要的一位教父哲学家。他有一句类似的话，比维特根斯坦早说了几百年。人们要他论证关于上帝的信仰，为什么我要相信上帝？他说：惟其荒唐我才信。这里有着类似的逻辑——如果不荒唐，那它还有意义吗，能打动你吗？这是30年代的危机带来的理性的困惑，思维方面的困惑、混乱——你可以说是混乱或者荒谬，这是西方的命运。


  启蒙理性遇到的挑战及其出路


  我们只谈西方的危机——中国人没有碰到这两重危机。中国人的语言从来都是象形的，没脱离过现实，不像西方语言陷进了这么深的危机。中国人也没搞过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所以这两重危机都跟咱们没关系，咱们只是隔岸观火。今天，这些危机可能跟你们有点关系了，你们必须要了解西方是怎么走到这两重危机里面去的。


  实际上，在20世纪开始的前30年，西方社会和思想就遇到了这双重危机，尼釆在1899年就宣布了“上帝的死亡”。西方的这个启蒙理性从那时起受到了挑战。


  启蒙运动的口号是“理性”。每一个人都勇敢地走出神学的立场，独立运用他自己的理性，来审判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不管它是非理性的还是理性的，都看一看它是不是符合逻辑、符合理性，有没有根据。能找到根据，我们就相信它、接受它；找不到根据的，我们就当它是迷信，是封建残余，不接受它。


  所以，启蒙理性的基本精神是：把所有的事物、所有的传统、权威，都带到这个“理性法庭”上来。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死了，没有传统了。所以西方人经过这20世纪初期的转折，放弃了从神那里来推导出人类理性的最终根据的努力。


  这样，思想家们就不得不从人的心智自身建构人类理性的最终依据。打个通俗的比方，现在的西方人想揪着自己头发使自己离开地面。哥德尔论证，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使命。“哥德尔不可能性定理”，在社会理论里，对应着“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当然，我们无法从哥德尔不可能定理推出阿罗不可能定理，但这两者之间的确有微妙的对应关系。它们是同根的，在论证方式上很平行。从中能看出西方思想在20世纪上半叶的命运。


  以上只是一个描述，很概括的描述，只有两页纸（指讲义原稿）。你可能还要自己琢磨这个问题。可能得琢磨好几十年，才能知道这里边包含的深意是什么。


  惟一能够拯救西方理性的，是哪一条路呢？说服我们相信这种理性方式的，就是“演化理性”。所以今天最热门的，就是“演化理性”。在经济学里最热门的，是“演化博弈论”或者“演化经济学”。在心理学里最热门的是“演化心理学”——关键词全都变成了“演化”。记住我这句话：现在没有上帝了，你只能相信你自己。可是，用什么方式来论证呢？用“演化”的方式。


  休谟思想的回顾


  让我们回到休谟，回到这个最初怀疑人类理性的思想家。同时，休谟又是苏格兰启蒙思想的领袖之一。就是休谟，他一方面参与了用“理性”来为人类启蒙这样一种思想运动，在里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他又有深刻的怀疑主义，对“理性”本身抱着怀疑。


  休谟认为，来自经验的全部论证的基础是相似性（similarity）。我们之所以找到了一些所谓客观规律，无非就是事物之间的某种相似性被我们看见了，被我们意识到了。然后，我们就说那是客观规律。休谟认为，那不过是“因果性联想”，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只不过我们相信了，习惯成自然而已。于是，我们得到了如下的推论：根据相似的原因，我们期待着相似的结果也发生。我们为什么想像明天早上太阳依旧升起呢？无非是因为我们过去就看到了无数次的黑夜白天的转换。同理，我们可以想像自己是厨房里的一只老母鸡，每天早上得到一把米，于是我们想像明天早上还能得到一把米，这也是一种相似性联想，但备不住明天早上你就被杀了。这是罗素举过的一个例子。所以，因果关系其实是基于这种相似的习惯预期。我们形成习惯了，所以脑子里就开始预期发生的事情。休谟说：这是对我们全部实验结论的一种概括。所谓经验主义的“科学”是什么？就是这个。休谟这么年轻，就把整个科学都捣毁了，就是因为他提出了这种怀疑理论。休谟认为，“因果性联想”只是我们的一种思维习惯，它并没有什么科学的基础，并没有真理性的论证去证明它。你不可能“证明”这种因果性联系。但是，这种联想习惯的论证还依赖于一个假设，就是一个原因导致一个结果，而不是多种原因导致多种结果，这被称为“单因单果”的现象假设。如果不假设“单因单果”，而是假设“多因多果”，休谟这段话在逻辑上就站不住脚。


  休谟活得不长，只有65岁。休谟40岁的时候发表了《道德原则研究》，在书中探讨了一个相关的问题：道德是从理性论证得到的呢，还是基于我们的情感？他当然属于情感学派，我们已经介绍过了（见第五讲）。休谟提出了“同情假说”。他论证道德不是来自理性，而是来自情感。休谟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导致后来康德的论证：道德是源于上帝呢，还是人心里边自身发生的？在休谟死后发表的《自然宗教对话录》当中，休谟作为一个深刻的怀疑主义者，表达了对“有神论”的怀疑。尽管休谟不信神，是“无神论者”，但是他对于相信神的那派学者的基本的根据了解得清清楚楚。这显示了他的深刻之处。休谟在《自然宗教对话录》里对于“上帝存在的神学论证”的一个概括，直到今天还被信仰主义者，比如说美国最重要的神学家之一的普兰汀格认为是最重要的论证。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例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往往不像休谟那样深刻，他们沿着自己的思路去批评自己的对立面（例如新左派），而难以像休谟那样，把对立面的思想概括得比他的对手概括得还要精炼，然后再来加以批判。


  休谟如何概括“上帝存在的神学论证”呢？讲到这里，我必须得给你们举个例子，就是所谓“钟表匠的比喻”。这个例子也是威廉·泰勒曾经举过的。当你在原始森林里走路的时候，突然看见林间小路上躺着一块石头，这石头非常奇特，左半边圆润如鹅卵石，右半边如奇峰，非常不和谐，它没有任何原因，它就躺在那里。但是你仍然相信，这是石头——尽管这块石头很奇特。但是，休谟问你：如果在原始森林里，你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块手表（当时手表确实刚被发明出来，休谟同时代的库克船长远航时就带着手表），它很精巧，一切都很吻合，每一个部件都有目的，它在原始森林里，你走路的时候看见了这块手表。如果你是个正常人，一般不太可能想像：这块手表早就在这里搁着了，从天地化生时它就有。你恐怕根本不会相信这种话。你一定得相信另外一种说法：有一个设计者，他做好了这块表，不知道什么原因，把它遗留在这里了。这是休谟的一个最符合我们直观的论证。你能同意吗？如果你同意，那好，沿着这个思路，只要你第一步崩溃了，你的无神论立场就会全部崩溃。


  有神论者会继续问你，如果我们把这个钟表逐渐放大。这钟表现在不在树林里躺着了，它现在扩大成为一个巨大的建筑物，你在里边住着。你仍然不会相信这建筑物，从古到今，从地球创生出来就存在，是不是？因为这不可能，它的每一个部件，例如门窗都完全吻合，都有它的目的，而且都合用。所以，你还是会相信有一个原初的设计者，他造了这建筑，然后，我们才能住在这个屋子里。现在，休谟把有神论的立场再往前推一步。现在，你住在整个宇宙里，这宇宙向各个方向看都是有条有理的。你能说这个宇宙没人创造它吗？就是这么一个论证。


  休谟反驳了这种论证。他认为，这一论证是建立在一种所谓“同因必有同果”的预期之上的，而我们刚才已经说过，这个预期并没有坚实的根据。房屋当然是建筑设计师设计的，但由此推出有一个世界的造物主，这比一般的“相似性联想”更不可靠。因为世界和房屋之间的相似性比之“太阳每天升起”的相似性还要小得多。所以，这根本就不成其为有力的论证，只是一个不可靠的类比而已。


  20世纪经济学对于理性的解释


  我们回到经济学。如上所述，休谟对于人类理性的方式有一个直观的解释，到了20世纪，经济学里又出来了两派对于理性方式的解释。


  萨缪尔森的解释：完备理性


  第一派是被萨缪尔森系统化地运用于经济学的运筹学优化理论。萨缪尔森以运筹学的优化理论和可观测行为的方式刻画的“理性”，把人类行为看做对研究者而言不可观测的行为主体最大化其效用函数（基于某种偏好序）的努力。萨缪尔森认为，主体在一定的约束（尤其是价格约束）下最大化一个目标函数。由此导出的行为是可以观测的。这就是所谓“偏好的显示理论”。这种思路把人类行为看做是外在于观察者的，它假定有一个外部的研究者、观察者。观察者不可能知道行为主体的偏好和试图最大化的那个效用函数是什么。但是，他能够借助于市场的价格机制，在价格变化的过程中观察主体的行为，把这个偏好揭示出来。这是萨缪尔森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但是，这种实证的理性化方法，构成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但是，萨缪尔森那时不太注重“interactive”（交互性），只研究个体选择。


  当经济学试图研究很多理性个体分别选择最优化行为策略的时候，就出现了博弈的情况。可是在博弈行为的研究当中，这种最大化的实证方法碰到了一些困难。最初的困难是不完全信息博弈的问题。这是随着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提出来的。在最简单的古诺模型当中，可以加入厂商成本高低的不同可能性，而竞争对手的成本显然不可能是市场上的共同知识。这时候，古诺博弈其实无法进行。假如A和B两个厂商互相不知道对方的生产函数，实际上，完全信息的古诺模型是无解的。博弈论学派停顿了大概将近20年，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70年代初期，豪尔绍尼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把不完美信息的博弈转化成了完备信息的贝叶斯博弈。这就缓解了萨缪尔森思路上的“完备理性”的危机，让经济学可以继续往下走。但是，西蒙在50年代就开始批评萨缪尔森的这个思路。他把它叫做“实质理性”。萨缪尔森其实是假设每一个行为主体都能够看到亚当·斯密所说的上帝的那只“无形之手”。这是一种很强的理性能力。


  后来，John Muth和Robert Lucas更加深入地拓展研究了这种理性能力，把它发展成为一个学派，就是“合理预期学派”。我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批评Lucas的理论，因为它不符合斯密的原意。什么叫“看不见的手”？市场之所以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追求金钱，他不想那么远，他只追求利润，他只是近视眼，他非常短视。非常短视的人，我们可以叫他“盲人”。上帝的“看不见的手”的指引，指引的是一群“盲人”。我们在市场里相当于是“盲人”，然后才有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假设。如果每一个“盲人”突然都睁开眼睛了，那就一定会出问题——市场还有必要吗？没有必要了是不是？我的那篇文章详细展开了这个思路。


  所以，西蒙批评这样一种思路，认为它是假设了“完备理性”——每一个“盲人”都看见了，都睁开眼睛了，这个假设相对于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研究过强了。科学的方法应该是行为学的方式。西蒙是最早釆用行为学方式来刻画人类理性的经济学家。


  西蒙的行为学方式


  行为学基本的假设是：任何一个行为都发生在特定环境之中（Domain-specific）。“特定环境”一词很重要，英文叫“domain”。“domain”不是数学里的定义域，它指的是行为发生的特定环境。因为西蒙是人工智能的教授，从西蒙上世纪50年代的工作以来，人工智能的工程师们一直延续着他的这个思路。他们不试图去发明一个万能机器人，可以在任何一种环境里操作，上天入地，炒菜做饭，无所不能，根本没有这种机器人。客户需要告诉工程师，要在什么环境（domain）里使用机器人，然后，工程师把环境限定好，在特定环境中给机器人编程序，让它在domain之中自动搜索最优的可能选择。一定是这样才有解，否则，你造出来的万能机器人就相当于上帝——谁能造出上帝来呢？


  西蒙的行为学方式基本上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把人类行为看做是特定环境内的适应（“adaptivity”，这是行为学的看法，生物学的看法）与学习过程。今天在控制理论里有所谓“适应控制”，就是从这儿出来的。适应和学习过程的理性，西蒙叫做“过程理性”，这是第二派经济学家处理理性问题的方式。按照这一思路，当环境变化的时候，人的理性标准和理性行为也跟着变化。没有什么是不随着环境变的。环境千变万化，一套逻辑理性能完全推出一切选择行为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演进理性的方向，成为今天的主流。20世纪五六十年代，萨缪尔森是肯尼迪的首席经济学家。那时，他的“完备理性”是经济学主流。今天，“演化理性”是经济学主流。


  西蒙的方法也是一种把人类行为理性化的方法。萨缪尔森是要把看上去无序的人类行为赋予理性。西蒙的理性化方法实际上是一种“情境理性”的方法，它先给定一个特定的情境。然后，行为主体按照以往在这一场景中的生活习惯、行为和回报（行为学注重研究行为和回报），有一个回报预期，根据他的回报预期，确定一个“向往水平”（aspiration level），在行为发生之后，行为主体如果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满足感，这就算理性的。如果行为主体得不到满足，或者和自己的向往水平相差太远，这时，行为者会说：“我可能缺乏理性，还得调整一下。”这是西蒙说的“过程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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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文章是西蒙对于他50年代工作的一个总结。这时他已经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1978年），上面是他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的演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在文中，他总结了自己的“有限理性假说”。上面选录的这段总结非常重要，跟他的学术知识结构相关，即“复杂性”问题。实际上，人类智慧的本质，就是“复杂性”思维，所以，西蒙批评萨缪尔森或芝加哥学派的理性选择模型不完整，它不能够容纳这种“复杂性”。能够描述人类的智慧的“复杂性”的本质的是学习。学习是什么呢？西蒙把学习定义为：学习是基于想像的、对想像中的行为后果的反应。它是“过程理性”的主要形式。


  因此，西蒙在这提出了一个任务——建构新的微观经济学。当然，后来他写了这本书。Herbert Gintis还作了一个书评，但是，那时他还没有提出这个理论，但是提出一个目标：经济学从简单世界进入更复杂的世界的时候，它必须放弃原来的理性假设，放弃“实质理性”的立场，釆取“过程理性”的立场——这就是最著名的“有限理性”假设的声明。


  霍曼斯的行为学五项基本原则


  下面我们开始讲行为学的基本原理。这部分内容，我把它概括成为霍曼斯（George C. Homans）的五项基本原则。霍曼斯是美国的行为学大师，这五条基本原则，出自他的《社会行为的基本形式》一书。他认为（他是社会学家）：从社会学角度看，经济学只是社会学的推论——社会学早就有这五项基本原则，其中，前四条可以推出经济学，而经济学还没有能力包容第五项。这段论述发表于1974年，实际上，行为学是美国三大行为学导师之一的斯金纳（Skinner）在30年代发展起来的，到了50年代成为体系，到了70年代，这位大师就可以拿行为学的原则公开向经济学“叫板”了。


  回报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那些更经常给行为主体带来回报（reward）的行为更经常地被实施。在行为学的研究里，我们不说人，我们说“行为主体”，行为主体可以不是人，例如鸽子、豚鼠等。注意，这里的行为主体必须是同一个主体，反复的刺激可以使它养成一个关于固定的行为能够带来多少“回报”的预期，比如，某个猴子按一下五角星按钮，“啪”的一声，递过来一杯橘子水，再按一个五角星，又一杯橘子水，它养成了这种预期以后，一渴了就按这个按钮。动物有理解力，它们的理解力的表现形式，就是要反复探索环境内各种事物的功能，然后重复那些能带来较高回报的行为，不能带来“回报”的行为，就逐渐被遗忘了。这就是所谓“后果原则”，也叫“回报原则”。


  激励原则


  第二个基本原则叫做“激励原则”。这个“激励”不是经济学的“机制设计”里的“incentive”，那是对人的激励。这里的“激励原则”是简单的神经反射原理，这是条件反射“similar”。这个“激励原则”是说：当前场景（a set of stimuli）越是相似于那些更经常导致回报的行为场景，就越可能导致相似的行为。这个原则强调了相似原因导致对相似结果的预期。“激励”不同于“回报”，“激励”是更间接的，它是通过场景，通过一套刺激物来起作用的。比如，一只狗每次喂食的时候都会听到钟声，所以，听到钟的响声，即使没有人给它喂食，也会流口水。这是最典型的条件反射。这就是休谟和Gilboa Schmeidler的“相似性原理”在动物行为里面的反映、体现。这种“相似性原理”最早是库萨的尼古拉提出来的，叫做“差异原则”，即主体只能通过差异来分辨不同的事物。如果注意不到差异，那么就是同一，就没有差别了。这是很深刻的，后来，莱布尼兹把它发展成“两极化的认识论原理”了，即必须有正负两极，你才能够认识这个世界。


  这个命题意味着一种经济学的理性，就是所谓“好像”（as if）理性，“看上去”是理性的。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被很多学者认为是不切实际、不符合现实。但是艾智仁（Alchian）最早提出，在生存竞争足够激烈的情况下，所有幸存者“看上去”是服从了理性原则的。这是很重要的，后来马上被弗里德曼、加里·贝克尔接过来发展。生存下来的行为，看上去是符合理性的，这其实已经是一种“演化理性”的思路。


  霍曼斯的这个命题，意味着那些看上去有理性的行为，对动物来说，往往是专属于环境（Domain-specific）的，或者说是“场景依赖”的。一只小猴子，从小到大，它的母亲总带着它爬到一棵树上吃香蕉，它只认识这棵香蕉树，饿了，就爬到这棵树上摘香蕉吃。如果突然香蕉树让雷劈了，换了一棵椰子树，它就完了。因为环境变了，它完全无法理性化它自己的行为。所以，那些“看上去”的理性行为不同于“完备理性”的行为。“完备理性”行为是主体能够看见上帝“无形之手”的那种理性。到了任何一个环境，他都能理性推演出最优的行为。然后，他会去比照以前的行为分析椰子树里边的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所以，行为学的理性，只是“看上去”理性。“看上去”理性的这种理性行为的特征是：它是高度依赖于环境的——一旦环境改变，就没有理性可循。所以，有些外国人到了中国，看上去就跟疯子一样，他完全是个陌生人，什么都不会，和这个社会的文化习俗格格不入。他不是这个环境里的，所以他看上去似乎很不理性，他需要很长时间来形成在这个环境下合理的行为。所以，霍曼斯理性行为叫做“situation-specific rationality”，场景依赖或者场景专有的理性行为。人在很多情况下有能力超越这种特殊场景，因为人有符号思考的能力（symbolic thinking），这是后面我们要讲的。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动物有符号的能力。


  符号，是一种抽象的结果，它可以帮助我们超越具体场景。第二个原则被运用于社会行为。在社会行为里，我们的认知、我们的世界观或者理性，极大程度地依赖于我们周围的人和他们的品质。霍曼斯认为，在社会行为中，人以及他们的品质，就成为最关键的“激励”（crucial stimulus），然后他举了一些例子。比如，小孩都有这种直觉，谁白了他一眼，以后他再看见这个白过他一眼的人，就会变得非常警惕。孩子都有这种天性。霍曼斯说，在相似的环境里，我们会釆取与以前成功过的、带来“回报”的那些情境相似的行为。比如，你发现，很多北京人见了面就问：“吃了吗？”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场景。你不能说：“我没吃呢，咱去吃去。”那会令人非常尴尬。当然，这类问候语现在已经不流行了，很奇怪，说这种话的都是老的北京人，实际上，这种问候语是经历过饥荒年代的那些农业社会的中国人遗留下来的。但是它进入了我们的语言，然后，成为场景。这时你不能反应说这是要请你吃饭，它根本就不是这意思。按照霍曼斯的看法，周围的人和他们的特征非常重要，他们是重要的激励。符号和语言能力是人类的一大特征。对于人类而言，激励往往是语言的激励——从语言符号传递给行为主体，告诉行为者什么样的行为是合适的。


  行为学的第二个命题引进了社会环境以及语言这两个要素作为激励。这是需要记住的。语言符号的引进，作为一类环境要素，使得更高级的、更具复杂性的秩序成为可能。这是行为学第二个基本命题的最关键的推论。


  “激励”不再是直接的“回报”，而是对于场景间的近似性的判断。在引进“激励原则”的时候，人脑或者行为主体的脑结构复杂化了，它变成要绕一个弯，要走更加漫长的回路，从“激励”到达另外的目的。比如我们攒钱就是这样，钱其实不能直接被消费。但是，我们先要绕很多圈子——上学，受教育，找工作，然后挣一笔钱，买一栋房子，房子里还得养个孩子，孩子大了再挣钱，挣钱完了再买房子……然后，才能给你养老。所以，你的很多“激励”都是非常漫长的一个链条。这时，霍曼斯引进来一个关键性的变量，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判断，我们年轻的时候养一个儿子，就可以作为一个“养老保险”。我们不养儿防老，买一份“生命保障”之类的寿险，你就真相信吗？你买一份保险，每年交几千块钱，到了领取“回报”的时候，你发现保险公司破产了，或者把这钱挪用了，亏损在股市里。你觉得这理性吗？不理性。


  霍曼斯说，关键是场景之间是不是相似。保险公司是西方市场经济的结果。西方社会是一个稳态社会。它的一代一代的人都是靠这个方式生活的，场景很相似。比如，美国人不管有没有儿子，都会买养老保险。他们不用养儿防老，保险公司会在相似的场景中平稳地运作。但是在中国，什么是更相似的情境？养孩子！所以，中国人就是要生孩子。杨小凯生了三个孩子，他是经济学家，他自己说“生孩子合算”。你非要把西方的东西搬到中国来，说它就能解决社会问题，不，它不解决社会问题，因为它不理性。


  它依赖的理性原则是西方社会里的理性原则，运用的时候一定要用脑子想——反思、批判，你才能知道这个制度在中国行得通行不通。我并不反对在中国实行保险制度，但是，我很怀疑它。因为这套制度从来没有被怀疑过，所以我才怀疑它。如果很多保险公司的研究员都怀疑了这件事，那我就相信他们了。怀疑之后再推出这套产品，那是经过了怀疑的，是靠得住的。现在就很难。


  所以，场景之间的“相似性”是一个关键变量。但是霍曼斯说，这个“相似性”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霍曼斯在这里至少引进了好几种“相似性”。相似不是一个单维度的事情。什么叫“相似性”？心理上的相似性，空间和时间上的相似性，大小的相似性，还有危害的相似性。是亲情的相似性，还是朋友的相似性？这里有很多很多复杂的维度。所以，这“相似性”还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在心理学上，霍曼斯说，按照给定的一个环境，行为主体识别出以前在这个场景里出现过的“激励”，然后，判定这个“激励”和以前场景的相似激励之间的“相似性”。这是一个需要想像力的过程。比如，一只猴子吃了香蕉，感觉很好吃，没有毒，现在这猴子到了香蕉树底下，未必就敢吃香蕉，它必须要足够保证现在吃的香蕉和以前吃的香蕉的“相似性”。这是一种从过去经验到未知事物的推广，所以叫做“perception”，我把它翻译成“想像”。如果查字典，这个词往往被翻译成“统觉”。但是根据我个人的阅读，我总是倾向于把它叫做“想像”或者“认知”。


  价值原则


  第三个行为学原则，是所谓“价值原则”，即在特定社会环境内，行为的价值越高就越可能得到实施。这三个原则一层比一层高，从“直接回报”到“激励”，然后到基于想像力的“价值判断”。“价值原则”在霍曼斯这里，还仅仅是为“重要性”定量。比如，一瓶橘子水，对猴子有多重要？这相当于我们所介绍过的基数效用。你可以用一种确定的实验方法，为猴子的满意程度定数值。比如，在特定场景里，这个橘子水对这只猴子的价值等于5，咖啡的价值等于1，如此可以确定基数效用。这是最简单的霍曼斯定义的“价值原则”。霍曼斯说，不要以为价值仅仅是对于行为的物质回报的定量计算，人类完全可以获得利他主义价值观，利他主义的行为，往往能够在宗教感的召唤之下，获得高于生命价值的价值。在这里，霍曼斯实际上是把“价值原则”推广到了信仰的领域。不管价值的来源如何，总之，在特定的社会环境里，如果行为主体能够定量计算、估计事物的“重要性”，能够把“重要性”量化，那么他就变得更加理性，可以经常遵循“价值原则”。


  这样，价值越高的行为，就越可能得到实施。这个命题其实非常简单，但是它最复杂的部分，就包含在这句话里：行为的价值越高，这个行为就越可能得到实施。这话没什么了不起，很平凡，但它的复杂性全在这“价值”的概念里边。一个行为主体，在特定的环境里，要去“想像”这个行为可能带来的各种回报，以及每一种回报的数值或者“重要性”。这样，“想像力”就变得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人类的社会行为而言，“想像力”是十分关键的一种能力。比如，你可以发现，外交家为什么大脑发达。有时候，我们数学系的同学坐在一块，老挤兑外交家——外交家最不懂数学，懂数学的从来没有搞外交的，数学家们已经测过这个回归曲线，显示外交家比文学家还不通数学。


  但是，外交家为什么那么聪明？今天，我们就可以解释这个问题。外交家所处的社会环境极端复杂。他要为每一个新出现的大使、参赞，甚至大使夫人定一个参数值。在一个美国外交家的策略里，中国芝加哥总领馆的一个分馆有多少重要意义？你应该用什么规格接待这里的官员？这复杂极了。所以，外交家要有非常强的想像力、理解力和记忆力。霍曼斯在书中有很多关于社交想像力的论述，还介绍了它与文化传统的关系。


  不足—餍足原则


  第四个原则叫做“不足—餍足”原则——在给定时段内，特定的回报越经常出现，它的边际预期价值就越低。这相当于经济学的“边际价值递减”。第四个重要原则其实也是整个需求定律的原则，凡是学过经济学的学生都很熟悉这一条。你要吃三顿饭，最后一顿饭的边际价值就比一天吃七顿饭时的边际价值高一点。“边际价值递减律”这个命题强调的是“recent past”（最近的过去）。霍曼斯说，“最近的过去”是不好定量测度的。最典型的例子是，你最近的过去经历过的爱情的次数有多少？这话问出来其实很可笑。这不好测度啊。往往我们会说：我这一生经历过几次爱情。但那是“最近的过去”吗？所以这个recent past取决于问题，取决于场景，要仔细讨论这个概念。


  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命题四不回答、不区分“回报”的种类，而只确定特定种类的“回报”出现的频率与“回报”的边际价值的关系呢？霍曼斯说，研究“回报”种类没有意义，因为这是偏好的问题。这就引进了“preference”（偏好）这个概念。霍曼斯说，中国人的偏好和西方人的偏好不一样。“The Chinese, faced with a choice of drinks, do not like milk and far prefer tea.”中国人喜欢喝茶，不喜欢喝牛奶。偏好是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并不是第四条原则着重讨论的问题。


  困惑—激怒假说


  第五项原则，是经济学没有的，称为“困惑—激怒”假说。这个假说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如果行为主体的行为没有给他带来预期的回报，或者带来了预期之外的惩罚，则行为主体将被激怒并赋予报复性行为及其后果更高的价值。我经常用的一个例子是：一个小学生，他参加考试，平常都是考B，家里的人对此习以为常，他也感到很习惯。这个月月考，他还是拿了一个B，应该是没有人惩罚他的，结果他受到了惩罚。他就被激怒了，他会生气，愤懑，不再用功学习，考试作弊，经常对家人发脾气……总之，他要用自己的行为报复那个惩罚了他的人。假如这个世界非常不符合某些人的预期，给了这些人太多的未曾想像的挫折，那么他就会赋予哪怕是自杀性的报复以极高的价值。我们经济学是不研究这类行为的，经济学对这个时代的恐怖主义行为无法作出深入的研究，顶多调查一下阿拉伯人在美国存了多少钱，那没有意义。研究的关键是宗教，关键是恐怖分子的信仰导致这种报复性行为的最高价值是什么。但经济学根本不能研究这些问题，它没有这个框架。


  分配正义的行为学因素


  在社会行为学里，霍曼斯给出的例子就是所谓“分配正义”。这是我们上一讲的主题，我们对这样一个议题有特殊的兴趣。这是我们大家都分享的一种体验，即对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分配正义规则”的广义体验。什么叫正义？你下岗了，你给国企干了50多年，突然就下岗了，这不符合“分配正义”。你和任何在国有企业时代工作过的工人诉说这件事，他们都会分享你这种义愤。我们今天有大概3500万这样的人，他们的家属都分享着他们的情绪。你们虽然没经历过国有制时代，但也可能会有同感。这是一种“generalized expectation”（一般化预期）。在作了这样一段简单的论证之后，霍曼斯达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分配正义是一种拓展了的回报预期。这话最耐琢磨，我思考过这句话的含义，觉得可以接受。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分配正义”可以看成一种对于回报预期的原则的扩展。如果你在国有企业只干了一天，你就下岗了。说实在的，这事激不起来你的一点点义愤。你刚进厂，它就倒闭了。那你只能怪自己倒霉，不会有什么正义感出现。但是，如果你工作了50年，每年都有满足了的回报预期，到第51年，这回报预期突然没了，那你就必然感到愤怒。所以，霍曼斯在行为学意义上把“分配正义”看做回报预期的一种扩展，是有道理的，可以接受。


  这就引进了“传统”。人的预期，他的正义感，依赖于长时间的事实上发生了的事情（what has actually happened to him in the long run）。这就造成了所谓“传统”。我们讲到价值理论的时候也说过，一个商品的“正义价格”是长期的、约定俗成的结果。


  所以，“分配正义”的行为学因素是如下两个：


  （1）社会成员共享着的生活体验。这就是所谓“生活传统”，它提供关于“正义”的现实世界的至少一类标准。


  （2）违反共享着的生活体验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引发了关于正义的情感波动。如果你没有在中国生活过，那么你对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工人下岗的事情，即违反了当时保持着的生活传统的事情，就很难激发出基于对以往符合正义原则的生活体验的同情而有的正义感。


  “困惑—激怒原则”的第二部分是对称的。第一部分原则是关于预期的回报没有得到的激怒情形。第二部分是说：预期的回报被超过了，或者预期的惩罚没有出现。它带来的回报是“surprise”，所以，它一下子就提高了行为的价值。这时，行为主体感到高兴，并且把这个行为和它的后果赋上更高的价值。


  这是行为学的五项基本的原则。最后，有一个总结，就是所有这些行为学原理意味着什么呢？霍曼斯说，意味着任何行为（行为主体不仅仅是人类）都具有历史性。中文的“历史性”这个词不太好理解，英文最简单，叫做“historicity”——历史的名词化、抽象化。历史性是个存在哲学的术语，它意味着你不仅要依赖于目前的场景，而且，由于行为者的行为是有理性根据的，而理性是自然演化的理性，所以，行为者的行为依赖于目前这个场景和以前所有历史场景的相似性，以及对相似性的想像、判断。所以，“历史性”可以概括所有刚才我所说的那些话。


  任何行为都具有历史性。历史性的行为来源于相似性推理，相似性是休谟所认为的人类理性的出发点。由于运用相似性的理性原则，我们才有历史依赖的理性行为。这个命题的含义是：人的漫长的过去行为，对他们现在的行为有极大的所谓“shaping”——塑形性的影响。我们是我们的历史的结果。儿童从长辈那里习得行为规则，文化传统塑造了人们的行为模式。但是，霍曼斯说，也正是由于行为的这种历史性，使得任何学者对于现存的制度给出解释，比如经济学的解释，或者社会学的解释，这个任务就变得非常困难。一旦引进历史性，我们所有的一般均衡的、静态的逻辑框架，都变得很成问题。


  霍曼斯说，行为学的五项基本原则的前三个命题，即“成果原则”、“激励原则”和“价值原则”，这三个原则合在一起叫做“理性选择”原则。然后，他引了我们很熟悉的作者——豪尔绍尼的文章，来论证他的这个概括。第四个原则其实是咱们经济学的原则，但霍曼斯没有提及。霍曼斯继而强调豪尔绍尼所整理的经济学的理性假说无法容纳第五项行为学原理。它不能概括，不能包容这项行为学原理。刚才我们讨论过，这个分配正义原则与第五项行为学原理关系最密切。你所具有的长期约定俗成并已得到了回报的预期，决定了你认为什么是正义的。所以，这第五项原则既然不能被容纳进经济学的理性假设，那么，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经济学无法解释腐败和非正义。因为这不是它的任务，经济学在理论上没有办法解释这些现象。


  换句话说，霍曼斯的这五个命题可以推出，正义源自我们的人类情感。但是，这情感是“情境依赖”的，是所谓“situated rationality”。所以，“situation”这个词，心理学家通常翻译为“场景”，但在哲学著作里，比如曹卫东翻译哈贝马斯的时候，把它译作“情境”。这个“情”字很重要，“境”有场景的含义，“情”则有情感的含义。它表明，我们的理性不是源于抽象的纯粹理性，而是源于人类的情感。同时，那“境”字，由于有了“情”，就还有意境的含义。所以，这个词翻译得很好，我喜欢用“情境”这两字来翻译哈贝马斯的“situated rationality”。


  休谟与康德关于道德原则的思考


  休谟在1751年的《道德原则研究》这本书的最后有一个附录，名字叫“对正义的进一步思考”。他在里面说：“人道与仁爱这两种社会性的德性通过一种直接的趋向或本能发挥作用。这种趋向或本能打动我们的情感而不理睬任何制度，也不理睬其他人的行为或榜样所带来的后果。父母不顾一切去减轻由自然的同情而传达给他们的孩子们的痛苦，是那种自然的同情心驱动着他们的行为，他们无睱考虑其他人在类似情形下的情感或行为。”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同情心最终是一种本能的行为——尤其是父母对孩子的自然同情。由于是本能的行为，所以，当父母表现出这种同情心，或者受这种同情心驱使做事情的时候，他们不理睬任何现存的制度。就像《小鬼当家》的第二集，在机场，母亲找不到孩子，就像发疯似的，歇斯底里地找她的孩子。警察过来说：“你别着急。”你猜她说什么？她说：“你有孩子吗？”一句话，这警察就不敢说话了。你没孩子，你劝她“别着急”不管用，对不对？她不理睬任何制度，什么机场安全、警察保安，什么都不理睬。这是一种本能的情感，休谟说，凡是发自这种本能情感的这种行为，它有可能不顾任何榜样和制度。


  休谟把社会性的德行的行为最终归结到了一种不顾任何制度和理性的人类本能。但是，作为另外一个极端，康德把道德的行为归原到抽象理性的、最不本能的那个极端。他说：“一个可能的世界的最高的善必定是德行与幸福在同一个人身上的统一，就是幸福恰恰与道德相称。……所以，要么是追求幸福的欲望是德行之动机，要么就是德行的准则成为幸福的充分理由。前者是绝对不可能的；……一个道德倾向必定是幸福的原因，固然，不是直接如此，而是间接地，通过自然界里一个理性生命的创造者这一中介。”（韦卓民译本，由本书作者加以修改）


  康德的这段话意思是说：任何发自本能的、追求幸福的行为，不管是利他主义的，还是自私的，都不是道德行为。比如，你奋不顾身搭救一个跟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落水儿童，但是，你解释说：“我救他，是为了最大化我自己的效用。”只要你说出这句话，康德就认为你的行为还不算是道德行为，你是出于满足自己需要的某些后果而行动的。


  所以，康德认为有一种二律背反。这实际上是针对休谟的看法，即完美的善是个人幸福的满足和道德的满足。可是，这两者怎么可能同时得到满足呢？既然道德的规范是从康德的这套“自由意志”的规律推演出来的普遍主义的律令，而个人的幸福总是跟个人欲望的满足有关的，那么，这两者之间确实很难统一起来。


  “前者绝对不可能”一句表明，以幸福的标准作为德行的标准（这是经济学家的伦理学），康德是根本不接受的。那么，只剩下一种可能，那就是以德行的标准作为指导我们追求幸福的标准。这是康德要论证的。但是，他的这个论证需要三个悬设（postulates）——那就是灵魂不死，上帝存在，意志自由——才能推出一个人的幸福取决于他追求什么样的德行这件事情。这就跟休谟完全不一样了。


  符号互动论与情境理性


  继续上面的话题，关于理性的行为学描述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即上次所讲的行为学普遍原理，它把人看做在特定环境下对刺激作出条件反射的动物；第二部分是符号学部分。因为人不仅仅是一般的动物，还是符号动物。符号能力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之一。而符号学所关注的，正是人类的符号行为。


  上文是符号互动主义的创始人布鲁默尔（Herbert Blumer）的一篇发言。但他在这里把符号互动论的创始工作归功于行为学大师、芝加哥大学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米德。米德的行为学研究主要是从儿童的心理发育着眼，研究儿童的社会交往和自我意识的生成。他的研究成果总结在由他的学生整理的著作《心灵、自我与社会》之中。米德认为，自我意识的概念不叫做“self”，叫“social self”——由社会塑型的自我。米德—市鲁默尔的符号互动理论是从1910年到现在最权威的关于自我意识的社会交往理论。然后是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所以米德的贡献非常大，以至于1986年布鲁默尔还要回顾这位导师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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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互动论又叫做“符号交往主义”（symbolic interactionalism）。今天，符号互动论已经成为社会学的主流理论，相当于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在经济学里的位置。如果你到了社会学系，试图拿一个研究生的毕业证书，居然只知道帕森斯的那套“结构主义”，而不知道什么是“符号互动主义”，那就肯定毕不了业，因为符号互动理论在今天是主流。


  符号互动论说的是什么呢？它的主旨由符号互动论的鼻祖——布鲁默尔概括出来，总结在这段话里面：“我们总是要为自己的行为寻找意义，这是人这个物种的特点。无意义的行为，我们不认为是理性的。虽然不是任何一种有意义的行为都符合理性。”最典型的有意义的行为是：你做了一个梦，你按照这个梦的指示去做了一件事情，然后你回过来为这个事情寻找理性含义的时候，你找不着，除非你体验过这个梦。


  并不是所有有意义的行为都是理性的。但是有理性的行为，我们总是赋予它理性的意义，使它对于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无意义的行为必定不是理性的。这样一种意义的含义，贯穿在我们吃饭、穿衣、读书、写字、走路、交谈……所有的生活当中。对于完全无意义的行为，布鲁默尔的论证引述了荣格的深层心理学的分析，例如，手指无意间的动作看来是无意义的，但有些深层心理学家，例如弗洛伊德和荣格，还是要试图赋予它一些意义。我们每一个人都熟悉的最经常的意义赋予，就是手指自发动作表明我们心情紧张。因此，理解人类行为，就不仅是要把握前面讲的霍曼斯整理出来的五条行为学原理，还要把握符号学原理。也就是说，要把人类行为理解为一个符号物种的行为，行为自身昭示着丰富的意义。


  但是，什么是符号？20世纪西方心理学的泰斗荣格在1960年出版了一本著作，叫做《人与符号》，这是一本畅销书，是写给大众的。在书里，他把符号（symbols）定义成为任何包含超过了它直观所表达的意义的意义的指号（signs）。指号是一个中间层次的概念，顾名思义，它的作用是指示特定事物。一个指号要成为符号，必须要包含超过了它直观所表达的意义的那些意义。比如说，如果电脑屏幕上出现了一只牛的图标，你点击这只“牛”之前，要知道它所指示的除了这个像是牛的动物之外，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含义——比如，这电脑如果是一个印度人的，你知道“牛”包含着其他的含义，一棵圣诞树，或者一棵松树，可能包含着对基督徒的其他含义。五星红旗是一个符号，火星人不会知道它里面包含着什么意思，但五星红旗对中国人就是符号，长安街是一个符号，就像华盛顿的两条主要大街一样，都是符号。在这个含义上，布鲁默尔论证说，整个人类社会就是建立在符号基础上的；要理解社会，必须理解人类的符号。从符号互动论的这种社会解释出发，假如这个社会被原子战争完全毁灭了，只有一个人留下来，她再生孩子，再建构起来的人类社会，还是这个社会，因为它的符号没有死。


  金观涛到了香港之后作了一些研究工作，其实都是在论证符号互动论。就是，中国社会的传统信息已经早就符号化了，所以王朝更迭不能改变这个社会，不能改变这个制度的基本形态。所以，了解社会，符号互动论是一个重要的视角，其重要性相当于新古典经济学。可见，符号在行为主体的意识中，要激发出符号的意义，需要这两个必要条件的合取：


  （1）行为主体一定要积累了足以觉悟到这符号所传达的意义的知识和人生体验。当我们到埃及法老王的墓穴里，看到里边的壁画，其实我们不知道它的符号学意义。因为我们不懂这个语言，我们没在他那个时代生活过，我们不知道它的含义是什么。拿破仑时代之后，考古学家把这些符号作了一种解读，然后我们才知道埃及人当时画这些画的含义可能是这个——还没有定论。所以，生活体验是激发符号意义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否则这符号就退化成为指号了，因为你不理解它的意义。人生体验是符号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和我们要接触的所谓“情境理性”密切相关。


  （2）行为主体要面对特定的情境。把你带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如果你根本不知道中国革命的历史，你就没有符号的感觉，就激发不出来这种意义。所以特定的情境很重要。如果你在月亮上看见一座纪念碑，那就通常不会联想到这是中国人造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那些牺牲的死难的烈士。这个场景必须发生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所以情境非常重要，情境足以激发出第一个条件所要传达的、能够传达的这种符号意义。


  这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情境，一个是生活体验。生活体验是主观的因素，情境是客观的因素，是你的环境。环境和行为主体的生活体验的交互作用，激发出了符号的意义。记住这两个条件，这是理解整个符号理论的最简单的概括。我琢磨了很多年写出来这两句话，教科书上是找不到的。


  迪亚肯的《符号物种》


  我们的一切行为无一例外都是“场景依赖”的，在这个意义上，因为我们的一些行为是人的行为，都需要具有意义，而这个意义是“场景依赖”的，迪亚肯（Deacon）写过一本书，叫《符号物种》（The Symbolic Species）。迪亚肯是波士顿大学的脑科学家。迪亚肯写的这本书很少有人注意到，尤其是经济学家。例如最近出版《语言与经济学》的鲁宾斯坦，他就没看过这本书，但他现在正在看这本书。


  这本书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他在这本书中挑战乔姆斯基的先天语法结构的理论。我们知道，乔姆斯基是全世界新左派的领袖之一。他的学术贡献是什么呢？无论是新左派还是新右派，都必须有一个学术根基。那么乔姆斯基的学术根基是“the poverty of stimuli”（刺激的贫困），你光靠条件反射的行为学原则来解释人类语言如此复杂以及在3岁以前就被学到这种程序这个事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刺激的贫困是说，条件反射理论根本就是贫困的，缺乏解释能力。


  乔姆斯基认为，人的脑子里，先天就种上了语言的种子，它是所谓“universal language”（普遍语法结构）。例如，我投生到中国，投胎到这个家庭里，马上就变成了汉语的语法结构，然后他就不再能接受其他的，比如斯瓦希里语的语法结构，进了埃及就学埃及人的语法结构。目前的事实都支持乔姆斯基的论断。但是演化论的事实更贴近迪亚肯的这个假说，我专门写过几篇文章介绍迪亚肯和乔姆斯基之间的关系。


  那么，语言最早在600万至400万年前（具体还不太清楚是多少万年前）出现，总之人当时从树上、从四足猿的时代落到地上，因为冰川期来了，树上没有东西吃了，所以就演化成两足猿。从四足猿到两足猿之间的时候，人们必须要适应一种新的情况，那就是围猎。因为四足猿生活在树上，一只手就可以拿果子吃了。它是个体的，不是社会的。但是落到地上之后，猿类根本追不上其他的动物，但又得吃肉，吃肉就要组成社会。


  对于我们这种弱小的物种来说，组成社会的第一个障碍，很遗憾，就是灵长目在树上生活的时候那种乱伦状态，猿类的性关系是非常紊乱的，不像很多鸟类，鸟类的关系很单一，很重情感，比如天鹅、鸳鸯。


  但是灵长目在落到地上之后，它需要合作，组成群体，到很远的地方去围猎，家里边可就只留下妇女了。有一本叫做《嫉妒》的书，是很重要的社会学著作。这本书里考证了这个过程，论证了迪亚肯1997年的猜测——语言的产生是为了克服嫉妒。在远古时代，壮年都出去狩猎，回来发现老婆都没了——因为营地里还有一些老弱病残的男人。总之《嫉妒》的作者认为，混乱的性关系造成的合作障碍，是需要克服的最重要的困难之一。这就需要有符号交往，需要确定关系：谁和谁是男女朋友，你不能碰她。这个交往的关系主要要由符号来表现。也就是说，人为了实现超越家庭以外范围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首先就要作一种符号的思考。符号思考非常需要脑量，所以人的脑容量开始扩大。我在几篇文章里介绍过最新的人类学的考古发现，它的含义就是这个（参见第十二讲）。由于人类合作的秩序扩展到了家庭之外，符号交往就更加成为必要，而且更加复杂，到了4.5万年前，人脑实现了脑容量最后一次突破，突破到了1500毫升之上，现在是2000毫升左右，几万年以来没有再变化过。为什么只是到45万年前才实现了突破呢？你找不到其他理由了，只有一个理由——那时候是地球历史上的冰川期，是最需要狩猎和合作的。


  根据迪亚肯的人类学考察，我们得到两句话的结论：语言和人脑是共生演化的（language and brain coevolved）；第二个命题，这命题的第二部分，是文化与制度的共生演化。由于有了符号，所以我们建造了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基于这种文化传统，我们有相应的合作制度。所以，按照哈耶克的思想，文化和制度又是共生演化的，这是第二部分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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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景认知和肢体认知的社会心理学表述


  这一讲的另外一篇文章，是2002年发表在《认知系统研究》学术杂志上的，作者是Semin和Smith，他们主要是要补充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现在最活跃的前沿领域，即对所谓“场景记忆”的研究，以及最近出现的对于“场景认知”和“身体认知”的研究兴趣。文章的题目包含“situated and embodied cognition”。这两个词的含义非常重要，“situated cognition”是“场景认知”，我们这个星期都在介绍这件事情。“embodied cognition”最早的研究者，是法国的现象学哲学家——梅洛—庞蒂（Merleau-Ponty）。梅洛—庞蒂有一本书叫做《身体现象学》，他在40年代开了身体认知的先河。今天，在认知科学里专门有一些学者回去找这位哲学家当时的著作，发现他已经有很多地方都在这个方向上发展，就是所谓“embodied cognition”。当代的很多思想家，例如哈贝马斯，在儿童期的心理发展方面也作过研究，他发现男性和女性儿童在逻辑认知方面有不同的发展极限，女性儿童天生就不可能有男性儿童那么强的逻辑思维。这个结论是他早期的工作，受到女性主义者的猛烈抨击，他也表示很无奈，因为这是科学研究。


  在有着强烈跨学科倾向的这个研究领域里边，这两位作者想要补充的是什么呢？就是社会心理学。所以这篇文章题目叫“Interfaces of Social Psychology with Situated and Embodied Cognition”。我们不详细介绍他们的研究过程，主要介绍他们的结论：社会心理学家可以补充到“场景认知”或者是“身体认知”里面去的一个关键性的概念是“态度”（attitude）。


  这个心理学上的“态度”，决定了我们的世界表达。在演化心理学看来，人类之所以需要有很多很多的“态度”，是因为它们省事。如果没有“态度”，我们需要理性地分析我们遇到的任何一件事情。我们要把它的流程图做出来，支付函数写出来，然后最优决策，最后决定“行，我吃这顿饭……”。要是有一个“态度”呢，就省事了，这是演化的结果。习惯性的态度是约定俗成的，你的态度就已经决定了你就要吃这顿饭，这很简单。所以，“态度”在演化心理学家看来非常重要。我们对周围的社会环境进行主观判断和思考的时候，由“态度”引起警觉和欲求。比如你饿了就会吃饭，“态度”让你自动决策，不需要理性的觉察。这是关于“态度”的演化理论所告诉我们的。


  推而广之，由于有了“态度”这种演化出来的功能，我们省了力气，节约了我们的大脑。于是，我们在社会环境里，对于周围的人和事物就都开始有了“态度”。有些人，我们一见就讨厌，就害怕，这是一种“态度”。今天的中国学者最怕的就是记者，所谓“防火防盗防记者”。如果有一个好的记者，他就很容易被淹没，因为谁都不见他。他想找好学者，好学者不见他，他能找到的都是没人要的学者——因为他被归到“记者”那类人里面去了，学者对他的“态度”就已经包含在其中了。这时“态度”就变成一种偏见。


  第二个关键性的社会心理学概念就是场景——“situation”。在社会心理学家的分析框架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角色扮演者。你回到家，如果你是父亲，你马上就开始扮演父亲的角色，这架子你是放不下来的；如果你是母亲，回到家，你很习惯进入厨房或者是卧室收拾，等等（我说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每一个人在人生中，每一天扮演着至少二十五六种不同的社会角色。你在教室里，扮演一种角色，在宿舍里又扮演另一种角色。你在每一个场景中的多数行为其实都不经过理性思考。假如你要把每一个场景里的每一个动作的合理性都用数学分析一下，那就累死了。我们都是按照场景，按照约定俗成的习惯行动，这往往比理性计算更恰当。要是你在马路上每走一步都要算出来最优的步法，那你走起路来就不像正常人，会被认为是疯子。我们说“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社会心理学认为“场景拥有力量”（situation has the power）。


  场景都包括什么呢？人际关系，群体组织，你在哪家公司工作？你是受IBM文化的影响还是微软文化的影响？首先是群体特征，然后是文化与社会的其他特征。它们都显著地影响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性行为。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必须同时关注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社会心理学，一个是个人的，一个是社会的。


  既然态度和场景取决于文化传统，那么，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发生了冲突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比如在全球化的时代，在“后9·11时代”，这个问题变得极端复杂。现在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找不到出路。不管是德里达，还是哈贝马斯、乔姆斯基等新左派知识分子，都解决不了9·11以后的恐怖主义的问题。现在我们还在努力试图解决，但是我个人很悲观，我看不见出路。因为不同文化传统以不同的方式，塑造出来不同的人，带来了不同的世界表达和认知方式，所以你很难让他们交往，让他们相互理解。


  于是，社会心理学家提出一个双向认知模型，叫做“场景与符号双向表达”。下面我们讲到脑的结构的时候，你会看到由迪亚肯和其他脑科学家描绘出来的解剖学的论证：我们的自我意识是在脑皮层的最高的层次上发生的。它是怎么出现的呢？它是“涌现”出来的。更低级的表达，比如说手指头，触摸到了一些事物，然后它自己有一个初级的感官表达，这个感官表达通过丘脑集结到了一个中层的统觉的表达，这个统觉表达再强烈一些，就被大脑触及到了。这样一层一层表达出来的时候，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最高的层次就是自我意识，通过自我意识，我们知道自我是存在的。


  这种表达在社会心理学里就叫做“场景和符号双向表达”。符号是用来表达抽象事物和超越场景的事物的。比如，我们在天安门广场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我们想到了纪念碑没有直接表达出来的事情。这是一种符号表达。场景让我们省力气，我们进入食堂，主要就想着吃饭，因为你进入了这种场景。场景是一种演化的结果。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符号表达呢？因为人类是这样一种物种，他不像猴子或者河马，或者一条鱼。后者生活在固定的环境里边，而人类在地球上到处跑，甚至上了地球之外的月球。人类活动的范围极大，他面对的不确定性极高，可以被称为“极端不确定性”。但这种极端不确定性又不是完全不可确定。理性之所以叫做理性，是因为在这样一种两极之间的，既不是完全不确定又不是完全确定的世界里，需要做一些合理的考虑。当环境几乎是完全重复出现的时候，我们把理性的行为转换成为习惯，也就是场景依赖的行为。饿了就吃，困了就睡，这是场景依赖的。你需要有卧室，需要有厨房、饭厅。还有一种是非常接近于完全不确定的环境，我们也经常碰到，这时候你没有办法依赖场景了，因为这个场景以前没出现过，这时候你就要创新，创新依赖的是符号表达。


  苯环的发明者做了一个梦，梦见一条蛇咬住自己的尾巴，他就把苯环的化学结构写出来了。这是一种符号的梦，弗洛伊德在《释梦》里专门引了这个例子。符号思考具有普遍化的意义。它可以把只适用于特定场景的正确行为推广到具有“相似”特征的无穷多的其他场景。所以“相似性”在符号表达和场景表达里都变成一个核心的概念，成为一个基础。符号表达依赖“相似性”。场景表达也依赖相似性，即只有与历史上出现过的场景的相似性对比，你才能够判断你的行为是不是合适。也就是文章中的这句话：“符号理性，虽然具有普遍主义倾向，却不是独立于场景的。人类不能摆脱场景。最重要的场景就是身体的约束。”例如，人有两只眼睛，假如你想像自己有三只眼睛，你的认知方式就很不一样。我记得咱们北大的科学哲学教授吴国盛写过一篇文章，当然，他没有想像三只眼的情况，但他论证，当人的两只眼睛恰好就在头顶上的时候，认知出来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这是肢体语言、身体认知对我们的理性思考的影响。这两位作者归纳出来了五条，主要是场景对于理性思维的影响：第一重是语言的；第二重是人际关系；第三重是我们的身体，一个先天心脏有病，不能够工作，在家里边待了50多年的女人，她受到这种肢体的限制，会有很多的怨恨、很多的不满，对别人的幸福、别人的痛苦，多少都有些扭曲的表达，因为她更痛苦，她更不幸，我们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总之，人的身体对人的思维是有影响的；第四重是产权关系；第五重是价值体系。这些场景都对我们发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同情心的博弈刻画和实验验证


  现在开始讲解本讲之中最重要的文章之一，即萨利（Sally）的《同情心与博弈》。萨利是博弈论学家，这篇文章2001年发表在制度经济学的权威刊物《经济行为与组织》这个杂志上。在这篇文章里，萨利的工作联结了亚当·斯密和行为学大师米德的两个思想传统。斯密的思想传统是同情心理论，是同情心、换位思考，使得人类有了道德情操，市场经济才有了道德基础，才不会发生“囚徒困境”那样的瓦解。米德的传统是符号理论：自我其实不是孤立的自我，是社会自我。


  [image: 400-01]


  在这两大传统之上，萨利建构了一个博弈论模型，并试图为它确立实验基础。他在1995年用实验经济学的办法做了实验。把“同情心”这个心理特征引进博弈的支付函数（pay-off function）。我们来大致看一下他的实验结果。他的论证很简单，因为我们的“思想史”课程讲到今天，大家都很熟悉斯密的论证，你们现在在这方面都很“内行”。根据斯密的描述，我们可以把“自我”看做距离空间里边的原点。跟我们相关的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空间里边有一个到原点（自我）的距离。这个距离很重要，它不仅仅是物理的距离，还包括更重要的社会心理的距离。


  和你最亲近的人如果在银河系的那头，你也会感觉到他牵着你的心，这个物理距离很远，但是心理距离却非常强大。所以，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概念就变得很复杂，这是萨利这篇文章最困难的地方——引起争议，到今天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承认的——就是因为他这个“距离”的概念。心理距离不好测定，不可实证。我们在国内也做过很多试验，试图在他之前测量这种距离，我个人就在他之前努力过这种事情，因为我也是数学出身，但最后我放弃了，咱们中国人没有西方人那种持之以恒的认真劲儿。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他这篇文章的难点，也是他的核心概念。萨利假设，我们对他人的同情感是这个距离的递减函数。也就是说，这个心理—物理距离越远，我们的同情心就越弱。这符合儒家学派的所谓“爱有差等”的观念。这里，萨利引了米德1930年的一本著作里对社会交往对儿童心智和自我意识的塑形作用的论述。然后，1995年他发表的实验经济学研究报告表明：如果不考虑“同情心”这个因素的话，囚徒困境合作解在实验室里发生的频率太高，而经济学的“囚徒困境”理论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合作几乎不可能发生。萨利援引了斯密和米德，引进了“同情心”这个概念。同情，对于斯密而言，不仅仅是对于他人悲剧的感受，我们还分享他人的愤怒，我们有换位思考。萨利认为，斯密临死时修改了这个同情假说，将同情假说修改到这样一种强烈的程度，使之囊括了三大命题：“看不见的手”命题、“劳动分工”命题和“分工受市场广度限制”的命题。


  我从斯密的著作里还没有读出这么强的结论，这个结论强了一点。从他引的斯密和米德的著作，我能看出萨利是经济学家里认真读书的人。所以你不能轻易放过这段话。同情，让我们能够认知和预期他人情感与思想。这是同情心在博弈论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含义。博弈的时候，我们都在猜对方的策略，充分理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对方的策略，而这样做的生物学基础正是同情心。正是由于同情，我们才能够换位思考，才能知道对方理性的行为可能是什么。这种能力，今天的认知科学叫做“theory of mind”（他心理论）。


  然后，萨利建构了一个数学模型。他用λ代表同情心。λ有一个前标，有一个后标；前下标指的是行为主体i，后下标指的是其他的一个行为主体j，iλj指第i个人对第j个人的同情心。两人之间的距离l是两个变量的函数。第一个变量是i和j之间的物理距离φ，它指除了心理距离之外的所有因素的距离，不一定是地理上的距离；ψ是i和j的心理距离，注意这个心理距离不一定满足对称性。物理距离，如果仅仅是几何空间的距离，那么φij=φji，但是，ψij一般不等于ψji。例如，你爱她，没准是单相思，她不一定跟你有这么近的距离。这种心理距离的不对称性是我们探索博弈均衡的存在性时出现的最大的困难。然后，萨利假设这两个距离的变化是在［0，δ］之间的实数域上的变化。当这个距离（物理的和心理的）趋近于零的时候，这两个人可以被考虑成一个人。所以，个人在米德的意义上是“社会自我”，在数学模型里变成“大我”的一个特例。当距离趋于上限δ的时候，这一个人分裂出来两个人，然后同时他越来越不认识他，最后变成了一个“他者”（the other），就是“我的地狱”的这个“他者”。这是存在论意义上的距离。


  于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在纳什均衡里面引进“均衡的距离”这个概念。当一般均衡出现的时候，没有人有动力改变这个距离。由于有所谓不对称性，这个均衡距离的求解就变得非常麻烦。例如，当你处在你认为她和你最合适的距离的时候，她不这么想，她有动机偏离这个距离，因为你们之间的心理距离不对称。于是，这个均衡变得非常困难。这是第一个困难，也是到现在为止我反复交待的这篇文章的局限性。


  然后，萨利论证，心理距离由于是主观的，所以它包含着丰富的不确定性。例如，你此时此刻心情好的时候，你跟你哥哥兄弟俩玩得特开心，到某一个时刻，你突然就特别恨他；姐妹俩也经常会发现这种情况，在美国你会经常听到女孩子对姐姐说“I hate you”，那意思就是她恨她姐姐，她姐姐什么都占先，男朋友最多，化妆品最多。所以，心理距离包含着丰富的不确定性，它不是我们介绍过的极端不确定性，而是丰富的、种类很多的不确定性。这类不确定性很难测度，它是情境依赖、场景依赖的，另外，还依赖于社会的错误塑型、偏见。学者们说“防火防盗防记者”，这“防记者”是一种社会偏见，是由社会交往而生成的错误共识，偏见妨碍我们的认知，妨碍我们认识真理。这是关于心理距离的一些社会理论的看法。


  接下来是实验验证。1995年，萨利以大学生为被试群体，进行了一年以上的囚徒困境的重复实验。这些大学生都是不变的，你这星期参加，下星期还参加。一年以后，再做这个实验的时候，他发现合作的概率大大提高了。为什么呢？因为学生之间有情感了，互相之间认识了，不好意思背叛对方。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现在，他要用博弈模型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


  这是我们熟悉的囚徒困境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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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peration”和“Defection”（背叛），从支付矩阵可以看出，背叛给你自己带来额外的好处，给对方带来极大的坏处。这是整个这个支付。


  然后，我们可以想像，两个互相完全没有同情心的人最可能发生背叛。如果引进距离的话，我们先假设只有心理距离，因为实验室里的物理距离是很近的，假设主要是心理距离在发生作用。那么，对应这个支付的格局，我们可以把他的心理距离看做δ。所以，同情的函数值是“0”，就是一点不同情。所以，博弈者之间不合作，完全靠理性决策。


  合作的情况有很多种。其中有一种情况，即两个人相互之间的心理距离很近，同情心很强。所以他们可以有充分的相互信任，所以就合作，合作给双方带来好处。那么，扩展了的囚徒困境博弈是这样一个支付矩阵。按照萨利给出λ的计算公式，当心理距离是上限δ的时候，同情心是0；心理距离最小的时候，同情函数值是1。这两种情况分别对应这个矩阵的策略，即两个纯策略——合作和不合作。


  接下来，萨利给出了四个不同的同情数值——1，3/4，1/2和0，四个同情的数值、函数值，它们的组配得出这样一些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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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着任何一个同情值，都存在着一组纳什均衡解。所以，这个博弈的解是连续的。在附录里，萨利给出了广义的、对称的、不再用数值表达的囚徒困境的支付。他用C、D、A、B这四个字母表示满足囚徒困境的数值关系。该博弈的均衡点对应着任何一个A的同情值，按照刚才的支付矩阵，有一个均衡解。大多数策略都要求亚当·斯密所说的换位思考。这是作者的一个附论。主要的结论用两张均衡的分布图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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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横轴上是参数s，它代表当你被别人背叛的时候的损失；纵轴上的参数t，是你出卖别人的时候得到的好处。当出卖和被出卖的好处和损失都很小的时候，无关紧要，因为赌注很小，风险很低，所以博弈的解都是合作。当被别人出卖的风险偏高，同时出卖别人所得到的好处不多的时候，你可以想像，就会出现多均衡。在这种极端情况下，有三种均衡：陌生人之间不合作，这是一种均衡解；认识的人之间，同情但是还不合作，因为被出卖的风险太高，比较有意思的是图上画斜线的区域，当同情心占1/2时，不是很熟的人会发生合作。由于心理距离不是对称的，你同情他，他不同情你，他对你的同情心是0，所以每次你跟他合作的时候他都要出卖你。那你为什么还要跟他合作呢？这是一个你们需要回答的问题。在s区域还有一种对称解，即他同情你，但你不同情他，每次都背叛他，但是他很“贱”，每次都要和你合作。这两种情况在社会学里非常重要，它对应的区域的特点是：出卖别人的回报相当高，被出卖的损失不是太高。在这个区域里边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人？囚徒困境的这种解被萨利叫做“礼物的互换”，即这是有同情心的人送给没有同情心的人的一份礼物——虽然你每次都出卖我，但是我不在乎，我送你这礼物，因为我喜欢你。这个区域是社会学非常重视的一个区域。


  然后，萨利做了一个仿真实验，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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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利观察到，当心理距离的上限降低，即人与人之间更能相互理解，同情心的底线上升的时候，纯粹合作的区域迅速扩展，迅速切入整个观察区。也就是说，在任何一对t和s参数值的实验里，你都更有可能观察到纯粹合作。这就解释了萨利在实验中观察到的合作现象。传统的经济学解释不了这个现象，必须要用同情心的因素来解释。


  场景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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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认知心理学》杂志200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讨论了“场景记忆”，场景记忆在英文里叫做“episodic memory”，是关于事件和场景的记忆。这个场景，是“which are uniquely characterized by a specific time and space”，关于时间和空间惟一性的场景。它是事件所发生的场合的记忆，而不是事件本身的记忆。你到过一个你认识的总裁的办公室，你记忆犹新的是那办公室的摆设，左边是一排书架，右边是一排落地窗，中间是椅子，这总裁本人的名字可能在记忆中消失，但这种场景记忆不会消失，这个场景会长期留存在你脑子里。这是一种场景记忆。在心理学研究里，对场景的记忆不同于对总裁名字的记忆，后者是语义记忆，是和符号相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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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场景记忆”，我们要讲的第二篇重要文献是Simons和Spiers这两位作者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文章。《自然》隔一段时间有一个Review，是最重要的科学论文的回顾。这上面的文章都是约稿，投稿是不会发表在Review上的。


  2003年8月份的Review讨论的是脑科学。Neuroscience通常翻译成脑科学。这两位作者都是英国人，这篇文章跟我们相关的主要是：场景记忆的解剖结构或者神经学结构的基础是什么。人类具有场景记忆，其他一些高等动物也具有这种记忆，例如人类的近亲黑猩猩，有可能记住“过去”；还有一种是会唱歌的鸟，英文叫“singing birds”，会唱歌的鸟和不会唱歌的鸟脑结构不一样，会唱歌的鸟，有可能记住“过去”，可能有场景记忆。


  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只有高等动物有“过去”的体验。而人类有很强的关于“过去”的体验，这就是个人的历史性。历史性构成了自我存在的基础。你之所以是你，不是其他人，是因为你能记得住你的“过去”。这一现象，长期以来吸引着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思考。


  在脑解剖学里，根据“脑功能分立学派”的学者的看法，每一块脑区都主要司掌着某一种职能，这是功能主义的一个延伸。这一学派是目前的主流。还有一派对立的看法，就是说你不要区分功能，因为脑的结构有替代能力。要是左脑损伤了，出了车祸，那么右脑马上就取代一部分左脑功能。所以，脑的功能是一个整体。但是，整体学派不占主流。由于得到科学实验的支持，分立学派成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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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按照分立学派的看法，主管人类场景记忆的是这样一个区域，主要的部分是“hippocampus”（海马区）。然后是丘脑（thalamus），丘脑是感觉信号传达到理性思维的大脑皮层中间必经的交通枢纽。然后是乳头体（mamillary bodies），乳头体是一种乳头状结构，很小很小，但是它控制着我们的生命节律，人体的时钟就在这里边。包括这三个部分在内的脑区现在还没有具体界定，今天，科学家还在探索这个区域的详细的边界在哪里，还是有争论的。有时，我们把它翻译成“哺乳动物脑”。因为这个脑区是在生命演化到哺乳动物这个阶段形成的。这个系统英文称为“limbic system”，翻译过来就是“边缘系统”，我更喜欢用“哺乳动物脑”，这个说法很直观。更直观的、不正确的翻译，叫“中脑系统”，因为这一系统刚好是在脑的中间位置。在哺乳动物之前，还有一个脑叫“鱼脑”，因为我们人的更早的祖先是鱼，是“有骨鱼”，带脊椎骨的鱼。下面会看到“有骨鱼”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哺乳动物脑的主要功能是长期记忆。这个系统支持着人类与时空场景相关的记忆的储存和提取。


  这两位作者说，支持这一看法的事实是，有一些人得了癫痫症（即通常说的“羊角风”），为了控制他的痛苦，要做海马区的切断手术。海马区是一个钩状结构的下半部分，它的上半部分叫穹窿体，在这个结构的外围做切断术，就切断了长期记忆。于是，这些人的空间记忆就发生了损害，记不住脑手术之后发生的事件，但可以回忆起他以前到过的城市，以及大部分关于空间的体验。


  在场景记忆里，第二类重要的事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的“似曾相识感”。“似曾相识感”，英文叫做“familiarity”。比如，你到了一个城市，下了火车或者飞机，你突然觉得这个城市那么熟悉，但是你就是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来过，你妈妈跟你说，你从来没来过这个城市，这就是“似曾相识”。有一些科学家专门收集人类的“似曾相识感”。例如，有一对印度夫妇，他们生了一个孩子，长到三五岁的时候，突然就觉得他去过某城市。其实，他从来没去过那个城市。于是父母带他去了，到了那城市他就感到很熟悉，他认识这个城市的道路，并且说自己以前就住在这个城市的某个地方。他把他父母带到那条街上，进了一个大宅子，看门的老仆人问他找谁，他说了一个人名，老仆人说，这个人是这宅子几十年前的旧主人，现在早已死去了。这个案例收集在《前世来生的科学例证》这本书里。按照这位科学家的论证，人类是“生而健忘”（born forget）的。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就注定了忘记前生。只有少数例外之人记得住前生的体验，所以这孩子到了这个城市，他对这城市“似曾相识”。你可以说这是迷信，但我不认为是迷信。你要“open your mind”，让你的心智对所有的事实开放。


  这个“似曾相识感”如此重要，如此具有神秘主义色彩，尤其引起我的激动。“似曾相识感”不仅紧密联系着海马区的场景记忆和个体存在的意义基础，而且它本身也是目前研究的一个热点。因为康德曾经说过，在五种感官中，触觉是最外在的感觉。听觉可能也是外在的感觉，因为它是直接审美。视觉可能也是直接审美。最内在的感觉，“the most internal sense”，康德说是嗅觉和味觉。嗅觉和味觉是纯粹私人性的感觉，你无法交流。不像视觉、听觉和触觉，嗅觉和味觉是缺乏主体间客观性的两种感觉。在嗅觉和味觉里边，最敏感的、最内在的是嗅觉，为什么呢？它最原始，因为它在鱼类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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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曾相识感”的认知的神经基础，叫做“嗅脑皮质”（peri-rhinal cortex）。Cortex，通常在中文里翻译成“皮层”。嗅脑皮质不是在大脑里边，它不是在最上面的“心脑结构”里，它在“中脑结构”里。它也是一层薄皮，大概两三毫米或者五六毫米厚。“嗅脑皮质”就是从嗅觉逐渐演化出来的一层包围着嗅泡的皮质，它与嗅泡周围的脑区，包括海马区，很密切地联系着。为什么从“嗅脑皮质”生长出来了所谓“似曾相识感”？下面还会继续介绍。


  “基于似曾相识感的记忆”是这样定义的，“recognition of previously presented items based on a feeling of familiarity in the absence of recollection of the earlier study episode”。例如，受试者被指示在某个场合之内记住一组英文单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心理学家对受试者作一调查，当他们再念这些单词的时候，会说：“虽然我想不起来在哪学过这个单词，但我看到这个单词就感到熟悉。”记忆单词是一种语义记忆，你认识这单词，但是你已经忘了是谁教给你的，在什么场合下教给你的。还有一种情况：你见过这个人，你就是想不起来，你能想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但是你说不出他的名字来。MIT的脑科学家Steven Pinker观察过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就是记不住她丈夫的名字，只能记住她丈夫是她丈夫，这种分离非常典型。科学研究者必须把记忆现象作非常细致的分类，才可以讨论诸如“场景记忆”这样的概念。例如，对“场景记忆”，可以作如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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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种“似曾相识感”，我们找不到理性的根据。我们只是觉得熟悉，记住，不能编码，不能用理性去分析论证自己认识、知道这件事情。后者是“知识”，知识不同于这种“the feeling of the familiarity”（熟悉感）。当你能够论证这个事物的来龙去脉的时候，那叫“knowledge”——“知识”或者“知道”，这不一样。当代心理学的研究焦点是介于“知道”和“不知道”之间的这件事情。根据哺乳动物的演化史，我们能够判断，“嗅脑系统”，就是围绕着嗅觉发展起来的脑功能，很可能兼有“记忆”和“想像”这两种职能。


  形成“似曾相识感”的这种能力和人的创造力有密切联系。你有没有过那种创造的感觉，那种兴奋感？那时，你的整个情绪都激动起来，因为你找到，你看到了一条出路，你有了一种灵感。这灵感是很熟悉的，但是你说不清楚它是什么，这就是基于“似曾相识感”。所以，它与“想像”密切相关。


  从2002年到现在，在美国的公众传媒里，脑科学已经非常普及了。我们的舆论落后了很多年。在美国的大众刊物上都有很多涉及脑科学的文章，这是MSNBC提供的我认为最好的一张图。


  这张图引自嗅觉学会（Sense of Smell Institute）的网站。大家看，左下侧是鼻子，上面是眼眶，框子里框出的是嗅泡，这是我们的两个鼻孔伸进来的感官。这个嗅泡直接进入中间这个圆圈，我自己翻译成“中脑”，因为它正好在脑的中部，外边是大脑。这“中脑”的翻译是不对的，你们一定要知道，但是它比较形象，正式的名称是“边缘系统”。边缘系统是哺乳动物时期演化而来的。它最核心的部分是长期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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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的图引自我们介绍过的2003年的文章，这幅图的前额向右，左侧是小脑。中间的圆圈，标示的是刚才所说的“哺乳动物脑”，严格的名称是“limbic system”（边缘系统）。大家可以在图中看到海马区和乳头体，其上是自我意识中枢。今天我们可以大致达成共识：人的自我意识中枢如果被移除，就没有自我意识，边缘系统中靠近顶门的这块，恰好就对着所谓ACC（Autonomous Consciousness Centrum），“自我意识的中枢”。最近若干年，科学家都在研究这一小块地方。功能学派认为，只有单一的神经，一根神经，控制着自我意识。因为它不可能是两根，如果是两根或者三根，那就会导致多重人格或精神分裂。那么这一根神经在哪呢？很难找。因为它的量级太小。那么多神经，要找到这根很难，所以有很多人就不相信这个看法，他们提出整体学说，认为自我意识是脑的整体功能作用的结果。


  箭头1的部分叫做尾状体，它像一根大尾巴似的。尾状体的里边有一个小弯钩，这就是刚才所说的长期记忆体——海马区，它像一个小海马似的立在那里。尾状体上面的弯钩（箭头2）叫做穹窿体，它支撑着整个丘脑的上半部分，这里边是丘脑。五官的感觉都通过它传递到大脑。


  这是边缘系统大致上的解剖结构。大脑皮层像一块“豆腐皮”，里边有一个负责听觉的豆腐皮，就是颞叶。颞叶在我们两耳后边。在这张图里，耳朵被“切掉”了，跟耳朵帽似的盖在耳朵上的大脑皮层就是颞叶。这篇文章研究的主要区域是颞叶中回，就是颞叶中间的那个头。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它正好盖在长期记忆体的外边。所以，按照经济生长的法则，很自然地，它最短的路径就是到边缘系统。于是，它就变成了大脑里边最密切地和我们的自我意识、长期记忆相关的部分。


  人类学家Richard Klein在近著《人类文化的曙光》中论证，整个前额叶的扩展过程，都是在4.5万年前才完成的。从而人类的“neocortex”（新脑皮质）远远大于我们的灵长类亲属的脑容量与身体的正常比例。新脑皮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额叶，它又被分成了前部、腹部、背部这三个重要的部分。它们之间的关联，你可以看到，这就是那个嗅脑系统，围绕嗅泡发展起来的两块嗅脑。然后它们和大脑皮层其余部分产生了关联，上图所示即新脑与穹隆体和海马区，即两侧海马区——外海马、内海马之间的关联。然后开始实验。这个受试者被要求回忆他个人的经历，叫做“主体亲历回忆”，即对自己亲历过的体验的回忆。这时被试要套上核磁共振脑成像仪来看被激活的脑区。由于长期记忆只分成两个主要的类别：一类是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是语义编码部分，还有一类是场景记忆（episodic memory），是有关场景的和个人情感的、把我们带到过去的温暖的那种回忆，又叫“情境记忆”。


  那么，这两种记忆怎么被分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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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涉及个人“亲历回忆”、仅仅涉及语义编码行为的时候，所激活的区域（箭头1），就是前额叶的中部。然后，当你听到一些发音的时候，要去搜索字典，辨识语音的逻辑过程，这时候被激活的区域，就是沿着眉梢到眼眶中间的脑区，我们叫做眶前额叶，这部分脑区主管逻辑思考和社会认知，而语言是社会交往、社会认知的激活最重要的部分。当两侧的眶前额叶受损的时候，人的性格会发生巨变。比如，有一个铁路工人，在一次爆破工程中出了事故，一根钢钎从他的颧骨底下穿到了眶前额叶的上边，这工人原本性情温厚，很有人缘，但等他病好了以后，就变成了一个冷血动物，完全没有感情，失去了同情心。这个案例非常有名。他被损伤的部分就是眶前额叶，在损害了这一部分之后，他完全完全没有了社会认知的能力。就是，当他进入社会之后，变得不认识任何人，就像一只野兽。这是眶前额叶的社会认知的神经学基础。最后的区域（箭头3）主管道德评价。它有两块，一个是在前额叶的中上部，还有一个是在边缘系统上侧。


  前额叶的一块脑区负责对行为的监督和评价。2003年《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引起了轰动。其实，这个成果是我们早就知道的，只不过记者突然发现了它，并把“道德评价的中枢”写人了新闻稿。记者很夸张地说，我把这个中枢给你割了，你就是一个不道德的人。这完全是西方式的思维方式，而且只是一家之言，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割掉它以后会发生什么。但我们知道，这个区域在正常人身上对应着自我意识和道德评价。


  右边的部分代表场景记忆。我们的枕叶是负责视觉的，顶叶是负责动作的。动作很重要，因为它是我们空间想像力的基础，我们生来是动物，必须在空间中不断活动，而不是像植物那样固定不动。这个浅色区域正好是顶叶、视叶和颞叶的交合点，就是动、视、听三个脑叶的功能区的交接部。而且，它覆盖着边缘系统，所以它是最重要的社会认知和道德评价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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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实验的具体的情况，右侧是相应脑区的激活状况。我们只关注中间这条曲线。因为中间这条曲线，是“似曾相识感”。


  人类“知”的三种基本状态是：


  （1）知道（曲线1），就是不仅仅是熟悉，是根本就能论证它；

  （2）似曾相识（曲线2）；

  （3）不知道（曲线3）。


  我们人类能够作出决策。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但还有一种是最难把握的，它是创造性的源泉，这就是“似曾相识”，它对应着中间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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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表示了大脑皮质对信号变化的反应，分别是顶叶和颞叶中部激活的状况。实验的对象被要求看这三种图形：


  （1）文字符号，它激活的是左脑半球纯粹的语义记忆，因为左半球主管符号认知，右半球主管形象认知，因此，右半球激活的比例不大。这里，L柱状图表示左半脑，R柱状图表示右半脑的相应脑区。


  （2）面孔的识别，典型的形象思维。人类的哺乳动物时代就养成了对于面孔的敏感性。孩子必须熟悉父母的面孔，如果不熟悉，儿女就不能信任父母；所以在社会认知里边，最重要的、最新发表的论文，都集中在面孔识别的研究上。北京大学的沈政教授领导的国家实验室，做的是猴子的面孔实验，他用实验员不同的面孔来测定猴子的熟悉感。北师大也有类似的相关文章。这篇2003年的文章统计出，右半脑在面孔识别时激活的部分大大超过左半脑。这是左右半球的一个我们都熟悉的分工。


  （3）最有意思的是，介于纯粹的符号和纯粹的图形、象形之间的图标，图标的认知。它激活的是同等程度的左右半球。也就是说，图标这种中介符号，很可能诱发人脑的创造性的部分，但是我们还不知道确切情况，这只是一种猜测。


  以上是一些统计的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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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细致的研究，以大脑的左半球为案例。我们看到，在受试者做“亲历回忆”的时候，个人的历史感被激活了。也就是说，你的自我意识，你为什么存在，你生活的意义，你的过去是什么，你是谁，这些根本性的问题，都通过“亲历回忆”被激活。请大家自己看幻灯片上的解释。“亲历回忆”激活的信号，它的传递路线是红箭头传递的，最先激活的是海马区，它是大脑边缘系统核心的部分之一。整个海马区发出来的自我信号，是“亲历回忆”的激活信号的主体。这些信号沿着三条路径传递。这多条路径都说明，当你回忆你自己亲身体验的时候，最重要的部分是你的边缘系统的激活，然后再扩散到其他的理性思维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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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图显示了长期记忆被存储进去的时候，它的路径是怎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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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图是当长期记忆被提取出来的时候的路径。长期记忆包括两种记忆，这里主要说的是场景记忆。这张图描绘了当场景记忆被提取出来的时候，前额叶和颞叶中部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


  理性与信仰


  现在我们回到休谟。休谟对上帝存在的神学论证，概括如下：


  （1）宇宙如同一架机器；


  （2）如果宇宙如同一架机器，那么在宇宙和机器之间，有某种相似性；然后，按照人类的经验，相似的结果一定有相似的原因，这是推论的第二步；


  （3）作为论证的第三步，既然相似的结果都已经看见了，就是一架机器、一块手表和整个宇宙，它们是相似的，那么我们就预期有相似的原因。


  于是，我问你们这个问题：“上帝是什么？”


  刚才我们蜻蜓点水地介绍了一点脑科学，其实，我已经在里边泡了很多年。但是，只要接触一点脑科学，你就可以感受到罗素说这段话时的心情：


  如此看来，科学更让我们相信，世界是漫无目的的，毫无意义的；从今往后，我们的理想必须寻到安身之所，如果还能寻得到的话。人的出生、成长、希望与惧怕、爱与信仰，只不过是原子的偶然排列组合。激情、英雄气概、深邃的思想与强烈的感受，都不能留住生命，使它逃离死亡。世世代代的劳苦，全部的热情，所有的灵感，辉煌的才华，是注定要在太阳的茫茫的死亡中消失。人类成就的殿堂，终归要埋在宇宙废墟的瓦砾中。所有这一切，即便不是无可非议，也是真实确凿，任何哲学都无法否认它。只有在真理的绞刑架上，只有在不屈的绝望中，灵魂才能踏实的居住。


  这段话转引自克拉克的《重返理性》，这是一本神学著作。在《重返理性》的第66页，作者说，有神论者面对一个更根本的难题，即“恶的生存性问题”——当我们体验过“恶”的时候，比如说纳粹集中营，你是幸存者，这时候，你还相信上帝吗？“对于可怕的‘恶’的体验，虽然在逻辑上不能让我们否定上帝可能存在，但实际上，却具有使人与上帝分开的心理力量。”


  20世纪著名的神学家刘易斯在60年代出版了一本书，叫做《痛苦问题》（The Problem of Pain），在这本书里，他讨论了关于苦难的问题。几个世纪以前，莱布尼兹就已经注意到，如果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如果上帝是全知、全善和全能的，为什么他让这个世界有“恶”？这叫做“神正论”问题。为了回答这个“神正论”问题，刘易斯讨论了苦难。为什么会有苦难？苦难是上帝对人性的考验。刘易斯用理性的论据说服过很多人，使他们相信上帝是存在的。但是，到了他的晚年，有一位女性从美国给他写信（刘易斯是英国人），因为看了他的书，所以信仰了上帝。然后，这两位就有了情感上的关系，后来这女子旅行到英国，与刘易斯结婚。但是，结婚之前，刘易斯已经知道这个女人得了癌症，于是，他们的情感就在病情的反复之中，变得更加浓烈。终于，她死去了。作为这段痛苦经历的一个产物，刘易斯写了这样一本小册子，叫做A Grief Observed——《被观察到的一段悲情》。


  在这本书里，他反思他对痛苦的体验，他说：“我祈求上帝，哪怕1%也可以。却没有回答，只有锁着的门、紧闭的窗。空白，绝对空无一物。此刻，上帝在哪儿？”这是一种最令人不安的状况。当你快乐的时候，你不觉得需要上帝。为什么在顺境中，他以命令者的姿态出现，而在困境中，他却缺席？这也是在纳粹集中营里很多人都在问的一个问题。


  于是，理性主义者，像刘易斯这样的大家，开始怀疑上帝。我们为什么要违反所有的证据，说上帝存在或者说上帝好呢？这个问题留给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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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讲：总复习


  引言：若干概念的澄清


  一门课总有一个结尾，我们的这门课也不例外。从讲这一门课开始，我们度过了11个星期，这11讲之后，我将在这堂课上给各位一个反思的头绪。我们的课程提纲规定了它本来应当完成的任务，但有几样没有实现。我相信国外的大学里没有这门课，因为经济学不思，它不打算思想，所以，也就不可能有经济学思想史。


  按照国外的课程体系，在英文的“History of Economy Thought”这个题目底下，通常讲的是经济学史，而不是经济学思想史。中国大学里的“经济思想史”与我们的课程也不一样。按照我们北大的传统，这门课叫做“经济学说史”，和我们的“经济学思想史”有很大距离。所以，这门课可能比较独特。由于它的特殊性，我没有讲完我开始设计的最后一部分内容。从斯密开始，经济学家开始反思他们自己的思想，之后到了最矛盾的一个人物，就是小穆勒。然而，我们从小穆勒以后讲到的内容里，没有正式介绍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这两个今天最有影响的经济学思想流派。但是在讲述的过程中，我们经常引用这两个学派的思想，另外，我们很多同学可能还要选这方面的论文主题。“经济学思想史”是什么？我当然不能替你们回答，我自己也没有现成的答案。


  “经济史”记录经济活动，这是历史的古典定义——“记录”。“经济思想”是对经济活动的反思，“思想史”是经济思想的记录。“经济学”与前两个概念不同，一旦上升到“学问”，就一定是逻辑的。经济学是以“逻各斯”的形式表达出来的经济思想。因此，“经济学”和“经济思想”是很不一样的。


  西方的大学里边讲述的“经济学史”，即刚才我们说的“History of Economy Thought”，记录的是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我自己不能给出“经济学思想史”的确切定义，但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确证的，就是我们所讲授的“经济学思想史”，同时包含了三个层次的内容：


  （1）经济活动的历史，也就是经济史；

  （2）经济学说史，或者说是经济思想史；

  （3）经济学的，也就是经济思想的逻辑表达的历史，即经济学史。


  对自愿交换原则的反思


  经济活动是最基本的一种生活方式。布劳代尔把它区分成两种主要类型。一种从地球起源之后不久就有了，即从微生物开始的“物质生活”的历史。在物质生活发生了很久之后，大约是七千至一万年前，产生了所谓“基于交换的经济形态”，从这发生出来我们研究的主要的经济史的对象，就是“市场经济”。


  资源配置的机制有很多种，根据韦伯的分类，它分为传统的、指令的和市场的三种方式。“传统的”资源配置方式包罗万象，包括家长制的、部落的、礼品交换的和神权的等等。“指令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军事共产主义的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但是，它们在历史上都持续得比较短暂，没有像交换的资源配置机制那样长久。所以，我们主要是研究市场机制，也就是交换经济。


  其实，市场是什么，也是一个我自己尚不清楚的问题。但是不管你们和我清楚不清楚，我们总需要用“市场”这个词。市场允许和鼓励任何潜在的买家和卖家卷入与其他买家和卖家的自愿交换过程。市场遵循的主要是自愿原则。但是，这个自愿原则其实是很成问题的一个概念。如果有人被逼得跳楼了，他是自愿跳楼吗？从他决定跳楼这个角度考虑，他肯定是自愿跳楼，但那是真正的“自愿”吗？市场里的自愿原则到底是如何界定的呢？到底意志自由到了什么程度才算是自愿？


  但自愿原则又是一个很根本的条件。我们都知道，在违反自愿原则的条件下，市场结构是不合道德的，应当修正。但是，我们没有一个确切的界定方法来界定“自愿”。如果你认真思考什么是自愿，最后你会发现，自愿这一概念依赖于每一个个体在特定的社会环境里所拥有的权利是什么。法律用语称为“the status quo”（既有状态）。这既得的权利是怎样赋予每个个体的呢？如果某人有这项权利，并且被侵犯了，那么他是不自愿的。除非他自愿放弃这项权利，那就涉及到了交换。所以，对自愿概念的深入探讨，会把我们带到第十讲——关于正义问题的社会理论里去，变得很复杂。


  不管怎样，我们只好先使用这个“自愿”概念。它比“市场是什么”稍微深入了一些。自愿交换反映了参与交换的个体的偏好。这是另外一个特别引起争议的陈述句。它是什么意思呢？从实证科学的角度，萨缪尔森最早提出，只要我们观察到个体交换者在不同的价格之下愿意买卖的数量，我们就能够揭示出来他的偏好。这就是萨缪尔森的“显示偏好原理”。他在20世纪50年代用代数方法证明，只要你承认交换是自愿的，在竞争性的竞价机制下，需求曲线就向下倾斜。萨缪尔森从可观测性的角度定义市场，具有革命意义。从那以后到现在，我们通常釆纳他的理论假设——自愿交换的行为是个体的最大化行为。但是，这里包含着很大的问题。如上所述，一个人跳楼自杀，他当然也是“自愿”的，但那是真正的自愿吗？


  所以就有了另一个思路——从公理化的角度，提出一套描述自愿原则的公理。比如，它满足关系的完备性和可传递性。然后，我们就说这个关系所导出的偏好是理性的。但是，我们下面会看到，从公理化的方式、角度出发，先验地描述偏好会太宽泛。因为，所谓“先天理性”的自愿交换行为，它惟一不违背的理性假设就是逻辑无矛盾。可是，逻辑无矛盾就意味着，在全体现实的行为之外还包括进来了许多其实在现实世界中很难发生的逻辑无矛盾的偏好。这就导致了相当多的问题，比如“阿罗不可能性定理”。


  总之，经济学一开始就碰到这么一个问题——“自愿交换原则”。然后我们从两个角度，从实证检验的角度和公理刻画的角度来接近这个自愿交换的本质。但这两个思路都不理想，都有各自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市场理论假设每一个个体都是在不损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参与交换。这是一个教科书上的命题，但没人能证明它。


  理论是一种智力建构，它的基础结构是一组逻辑无矛盾的命题。它的宗旨或目的是要解释一类特殊现象。所以，理论必须有针对性，泛泛地解释一切的理论不是理论。所以，这组命题不为自己制定这样的任务，即解释现象的全部性质。它只是解释现象最重要的性质。但是，什么是最重要的性质？这就涉及理论建模的艺术。克莱普斯在微观经济学教程里反复强调，经济建模实际上是一种艺术，它不是理论，而是应用理论来解释重要现象的艺术。理论家最需要的是这种艺术性的直觉，即一把抓住他认为最重要的那些现象、那些特征。在这里，我又要提一下周其仁——我曾说，周其仁是最出色的理论家，这个命题几乎遭到所有理论经济学家的反对，因为周其仁从来不发表理论方面的文章。但是，他具有这种能力，他把现实中间他认为重要的性质一把抓住，这是一种艺术。没有理论，事实就没有意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不用再详细论述了。但是，经济思想史或者说经济学思想史的研究，总是把我们带到这个陈述面前——研究者对于事物之间关系的想像和表达受到他所相信的意识形态的影响。阿罗说，“每一个经济模型后面，都有一个社会立场。”理论一旦被表达出来并被普遍接受，反过来也会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例如，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非常成功，到处被运用，于是，它成为塑造新的芝加哥大学毕业生的想像和表达的那种主流意识形态。制度通过意识形态，复制制度的接班人，从而复制自身。这也反映在经济学的传统里边。


  理论的另外一个成问题的前提是“公理”。我们知道，“偏好”是一组公理。但什么是公理？公理是所谓“自明”（self-evident）命题，它不需要进一步接受检验。经济学思想史的论述告诉我们，这些自明的命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的意识形态。因为理论是演绎的理论，所以它的公理假设就成为最重要的因素和出发点，也就是根基。


  经济系统的演化


  在经济学里，从马歇尔到今天，我们知道有两个最长期和最根本的因素。第一项是经济的因素，第二项是宗教的因素。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序言里说，这是社会理论的两项公理。马歇尔很清楚信仰的重要性，所以他把宗教的力量写在序言里，在以后的论述中，他回避宗教问题，但尊重信仰和宗教的影响。但是到了今天，这种分离几乎不太可能了。我们对于“偏好”，对于经济学理性的研究，把我们又带回到了出发点，你不得不研究理性到底是什么。经济学说的理性行为，以及行为学说的理性行为到底是什么？对情境理性的研究，必然包括对人的符号能力和符号活动的研究，而这是很有挑战性的工作。


  这样，经济史上的人类行为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是经济的影响，还有一个是符号的影响。宗教是一种符号，宗教仪式是一种符号行为。这一符号行为的历史和物质活动是并行的。经济的影响，通过人类对物质活动的理性控制塑造了人类社会。比如，工业化塑造了现代社会，今天的我们已经不愿意回到似乎是没有希望的农业社会了，大家都愿意买汽车、坐飞机、看电视、看好莱坞电影、听mp3……所以，技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塑造性的影响特别严重，难以反抗。几乎惟一的反抗力量从哪里来呢？批判活动。从符号活动中来。所以，伴随着技术进步的是人类的符号的历史。对符号历史的考察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了脑的演化过程。


  我们知道，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符号行为是人类的近亲尼安德特人做出的，而他们已经在2.8万年前绝种了。出土的尼安德特人的符号大概可以追溯到5万年前。尼安德特人有非常发达的艺术细胞，考古学家们猜测他们有宗教，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他们有艺术。而艺术是一种符号行为。


  在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是物质生活，它延续了大约20多亿年。其后出现了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的符号行为，大概是5万年前出现的。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的基于分工的交易行为，是在大约1万年前出现的。


  最早的交换行为是细胞分裂的交换。生物学家一直很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两性之间的交换。细胞分裂逐渐演化，到了性的分工更专业化的时候，就形成了雄性和雌性。然后，再到人类的这个演化阶段，出现了家庭内部、家庭之间的交换，两性之间的分工。恩格斯也承认这一点：最早的分工，是男女之间的分工。然后，是家庭之间的交换，按照考古数据的支持，是在大约5万年以前。这是为什么呢？


  在非洲的东岸和南岸，古人类学家沿着一条河谷发现了十几座洞穴。按照Richard Klein在《人类文明的曙光》这本著作里的最新解释，我们都是他们的后代。对人类基因组的研究其实已经得到这个结论，即今天地球上的人类都是这不到500个祖先繁衍出来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以至于Klein把它叫做“人类文明的大爆炸”，和“宇宙大爆炸”相提并论，“宇宙大爆炸”形成了这个宇宙。5万年前的那次爆炸，形成了今天的人类。


  关于这一点，我写过文章，引起考古学界一些人的批评。我不管这些批评了，这些批评大家可以在网上看到，但我还是坚持我的推测。Klein的描述是这样的：在那十几个洞穴里边，我们找到了用非洲鸵鸟的蛋壳打磨成的小圆片。这些蛋片中间有窟窿，可以穿绳子的窟窿。这个东西是千什么的？当时没有商品交换，也没有货币。而根据Klein他们搜集的证据，这样一枚蛋片需要一个劳动力打磨四五个小时。周围还出土了很多碎片，这说明磨碎很多片才能成功打磨出一片圆形的鸵鸟蛋片。


  Klein猜测，这些鸵鸟蛋片是为了维持较大规模的人类合作而制作出来的信物。当时的一个洞穴的人口规模是6—20个人。这样少的人数很难应付大规模的环灾变，必须有一种社会保险机制。比如，当这个洞穴、这个家族的壮劳力突然生病的时候，没有办法出去狩猎了，那么，另外一些洞穴的原始人会接济他们一些食物。当另一些洞穴也有了劳动力方面的困难的时候，这个洞穴再出借食物给他们。这是一种社会保险机制。但是，这种社会保险机制很难维持。没有政府，谁来保证这个囚徒困境的博弈没有背叛者？就是这些鸵鸟蛋片。因为它们的每一片都需要四五个小时的打磨，整整一串蛋片更是弥足珍贵。当一个洞穴里的原始人把这么宝贵的劳动时间凝聚在一串礼物里，送给了另一个洞穴，那就足以表明它的信用。这些蛋片作为信物，维系了这十几个洞穴之间的社会网络，能够应付相当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和打击。今天的人类都是从他们那里发生出来的。在那个河谷周围，还有其他的洞穴，但是，考古学家没有发现这种蛋片，只有骨骸，被野狼和鬣狗啃噬过的骨骸。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解释，大家姑妄听之，因为考古学家对此有很多争论。Klein还指出了发生在5万年前的另外一个事实，即人类大脑的前额叶在5万年前突然发生了扩张。古人类学告诉我们，脑量的突破在那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只是脑的结构有了变化，前额叶极大扩张。也就是说，原始人打磨鸵鸟蛋片与前额叶的极大扩张在时间上是重合的。为什么是重合的呢？数学家可以很容易地告诉我们。当合作的人数n扩张的时候，你要记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个数就将以指数的速度爆炸。按照排列组合原理，你可以很容易写出这个爆炸的速度。这个公式，被今天电讯业的理论家用来论证电讯成本是如何随着社会交往的程度和人数的上升而爆炸式上升的。如果每一个交往对象要记住家族之外、洞穴之外所有朋友的关系，需要多少神经元呢？按照指数化的增长速度，简单计算告诉我们：这需要一个非常大的前额叶，占大脑容量的比例接近1/2。除了人类，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前额叶都很小，它们的枕叶和顶叶还保持很大的比例。而社会交往的不断扩大导致了人类前额叶的极大扩张。这些事实，以及刚才我所说的这个解释，导出了Klein这本著作的主要结论：这是一次“文明的大爆炸”。


  我们在第十一讲里曾经介绍过，语言和大脑是共生演化的。同时，文化与制度也是共生演化的。按照演化生物学的提法，在更久远的传统里，基因和环境也是共生演化的。但是，这样三种共生演化之后，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变得很难回答——什么是“人性”（human nature）？从启蒙时代到19世纪初，西方的学者们，总是要把社会科学建立在一组不变的人类本性的假设上，比如“偏好假设”或者“人的自利本性的假设”。但是，这个“本性”是成问题的，它要随着文化和制度共生演化，它是内生的。当然，演化的时间尺度不同，有可能是几百万年，但是也可能很快，你大可以争论，我也没有确切答案。然而，比“基因演化”所需时间更短的行为模式是“习惯”。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是“习惯”？这“习惯”如果是内生的，马上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例如，什么是“幸福”？你想想，我们说“舒服”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觉得不“舒服”的时候，那又意味着什么呢？请大家参考第三、四、五、十一讲的内容来考虑这些问题。


  尽管有那么多疑问，从信任和社会交往出发，毕竟逐渐诞生了叫做“市场”的这套制度，这是人类合作秩序的进一步扩展。市场的扩展秩序发展到14—15世纪，衍生出西欧的资本主义制度，它通过海外贸易、殖民等形式，不断向外扩张，斯密把它称为“非自然的发展路径”。因为西欧资本主义的竞争太激烈，不像北美的发展路径更加自然而和谐。激烈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理性化的压力。生存压力使人的行为更加理性化。这是“效率原则”的体现。故而，斯密所论述的西欧市场经济以追求“财富”为核心议题。但是，因为西方思想源于古希腊，所以它始终带着对于“正当性”的某种思考，从亚里士多德“关于财富的中庸之道”，经过中世纪的“正义价格”理论，发展到格劳秀斯的“人本主义”和休谟、斯密的道德情感学派。到了小穆勒的那个时代，这一思考则反映在社会正义和个体理性的尖锐冲突上。这些内容，大家可以参考第六、七、八讲。


  当代主流经济理论：困难及其解决方向


  三组公式概括下的经济学


  这样，我们就复习到了一般均衡的理论。在一般均衡理论里边，有三个基本定理。其中最重要的是初始资源禀赋的分配和再分配问题。


  基于方法论个人主义经济学的发展，现代经济学可以用这三组公式加以描述。第一个是最典型的效用最大化的数学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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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数学描述里，一切都是给定的。个人的可选择集合以及偏好的参数都不会再发生变化。然后，每一个个人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大部分的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都是基于这个古典形式。


  到了20世纪90年代，博弈论重写经济学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第二组数学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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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组数学描述弥补了个人理性选择模型的不足。很多经济政策都是公共选择问题，都是社会博弈范围内的。必须釆用博弈论框架进行分析。在博弈中，每一个人选择一个策略，比如这个个人叫做人j，他选择策略sj，这个sj属于策略的可选择集合Sj。j的效用函数不仅依赖于他自己的选择，而且依赖于所有其他社会成员的选择。这是博弈论的数学语言描述下的交互决策问题的处理方法。它标志着经济学从局部均衡分析过渡到一般均衡分析。进一步来说，人们认识到，一般均衡分析其实是一个特例，是博弈论的一个特例。所以，就干脆用了博弈论的语言来描述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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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只是一个过渡，因为真正的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还包括改变每一个人的可选择集合的边界。或者说，它是依赖一组社会集结规则的，否则的话，产权怎么界定？它涉及刚才我们说的福利经济学定理。就是说，第一个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是：任何一个竞争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第二个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是：任何一个帕累托有效的资源配置的方案，都存在一个初始资源配置的点，让从这个点出发的一般均衡就是那个帕累托有效方案。但是，如果对应着社会需要的帕累托技术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案的初始资源配置不是现存的初始资源配置，就会发生收入的再分配，也就是说，初始资源配置必须要有一次革命性的变革。这就出现了困难，因为既得利益者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利益。这就导致了社会选择的问题。用数学公式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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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马歇尔的语言，每一个个人的个人策略s属于S，S是预算集，价格是给定的，所以它是局部均衡分析。但在博弈论或一般均衡的框架里，预算线的斜率是内生的，不是给定的，它依赖于这个人的选择——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个人的选择。他的选择和其他人的选择共同决定了预算线的边界。也就是说，最优点的确定取决于这个人的行为以及其他社会成员的行为。所以，在最彻底的逻辑描述里，我们必须认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最大化，依赖于他和全体社会成员由偏好决定的效用函数或目标函数。这个目标函数定义在一个可行集合的范围内，而这个可行集合又依赖于他自己的选择和其他社会成员的选择。


  经济学的困境及其解决方向


  你能试试把它解出来吗？随便你怎么解，最后都会发现，这个问题是不可解的。最优的控制变量是sj，同时，sj还是参数，这就导致了不可能性。这就是布坎南在新政治经济学里提到的“choosing what to choose”。我总是强调布坎南这篇1994年发表的文章的重要性——你的行为为你自己的行为划界。为什么我不偷一瓶矿泉水来喝呢？就是因为偷矿泉水这个行为已经被我限定在可选行为集合之外了。所以，所有社会成员（包括我自己）的选择，决定了我自己的产权的边界，也就是S。然后，我从这个S里选择什么是可以选择的。所以，我们必须首先选择什么是可以选择的，也就是选择可选择集合本身，然后才进行资源配置的博弈。布坎南认为，第一层的“立宪”层次的选择，是“choosing what to choose”，然后才有“choosing”本身。对于这个过程，布坎南在1994年给出一个文字描述，如果你要把这个文字的描述写成数学的优化问题，你就解不出来了。这个题不可解，它自循环。你要优化的那个自变量sj，它的定义域依赖sj，所以就不能优化。如果你想要把它解出来，用一个代数方法解这个隐函数，那么最终会发现，你是在解一个不可解的联立方程组。这个问题留给你们去思考。我可以表达出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它不可解。为什么不可解？更逻辑的论证就是“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和“森不可能性定理”。


  一旦每一个人的可选择集合的边界依赖于他们的选择，我们就进入了布坎南所谓的“立宪经济学”（co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领域。布坎南对于“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有一个中肯的评价，就是这件事情本来就是逻辑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一点不惊讶阿罗发现了不可能性。当时，几乎全部主流学者都对“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表示震惊，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等于否定了社会规则、产权界定的理性可能性。社会规则和产权要么由独裁者来界定；要么，这个界定过程本身就是非理性的。这就是“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含义。布坎南的意思是说，本来这个问题在逻辑上就有不自洽性，就是不可解的，个体理性不能解决公共选择的问题。


  那么怎么办呢？通过公众的对话，在国会，在新闻媒体上不断对话，所以，要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要听得见每一个人的声音。对话的结果，肯定是让每一个人都不能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否则就会出现独裁者。这就是公共选择，在阿马迪亚·森以后的学术发展史上，又称为社会选择了。总之，大家要重视“艾奇沃思方盒”，它描绘了交易的初始点。从这样一个点，带出了全套的当代理论。也就是说，你不知道如何确定这个初始点，这叫“the status quo”，就是我们现在的法律用语“既有状态”。


  “既有状态”是什么？是个人的权益。如果违背了它，就违背了“自愿原则”。这个市场就不叫市场，就叫“超经济剥削”，就叫“封建制”。但是，什么叫做“自愿原则”？什么叫做“阶级斗争”？我们讲过约翰·罗默的两篇文章。这三个数学的表达，包含了刚才的思想。这样，就把我们带到社会选择理论里边来。


  所以，古典政治经济学又回来了，它的内在冲突，“效率”与“公平”的冲突，它又回到了今天的数学形式的经济学教科书里边来，但似乎还没有重写经济学。经济学需要表达它对它自己的反思。森为什么被认为是新左派经济学家呢？因为他总在批判经济学，也就是说，他总在反思经济学。左派在这一点上，是非常重要的。森的这个反思用了数学的表达方式。接着森在20世纪70年代的反思，今天的数学方式是这样的：表达社会基本性质的数学描述被称为“社会选择算子”。它把每一个人对这个资源配置的话份儿（就是说话的权利），通过“社会选择算子”这样一种映射，映射到了一个社会选择方案里。这就是“社会选择算子”的基本含义——它是一个映射。一个尊重每一个人的社会，必然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和意愿。


  当然，如果你是一个有雄心作理论研究的学生，你可以试图从数学上取消这套矛盾。然而，“效率”与“公平”的冲突导致的“不可能性定理”，起源于亚当·斯密开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你只有取消方法论个人主义，才能取消所有这些悖论。如果你坚持方法论集体主义，你说，我有现实的例子，比如大邱庄、南街村，还有整个苏南模式，都是集体主义的。沿着完全的左派思路，你可以避免由方法论个人主义导致的所有这些“不可能性定理”。但我不喜欢这个思路。在这门课的最后一节课的结尾，我想讲一点我自己的探索。为了理解“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冲突的本质，为了找到一种更一般的理论，至少我个人认为，需要研究“偏好”问题。


  因为，阿罗和森的“不可能性定理”，以及所有在产权界定、资源初始配置和再分配的理性化过程出现的“不可能性定理”或者悖论，都指向一个数学假设，就是所谓“偏好”的差异性。


  阿罗在1950年的《政治经济学杂志》的那篇文章里边（见第九讲），他专门强调这一点，由于方法论个人主义，经济学家不同意任何两个人之间的效用是可比的。他们是价值的主观论者。我们只能在效用不可比的前提之下去解决“效率”与“公平”的冲突和社会选择问题。于是就导致了“阿罗悖论”。


  解决这个悖论的尝试之一，是由齐齐尔尼斯基和黑尔作出的。齐齐尔尼斯基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我认为，她是现今健在的六七十岁的经济学家里最出色的一位。她丈夫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以前的院长黑尔。黑尔是资源经济学大家，后来做了很多国际贸易和一般均衡的工作。他爱上了这位阿根廷的女人，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从剑桥调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然后，两个人成立了家庭。


  齐齐尔尼斯基的生平很坎坷，你看她的传记，会感动得流眼泪。她是一个单身母亲，带着她未婚先育的男孩，从阿根廷来到60年代充满种族歧视和社会动荡的美国，居然熬下来了，而且获得了数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两个学位，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她提出的维护南半球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贸易模型，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并且因此被联合国聘请为南北谈判的南方首席顾问。她这个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可不是白当的，还有很多其他的贡献。比如说，她提出了关于环境保护的重要模型，以致现在不可预测的自然灾害的贴现率被称为“齐齐尔尼斯基贴现率”。她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在《社会选择与福利》上提出的对“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代数拓扑方法的拓展。


  她和她的先生黑尔两人的理论，其基本要点可以概括为：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不可能性定理”？因为这个社会允许了太多不同的“偏好”。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回避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其实有一个办法，就是限制人们生成各种奇怪的“偏好”。比如，同性恋是一种“偏好”，禁止同性恋肯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由这种“偏好”和其他“偏好”的差异引起的“不可能性定理”。我们再回想一下森的“不可能性定理”的含义是什么。什么是“个人的最小自由”？举例而言，你们家卧室的墙染成什么颜色，这是你的最小自由。社会应该尊重你的这个自由。所以，当你喜欢粉色的时候，社会就喜欢粉色。由此导致了与帕累托效率的冲突，这被叫做“森不可能性定理”。但是，如果你的“偏好”很“正常”，在卧室漆成粉色还是白色这件事情上，你跟社区的看法一样，那会出现这种“自由”与“效率”的冲突吗？不会。所以，我同意她的直观判断。齐齐尔尼斯基把所有人的偏好表示成向量空间里的实向量簇。向量簇的连续变化要求这个“偏好”不能有太大差异，否则就出现“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大致的思路是这样，但是细节非常地繁复，在这里我们略去不讲。


  齐齐尔尼斯基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这套东西，用她自己的话来说，等于是把社会偏好的两种选择方式，即“市场选择”和“社会选择”统一起来了。“市场选择”出现“不可能性定理”，也是可能的。在她之前，我们只看到“社会选择”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不可能性定理”，比如阿罗的、森的等等，都表明“社会选择”不可能理性，否则就要允许独裁者，或者允许在森的意义上放弃“最小自由”或帕累托最优，即要么就是“自由”与“效率”的冲突，要么就是“独裁”与“效率”的冲突。总之，这三者之间的冲突，造成了几十个“不可能性定理”。但是，市场为什么没有这些冲突呢？齐齐尔尼斯基说，不是没有，只不过市场经济学家不愿意论证。她论证，市场是有这种悖论的。只不过由于主流经济学假设了“可传递性”的“偏好”，“偏好”已经非常统一了，没有那些奇怪的“偏好”。比如说，你可以想像一种“偏好”：某人见到人就要杀人，直到地球上只留下他自己，他才高兴。我们应当尊重这种偏好吗？当然不能。所以，“偏好”不能有太大的差异。当然，我们强调“自由”，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但是如果当你自由到要消灭别人的自由的时候，就出现了悖论。


  在市场经济的经济学里边，我们没有看到这种奇奇怪怪的偏好。到了社会选择理论里，阿罗首开了这个先例，允许“universal domain”，用数学的话来说，就是社会选择的定义域是全部逻辑可能的偏好。阿罗在50年代开了这个先例，后边所有的社会选择理论家就都得这么做，因为你不知道应该怎么限制偏好。为了消除不可能性或者悖论，你怎么限制偏好呢？你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或者伦理标准？总之，你要戴上一些有色眼镜。你要站在某一个伦理立场上，才能够说我的模型里的社会成员不能出现什么样的“偏好”。而这是一种非实证科学的态度。阿罗反对这种态度。


  偏好的多样性导致了多种多样的“不可能性定理”。我们可以釆取所谓限制个人“偏好”的逻辑可能性的思路，取消这个“不可能性定理”发生的根源。这种思路走到极端就是大邱庄或南街村的情况，全村一个“偏好”——集体利益最大化。我刚才也讲过，放弃方法论个人主义，有可能取消所有这些“不可能性定理”，但是，我个人不能接受这套方案。但你可能喜欢，这不妨碍。但不管怎样，“社会选择”把我们带到一个最根本的冲突面前。市场经济不是没有问题，市场经济的问题很多，等价于“公共选择”的这些“不可能性定理”就是问题。只不过经济学家从来不提这些问题，把它们遮蔽起来。


  齐齐尔尼斯基把“市场选择”、“社会选择”统一起来之后，提出了一个取消“不可能性定理”的条件，叫做“limited arbitrage condition”，就是在市场或政治领域里，不存在“不可能性定理”的充要条件是有限多差异的偏好族，对应着有限幅度的投机行为。基于这个条件，齐齐尔尼斯基提出了一个三大定理的统一定理。


  齐齐尔尼斯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人类（实际上她说的是西方人）沿着古希腊开始的市场和民主的道路走到今天，究竟还能走多远？这套社会制度还能允许我们的“偏好”差异到什么程度？你可以允许各种离奇古怪的“偏好”，但是你能够允许开着飞机撞大楼的偏好吗？如果你不能允许，那么你这套体系，整个的这套制度，它的政治、经济、社会是协调的吗，是可持续的（sustainable）吗？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这吸引着我阅读她的文章。


  这些阅读把我带到了心理学和神经生物学里。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进入这个领域，你就根本不能理解经济学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偏好”是一个核心问题。不管是个人的理性选择，还是社会的理性选择，都取决于我们怎样理解“偏好”。阿罗其实早就想到这个问题了。他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其实是芝加哥大学的口语传统（oral tradition）的一个成果。口语传统是非常重要的传统，它最能训练人的思想。文章发表出来已经面目全非了，因为每句话后面的口语传统你都不知道，都被删掉了。


  在芝加哥大学的口语传统里边，阿罗其实早就铺叙了这些。所以，他在50年代的这篇文章里只说了一小段：他把个人选择、个人关于个人的可选“偏好”叫做“口味”，而个人关于社会状态的各种排序叫做“价值”。你看他只是轻描淡写了这一段，隐藏了在口语传统之中的很长的讨论。最典型的口语传统的例子是斯蒂格勒的研讨会，这个讨论会上完全无法做笔记，每一个人不看完要讨论的论文，根本不许走进来，走进来而不发言，下次就不让你进来。芝大的传统非常严格。所以，芝加哥大学才能训练出像弗里德曼、张五常这种特别sharp的经济学家。


  所以，阿罗在他的文章里就用这一句话，把刚才我们说的整套的思考浓缩在其中，表现出他的深厚功底。他考虑过这个问题，关于“偏好”的问题。阿罗的思路是一个典型的“偏好”研究的思路，即所谓孔多塞条件。孔多塞条件你们都很熟悉，我有一年在北大开研究生的数理经济学，只讲到Mas-Collel的教材的第13页，就不想再讲了，因为我就感兴趣那一页。他们三个人写的那套书里边的第13页，有一道习题就是这个，叫“弱理性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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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介绍过，奥地利学派强调“importance be feeled”——“被感觉到的重要性”。孔多塞条件与此相关，它很直观，如上式所展示的，当一个人被观察到从一个集合里选取了一个子集的时候，他个人就有了一个选择函数或选择算子，这个选择算子作用在这个可选方案的集合上，选出来一个子集。这个子集是由什么元素组成的呢？它是由可选方案集合的这样一些元素组成的，这些元素在重要性上比其他的元素更重要。在优先性上优于其他元素的那些元素的集合构成的子集，就是这个人的最优选择，是不是？孔多塞最早提出这样一个判断，假设某人是一个理性人，他选出来的子集就应当满足这个条件。我们知道，与这个条件相关的是另外一组理性假设，它们之间不能互相覆盖，即“可传递性”的两个理性假设——一个是小于等于的“可传递性”，一个是严格小于的“可传递性”——以及帕累托条件。


  这四个理性假设的合取式，才等价于“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所要求的“full rationality”假设，就是“充分理性”的假设。所以，理性的问题首先是来自“偏好”的问题。各种各样的反例表明，这四个理性假设是不等价的。它们的合取式才是阿罗定理的前提。纵览关于“偏好”的理性研究的论文。这些论文大致上都指向了所谓“无矛盾性”条件——“可传递性”是一种“无矛盾性”，“非循环性”也是一种“无矛盾性”，它们都是基于“无矛盾性”这个要求。但是，“无矛盾性”的要求，其实是逻辑上的“无矛盾律”，这是个最基础的逻辑要求。


  什么是“无矛盾性”？回到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的讨论。我用的是金岳霖先生在《逻辑》里举的例子，他说“金山”是可以思议的（“金山”的例子不是金岳霖先生最早提出的，但我们在这里引用的是他对这个概念的讨论），虽然它在现实上不可能。金岳霖先生先界定了“可思议”，逻辑可能的事物就是可思议的。即使现实中不可能，只要逻辑上可能，也可以思议。例如，现实世界里没有真的金山，但是它是可以思议的。它没有逻辑矛盾，也就是说，它符合“无矛盾性”。假如某事物有逻辑矛盾，那么它就是不可思议的。我喜欢举“三角四边形”的例子，“三角四边形”是不可思议的，在定义上它发生了逻辑矛盾。但是，它是可表达的，刚才我就已经把它说出来了。所以，可表达的事物比可思议的事情还多，这件事情很有意思。这件事情导致维特根斯坦说的：我们想说的一定是荒谬的，我们真说出来的一定是无意义的。所以，对于“无矛盾性”的这个假设，我们可以作一种哲学的阐述，即这个假设是为了避免不可思议的表达，这里边有很多问题。


  我们需要研究人类的经济行为是如何被表达出来的。这是脑科学的问题，这把我自己带进去，一直到现在都在这个领域里探索。但是，经济学需要一个理性假设来封闭它自己的体系，不能把经济学家都变成脑科学家。经济学需要有一个理性假设的前提，比如“偏好”有若干个公理，不同的人可以提出不同的公理。无论如何，我们总是需要有一个起点，让经济学能够开始。但是，既然刚才的这个公理化的对于“偏好”的描述产生的问题是它太宽泛，允许所有逻辑可能的“偏好”，从而导致了很多“社会选择”和“市场选择”的“不可能性定理”，我们对此并不满意。于是，我们就想限制“偏好”，但是限制“偏好”，被研究的“偏好”范围应当是已经出现在现实世界里，也就是说，必须是满足孔多塞条件的“偏好”。孔多塞条件是一种理性假设，如果我们已经观测到行为人选择这样的集合了，那只能假定他是理性人。这就是最小的“偏好”可能的集合。在这些可观测行为里出现的“偏好”差异，我们是允许的。所以，在现实世界的行为集合和全部逻辑可能的“偏好”的集合之间，总有一个度，让你能消除“不可能性定理”。记住，已经出现了的人类行为的“偏好”揭示出了满足孔多塞条件理性假设的“偏好”的这个“偏好”差异的程度。作为一个度，和全体逻辑可能必定导致“不可能性定理”的“偏好”差异的这个度，这两个“度”之间，一定有一个合适的“度”，让你能够在这个社会群体里避免阿罗悖论、森悖论，以及其他的悖论。


  这是我们正在找的思路，但这是一个看上去依赖于“情境理性”研究的一个思路。森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7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其中给出来一个例子：我收到了我的远方表哥的聚会邀请函（party invitation），这是一个年轻人的聚会。这个邀请函问我星期五能不能去。当时，我的自然的选择是无差异，可去可不去。现在，我选择了“去”。忽然，我发现这邀请信最里边有一行非常小的字——“允许吸毒”（drug allowed）。一看到这个“允许吸毒”，也就是说，这一个选择语境之外的这个信息进来之后，情境依赖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吧，选择语境之外的，在x，y这两个可选方案之外，有这么一个“允许吸毒”的信息，我就马上选择不去了。森评论道，x，y是一对待选择方案，在所有的社会选择理论里，我们都假设x，y之外的那些信息是无关的，即IIA（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无关方案的独立性）。然而，这个“邀请信”的例子说明，我们的选择其实依赖于场景，依赖于可选方案将要发生的那个场景的情况，比如说可吸毒或者是不可吸毒，不仅仅依赖于这个x，y本身，这样就回到我们的“偏好”，这个“偏好”是个人偏好。孔多塞条件满足理性假设，符合我们的理性直觉，在这里，主体选择了优先性不亚于其他元素的元素。但是，在什么标准之下呢？在他的“偏好”准则之下。但是，如果这个“偏好”准则又依赖于可选方案呢？森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在一个国宴上，或者是一个很正式的婚礼宴会上，上餐后甜点的时候，侍者拿着甜食盘子走到你面前。这时候，如果里边有三个苹果，如果你是一个小女孩，就挑那个最大的苹果就行了，这满足理性假设。但是，当里边只有两个苹果的时候，你通常就不挑最大的苹果，因为你挑了最大的这个，就剩一个最小的了，你就显得非常贪婪，没有教养。所以，这个“偏好”就改变了。你们发现了吗？这里的“偏好”依赖于你怎么表达这件事情，而在逻辑上，我表达不出来这种偏好。


  森的这两个例子实际上指向了同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在第十一讲里介绍的概念，叫做“情境理性”。关于这个概念，当然可以说好几个小时，我在清华曾以此为题作过演讲。这个概念就把我们带到了所谓“知识论”的研究里边。当你选择不去或者去你表哥的那个party的时候，你知道得太少了，而“允许吸毒”这句话带给你更多的知识、信息。于是，你改变了你的“偏好”。所以，你的偏好依赖于你知道些什么。在给定你知识结构的情况下，你的行为才有理性可言。如果，你喝一杯毒酒，你不知道它是有毒的，你只知道它是一杯葡萄酒，你的旁观者认为你是非理性的，但是你自己认为是理性的。你怎么解释这件事情？


  理性与否取决于你知道多少。但是，你知道多少算是足够理性呢？你毕竟不是上帝。所以，这个“知识论”问题把我们带到了关于“你相信你知道多少”的问题。关于“知识是什么”这个问题，今天的看法是什么呢？最典型的是普兰汀格的看法，他把知识定义为后康德时代的柏拉图主义——假若你的“信仰”告诉你这是真知，你就认为这是真知。否则，你就怀疑这项知识。这就把“知识”这个概念带到了“信仰”的层面上。你知道些什么，依赖于你相信什么。


  这是个很适合这门课的结尾，因为“信仰”是不可讨论的。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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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经济学思想史期末考试样题一*


  （考试时间120分钟，总分100分，共计三道大题）


  一、简答题（共8小题，每题8分，选做其中5道，注意：如果你所做的试题超过5道，那么，根据得分最低的5个题算分）


  1. 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思想史有何不同？


  2. 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论述了分工的哪些好处？


  3. 什么是“水和钻石的悖论”？边际主义者怎样解决这个悖论？


  4. 功利主义者（如边沁）怎样定义效用？


  5. 门格尔的财货概念包括哪些要点？


  6. 斯密假设的完全竞争的五个条件是什么？


  7. 写出Harsanyi社会福利函数的形式，并说出它必须满足的假定。


  8. 霍曼斯提出的行为学五个原则里面，哪个原则能推出边际效用递减律？哪个原则是经济学现在还无法容纳的？


  二、问答题


  1.（15分，三选一，如果所做试题超过一道，按照得分最低的一个题算分）


  1）有人说，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里表现的思想是矛盾的，有“两个亚当·斯密”，说说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2）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是怎样演变成现代的价格理论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演变？你对这个演变作何评论？


  3）你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吗？谈谈你自己对理性问题的看法，并且把你自己的看法和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对理性的假定作比较。


  2.（25分）


  你知道你身边有多少从未用过盗版的人吗？你肯定经历过繁华大街上盗版光盘的兜售者。当你义正词严地谴责盗版的时候，你使用的软件、VCD、图书很有可能就是盗版。盗版越来越像正版，这是为什么呢？“分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前光盘盗版正呈现“集团化”趋势，具有严密的组织性。从揽货、装运、报关、运输、仓储到接货等诸多环节，环环相扣，衔接紧密。有人负责向货主购买光盘生产线并走私入境，有人负责根据货主提供的“母盘”复制出光盘，有人负责印刷、包装，还有人负责物流运输、分销货物；因此，盗版的价格—质置比比之正版要低得多，因此，在国内有泛滥之势。


  消费者总是为自己找一个合理的使用盗版的借口，比如说正版软件太贵，普通人消受不起。张三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喜欢买盗版软件，有一次，他从小商贩李四那里买了几张盗版软件，但拿回家去使用，发现是空白劣质盘，他回去找李四退货，但李四坚决不承认是他卖的。


  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这一切，都被许多已经过世的经济学家的幽灵看到了，他们聚在一起，发表评论，假定你有一项神奇的功能——“通灵术”，可以听到幽灵们的议论，下面请你根据课上学到的内容，根据以下这些经济学家的主要思想，给出一个讨论记录。


  1）亚里士多德/阿奎那（二选一）说道：

  2）休谟/亚当·斯密（二选一）说道：

  3）边泌/小穆勒（二选一）说道：

  4）马歇尔说道：

  5）（　）说：（填入你了解较多的一个经济学家的名字，然后替他发表一番议论）


  三、论述题（20分）


  经济思想和人生体验（不少于300字，文章可以自己发挥，但要举出不少于两个例子支持你的观点）


  *本试题是2004年秋季学期北京大学“经济学思想史”课程正式使用的期末考试用题。


  
附录二：经济学思想史期末考试样题二*


  试卷说明：


  请务必注意，本试卷满分为45分。


  共计两道大题，请你从总和为120分的题目中选出分值总计为45分的题目作答，注意不要使你选答题目的分值总和超过45分，如多答的话，将在最后的得分中扣去你多答部分的分值。例如，若选答了总和为50分的题目，则你的最后得分中将扣去5分；若选答题目的总和为60分，则在最后得分中扣去15分；以此类推，故而，请勿多答。


  祝你好运！


  一、简答题（每题5分，共计8道）：


  1. 麦迪森所概括的长期经济增长的三大原因是什么？


  2. 请写出斯密论述的分工的三大益处。


  3. 熊彼特论述的“财货”的四个前提是什么？


  4.“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是谁的名言？他的代表作是什么？


  5. 一般均衡理论中，假定哪些结构是不变的？


  6. 请在物的秩序、社会秩序和精神秩序的三维框图里，标明斯密、边沁、马歇尔、韦伯的位置。


  7. 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当中对社会福利泛函的四个基本要求（requirement）是什么？


  8. 森不可能性定理的内容是什么？诺齐克对森的批评是什么？


  二、论述题（每题15分，共计5道）：


  在以下的答题中，假设你是个经济思想史专家，而不是文学家、历史学家、智力竞赛答题大王或者相声演员，请独立地作出你的评论，并尽可能援引你所知道的经济学思想史上的观点作为你的理论论据，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不是惟一的，所需要的是开放你的心灵，借鉴前人的智慧，祝你好运！


  1. 阅读以下两段话，找找里面有哪些经济学思想，写出自己的评论。（15分）


  在美国时，常看“笑星”考斯比的节目。有一次他讲了这么一个笑话：小时候，他以为自己就是耶稣基督。这是因为每次他一人在家时，都要像一切小鬼一样，把屋里闹得一团糟。他妈回家时，站在门口，看到家里像发过一场大水，难免要目瞪口呆，从嘴角滚出一句来：啊呀，我的耶稣基督……他以为是说他呢。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他的这种想法也越来越牢固，以至于后来到了教堂里，听到大家热情地赞美基督，他总以为是在夸他，心里难免麻酥酥的，摇头晃脑暗自臭美一番。人家高叫“赞美耶稣我们的救主”，他就禁不住要答应出来。再以后，他爹他妈发现这个小鬼头不正常，除了给他两个大耳光，还带他去看心理医生；最后他终于不胜痛苦地了解到，原来他不是耶稣，也不是救世主。


  ——王小波《拒绝恭维》，引自《沉默的大多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


  这已经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事了，除了同我上床睡觉有关的一些情节和环境外，贡布雷的其他往事对我来说早已化为乌有。可是有一年冬天，我回到家里，母亲见我冷成那样，便劝我喝点茶暖暖身子。而我平时是不喝茶的，所以我先说不喝，后来不知怎么又改变了主意。母亲着人拿来一块点心，是那种又矮又胖名叫“小玛德莱娜”的点心，看来像是用扇贝壳那样的点心模子做的。那天天色阴沉，而且第二天也不见得会晴朗。我的心情很压抑，无意中舀了一勺茶送到嘴边。起先我已掰了一块“小玛德莱娜”放进茶水准备泡软后食用。带着点心渣的那一勺茶碰到我的上腭，顿时使我浑身一震，我注意到我身上发生了非同小可的变化。一种舒坦的快感传遍全身，我感到超尘脱俗，却不知出自何因。我只觉得人生一世，荣辱得失都清淡如水，背时遭劫亦无甚大碍，所谓人生短促，不过是一时幻觉：那情形好比恋爱发生的作用，它以一种可贵的精神充实了我。也许，这感觉并非来自外界，它本来就是我自己。我不再感到平庸、猥琐、凡俗。这股强烈的快感是从哪里涌出来的？我感到它同茶水和点心的滋味有关，但它又远远超出滋味，肯定同味觉的性质不一样。那么，它从何而来？又意味着什么？哪里才能领受到它？我喝第二口时感觉比第一口要淡薄，第三口比第二口更微乎其微。该到此为止了，饮茶的功效看来每况愈下。显然我所追求的真实并不在于茶水之中，而在于我的内心。茶味唤醒了我心中的真实，但并不认识它，所以只能泛泛地重复几次，而且其力道一次比一次减弱。我无法说清这种感觉究竟证明什么，但是我只求能够让它再次出现，原封不动地供我受用，使我最终彻悟。我放下茶杯，转向我的内心。只有我的心才能发现事实真相。可是如何寻找？我毫无把握，总觉得心力不逮：这颗心既是探索者，又是它应该探索的场地，而它使尽全身解数都将无济于事。探索吗？又不仅仅是探索：还得创造。这颗心灵面临着某些还不存在的东西，只有它才能使这些东西成为现实，并把它们引进光明中来。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译林出版社1989年版，李恒基译


  2. 一个男人在船上掉了一个瓶子（带瓶塞），但是当他发现时他已经逆流划了半小时，他掉过头，以同样的速度顺流而下，他找到瓶子的时候，这个瓶子正好漂到水坝边，水流的速度是每小时2英里，那么，水坝离瓶子失落的地方有多远？


  用任何方式——当然，尽可能巧妙——解答这个题目，说说经济学思想史上有哪些处理问题的思路和你解这道题的思路类似？（15分）


  3. 翻译以下两段话并加以评论（15分）：


  Men are much more likely to discover easier and readier methods of attaining any object, when the whole attention of their minds is directed towards that single object, than when it is dissipated among a great variety of things.


  Adam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Book I, Chapter I


  In the progress of the division of labour, the employment of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those who live by labour, that is, of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comes to be confined to a few very simple operations, frequently to one or two. But the understandings of the greater part of men are necessarily formed by their ordinary employments. The man whose whole life is spent in performing a few simple operations, of which the effects too are, perhaps, always the same, or very nearly the same, has no occasion to exert his understanding, or to exercise his invention in finding out expedients for removing difficulties which never occur.


  Adam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Book V, Chapter I


  4. 对以下的一段话作出自己的评论，并说说西方经济学思想史上的哪些学派的哪些思路与此类似？（15分）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I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5.（15分）设想有下面两种情况：


  情况一，一列飞速行驶的火车开来了，前面的铁轨上有五个人，他们由于某些原因不知道即将到来的危险，这时铁路上还有一个岔道，岔道上站着一个人，如果火车开到岔道上，就会压死一个人，但可以拯救五个人，假如控制火车运行的道岔扳手在你手上，你是否会扳动它？


  情况二，一列飞速行驶的火车开来了，前面的铁轨上有五个人，他们由于某些原因不知道即将到来的危险，这时火车将要穿过一个天桥，天桥上有一个人正在看风景，解救这五个人的惟一办法就是把这个人推下去，火车轧死了这个人就会停下来，假如你可以成功地把他推下去，那么，推还是不推？


  （请注意，在这两种情形中，只允许选择“是”或“否”，其他都不允许。）


  说说历史上和生活中有哪些类似的情形，作出你的抉择，然后依据你学到的经济学史上的若干思想做一段评论。


  *本试题是2005年秋季学期北京大学“经济学思想史”课程正式使用的期末考试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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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y Sidgwick, “What is Money?” The
Fortnightly Review , vol.25, January-June 1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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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ring from our path a formidable ambiguity of
language,” by which, as he 2)plains, money is
commonly confounded with capital. “When one
person lends to another,” he says, “what he really
lends is so much capital; the money is the mere
instrument of the transfer. MR 55 FE RIS H QFENMEHE
EnmEARE, BLTEnens Gk,





images/00180.jpeg
The _extensive use of bills of exchange i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largely eliminated the necessity of shipping specie and thus increased

the velocity of circulation. For this reason medieval bills of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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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arly times foreign trade consisted in

the direct exchange of commodities. A caravan set
out with a variety of manufactured articles, across
the deserts of Arabia or Sahara, and came back with
the ivory, spices, and other valuable raw
produce...... In later times the merchant ------,
trusting that his shipmaster would sell the cargo to
advantage, and, with the proceeds, bring back
another cargo to be sold to great profit at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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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ere are scattered references to money-lending in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rly Middle Ages. It would be rash to contend that the Benedic-
tine abbeys of this period were more than casual lenders, since obvi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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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DIFFERENT PROGRESS OF OPULENCE IN DIFFERENT NATIONS

CHAPTER I

Of The Natural Progress Of Opulence
‘THE great commerce of every clvilized society, is that carried on between the inhabitants.

of the town and those of the country. It consiss In the exchange of rude for
manufactured produce, either immediately, or by the intervention of money, or of some.
sort of paper which represents money. The country supplies the town with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and the materials of manufacture. The town repays this supply by s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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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t pricing, corporate finance,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e. A central idea in the
theory of market microstructure is that asset prices need not equal full-informa.-
tion expectations of value because of a variely of frictions. Thus,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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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_microstructure studies the process by whi <Tors latent demands are
ultimateiy translated into prices and volu Paner reviews the theoretical, empiri-

cal and experimental literalre on markel microstructure relating o (1)_price formation,
including the dynamie process hy which prices come to impound information, (2) marke!
etrycture and design. includ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price formation and rading proto-
cols, (3) Transpurancy, the ability of markel participants to observe information about
the teading process, and (4) Applications to other arcas of finance including asset pricing,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corporate finance. © 2000 Elsevier Science B.V.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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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oney in order to be knighted. There are persons who would happily
give up by the Nobel Prize money and even pay some in order to get the
Nobel Prize. However, il the ones responsible for giving these award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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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e devalued. Some government awards which invariably go to "loy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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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st deserving, get so devalued that even the loyalists are not flattered
when they get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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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mpler forms of dynamic pricing, in which prices
vary only during extreme supply conditions, may
capture many of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real-time
pricing, and may be suitable for wide-scale deployment
to mass-market consumers, for whom dynamic pricing
options have largely been ignored. 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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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DEX project is a market experiment to
measure demand for Internet access. User demand
is analyzed as a function of quality of service (QoS),
pricing plan, budget, and application. INDEX
provides diflerentiated network services to its sub-
jects, who pay for their usage of the network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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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_Internet evolving into a_multi-service
network. the static pricing scheme. flat-rate pric-
ing, used in the current Internet. is no longer suf-
ficient nor effective. The study of dynamic pricing
in_a_QoS-enabled network environment has be-
come one of the hottest research areas in recent
years. To support QoS in the future Internet, two





images/00161.jpeg
9-Nov-2004
9-Noy-2004
9-Nov-2004
9-Nov-2004
9-Nov-2004
9-Nov-2004
9-Nov-2004
9-Nov-2004
9-Nov-2004
9-Nov-2004
9-Nov-2004
9-Nov-2004
9-Nov-2004
9-Nov-2004
9-Nov-2004
9-Nov-2004
9-Nov-2004
9-Nov-2004
9-Nov-2004
9-Nov-2004
9-Nov-2004
9-Nov-2004
9-Nov-2004
9-Nov-2004

04:30-05:00
05:00-05:30
05:30-06:00
06:00-06:30
06:30-07:00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12:30-13:00
13:00-13:30
13:30-14:00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3,352,767
3,390,395
3,481,038
3,591,377
3,655,803
3,798,810
4,068,671
4,343,780
4,531,969
4,645,096
4,720,392
4,785,454
4,832,291
4837515
4,789,067
4,730,024
4,740,982
4,795,329
4,831,024
4,835,050
4,810,627
4,789,838
4,780,623
4,770,126

7939
79.45
84.69
8827
88.74
87.71
87.60
90.78
87.74
88.70
89.20
89.28
89.20
8921
88.66
87.74
8778
88.73
88.84
88.80
88.66
88.67
88.69
88.64





images/00160.jpeg





images/00163.jpeg
080

0607

040

020

DR YN

0. m-l

2 020 5—+
-0.40 §

~0.60

IR

JEn

NS
HER K]
LN IR

~0.80 + -
0.80 1.20 160 2.00 2.40 2.80 3.20 3.60 4.00 4.40 4.80 5.20 5.60 6.00 6.40 6.80

OTM  Option Moneyness (Stock Price/Strike Price) 1™






images/00162.jpeg
Some evidence in the trading and pricing of equity LEAPS
ity 8 Weiyu Guo™®

Intem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1§ 407-426
[ —

T @)
Tobtomy M Toen  Tew  Ou Vol Bew Tew T s o
i

T by Mo me ws b su b
et G0 0w e FrE )
o b o T S ooy
s 00 W an es e wnan
T e R B LAm s 100 S Gaz0
B T R T T 09 wn

won
Tolmebe 4 m20 w0 wm s zwooges m w o on (nn
E R w0 o e ey @y m e\
Tk b 5035 Sown dom mes om e o we  am

ah o5
Tiszase a3 Sz
G an G en en oAb @) on @

K B A8 AR Bt
W 0o o) an G ey o3 @b

s LA wa o mes Owm o e o s

F N L R ) on @
13030 Jatas Sies w1 S wew. Sz nan
A sn o 0% an- an e _an an _en
g

et o R S b e S AUy U Tk ke
CCmrs vt 1 i by e s et o s i





images/00011.jpeg
Business Ethics, Society, and Adam S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Liberal
Business Ethos

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Vol. 25/No. 3/1996

GARY M. WOLLER"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Volume 25, No. 3, pp. 311-332

ABSTRACT: In (his essay, u crilique is presented of the liberal business ethos. The
narrow normative prescriptions of the liberal business ethos have become the dominant
framework for business ethics in American society today, but as is demonstrated in this
essay. this ethical framework is built on a number of inaccurate assumptions and mis-
understandings. It distorts American history and character, it assumes a simplistic and
inuccurate caricature of human nature, it ignores the individual's moral relationship
‘with society and the role of shared social norms in regulating economic cxchanges, and
it badly misinterprets the morul philosophy of Adam Smith. As humans and as members
of society, business managers both possess a moral sensc and are subjg cl:l 1o the moral
demands made by society, both of which rightly exert meaningful normative influcnce
on management decision making. As a corrective for the limiting ethical
liberal business cthos, this paper concludes with a suggestion for an aliernative ethical
framework that explicitly recognizes the issucs addressed in this c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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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structure in biological populations is one of
the most readily and frequently observed biological

phenomena, from herds of wildebeest to swarms of krill

Jour

resources of food. however. In reality, the tendency
of a group of individuals to out-strip the local food
supply will result in death through starvation if they
do _not disperse to other areas where sufficient new
food to breed can be found. Both death and dispersion
will dampen spatial structure that would grow
otherw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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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atory pricing in general has been a troublesome
topic for economists both o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rounds. Theoretical problems have existed partly
because many traditional models of market structure
were static in nature and at best only suggest ‘pseudo”
dynamics. This seems inappropriate for predatory
pricing questions that relate to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market structures, and the endogenous effect of
competitive strategies on evolutionary paths. A separate

problem relates to the ‘classic Chicago’ school attack on
the rationality of predatory pricing. Church and 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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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beral business ethos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following belief system:

1. Liberalism was the dominant influence in America’s founding. in the develop-
ment of t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in the shaping of ts values;
Society is based on the foundation of atomistic individual freedom;
Individuals are exclusively self-interested;

All relationships in cconomic society are by nature instrumental;

Free markets are inherently stable and self-regulating;

‘There exists a natwral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business and govemment;

Business's sole “ethical” responsibility is to facilitate the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economic resources and to maximize shareholder wealth (profits), an obligation
framed as a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owners and managemen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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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 weakened or modified, has been constantly
owing stronger by the progress of reflection
and the experience of life: That the principle
which regulates the existing soci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sexes—the legal subordination of
one sex to the other—is wrong in itself, and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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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ospectives: 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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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7, No. 3 (Summer, 1993), 185-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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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got “defined” the law in terms of monetary expenditures and proportions,
not_inputs and _marginal output. But to his credit, he clearly envisioned
increasing returns preceding diminishing returns, an idea not formalized until
more than a century later.

Although Adam Smith visited with Turgot on the continent, he did not
incorporate the notion of diminishing returns in his own work. But within a
three-week period in 1815, David Ricardo, Thomas Malthus, Edward West, and
Robert Torrens independently published tracts in which they developed 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 and applied it to Jand rent. Each contribution was
related to investigations by committees of Parliament on why grain prices had
recendy plummeted in England. All four authors concluded that prices had

Stanlcy L. B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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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on the historical
properties of business cy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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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establishes stylized facts about business cycles in the fate 19th century.
using spectral analysis techniques which allow an intuitive description und analysis of

cyclical structure in economic fluctuations. Analysis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data for 13
counries permits the following gencralizations I the advanced North AUIAtic corc:
mies. a_fairly_repular long cycle with a_periodicity of 7-10 years is identified in all
countrics. This component explains a substantial fraction of overall variation in indus-

trial production. There is some evidence of a less regular. less powerful short cycle of 3-5
years duration. In peripheral economies experience is varied. but it is more offen the sh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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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Smith throws further light on the ‘paradox of value at 1xl.c.31, 32 and 1V.vi.a,19. He also
POINES OUE at 1.x1.c.3 that under some circumstances goods which are of great value In use have
itte o no value in exchange. Cf. L) (B) 205-6, ed. Cannan 157: ‘Cheapness Is in fact the same
thing with plenty. It s only on accouft o the plenty of water that It 1s so cheap as to be got for
the lifting, and on pourt of the sghrcity of diamonds (for thelr real use seems not yet to be.

fhey are so deay

‘explain why we place a value on commodities—including the precious stones. in U (A) vi.13-4

the paradox’ s examined In exactly the same context and the grounds of preference summarized

25 colour, form, variety of rarity, and imitation’ (L) (A) Vi.16). (It 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Smith

began the economic sectons of his lectures in this way and that these passages should have b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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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 (RE) %A CHAPTER IV

o Of The Origin And Use Of Money"

The word VALUE, it Is to be observed, has two different meanings, and sometimes
expresses the utility of some particular object, and sometimes the power of purchasing
other goods which the possession of that object conveys. The one may be called ‘value

in use;" the other, "value In exchange. The things which have the greatest value in use
have frequently little or o value In exchange; and, on the contrary, those which have
the greatest value In exchange have frequently fittle or no value In use. Nothing Is more

useful than water: but it will purchase scarce any thing; scarce any thing Gan be had In
exchange for It. A diamond, on the contrary, has scarce any value In use; buta very

great quantity of other goods may frequently be had in exchange for it 21
RALKERBLGEY T, ERNMGEH TR RBUET RTIN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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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value of water and diamonds is stated and explained by Samuel von
Pufendorf, who also cites Plato’s Euthydemus 304B; ‘Only what s rare Is valuable, and water,

which is the best of all things, . . . Is also the cheapest.’ De Jure Naturae et Gentium, V.1, 6, see
xil

Value', The latter work Is an abridgement of the former. Cf. Grotius, De Jure Belli ac Pacis,
14, and see below, L.x.. ¢.31-3. John Law, Money and Trade Considered, 4 also noted t

W ERMBREY Euthydemus 3| BT kAENNERE.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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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itted from the WN.) The second example occurs in the course of a discussion of the
determinants of price, which are stated to be (L) (8) 227-8, €d, Cannan 176-7);

15t, The demand or need for the commodity. There is no demand for a thing of
little use; it is not a rational object of desire.

2naly, the abundance or scarcity of the commodity in proportion to the need of it
If the commodity be scarce, the price is raised, but i the quantity be more than is
sufficient to supply the demand, the price falls. Thus itis that diamonds and other
precious stanes are dear, while iron, which is much more usefull, is so many
umes cheaper, tho' this depends principally on the lsst cause, viz:

3rdly, the riches or poverty of those who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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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in the field of modern economics the Austrian
School has shown its superiority to the School of
Lausanne and the schools related to the latter.
which favor mathematical formulations, by clarifying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value and cost,
while at the same time eschewing the concept of
function, which in our science is misleading. The
Austrian School must also be credited with not
having stopped at the concept of cost, but, on the
contrary, with carrying on its investigations to the
point where it is able to trace back even this concept

to subjective value iudgments. 25| ¥RMAMABME A EE
FERMELN. RTERERER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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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ized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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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ized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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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me per capita Growth and Population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1970—1981,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Kelley, 1998,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7(4)99 —

111, F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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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RE) H— CHAPTER VI

MEAE Of The Component Parts Of The Price Of
Commodities

rule for exchanging them for one another. 2 1f among a nation of hunters, for example,
It usually costs twice the labour to kill a beaver which It does to kil a deer, one beaver

should naturally ex-change for or be worth two deer. It is natural that what is usually
the produce of two days or two hours labour, should be worth double of what is usually
the produce of one day’s or one hour's lab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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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RE) %A CHAPTER V.

BR¥ Of The Real And Nominal Price Of Commodities,

Or Of Their Price In Labour, And Their Price In
Money

labour which he can command, or which he can afford to purchase. The value of any.
commodity, therefore, to the person who possesses it, and who means not to use or

consume it himself, but to exchange It for other commodities, is equal to the quantity of

labour which It enables him to purchase o command.2 Labour, therefore, is the real

Ieasure of the exchangeable value of al :ommodme/

. — YR e R E A M E R 5 E .
Labour was the first price, the original purchase-money that was paid for all things.* 1t
Was not by gotd or by siiver, but by labour, that all the wealth of the world was

orpmmd;g and its value, to those who possess it and who want to exchange
It for some new productions, Is precisely equal to the quantity of labour which it can

enable them to purchase or com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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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ndamental economic postulate of the physio-
crats was that the cultivation of the soil is the sole
source of new wealth, and alone gives a net income.
B2, RFMNxHERMRLHEEE ~BFR " MG, FA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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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Richard Cantil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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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mouics of Universty College, Cork. o ye s

Edition:  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 vol. 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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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general process such work as that of Sir
William Petty, who is often called the father of
statistics, was of great importance. It led to more
18 X HRECAZF ¥ O AT LT REEHWHAY X
BERPRAFELEBELRNZ EHGHHARERE.
Z(BEABAN(1676) 9 " B1E " 2. fRETX—EEOS.
“Labor is the father and active principle of wealth,
as lands are the mother.”
methods which, thus even before political economy be- 5[ A 1%
came a science, began to characterize the researches of
thinkers. One method is mechanical, and value is ERAR.
made to appear as the result of a combination of ex- BAAIAG
ternal conditions ; the other is psychological, and the $F/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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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 ex.\mple‘ patients with damage to lateral prefrontal

g cortex often show deficits in remembering contextual

88 det.ul; su‘.h as the source or recency of remembered
3 (FIG.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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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uel von Pufendorf (5 k%] 1673 ), The

First Book on the Duty of Man and Citizen ,

chapter one, “On Human Action”: 1. Duty is here
defined by me as man‘s action, duly conformed to
the ordinances of the law, and in proportion to
obligation. To understand this, it is necessary to
treat first of the nature of human action, and also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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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the functional dissociation view, a system
involving the hippocampus (as well as the thalamus,
mamillary bodies and retrosplenial cortex) suj pports the

recollection of stored memories with their associated | %%

spatiotemporal context. Consistent with this, animals | =%
with hippocampal or fornix lesions are impaired on tests

of spatial memory'"%, Electrophysiological studies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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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learning is the key process underlying these evolutionary paradigms. Here |
argue that human learning mechanisms ure products of natural selection, and hence
process information in ways that reflect evolutionary design. |_review common objec-
tions to this hypothesis, including (1) learniag processes are uncoupled from genetics and
biologcal adaptation;, (2) culture (or s effects) is partly extrasomatic; (3) culture, by
mast defaltlons, involves mental pkenomens, inelading conscious thought; (4) culture
involves the use of arbitrary symbols 10 communicalc information; (5) culture appears to
bave emergent propertias ol the group level, such as shared values and beliels resulting in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institutions; (6) culture involves historical processes; and (7) com-
plex culture is uniquely human—we need an explanation for why the human species
alane evolved such extensive social learning aptitudes. 1 suggest that these controversies
cas be resolved, although empirical tess are difficult.

T posit that soclal competition was a primary selective pressure on buman mental
abilities (Alexander 1989) and that this favored domaln-general, constructivist learning
capabllities (¢.g., Quartz and Sejnowskd, in press) that can manage context-dependent
analysis and integrate information from domaiu-specific mechanistus (Hirschfeld aod

ion. Human culture is cumulative; human cognition produces new ideas built upon the
old. To a degree that far surpasses tht of any other species, human mental processes
must confend with a constantly changing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of their nwn cre-
ation. Cultural Information may be especially dynamic because it is a fundamental as-
pect of human sucial compefitivn. Appareatly ucbitrary changes in culturad (raits, such
25 Clothing styles, music, art, food, dialects, and 5o forih, may reflect Information arms
races among social competitors. The remarkable developmental plasticity and 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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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Learning

Mark V. Flin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Missouri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18: 23-67 (1997)

FRAGRFQHMHIRAS AT, ZHOBENS,
M CHE¥DT, BFRUCEFFHRAL.

Applications of modern evolutionary theory to human culture have generated several
different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hat challenge traditional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Cultural selection” aod “mind paresite” theories model culture as an Independent evo-
lutionary system because transmission of cultural traits via social learning is distinet
from transmission of genes via DNA replication, “Dual-inheritance” and “co-evolution”
theories model culture as an intermediary evolutionary process that involves Informa-
tion from two inheritance systems: gesetics and social learning. “Evolutionary psychol-
ogy” theories emphasize that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on mental pro-
cesses links cultare and biological adaptation; bence, cultural information is viewed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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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ining altruistic behavior in humans

Herbert Gintis™>*, Samuel Bowles™®, Robert Boyd®, Ernst Fehr?

“Santa Fe Institute, 1399 Hyde Park Road. Santa Fe, NM 87501, USA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MA 01003, U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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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iversiy of Ziirich, Blimlisalpstrae 10 CI1-8006 Zirich. Switerland

Received 15 February 2002: reccived in revised form 29 November 2002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4 (2003) 153—172

Recent experimental rescarch has revealed forms of human behavior involving intcmetion among
unselated individuals thal have proven difficult 1o cxplain in terms of kin or reciprocal sltruism, One
such Iraft sromg reciprocity & i prodiposition 10 cooperaic with others and 10 punsh those who
violat the norms of cooperation. at personal cost. even when itis implausible 1o cxpect that these costs
will be repaid. We present evidence supporting strong reciprocity as a schems for predicting and
‘nderstanding ahuism b humans. We show that under conditions plausibly characicrisic of the caly
siages of huinan cvolution. & small nuimber of sirong reviprocaton could invede u population of i~
regarding types. end stong reciprocity is an cvolutionary sisble siraicgy. ARhough mast of the
Gvidence we report i bised on behavioral cxperments, the same behaviors arc regularly deseribed in
everyday lie, for cxampk, in wage scming by firms, ax compliance, and conperarion in the proicetion
of local cnvironmenial public goods. & 2003 Elsevicr Science Inc. All righs resc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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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 of Banking: Religious Finance in Babylonia
Benjamin Bromberg

The dourmal of Econoniic History, Vol. 2, No. 1 (May, 1942), 77-88.
“In financial or monetary transactions the position of the Babylonian
temples was not unlike that of national banks; they carried on their
business with all the added weight of official authority.”

Of _all these religious,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the outstanding one
was that of Sama3, the sun-god and lord of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 at
Sippar, the so-called “eternal city” of Babylonia. No Mesopotamian
fane had such a reputation and longevity in the banking sphere as did
the sun-god’s shrine. It is believed that temple was the first bank
in_the world.® While it had a noble existence for about three or four
thousand years," its extant financial records do not date beyond the 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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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m Smith as an Economist

Edwin Cannan

Economica, No. 17 Jun., 1926), 12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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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no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choice of subject. I would
not have chosen it myself, because I was acutely conscious of

the difficulty of saying, one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the Wealth oé Nations, anything which is both
new and true about it. I do not profess to have solved the
# (EWL) RE 150 F2EHAMUNR, TRBECREZLERE
R FARTARE R R L QY OB, i X TFXAR
{EREEFTH B ARMIFR, X LRRE,





images/00259.jpeg
rpg;d U(X) |





images/00025.jpeg
BT RERMBLARS). MRE
H—EBIRAEHRRREEET
HNREBROIE, MEXHRZE
MFRES RASHT BHhE
Fol:SEZ223:





images/00137.jpeg
TLXW





images/00258.jpeg
e
‘cnnen] S80S mas

arinen
onssnse: |z P
B umzmnan —— RN s
Jammosiiauns FE4 D
ErE awncys S505
. menenze—
wnmn . bk (3 Rs7) HENEORN |, oy on SRramesn
e e
RS St e teRnLn
e e iy

e Hras. ares. avge






images/00017.jpeg
10

2
2
S
7z

10 15 20
Browse Growth rate(a,)






images/00016.jpeg
5

&

H

S 4

“

2 3

s

£ 2

£

g

> |
0

(a) 0

s 10 15 20

Browse Growth rate(a,)

30





images/00019.jpeg
Camivores Class Il

S
Il conditons o ————

6
o) % 09 0 ]
Mixed feeders Class IV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first 3000 iterations of all the feedingsize groups. (b) Space
defined by two of the feeding-size groups. Parti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trophic-size

state space (a, =10, @, =20, rest of the parameters in appendix) .





images/00018.jpeg
a REMHEKER
3 RTEOHIRARNK
4 WA RS R

o
Herbivore

di 2 4
% r,,( [ yxy Z SKCyNk Z t,k:.-) Lo
‘ e =

o N TP (2)

Carniy

dz 2 2 BEXRBILHDY
i ( e,.zd,,(;_.-.,)) i

=

3)






images/00121.jpeg





images/00242.jpeg
Player 1

Player 2

Cooperate

Defect

-s, 14t

0,0






images/00120.jpeg





images/00241.jpeg
On sympathy and games™
David Sally*

Johnson Graduate School of Management. Cornell Universtty. 371 Sage Hall. Ithaca. NY 14553,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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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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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 game theory s a blind eye toward soci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layers in a game.
Hence, d given game ofTer the same set of equilibria regardless of the identites of the phyers and
the specifics of the social context The predictive valie of game heory I severely limited asa result.
“This paper provides y formal treatment of games sel i a context of social interaction. Based on the

original insights of Adam Sl and ofher political economists and soctal psychologists, he innate
Ry e ekt Caniped et s ol epaie e pror e Guality of sympathy 15 examined. The eflect of sympathy in a game may be to \ransform
the payolTs and fead 1o quite differeat choices In a setling of face-1o-face play. play among friends,
aid piay aer finding interpersonal similarities. © 2001 Elsevier Science B.V.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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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s of social psychology with situated and embodied

B STS BT 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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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ve Systems Research 3 (2002) 385-396
The recent nse of interest in situated and em- BT IAIRS

bodied cogaition has—as one of its most salient and g \ F/ 55 1
attractive ;enmres——a strong interdisciplinary flavor. ., ._

Contribufors have come from backgrounds as diverse 10 4117 16
a5 robotics (Brooks, 1999). cogitive anthropology i5i¢i8, #

(Hutchius, 1995). cognitive_psychology (Barsalov. sz st

1999). and developmental :hols Thelen &
o developmentil_peychalogy (TH SHEE, £

Smith. 1994). However. a major subdiscipline of
psychology has been almost_completely wirepre- (3BE 210>

sented: social psychology. Social psychologmsts - g sat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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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W. F. Hegel,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 5. PUFFENDORF: ...... ,as in the

case of Grotius, it was also true of Puffendorf, that
the instinct of mankind - that is, the social instinct,
was made the principle. Samuel von Puffendorf was
born in 1632 in Saxony; he studied public law,
philosophy, and mathematics at Leipzig and Jena; in
1661, as a professor at Heidelberg, he made natural
and civil law for the first time academic studies; in
1668 he became tutor in a Swedish family, which
office he later on exchanged for the service of the
House of Brandenburg, and in 1694 he died at Berlin
as a privy councillor. ......The basis of the state in
Puffendorf’s view is the social instinct: the highest

end of the state is the peace and secur peace and security of socia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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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shall defined economics as:

“Political Economy or Economics is a study of mankind in the
ordinary business of ife; It examines that part of individual and
social action which 1 most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attainment
and use of the material requisites of wellbeing.

Thus itis on the one side a study of wealth; and on the other, and.
more Important side, & part of tﬁeﬁ_}'_"‘r'sm iy of man.” (Marshall,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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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ier study episode. AEARBR L RA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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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 Whether the hippocampus is also involved in
familiarig is controversial: some studies have found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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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EFRE.

deficits'**, The importance of the perirhinal cortex
for familiarity-based memory is less controvers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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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o the formation of value, St. Anthony® con-
sidered that it was due to the interaction of three ele-
ments. _First, the general usefulness of a good in satis-
fying wants; this he considered the cause of value.
Second, its scarcity ; this raises the value. Third, that
quality which renders it more or less pleasing to the
individual. This in special cases can be the cause of
increasing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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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bility and flexibility of spatial categories
Lotk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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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ve Psychology 50 (2005) 1-44

What processes give rise (0 categ flable and flexible?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 shift from viewing categorie? us static representations with
inherent structures (6. Mandler, 1993: Mandler & McDonough, 1993; Mervis,
1985) toward viewing them us emergent products of cognitive processes (c.g, Barsa-
lou, 1983, 1987, 2003; Jones & Smith, 1993; Madole & Oukes, 1999; Oukes & Madole,
2000: Smith. 2000: Smith & Heise. 1992: Smith & Samuelson. 1997: Thelen & Smith.
1994). According (o this view. categories are created on-line from muliple sources of
inform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solving specific Lusks. Thus, femembered iformiation,
perceptual y«ul[\dl: e TormarionyarTiask ol ol oestrain he ekmaton oFon
e categories. Stability results from the repeated combination of the same cues in
Many task contexts, leading to similarilies in emergent categories over Lime. In con-
ierent pieces of information and
ths task 4t hund (e, making Judgments about simlanty vs. nam-
TStces Of  calegory).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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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floor increases(h 1), the following shifls occur: mutual sympathetic cooper-

ation becomes more prevalent as its border pivots at (0,1) up toward the edge of feasible
‘payoffs; mutual defection occurs only for larger s and ¢ values, and is the sole sympath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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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 such view consistently reduces the ‘higher” wants
to a secondary position as compared with ‘“‘lower,” and
interprets human life in biological terms. But the fact
is that human beings do not regularly prefer their lower
and more ““n " needs to those not easily justified
in terms of subsistence or survival value, but perhaps
rather the contrary; in any case what we call progress
has consisted largely in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want-gratification of an esthetic or spiritual as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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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tius discusses three methods of for settling a
dispute peacefully. The first is conference and
negotiation amongst two rivals or contestants. The
second method is called compromise, which is a
settlement in which each side gives up some
demands or makes concessions. The third is that of
single combat or choosing by lot. 38— " =il " &
Tk EESEHZE. BoME AR ANESE
BRAE—LACHER: BZHE " BE ALMEEIAE
RIRERFNER . ERE(BAARIPHRRKERT
W5 FERIIY, Two Treatises on Civil Government
(1689). Locke agrees with Grotius in using the
analytical device of a state of nature that exists
before civil government and in the general claim that
might does not make right as well as the claim that
just wars aim to preserve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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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tius and Puffendorf, representing the writers upon
jurisprudence, and finally we will consider as representa-
tive of empirical thought the views of the Italians,
Davanzati_and Montanari, and of the Englishmen,
Nicholas Barbon and John Locke,

Hugo Grotius, ,1583-1645.
Grotius defined nal aw as
a perceptive judgement in

that God was no longer the
only source of ethical qu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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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RONTAL AND MEDIAL
TEMPORAL LOBE INTERACTIONS
IN LONG-TERM MEMORY

“Insite ofCop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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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bility of bumans and other animals to remember
past experiences, which forms an integral part of onr

existence, has long fascinated philosophers and scient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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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ural Basis of Altruistic

Punishment

Dominique J.-F. de Quervain,*+ Urs Fischbacher,*
Valerie Treyer,? Melanie Schellhammer.? Ulrich Schnyd
Alfred Buck,? Ernst Fehr®*t

Many people voluntarily incur costs to punish violations of social norms, Evo-
lutionary model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indicate that such altrulstic punish-
ment has been a decisive force in the evolution of human cooperation. We used
H,'%0 positron el n tomography to examine the neural basis for altruistic
punishment STt Toac el exchange. Subjects could punish de-
fection either symbolically or effectively. Symbolic punishment did not reduce
the defector’s economic payoff, whereas effective punishment did reduce the
payoff. We scanned the subjects’ brains while they learned about the defector’s
abuse of trust and determined the punishment. Effective punishment, as com-
pared with symbolic punishment, activated the dorsal striatum, which has been
implicated in the processing of rewards that accrue as a result of goal-directed
actions. Moreover, subjects with stronger activations in the dorsal striatum
'were willing to incur greater costs in order to punish. Our findings support the
hypothesis that people derive satisfaction from punishing norm violations and
that the activation in the dorsal striatum reflects the anticipated satisfaction
from punishing def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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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and sustainability — a
constructive pro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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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 as Symbolic Interaction
by HerbertB

From: Herbert Blumer: Symbolic I ionlu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ley, Los Angels, London
1986. Pp. 78-89.

they attach to such actions. Thus, human interaction is mediated by
the use of symbols, by interpretation, or by ascertaining the meaning
of oue another's actions. This mediation Is equivalent o luserting a
process of interpretation between simulus and response in the case
of human behavior. BHEEM. AXE “FEUH,

us ot values, must be introduced into their analyses. Only G. H.
(Meadin my judgment, has sought to think through what the act of
etation implies for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human being,
human action, and human association. The essentials of his analysis
e so penetrating and profound and so important for an

understanding of human group life that I wish to spell them out, even

th h briefly.
e K975 % —J5 self Ts aot a1 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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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When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
gramme (UNDP) launched the Human Develop-

opment. Bul it proposed (o el income as only
one_out of (heee factors (e ather v

rently being if cxpectancy at birth a5 8 proxy for.

healll_achievernent_and_adull_leracy together

ment_Index (11DI) for the first time in_19%0 its

Wik eucational enrolmen! s & proxy (or eluci-

major goal was o foeus atlention away from
fncome towurds & more comprehensive measure
of human development. UNDP did not deny. of
course. that per capita income is onc of the main

determinaots oy country's level of funian devel-

imeni. Whal fs more. fncome Is not
s nter pares. Le. i 1s not given
than the two other factors.
il (hree variables are sggregated via &
arithmetic anerage into the HDI and are
thus treated equally,

HDI = Income index + Longevity index

+ Education index).

own future? The 1998 Hunian Development Report

demands that consumption must be ‘sustainable’
and translates this as not “mortgaging the choices

of future generations’ (United Nations Develop-
ment Programme. 1998. p. 1). This paper pro-





images/00117.jpeg
TLUL





images/00238.jpeg
Rationality as Process and as Product of Thought

Horbert A, Sim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ume 68, Issue 2,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Nincticth Annual Mceting of the Amcrican Economic Associstion (May, 1978), 1-16,

smarter people. Complexity is deep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and discovering tolcrable
approximation procedures and hcuristics
that permit huge spaces to be searched very
scelectively lies at the heart of intelligence.
HAMRBAXBEOHAR, BMERRBTES AR

whether human or artificial. A theory of ra-
tionality that does not give an account of
problem solving in the face of complexity is
sadly incomplete. It is worse than 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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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uses of corruption: a cross-national study

Daniel Treisman*

Depurtnient of Polical Sctence, Unlversity of Callfornia. Los Angele
Los dngeles, CA 90095 1472, US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76 (2000) 399-457

Why is cornuption — the misuse of public office for private gain — perceived o be more
widespread in some countries than others? Different theories associate this with particular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levels of economie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govemment policics. This anicle analyzes several indexes of ‘perceived coruption”
compiled from business risk surveys for the 19805 and 1990s. Six arguments find support
Countries with Protestant traditions. histories of British mle. more developed economies.
and (probably) igher imports were less “cornupt”- Federal states were more "corrupt’. While
the current degree of democracy was not significan. long exposure to demoeracy predicted

lower cormntion.  © 2000 Elsevier Science S.A. All rivhis reserved.

. 4289 Bunche H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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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y of Value before Adam Smith

Hannah Robie Se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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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Greeks, in_common with most ancient peoples,

had no conception of “ rational laws governing the phe-
nomena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They stud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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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kind’s detour toward sustainabilit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renewable energies
and electric power generation

Raphacl Edinger®, Sanjay Ka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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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ociate Profeso o the Depertment o il Tecoloy, Fiehbrg SiateColege, ichhrg,
MA, US4

Receive 28 Seplember 1999; accepied 9 December 1999

Renewable cnergics have been the primary energy source in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race. During the last 200 years, indusirialized_countrics have shifted their_energy

onsumption foward fossil fucls. Contemporary cleciric pover gencration is based on non-

rencwable resources such as oil. coal. and nuclear power, New cficient and cost-efTective

small-scale renewable energy pensration options are commercially available today.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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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for the base scenario. In
this exanple feedback from the environment to income and food production causes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rowth to reverse with the increasing environmental dam-
age o the pollution. Pollution decreases only when (harmful) economic activity has

decl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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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spring months
Smith got worse and weaker,
and though he seemed to
rally somewhat at the first
approach of the warm
weather, he at length sank
again in June, and his
condition seemed to his
friends to be already
hopeless. Long and painful
as his illness was, he bore it
throughout not with patience
merely but with a serene and
even cheerful

resignation. ——3|&
Joha Rae, Life of
Adam Smith

chapter 32, “last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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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A ANBRTHERES. RANBR, RAFEHIRUSEROA. ¢
FELRREREL.

(a)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Adam Smith's first book, was published n 1759 during his
tenare of the Char of Moral Philosophy at the University of Giasgow. A second, revised edition
2ppeared in 1761. Smith left Glasgow at the begining of 1764. Editions 3 (1767), 4 (1774), and
5 (1781) of TMS diffe Iitte from edition 2. Edtion 6, however, published shortly before Smith's.
death in 17590, containg very extensive 20ditions and other significant changes. The original work
‘arose from Smith's lectures to students, The revisions in edition 2 were largaly the result of
eriticism from philosophically minded friends. The new materisl in edition 6 was the fruit of kng
reflection by Smith on his wide knowledge of public affeirs and his eaually wide reading of history.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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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IV
F-MEmE. wi%
of Origin And Us TSRS
BB LE
#Weaith, as Mr, Hobbes says, is power. But the person who either acquires, or
succeeds to 3 great fortune, does not necessarily acquire or succeed to any political
power, elther civil or military. His fortune may, perhaps, afford him the means of
acquiring bath, but the mere possession of that fortune does not necessarily convey to
him elther. The power which that possession immediately and directly conveys to him, is
the power of purchasing; a certain command over all the labour, or over all the produce
of labour which Is then in the market. His fortune Is greater or less, precisely in
Proportion to the extent of this power; or to the quantity either of other men's labour,
o, what is the same thing, of the produce of other men’s labour, which it enables him
to purchase or command. The exchangeable value of every thing must always be
precisely equal to the extent of this power which It conveys to its ow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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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BUDGETS OF FAMILIES OF AGRICULTURAL WORKERS.
IN GREAT BRITAIN, JIAJ:0}

Al

BRI EE AT At Eps tncoue (€)
FWAH S0 KRG, —~ Jo-20 20-25 25-30 Jo-us
. Pecntae of Expentires

Expendinire category:
ent 3

8 2712
3 50
Fuel 26 30 4.2 31 32
9 9.3
calcare ) 6 39
Sundries 2 78 61 57 42 65
] . Ao Duts
No. of families 34 58 2 10 127
Average No. of persons in family| 5.2 60 58 75 5.9
Average income (£) 18 2 2 36 23
Average expenditure (£) 23 2 2 38 i

* From David Davies, Tie Care of Labowrers

Husbandry (Bath, 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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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arly History of Empiricul Studies of Consumer Behavior
George ). Stigler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Fcononty. Volume 62, Tssuc 2 (Apr., 1954). 95-113.

turies. Finally, in England in the 1790,
two very difierent investigators made ex-

tensive compilations of workingmen’s
budgets. Both were stimulated to this

task by the distress of the working classes
at this time.! mwi (xETANBRR)
Neither Davies nor Eden made any

summary of their budgets; they are sum-
marized in Tables 1 and 2.2 To the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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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BUDGETS OF ENGLISH WORKING FANILIES, 1704

L ——
Aveascn
kvl Pl I Sl
[C] Remt | Food | Fuet | Cloes | Vil
sl Workers 53 LT % AF
15-25.. 16 23 30 6.3 ©®6 49 1.2 81
25-30 16 8 36 44 5.1 4.8 7.1 a1
30-35.. 15 2 40 3.1 75.3 41 9.7 18
3540, 5 38 42 5.6 6.9 48 5.6 7.1
40 and over| 8 45 6 43 76.6 3.6 9.5 6.0
Al 0 . o 46 7S 44 9.0 16
-

15-25.. 4 2 88 4 60 8.8
25-35 [ 2 5.4 9 49 85
35-40. 6 36 52 S 16 82
40 and over| 10 st 6.0 8 6.2 10.7
All 26 . 6.0 4 5.0 926

* From Sic Frederick Morton Faen, The Stie of the Posr (Loodon, 1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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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recognition of an inverse re-

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ice and quan-
tity of a commodity must have occurred

thousands of ycars ago, and—to move

Early work.~The first “cmpirical” dc-

mand schedule was published in 1699 by
Charles Davenant in An Essay upon the

The_earliest analysis of which I know,
however, was made in 1861. Dr. Engel,

Fourteen years later Etienne Laspey-
res carried the discussion a trifle further,
in his brilliant plea for a discipline of
economic statistics.* He took Engel's

data for potatoes in Saxony and avch\
aged pairs of the ranked fourteen ob-

scrvations Lo obtain a demand schedule
(Tablc 8). Laspeyres's chicf purposc was

TABLE 8*

HARVESTS AND PRICES OF Po-
TATOES, SAXONY, AS PER
CENT OF 14-YEAR
AVERAGE

Harvest Price

 Etlenne Die Katheder-
sncicinns. ook s A Con
fresie (lestin 1815),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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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

CONSISTING OF THREE SECTIONS

SECTION I

OF Syuparny

How selfish soever man may be supposed, there are evidently some principles in his
(nature, which Interest nim in the fortune of others, 30d render their happiness.
necessary to him, though he derlves nothing from It except the pleasure of seeing I. Of
this kind i3 Dity or compassion, the emotion which we feel for the misery of athers,






images/00224.jpeg
(a)

> u,

(b)

>





images/00078.jpeg
uivalent adult” scale. The income
clasticitics (cvaluated at_the mean_in-

come of $1,145) listed in Table 6 can be

derived from his regression equations. He

TABLE 5*

SAVINGS OF MASSACHUSETTS WORKMEN'S

FAMILIES, 1875 (IN DOLLARS)

TABLE 6*
TNCOME EIASTICITIES Fos DisTRICT
¥ S
[ro— Hlaiiy
06
o 013
Clothing s 3
Tiusband's clothing. 4
L&

Wife's clothing _ . g
Chidres ot T %

300-
400-
500~

ssgspanee

£33

Income Class | Average Income | Average Surplus
400 359 -3
500 461 -8
60, 555 -5
700 633 + 10
800 754 + 20
900 850 + 3
000 950 + 38
100 1,039 + 50
200 1,190 +106
300 1,243 +120
400 1,366 +172
600. 1,337 +220
d over 1,820 +216

§'w,..;_

148
0.95
Religion 167
Fumiture 140
¥ 5
Avvusement T
Liquor and tobacco. 051

Sichness

* Weight, Sisth Awnwal Repor, p. 380

“The now fam

pattern of savings

disclosed by Table § led Wright to the

generalization: “Th:
come, generally speal

the higher the in-
ing, the greater the

saving, actually and proportion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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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nfluence of Stoic philosophy
HEnRER AL E LRI S WERMTPM, LR TVS 56 4.

Stolc philcsophy s the primary influence on Smith's ethical thought. It aiso fundefientally affects.
his economic theory. Like other scholars of his day Smith was well ve Bncient philosophy,

and In THS he often refers as a matter of course to Plato, Aristotle, a Cicero (the last
sometimes, but not always, as & source of information about SkefGsm). In his survey of the
history of moral philosophy In Part VIL, however, Stoici; than any other

751 THS some of this material on the Stoxcs appears
‘does not produce alesser impact on the reader; on the

ook for editif 6 In his last years, he not only moved two of the eariler passages on 'that famaus
sect’ (25 he calls It in the Advertisement) to the historical survey In Part VII. He aiso added
further reflections, especially on the Stolc view of suicice, stimulated no doubt by the posthumous
publication of an essay by Hume arguing that suicide was sometimes admirable.

HEMNPREFFX RSB ENABLSRERNERREERNES.
Smith's ethical doctrines are in fact a combination of Stolc and Christian virtugs—or, in
philosophical terms, 3 comblnation of Stoicism and Hutcheson. Hutchesan resolved all virtue into.
benevolence, 2 phiiosophical version of the Christian ethic of love. At an early stage In TMS, Adam
Smith supplements this with Stolc self-com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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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 Reclproclty, Hunter-Gatherer Sharng, and the Market Economy

< T o oS >

Humans and modem chimpanzees ~ biologically our closest cousin - are believe o have

branched offfrom a cominon ancestor about -6 million years ago. (Dismond 1992, 15-31). Our

chimp_ relative more than any other nonhuman phwgle. shares with us a remarkable

XHLXBROHTHRAELCLHE

and Smith 1996). By positive reciprodlty, I me; fiVidual A responds. nonsimultaneously,

with like acts, when individual B, insferred goods or favors to A. Such behavior is common
Negative reciprocity occurs when individuals are punished for “cheating” on a social

exchange; i.c. fuiling to retum positive reciprocity to_those that have provided it 1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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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 In the Advertisement to edition 6 of TMS he refers to the final paragraph of the book,
‘which promises another one on law and government, and says that he haspartly executed this
promise in WN. Clearly therefore he regards W as continuing the sequence of thought set out In
TMS. Mareaver, 45 we have sai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section, any reader can see that the new.

NTREE TMS 3 6 IR/~ 5B R BF bR SEANRAE 28/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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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is end, we suggest the following model. An individual's history con-
sists of a sequence of facts, Some are events that have a temporal aspect. Some

are atemporal, such as religious or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Each fact ¢ has
an “objective’

ayoll attached (o it, denoted ;. The individual’s instanta-
B P ey e TS

where g, is the individual’s aspiration level
pertaining o that fact. Overall well-being is defined as a weighted sum of

these instantaneous payolls. However, the aspiration levels a; are themselves
linear functions of preceding objective payofls. Explicitly,
X= (¥1,....x7), the measure of well-being is

> wilxe — @)
for given weights w,, where

a=" suxi
=

for given coeflicients s;.

U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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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 isa weak order.
42 (Continuity): For every T, T" 2 1, and every 7, the sets { 2T1NT>yT)
and {y™'|xT < y™") are open (in the standard topology) in %
A3 (Additivity): Forevery T,T' > 1, and every x7, yT', zT, w7, if xT > yT"
(T >y™)and =7 > wT’, then x7 427 > 3T 4w’ (xT 427 > p7' +-wT).
A4 (Neutral Continuation): For every T > 1 and every x7 there exists a € 0t
such that x7 = (x7,a).

Theorem. The following are equicalent:

(i) > satisfies Al-A4;

(it) There are real numbers (w),5y and (su) 531 Such that for every T,T' = 1,

and every x7, y'

T2y FUET)=U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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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is that portion which is reserved for immediate consumption, and of which the
characteristick Is, that it affords no revenue or proft. It consists in the stock of food,
cloaths, household furniture, &c. which have been purchased by their proper consumers,
but which are ot yet entirely consumed. The whole stock of mere dwelling-houses too
subsisting at any one time in the country, make a part of this first portion. The stock

%78 RAVNRBERENNRESHMST . CORERTRSEE

FIRARFHE, B il @A,
‘The Second of the three portions Into which the general stack of the society divides
itself, is the fixed capital; of which the characteristick s, that it affords a revenue or
profit without circulating or changing masters. It consists chiefly of the four following
articles:

BXBFRUHBRASF R CHHERBRKBRARDHAL RN

FARMRL,
The third and last of the three portions into which the general stock of the soclety.
naturally divides Itself, |s the circulating capital; of which the characteristick is, that it

affords a revenue only by circulating or changing masters. It is composed likewise of
four parts:

FEXHFBIDRDAL . CHBERNRN=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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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IT

OF THE NATURE, ACCUMULATION, AND EMPLOYMENT OF STOCK
FoR RAMHMRRABTRIOEBE
INTRODUCTION

In that rude state of o of labour, In which exchanges are
seldom made, and In which every man provides every thing for himself, it is not necessary that
any stock should be accumulated or stored up beforehand in crder to carry on the business of the
Society. Every man endeavours to supply by his own industry his own occasional wants a5 they.
‘occur. When he Is hungry, he goes to the forest to hunt; when his coat is worn out, he cloaths
himself yith the skin of the first large anmal he kils: and when his hat begins to go to ruin, he.
repais it, as well as he can, with the trees and the turf that are neares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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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NLINE LIBRARY OF
E 5\—» LIBERTY. iR

© 2004 Liberty Fund, Inc.

3500 FRILUER X 2 HSH ~ G &ffa
CLASSICS IN THE HISTORY OF LIBERTY ®) B

ADAM SMITH, THE GLASGOW EDITION OF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1981)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ERMENNES NATIONS, VOL. T
Updated: April 7, 2004
RERRE—

INTRODUCTION AND PLAN OF THE WORK

1 THE annual labour of every nation is the fund which orkainally suoplies It with all the necessaries
and convenlerces of ife whic1 it annually consumes, and which consist always, either in the.
Immediate produce of that labour, or In what s purchased with that produce fram other nations.

2 According therefore, a5 this produce, or what Is purchesed with I, bears a grealer or smaler
roportion to the number of those who are to consume It, the nation wil be better or worse

EEFAFHRIBAERFRHRNETLRRRR.
EESFHHTESEREAQZLHRAR), WR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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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this proportion must i every nation be regulated by two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first, by the
skil, dexterity, and Judgment with which ®s* labur is generally applied®; and, secandly, by the
progortion between the number of thos who are employed in useful labour, and that of tiose
who are not so employed. Whatever be the soll, dimate, or exten of ercitry of any particular
nation, the abundance or scantiness of ts annual supsly must, In that partcular situation, depend

upon those two circumstances.

HELBES. SRRERBEGBEE, SAFARKIFIART
BEREMFN~HE, BERBTHHORME. REREUR—RAMH
RIER, RAKBTARSHEEHH2 L0,

a

‘The abundance or scantiness of this supply 00 seems to depend more upon the former of those
o Circumstances than upon the latter. Amang the savage natians of hunters and fishers, every
individual wha fs able to work, s more or less employed in useful labour, and endeavours to
provide, a5 well a5 he can, the nezessaries and conveniences of Ife, for hmsel, Cor such of his
family o tribe as are either too old, or 100 young. or t0 Iflrm to 002 hunting and fishing. Such
nations, however, are 5o miserably pocr, that, from mere want, they are (-equently ‘educed, or,
at least, (hink Uremselves reduced, Lo the necessity someumes of directly destoying, and
sometimes of abandoning their Infants, their old people, and those afficted with lingering

REZFIRET, MFEMRBTFIRAFAEZ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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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liamentary Enclosure Records

02

Fraction of Land Common

00s|

Charity Commission Plots

of L — e g oy
1725 1735 1745 1755 1765 1775 1785 1795 1805 1815 1825 1835

THE FRACTION OF LAND COMMON; PARLIAMENTARY
RECORDS VERSUS THE CHARITY COMMISSION SAMPLE, 1720—1839
Noes: Because there ar a few parishes with very large mumbers of observatons, expecially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1 caleulate the average faction of land which is common n cach parish in cach decade i forming Fig-
ure 3 10 avoid overweighing thes paishes. This, forexample, Haxey in Lincolnshire shows up 7S times in the
18305 in my data, and on average 75 percent of the plots in Haxey are common land.If each of these Haxey
Pl i counted once then it increases the fracton of Land comimon in the 1830 from 6 percent 7 percent. With
the procedure adoptd in the figure the fracton common on the 75 Haxey plots is averaged into one observation

for Hasey in the 18305
Source, See Clark, “Charity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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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octrine of Sympathy in Hume and Adam Smith

Glenn R, Morrow (Ha51EX1E) HRBEH

The Phiosnphical Review, Vol. 32, No. | (Jan, 1923), 60-8.
‘HE individualism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wed its dis-
tinctive character to the fact that it was based upon a logic
derived from the exact sciences. The affirmation of the worth of
human individuality—an important element in all modern thought
since the Renaissance—here became fused with a faith in the
universal validity of the experimental and mathematical methods.
XEENMHAXEXHHBBET 18 HLREAPATXHETFEMEG.
WHEFRARTFOME. PATXHENEREERRSHFTE

Bwi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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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ed by Adam Smith is well known. All our moral judg-
ments take place as the result of an imaginary change of situation,
whereby we place ourselves in the position of the individual judged,
and feel to some extent as our own the sentiments and passions
which he feels. The kind of judgment we pass upon him depends
upon whether we perceive an agreement or disagreement of his
passions with what our own would be in his situation. We ap-
prove when we perceive that his emotions are such as our own
would accord with, and in the contrary case we disapp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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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lasgow] College was torn by parties, and Dr S[mith] embraced that side which
was most popular among the people of condition; that i, the rich merchants of the
town, among whom he was well received, and from whosc conversation, particularly
that of Mr. Glasford, he learned many facts necessary for improving his Leetures; for
living in a great commercial lown, he had convered.the chait of Moral Philesophy into a
profssorskip of tade and finance.!

The above statement appeared in The Times a few weeks aftcr Adam Smith’s
death in 1700, along with other items of biographical gosip. The anonymous

1790 &, (HSUNFEFRTIR). MABEAMANP+HERD, fids
FURBA S BEFBRBERT PSRBT, BHHL X XRIE
E RN A EA

less mediated, to the growing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a_distinctive

constellation of economic forces and relationships — where the constellation
can variously be described as the rise of capitalism, the spread of the market

economy, the victory of political cconomy over ‘moral economy’, or_the
diffusion of (to use Smith's term) commercial society.”

WEBEFOHLHY, BERAREX EHEY, B BCER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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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Journal, 35, 1 {1992}, pp. 9i-=113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ADAM SMITH: SCOTTISH MORAL
PHILOSOPHER AS POLITICAL

zER#RE+, 5% ECONOMIS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ritish Historical DONALD WINCH AX58#%

Experience 1688-1914, e
¥ 200’; FEHER, Universily of Sussex R

s oun system. Smith was anlagonisti to precsely those rationalist, utlitavian and reductive models
‘of behaviour based on self-interest that he is held lo have in common with mercantile writers; he was
‘answering rather than joining Uhase whe Jelt it necessary o isolate and legitimale rational ecoromic
self-secking. The second topic tums on Smitk's natural jurisprudence: his application of the criteria
RERXMEELRENEFETREATALGF R PLIBMELE. T
FEXERET " B BRNGHEXTHRE, LR, IRRX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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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nty, V. 58, No. 4 (Aug., 1950), 328-346.
by assumption, a_common will of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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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that in either case no conflict of i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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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suggested that wealth—defined as the capacity to satisfy one’s
wants—must be balanced against the number and intensity of one's
desires. It follows thar, if the objective of wealth getting is the re-
duction of marginal utility of all consumers' goods and services, this
aim can be accomplished by an alternative method; namely,
ducingthe intensity of some or all of our desircs.
drastic reduction would, of course, lead to the
of some wants.) The limiting case would
utilities of all goods and servi
of bliss,” once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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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ll of the 328 individuals sur-
veyed in the Biographies volumes actu-
ally emigrated. Thirteen fell into the
hands of the police and were either
killed or died in concentration camps;
two others left Germany for nations
later occupied by German armed
forces, where they disappeared without
a further trace. Three committed sui-
cide under conditions attributable to
their actual or impending exile—one
Austrian, Karl Schlesin; n_the day
of the Ausclfuze in T035-ATso meladen
were seventeen economists who lost
their academic or government positions
but did not emigrate. Some surv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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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u by Paul Saiuelson (1985, p. 319):
“The triumphant rise of American eco-
nomics after 1940 was onormously ac-
celerated by importation of scholars
from Hitlorlan Earope.* In a follow-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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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tility Concept in Value Theory and Its Critics
Jacob V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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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tility theory of value is primarily an attempt to ex-
plain price-determination in psychological terms. Some traces
of the recogni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psychological determi-
nants of price can be found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value the-
ory. But for our immediate purpose, it will suffice to begin with
the English classical school.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borrowed
from the language of common sense the term “utility,” and gave
to it the technical meaning of the capacity of a good to satisfy
desire. They claimed that the existence of utility was pre-essen-
tial to the existence of exchange value. It was in costs of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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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elaborated into a psychological law of diminishing utility
and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marginal utility, or the util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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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Tversky, 19974 %, Kahneman,
20025 5Smith 5} FiE R $ 2.

Economerrica, Vol. 47, No. 2 (Mar., 1979), 263-292.

Daniel Kahneman. Amos ‘I versky

“[his paper preseats 8 critique of expected utility theory as a descriptive model of
decision making under risk. and develops an alternative model, called prospect theory.
Choices among risky prospects exhibit several pervasive cffccts that a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basic tenets of utility theary. Tn particular, people underweight

merely probable in compurison with outcomes that are obtained
tendency, called the certainty eflect, contributes to risk aversion in chol
gains and (o risk seeking in choices involviag sure losses. In addition, people generally
discard components that are shared by all prospeets under consideration. This tendency,
called the isolation effcct, leads to inconsistent preferences when the same choice i
presented in diflgrent forms. An alternative theory ice Is developed, in which value
is assigned 10 gaine and lsses rather than to final and in which probabilitics arc
replaced by decision weights. The value function is normally concave for gains, commonly
convex {0t Iosses, and is generally steeper for Josses than for gains. Decision Weights are
generally Jower than the corrcsponding probabilities, excent in the range of low prob-
ilities. Overweighting of low probabilitics may contribute to the attractiveness of both
insurance and gam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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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ities, Attitudes, Choices: A Review Note
Kenneth J. Arrow.

Econametrica, Vol. 26, No. | U

1959). 1-23.
Stanford Univrsity, and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L.L. Choice_under_certainty. Pareto's “ordinal rovolution in utility theory
mounts to recogmizing Ul tha suljective theory of value was a statement that
choices made under ns are consistent. What may be termed a
rational model of choice (or docision-making) has the following well-known form:
an individual is assumed to rank all altemative logically possible decisions in

order of preforenca; in any given situation, only some of the logically possible
altematives are in fact available, due to budgetary or other limitations, and the

dividual is axsumed to choase amaxg the alternativesavailable that one which is
ighst on his ranking, Tho ranking or endering fs assumed to huve the usual
consistoncy properties o that, if alternative A is preferred to alternativo B, and
B 1o C, then A s preferred to C.

refutablo consequences, but in general it_scams to say very little. As He
Siunon points out (MT, pp. 388-415), the moro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tet
Tational model of choice in any particular context lies in the speclfication of the
Fange of altematives actually available, and, it might be nddnﬁ  maro spe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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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ur of departure has arrived, ana we go our
ways -- | to die, and you to live. Which is better God
only knows. "{#/# % M ER . “Let us reflect in another
way, and we shall see that there is great reason to
hope that death is a good, for one of two things: —
either death is a state of nothingness and utter
unconsciousness, or, as men say, there is a change
and migration of the soul from this world to
another. ...... Above all, | shall be able to continue my
search into true and false knowledge; as in this
world, so also in that; | shall find out who is wise,
and who pretends to be wise, and is not.

BEER. 5t RE-HNERIBHOGR.
(EAE¥S. ER2TE.






images/00089.jpeg
Types of positive emotions,
feelings and thoughts

Clislsion > Eamiry

o

C Pevimim >
o dmonon>  FFTW. BHARE

PEKBE.






images/00198.jpeg





images/00197.jpeg
The conditions of perfect competition

are stated a: o BERBABEZH, £ Ehga
s follows BEDHEHOEOBE,

The field of compelition with reference to
contract, or contracts, under consideration gén-
sists of all individuals who are willing and "able
to recontract about thec articles under con-
sideration. . %

There is free communication throughout a
normal competitive field. You might suppose
the constituent individuals collected at a point,
or connected by telephones—an ideal supposi-
tion [1881], but sufficiently approximate to
existence or tendency for the purposes of ab-
stract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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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formulation of Certain Aspects of Welfare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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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52, No. 2 (Fcb., 1938), 310-334,,

The Fundamental Value Propositions of Indiviaual rrer-
erence: if the amounis of the various commodities and types of
work were constant for all individuals in the community except
any i individual, and if the i individual consumed the
various commodities and performed the various types of work
in combinations which were indifferent to him, economic welfare
would be constant. RAREXSRT 150FNHFA BAlgH ~

ERRE fRig.
to determine the sign of an increment of welfare. These
value propositions are: #f all individuals excepl any i i
individual remain in positions which are indifferent to them,
and if the i** individual moves to a position which is preferable
to him, economic welfare incr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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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knowledge was made some-
what more prominent in Jevons’ exposi-
tion. His concept of competition was
part of his concept of a market, anga
perfect market was characterized by/two

nditi 1 ‘heory of Political Econon!
conditions 1871), pp. 87 and 86.

(1.) A market, then, is theoretically perfect
only when all traders have perfect knowledge
of the conditions of supply and demand, any the
consequent ratio of exchange;. ..

[2.] . . . there must be perfectly free comRe-
tition, so that anyone will exchange with an
one else upon the slightest advantage appwa
ing. There must be no conspiracies for absor!
ing and holding supplies to produce unnatural
ratios of exchan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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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ect Competition, Historically Contemplated

George J. Stigler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uhime 65, Issue 1 (F -17.
Still, it is a remarkable fact that the

concept of competition did not begin to

receive explicit and systematic attention
in_the main stream of economics until

1871. This concept—as pervasiv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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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s are not unaccustomed to brilliant
doctoral dissertation by relatively unknown
youngsters - withess Samuelson‘s Foundations
Becker’s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 - but Kenneth
Arrow’s doctoral thesis, Social Choice and

Indjvidual Values (1951) , is in a class by itself.
Employing the system of symbolic logic, at the time

unfamiliar to economists proposed to solve a
question in politics which no economist and few
political scientists had ever posed: suppose all
individuals can rank the world in order of preference,
is it possible to find a voting rule that will always
select one of those states as 'most prefer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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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ology of Markets
John Lic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3 (1997), 341-360.

The market is a central category of economics. Mark Blaug (1985:6), the
indefatigable chronicler of economic thought, writes: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 is nothing but the history of our efforts to understand the. workings

of an economy based on market transactions.” Itis then curious that the market

the existence of a market. The market clears—supplies arg exhausted, while

other words, the neoclassical market is shorn of social relgions, institutions, or
technology and is devoid of clementary sociological cghcerns such as power,
norms, and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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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time of Adam Smith’s Wealth
of Nations in 1776, one recurrent theme of
economic analysis has been the remarkable
degree of coherence among the vast num-
bers of individual and seemingly separate
decisions about the buying and selling of
commodities. In everyday, normal ex-

General Economic Equilibrium: Purpose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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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4, No. 3 (Jun{_1974), 253-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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